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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简体版序

本书能有机会与简体中文世界的读者见面，将个人对哈耶克自由思想的研究心得，与大家分享，并接受批评与指教，本人感到十分荣幸。

《哈耶克自由理论研究》一书，于1988年由台北联经公司出版繁体中文版。借着中文简体版出版的机会，笔者将全书作了适当的修订。除了若干译名改用现今较为通行的语词之外，也订正了一些讹误，并顺着行文脉络略作文字上的调整。此外，并增加五篇单篇论文作为附录。这五篇论文，皆是围绕本书研究主题的论述。其中《自由与法治：哈耶克政治思想的中心论题》一文，写于本书之前，为笔者写作本书架构之雏形；其余四篇，皆写于本书出版之后，为笔者对哈耶克自由理论的相关讨论，并延伸至与西方当代其他自由主义者，诸如波柏（Karl R. Popper）、罗尔斯（John Rawls）、诺齐克（Robert Nozick）与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人自由观点之比较讨论。这几篇论文，就透过西方当代自由主义发展脉络，以理解哈耶克自由思想的内涵与定位而言，有其一定的意义，所以搜集在这里，作为附录一起出版。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自从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出版之后，犹如在时代思潮的湖心投入一颗巨石，激荡起一阵又一阵的涟漪。影响迄今，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等等，各种政治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展现既多元又丰富的成果。这一系列的思潮发展，在后现代思维的大脉络之中，展开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现代思维之反思，的确挖掘出诸多深刻的人文意涵，在世纪交替之际，展现了深邃迷人的思想风采。从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追溯到对整个西方近代启蒙传统的反思，这一波接着一波的思潮发展，亦使得在西方当代自由主义占有一席之地的哈耶克，受到诸多的检视与批判。

就当代的自由主义的脉络而言，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通常被归类为标榜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理想的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此一古典自由主义理念，重视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市场机能运作。其所受之批判，颇多集矢于其对财产权利的辩护，认为妨碍了社会资源分配普及化的理想。平心而论，财产权的确立固然有助于个人自由的维护；然而财产权的绝对化，势将造成社会贫富悬殊，不利于理想社会的缔造。何况就财产的获得而言，究竟是基于个人付出努力的因素，因而具有某种道德上的正当性；抑或只是缘于罗尔斯所谓“自然或社会机遇”的因素，难以在道德上被证实，皆必须加以考量。这也是人类社会，究竟是文明社群抑或野蛮丛林的分野所在。不过，个人以为哈耶克的自由论述，重点并不在私有财产权的道德证实，而在阐述自由社会的原理。他以“自发秩序”为论述核心，一方面强调人的理性能力有其限制，在社会文明的演进过程之中，只扮演有限度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楬橥各种自发秩序，包括市场机能、语言文字、社会道德及风俗习惯、法律乃至工艺技术，皆是在社会长期演化过程之中，逐渐演进、成长而形成。质言之，人类社会文明及制度之成就，并不是某一个人或少数人根据他的理性能力进行设计，再按图施工而建造的社会工程；企图进行此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势将把人类推向奴役境地。要之，哈耶克可以说是在以经济学为主的社会科学专业研究领域中，发现自由社会的原理——亦即社会的自发秩序，并以自由社会原理见证者的身份，向爱好自由的人士提出自由的建言与忠告。

综观哈耶克整个自由主义思维，其真正的理论目标，乃是能够孕育深刻人文内涵的自由文明社会，这也显示哈耶克作为一位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欧洲学人之论学风格；我们若回归其对整个自由社会原理的论述，及其自由论述字里行间所洋溢的人文精神，当能体其对于西方长远的自由人文传统之维护所显现的睿智，以及对于自由理念的勇敢承担。

最后，我要感谢李明辉先生与陈明先生，由于他们两位的热心，本书才有机会与广大的简体中文世界读者见面。





何信全　谨识

2004年初春


原　序

自由，是影响近代人类政治生活最为深远的政治价值之一。近代以来多少政治运动，楬橥自由，作为最响亮的政治口号。不过，尽管自由这一政治口号似乎明白易晓，然而在理论上加以检视，自由概念内涵之复杂歧义，远非许多热烈追求自由的人们所能想象。19世纪的时候，致力于研究人类自由史的艾克顿爵士（Lord Acton），即曾经搜集了两百个关于自由的定义；20世纪以后，自由意义纷歧之趋势，并未因在自由概念厘清方面有了理论性的进展而有所改变：不同脉络意义的自由概念，仍对当代人类政治生活发生迥然不同的深刻影响。

在当代各种不同脉络意义的自由概念之中，追溯古典自由主义之自由概念，并根据现代知识发展，重建自由主义理论，据以评估当代人类政治生活者，颇不乏人。哈耶克（F. A. Hayek）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人物之一，他重建自由主义理论的努力，尽管受到其本人专业知识领域经济学上市场机能概念之启示，然而他并不局限于人类经济生活领域，而以全面关照人生价值之开阔视野，来思考人类的自由前途。他根据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广泛的知识向度，透视当代人类自由问题，形成独创性的自由理论。哈耶克的自由理论，自20世纪40年代明确提出以来，虽不断有重要的自由论著问世，而基本论旨，前后一贯，四十年未尝稍变。他的自由思想观点，一方面赢得许多赞许，一方面亦受到来自不同思想观点之严厉抨击，使他成为20世纪一位毁誉参半的思想人物。

本书之目的，在于本乎客观平静之态度，展示哈耶克备受争议的自由理论。对台湾的思想界而言，哈耶克是一位相当熟稔的人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哈耶克的自由思想亦如同其他西方思潮一般，在台湾潮起潮落。不过，就深入剖析当代自由主义转变所显示人类未来自由前途之严肃课题而言，此中有待重新检视之处仍多。当然，面对此一攸关人类未来政治生活极为深远的基本课题，本书只是试探之作，在这一主题上，仍有待继续深入地探索与思考。

本书原为笔者的博士论文（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86年），在写作过程中，指导教授朱坚章教授与林钟雄教授曾给予笔者在思想观点与研究方法方面诸多启发；论文口试时，又蒙逯扶东教授、谢延庚教授、吴庚教授、江金太教授指教批评；有关康德哲学部分，则曾多次向孙振青教授请教。本书出版之际，特别要向以上诸位教授深致谢忱。当然，本书若有任何错误，完全是笔者学力不逮所致，应由笔者自己负责。

最后，笔者要感谢华力进教授多年来对笔者研究工作的鼓励与督促。我也特别要感谢我的母亲李玉素女士，她是一位既慈祥又坚强的女性，含辛茹苦，抚孤成立，并给予我自小一个自由的家庭环境，因而得以有自由发展自我的机会。内人谢思萍女士在本书写作期间，独负照顾秉一、贞一两位稚儿之劳，使笔者无后顾之忧，得以专注研究工作，于此谨致衷心谢意。

笔者学力有限，本书疏漏错谬之处必多，敬祈海内外学者先进，多加指正。





何信全　谨识

1988年岁初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本研究之基本说明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人类政治生活的变革上，扮演了意识形态方面非常重要的主导角色。然而其本身之概念内涵，却亦在不断地变迁之中。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无疑可以明显地区分出两个不同的阶段：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这两个不同的阶段，大致上可以穆勒（J. S. Mill）为界。穆勒的自由主义，正好跨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之上
〔1〕

 。从自由主义的基本论题——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论，第一阶段的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为中心，认为政府是侵犯个人自由的主要根源，因此以限制政府权力为要务；第二阶段的自由主义，则是一种逐渐修正的历程，修正的重点在于不再视政府为侵犯个人自由之祸源，而重估其角色，认为政府权力乃是社会公益之所系，不应严加限制，而应使其发挥功能。自由主义的此种发展，引发其是否已放弃个人主义而接受集体主义之疑虑与争议，使自由主义之鲜明形象，逐渐由模糊而分歧。

自由主义思想内涵之转变，到了20世纪以后，可谓更明显而强烈。以美国的意义而言，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被称为“保守主义”（conservatism），而“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所代表的思想内涵，已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以限制政府权力来保障个人自由之基本方向，而朝向扩大政府干预之途——亦即与古典自由主义正好相反的方向
〔2〕

 。自由主义此种思想内涵的混淆分歧，使抱持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被描述为自由主义兴起时的思想对手——保守主义。对某些不认同当代自由主义之思想内涵的人而言，愿意接受此一名词，以资区别；另外有些学者，则创造一个新的名词“libertarianism”，以与当代的自由主义表示分别
〔3〕

 。

在当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出自由主义思想内涵的剧烈转变。他自认是自由主义者，是“一位永不悔改的老辉格”（“an unrepentant Old Whig”）
〔4〕

 ，并且坚决否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对于若干自由主义者接受此一称呼，乃至以此自称，颇不以为然
〔5〕

 。另一方面，对于“libertarianism”一词，他亦未加采用。就哈耶克而言，他自认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指陈当代流行的自由主义已经悖离自由主义之精神，因此已非真正的自由主义；然而就当代学界而言，仍多以保守主义称之
〔6〕

 。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中此种近乎反讽性的现象，并非只是表面上名词的分歧问题，而实代表自由主义思想内涵的重大转变。如果我们同意自由主义在近代人类政治生活变革上扮演了主导观念的角色，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则自由主义此一思想内涵的重大转变，不啻亦将对人类未来的政治生活，发生深远的影响。

本研究即是从自由主义思想内涵转变的观点，探讨20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自由理论。希望借着对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展示，追索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内涵在当代的发展脉络，进而检视自由主义思想内涵转变的相关问题。

在当代政治思想界，哈耶克是一位充满争议性的思想人物，确可说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他的学术领域涵盖哲学、法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方面，其中在政治与经济两个研究领域，皆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而亦皆在学界造成争议不在经济学方面，他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迄今仍受到讨论
〔7〕

 。在政治学方面，誉之者将其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及穆勒相提并论
〔8〕

 ，毁之者则谓其为20世纪自由民主思想的反动
〔9〕

 。撇开若干情绪性的因素不论，对于哈耶克思想的争论、毁誉，根本上仍是一个对自由主义思想内涵的观点问题。

自由，在哈耶克政治思想中乃是国家最高的善（a state's highest good），亦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原理（a supreme principle），以及所有其他价值的源泉与条件
〔10〕

 。因此，本研究以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为主题，探讨其以自由概念为中心的理论结构。哈耶克是一位经济学家，曾经在1974年与孟德尔（Gunnar Karl Myrdal）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经济学力面，自成一家之言，有其确定的学术地位。纯从经济学观点，探讨其专业的经济理论，当然是哈耶克研究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从经济学观点，探讨哈耶克经济学说背后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基础
〔11〕

 ，亦是一个可以采行的研究途径。就哈耶克在道德与政治哲学方面的论著而言，从1944年出版这方面的第一本重要论著《到奴役之路》
〔12〕

 以来，又陆续有相关的重要论著问世。相形之下，他所专攻的经济学专技性的问题，显然已不再是他研究思考与论述的重心。

事实上，哈耶克在道德与政治哲学方面，犹如其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亦已自成一家之言，可以独立地做为研究探讨之主题。本研究探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即是将其做为政治思想中的一个研究主题，进行分析探讨。根据这个研究取向，我们从政治思想的观点，分析哈耶克以自由为中心的理论结构，并探讨其在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及相关问题。哈耶克在经济学方面的观点，并非本研究之主题，其经济学论述，与研究主题有关者，我们以相关资料加以处理。对于一位政治思想受到正、反两种极端评价的政治思想家，如哈耶克，我们在研究上必须尽可能地维持客观态度：一方面不能完全站在哈耶克的观点上，予以曲意辩解；另一方面亦不能完全站在反对的立场上，予以无情地讥评。不过，对一位政治思想家之思想的研究，在研究的程序上，首先当然必须站在其立场上，做忠实贴切之了解，然后再进一步提出分析与评估。因此，本研究在展示哈耶克自由理论之结构上，将根据哈耶克本人之著作，尽可能做忠实深入之理解。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做客观之分析与评估。

台湾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起，即不断有译介哈耶克思想的论著出现
〔13〕

 。由于译介者的不遗余力，曾使哈耶克的思想在台湾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以今日眼光视之，当年之若干译介，对于哈耶克自由理论之真实面貌的揭示，确有相当之贡献。然而，亦有若干译介不免情胜于理，无法准确地展示哈耶克思想的真实面貌，虽能激起一时之思想风潮，然而热潮一退，似乎再也难以显示思想本身之理性光辉。

本研究拟以客观之态度，展示哈耶克以自由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并从西方整个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观点，予以深入地分析评估，以探求哈耶克自由理论的真实面貌，厘清其自由理论强烈争议之困惑，进而检视自由主义思想内涵发展转变之相关问题，使我们对影响近代以来人类政治生活至为深刻的自由主义在当代之发展情况，有一清晰之理解，从而根据自由主义之精神，予以适当的反省评估。

最后，必须对本研究的限制做一说明：

本研究探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乃是从政治思想的观点，根据哈耶克1944年《到奴役之路》以后一系列的政治思想论著，进行分析探讨。哈耶克专技性的经济理论，不在本研究探讨的范围之内。不过，哈耶克在其自由理论的建构上，经济体系乃是一个重要的支柱，这方面的论点，仍在本研究探讨的范围之内。哈耶克关于自由与经济体系之关系的论点，仍系在上述本研究根据的资料中提出。因此，本研究在探讨的主题与资料依据的周延性方面，基本上并无困难。不过，未对哈耶克的专技经济理论进行分析，毕竟是本研究的一项限制。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二战结束前后为界，将哈耶克的著作加以检视，则其战前论著以专技性的经济理论为主，除英文外并以德文写作；战后之论著，则以政治理论为主，并用英文写作。哈耶克此一研究方向上之转变，不只是学科上或语言使用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代表他在政治思想方面对英国传统的认同，此点可以从其思想渊源的脉络中寻绎出来。就此而言，根据哈耶克用英文写的政治论著来探讨其政治思想，在其政治思想全貌的掌握上，基本上并无困难。不过，仍有若干短文或为哈耶克本人所写，或为讨论其思想之作，系用德文。笔者限于语文能力，不能将德文资料纳入本研究中，虽就哈耶克理论严谨一致的特性来看，这些德文资料对本研究的影响有限，然就资料的周延性而言，毕竟是一项限制。

第二节　哈耶克的思想背景

对于政治思想家之思想背景的探讨，可以分为时代环境与思想渊源两方面来说明。关于时代环境，罗素在其《西洋哲学史》序言中，曾提出这样的看法：“哲学家是因亦是果：其时代的制度、政治与社会环境之果；如果幸运的话，亦将是塑造其身后之政治、制度所根据的理念之因。”
〔14〕

 拉斯基亦指出：

没有任何具影响力之政治著作在本质上不是其时代之自传（autobiography of its time），这并不意谓其毫无普遍性。……企图透视政治现象之性质的尝试，总会感染作者特殊经验之色彩。卢梭之所以为卢梭，正因为日内瓦乃是其精神上终极效忠之对象；而普鲁东（Proudhon）之联邦主义，亦何尝不显示出对其出生之乡村的亲密情感。
〔15〕



确实，古今中外之思想家，其思想内容诚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成分（这是思想所以能够超越时空限制而流传下来之原因），然而亦莫不受其个人特殊的际遇与所处时代之影响。从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观点，诚如曼汉（Karl Mannheim）所言：“人类思想的产生与运作，并非在一社会真空之中，而来自特定的社会环境。”
〔16〕

 “只要思想的社会根源仍然模糊不清，思想即无法充分理解。……当然，亦非谓可以孤立地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对思想获得足够的解释。”
〔17〕

 人类之思想除了某种程度之超越时空限制的普遍性成分外，还深受其所处时代环境之影响，则我们探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首先必须对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加以了解。另一方面，思想非在真空中产生的另一涵义，乃是个人思想必然是接续前人在社会情境中的种种思想结果而来
〔18〕

 。所以，我们除了理解其时代环境之外，还要追溯哈耶克的思想渊源。

关于哈耶克的生平，并没有专书加以讨论，事实上，作为一位学院内严谨的学者，哈耶克的生平可以说很单纯，他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术研究工作。哈耶克于1899年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父亲为大学生物学教授，兄弟三人，其排行居长。由于父亲的影响，哈耶克在成学过程中，首先发生兴趣的是自然科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奥匈帝国的一名陆军军官。战争结束后，他进入维也纳大学，从维舍（Friedrich von Wieser）与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研习经济学。1921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5年又获得政治（社会）学博士学位。服务数年公职之后，他于1927年回到学术工作岗位上，担任奥国经济研究所（The Austr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第一任所长。这个研究所网罗了一批年轻优秀的经济学家，包括马尔（Alexander Mahr）、布朗（Martha Stefanie Braun）、哈伯列（Gottfried von Haberler）、马其鲁（Fritz Machlup）、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与提纳（Gerhard Tintner）等人，他们大都受哈耶克很深的影响，并且以后在经济学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形成一股学术上的力量。

哈耶克于1931年初接受邀请，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一系列的经济学专题演讲。同年末并受聘为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于1938年归化英国，1944年该校颁授给他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获选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1950年他离开英国，接受美国芝加哥大学邀请，担任该校社会与道德科学（social and moral sciences）教授。1962年他回到欧洲大陆，担任德国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大学经济学教授。1967年退休之后，回到他的祖国奥地利，接受萨尔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alzburg）之邀请，担任该校名誉教授。1974年与孟德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

 。哈耶克于1992年3月23日，于其晚年寓居之德国弗莱堡逝世。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如同上述在奥国求学、研究，并辗转讲学于英、美、德等国，最后又回到他的祖国奥国，可以说是一个丰盈的学术历程，他的重要学术著作，相继地完成。在1947年4月他留英期间，曾发起组成培勒林山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此一学会成立之时，由三十九位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评论家及政治评论家，在瑞士的维威郡（Vevey）附近日内瓦湖畔的培勒林山集会，正式宣布成立。其成立宗旨有六：一、分析并探讨当前危机的本质，以使世人认清此种危机基本的道德与经济起因；二、对国家的功能重新界定，以便更清晰地辨明极权与自由的秩序；三、探讨重建法治，及确保个人与团体不侵犯他人自由，与在不使私权成为掠夺权力的基础之方式下获得发展的方法；四、探讨建立不妨碍创造力与市场功能之最低标准的可能性；五、探讨足以抗拒误用历史以摧残自由的方法；六、探讨能保障和平与自由之国际秩序，以及建立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之问题
〔20〕

 。从培勒林山学会的这六项宗旨，可以看出哈耶克及与其论旨相近的知识分子的自由观点。此一学会，可以说是当代被称为“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21〕

 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结合，在哈耶克学术历程中，毋宁说是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大事。

哈耶克的学者生涯尽管单纯而平静，然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却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就一位自由主义者而言，20世纪出现的左右两翼极权政治，就其对个人自由之控制、摧残程度而言，毋宁说是空前的，远非17世纪自由主义崛起时抗争之对象君主政治所能望其项背。另一方面，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英国与美国之政治经济政策，亦发生很大的转变：美国在1933年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实施“新政”（New Deal）之后，走上“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之路；而英国在二战之后，工党执政，昂首阔步地将“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付诸实行，福利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行，使英美的政治经济面貌产生了重大的改变。

哈耶克在其阐述自由主义的第一本论著《到奴役之路》卷首，标明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To the Socialists of All Parties），可谓正好点出了其对自由主义之阐述的背景因素。他反对极权主义，而纳粹与法西斯之为极权主义乃大家所共见，事实上当时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正在与纳粹、法西斯国家决一死战，双方可谓壁垒分明。因此，对于反对右翼极权之摧残个人自由，西方知识分子有着基本的共识，立场坚定，问题只在战场上的胜负而已。然而对于社会主义与极权政治之关系，在思想上是各持己见、混淆不清；在政治现实上，西方反右翼极权的战争中，正好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苏联
〔22〕

 。

就哈耶克而言，对社会主义之极权本质的认识不清，乃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最大危机。他在《到奴役之路》一书中批评社会主义，由于避免批评战时的盟邦苏联，所以在举例上以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主。事实上，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乃是同样由中央控制所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极权主义之不同形式而已”
〔23〕

 。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战前写的一篇短文《自由与经济体系》
〔24〕

 。当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执政的时候，哈耶克已经离开奥国到英国任教，不过他与欧洲大陆仍保持密切联系，他当时已经深切地感到在英国对社会事务抱持前进观点的知识分子，完全看错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所以为文加以辩正。大战爆发之后，他更感到对于战时敌人（德、意）与新盟友（苏联）之政治体系的广泛误解，已构成严重的危险，需要有系统的努力才能应付。而战后英、美的政治经济政策，又转向哈耶克在战前与战争期间所揭示反对的方向
〔25〕

 。因此，在二战之后，纳粹法西斯政权已经不存在，而苏联等国家之极权政治本质昭然若揭，逐渐为自由世界人士所共见。于是，哈耶克在对自由主义之阐述上，不再以纳粹法西斯或苏联等国家为主要对象，而将论述之重心转移至西方自由世界（主要是英美）所实施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政策之上。哈耶克在战后的论述，除了短文之外，最重要的两部系统性论著《自由的宪章》（1960）、《法、立法与自由》（三卷，1973～1979）
〔26〕

 ，可以说皆是致力于分析英美实施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政策，指陈其与自由主义在根本上不能兼容（incompatible），乃是偏离自由主义而误入相反的方向。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方向由专技的经济学转向政治哲学，其时代背景的情况。然而如同前述，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种种社会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自由主义本身的思想内涵，亦发生重大转变。转变之基本方向，在于放弃古典自由主义以减少政府干预来保障个人自由之主题，而要求以政府之干预来解决工商业发达以后产生之种种社会问题，乃至藉由政府权力来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由主义的此一转向，毋宁说是吸取了社会主义的若干观念因素，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崭新面貌。英美实施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政策，基本的理念基础在此。因此，就此一意义之下的自由主义而言，便没有英美战后政经政策偏离自由主义的问题。然而就哈耶克的观点而言，他对自由主义之转向完全不能同意，从而，在其所持的自由主义观点之下，他对英美政经制度之偏离自由主义，不胜忧危，而不断地提出严重的警告。

然则，哈耶克所持的自由主义思想内涵究竟为何呢？这是笔者在本研究中要探讨之主题，于此，我们先对其自由理论的思想渊源，做一追溯。

从一位专技经济学家，经由不断地扩大学术探索的领域，而成为一位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说较为复杂。不过，从上述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基线来观察，尽管哈耶克的论述涵盖哲学、法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诸领域，我们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其自由理论的两个主要的思想渊源：一是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的经济学；二是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哈耶克自谓对“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与政治哲学之问题的探讨，乃是因经济学的研究而起”
〔27〕

 。在理论的发展顺序上，他先是研究经济学方面专技的货币理论与产业波动（industrial fluctuations），由此再进一步：

从一个广泛的观点探讨自由市场秩序的运作，及其适当的运作功能所需之法律与道德条件。于是，从自由社会之哲学的发展途径上，进入政治理论与科学的哲学之领域，并在其中精心地提出若干在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明智抉择上非常重要的概念。
〔28〕



由上述可以看出，哈耶克在哲学与政治理论的研究缘起上，乃是因为他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所凭恃之理论预设，已无法用经济理论做进一步深入地探究，而唯有求诸于哲学与政治理论，因而把他的研究主题，由经济学引入哲学与政治学的领域。不过，尽管哈耶克在政治理论研究方面，乃是基于深入探究其经济理论之预设而起，然而他几乎是往而不返，在政治哲学方面自成一家而言，其经济学方面的观点，反而成为他论证其政治哲学之基本理念的一部分。就哈耶克整个学术体系观之，乃是以“自由”为核心概念，此一核心概念使其在经济研究方面“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的理论预设，与政治研究方面自由的实现二者得以接榫，成为完整一贯的理论体系。

经济学上的奥地利学派，由孟格（Carl Menger）创始，维舍与庞巴卫克（Eugen von Bö hm-Bawerk）继续充实其理论，并称奥地利学派之三杰。其后继者则为密塞斯与哈耶克，二氏在英美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加以发扬光大。哈耶克曾从学于维舍与密塞斯，其经济理论沿循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观点，并成为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
〔29〕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建立在“边际效用”（Grenznutzen; marginal utility）概念之上，故又有“边际效用学派”之称。19世纪70年代，孟格与耶逢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华尔拉（Marie Esprit Léon Walras）同时发现边际效用为经济价值的决定因素，解决了亚当·斯密以来困扰经济学家的“水与钻石价值矛盾”（paradox of value）问题
〔30〕

 。孟格以边际效用原理，亦即个人之主观评价，来说明个人经济行为之合理性，并以此为基础，阐述近代交换经济社会之合理性
〔31〕

 。哈耶克指出，孟格以个人基于明智之行为的一贯运用（consistent use of the intelligible conduct of individuals）做为基石，建构复杂的市场结构之模型，可以说是其所谓原子或个体组成论（atomistic or compositive method）之精髓，以后成为著名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其特性在于认为要探索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勾勒其最基本的要素，唯经由“观察”（observation），而孟格使用“观察”一词包含韦伯（Max Weber）以后所发展的“领悟”（Verstehen; understanding）概念，亦即强调理论之主观性（"subjective" character of theories）
〔32〕

 。孟格此一着重理论的主观性之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成为奥地利学派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在这方面，密塞斯做了最有体系的发挥。他在阐述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原理时，明确地指出其与“全体主义”（universalism）或“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不同之方法立场，盖认为一切行为都是个别的、具体的人做出来，并没有一个具体化的集体存在，要了解集体，只有从分析组成集体之个别成员的行为着手，而不能把整个集体作为一个分析对象
〔33〕

 。从政治哲学的观点，哈耶克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所继承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使他很自然地进入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世界。他明确地指出：“孟格乃是近代第一位有意识地恢复亚当·斯密及其学派之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之人。”
〔34〕

 此一看法，可以说清晰地表明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确是哈耶克经济理论与政治哲学二者之共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致力于阐明整个实现自由的理论。

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思想渊源，除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基本观点的影响之外，事实上可以说完全以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为骨干
〔35〕

 。哈耶克表明其使用“自由的”（liberal）一词，并非当前流行于美国的意义，而是19世纪的意义。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已偏离其原始精神，而走向加强政府干预控制的相反方向；即在欧洲，自由主义亦已渗入与社会主义同其步调之理性的自由主义（rationalistic liberalism）模式，与自由主义原始精神产生重大差异
〔36〕

 。事实上，20世纪的自由主义之精神面貌固然有很大变化，然而追溯其源，则19世纪的自由主义已是在转变之中。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流，乃是从18世纪末叶绵延下来的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就“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的基本方向而言，固然仍维持自由主义的原始风格；然而随着自然权利论的式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之效益原则取而代之。自由不再被视为天赋的自然权利，而需要政府根据效益原则之立法来赋予。就此而言，可以说效益主义已在理论上决定了自由主义以后的发展方向。对于效益主义，哈耶克认为已沾染其所反对的法国理性主义传统，乃至直指边沁（Jeremy Bentham）为法国传统的追随者
〔37〕

 。由此可见，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渊源，不是18世纪末叶延续到19世纪的效益主义，相反的，他认为边沁及其效益主义的追随者，正是使英国自由主义偏离原有思想意涵之始作俑者。然而，哈耶克自由理论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中，究竟渊源于谁呢？关于此点，哈耶克有明确的说明。前述提过，他自称“老辉格”，并且特别强调“老”（“Old”）字。他表明：“辉格主义（Whiggism）乃是我秉持的观念就历史意义而言的正确名称。”
〔38〕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所继承之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与其说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毋宁说是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要来得恰当些。当然，哈耶克并非以时间来辨别自由主义的不同，亦非以空间（地理）来分别，而是审慎地厘清思想意涵，然后提出清晰明确之分类。

他将自由主义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一个他称之为“英国传统”（British tradition）；另一个则称之为“法国传统”（French tradition）
〔39〕

 。英国传统与法国传统，就理论基础而言，乃是基于不同性质的理性主义发展而来。此一问题，我们留待下一章再加以讨论。就代表性的思想家而言，哈耶克指出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包括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孟德维列（Bernard Mandeville）、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弗格森（Adam Ferguson）、屠克（Josiah Tucker）、柏克（Edmund Burke）、佩利（William Paley）、艾克顿（Lord Acton）、辉格党人，以及法国的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德国的康德（Immanuel Kant）、洪保德（Wilhelm von Humboldt）与谢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基本上亦属于这个传统。他认为这个传统可以经由中世纪而上溯至西塞罗（Cicero）与古希腊
〔40〕

 。至于法国传统的代表性思想家，包括法国的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重农学派（Physiocrats ）、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孔道西（Marquis de Condocet），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高德温（William Godwin）、普利斯列（Joseph Priestley）、佩因（Thomas Paine），以及旅法后的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
〔41〕

 。由哈耶克的这个分类，确可看出他所谓英国传统与法国传统，乃是思想上的意义，而非地理上的意义。就自由理论的性质而言，哈耶克认为英国传统是于自发的成长及外在强制之不存的境地中寻求自由，而法国传统则坚信必待绝对的集体目的达成后才能获得自由；英国传统主张有机的、渐进的、半意识的（half-conscious）成长，法国传统则诉诸武断而不切实际的理智计虑；英国传统依循尝试错误（trial and error）的程序，法国传统则追求强制有效的模式
〔42〕

 。

哈耶克根据思想内涵的不同性质，将近代以来一直在发展中的自由主义，严格地划分为英国传统与法国传统。他自认其自由主义，乃是接续英国传统而来；至于当代自由主义之转向政府干预与社会主义之途，则可以溯源于法国传统之自由主义。然则，哈耶克从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中，接续了什么重要的观念呢？依个人浅见，最重要者有二：一是“自然”（nature）观念；二是“宪政”（constitutionalism）观念。

在近代首先提出“自然”观念者，不能不追溯到法国的重农学派。重农学派的理论核心即在于自然秩序（Ordre Naturel），以之与人为的、法定的实证秩序（positive order）相对。由于相信自然秩序的优越性，认为人类生活应以自然秩序为依归，反对人为的干预，所以主张“放任”（laissez faire）
〔43〕

 。重农主义之自然秩序的观念，一般都同意影响了亚当·斯密的看法。不过，哈耶克虽然推崇亚当·斯密，却将重农学派归入他所反对的法国传统
〔44〕

 。哈耶克在这方面的观念所受之影响，主要系来自弗格森与亚当·斯密。弗格森在18世纪启蒙时代理性万能论高涨的时代，却重视自然秩序，而轻视基于人类理性去建造的人为秩序。他崇尚自然，并且从经验的观点来了解自然，因此自然并非上帝所创造，不是意识之产物，而只是基于人类的本能，它在不断地演化之中，而于人类未清楚意识到的情况之下，支配人类社会之活动，导向非人类理性意识或设计之目的
〔45〕

 。哈耶克在阐述他个人的社会演化哲学，最常引用弗格森的名言“人类行动而非人类设计之结果”（“the result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做为诠释
〔46〕

 ，显示他受弗格森的自然观念很深的影响。

“自然”观念到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形成“冥冥之手”（“an invisible hand”）的譬喻。亚当·斯密认为只要任由人类的“利己心”（self-interest）之推动，去展开一切经济活动，则自然会达成非其原先意欲之公益的目标，使个人私利与社会公益，趋于和谐一致
〔47〕

 。由于相信社会会自然地趋于和谐，故反对政府除了维护秩序等基本功能之外的过度干预，认为只要任由“市场机能”（market mechanism）发挥功能，即可达成全体之最大利益。亚当·斯密由人类之自然分工、交换而形成了“大社会”（great society）观念，一直为哈耶克所援用，作为以市场机能为核心所形成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之名称。

其次，宪政观念乃是古典自由主义一项最重要的政治观念。此一观念的基本要旨，乃是要“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就洛克而言，表现在其“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与“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的观点上。洛克一方面主张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后，在契约中保留了生命、自由与财产三种自然权利，政府不得加以侵犯
〔48〕

 。另一方面，人民尚保留革命权利，以为政府若不遵守契约条件时之用。然而革命毕竟是最后手段，不得已而用之。预防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之道，唯有将政府权力分立。洛克主张将政府权力分为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行政权（executive power）与外交权（federative power）。此三权以立法权最高，但亦有限制
〔49〕

 。洛克同时阐明了法律与自由之关系，认为“无法律，则无自由”
〔50〕

 。此一观点，亦深刻地影响哈耶克的自由理论。

在洛克的分权理论提出的五十余年之后，孟德斯鸠完成其三权分立的理论，主张将政府权力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彼此牵制而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可以说使洛克始创的分权观念形成完整的理论。此外，休谟将人类一切行为之最终原因归诸“激情”（passions），不认为理智之计虑为人类行为之原因
〔51〕

 。因此，尊重社会的传统与习惯。柏克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认为社会演进的过程，由种种社会的势力影响决定，并非人类所能完全理解。悬一完美之目标，以激烈的暴力革命去促成，结果不但不能达成目标，反而如法国大革命之走向独裁
〔52〕

 。上述观念，皆影响了哈耶克。

就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之崇尚“自然”与强调“宪政”二者而言，在理论上可说是一致的。崇尚自然，亦即轻忽人为，而政府之功能，正是代表人为之力量。所以在基本方向上，崇尚自然必然对政府功能采取消极的立场。另一方面，自然本身既可不待人为而产生和谐之秩序，人为干预反而扰乱自然秩序，则基本上便对人为有轻视、不信任的意涵，这在理论上便与强调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观念没有杆格。当然，诚如瓦金斯（F. Watkins）所言：“就起源而论，近代自由主义并非理论思考之产物，而为实际经验之结果。”
〔53〕

 宪政观念固然与崇尚自然观念在理论上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然而近代政治思想家之特别加以强调，并致力于此一观念之理论化工作，实直接肇因于君主专制制度下政府任意侵犯人民自由权利之痛苦的历史经验而来。

哈耶克在早年受其父影响，主要兴趣在自然科学，并一度对马赫（Ernst Mach）的心理学特别感到兴趣。然而与马赫自己描述其接触康德“物自身”（Ding an Sich）概念时类似的经验，哈耶克亦突然了解到马赫对知觉组织（perceptual organization）之分析的一贯发展，使他自己的“感觉要素”（sensory elements）概念变成多余，变成与其大部分敏锐的心理分析冲突的无价值之建构
〔54〕

 。哈耶克由心理学上对马赫的失望，而转入康德的知识论。从哲学观点来看，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本来就倾向康德一系。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宗师穆勒。哈耶克并未将穆勒列入他所谓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却常将边沁及其效益主义的追随者说成受法国传统之沾染，而有背离英国传统的趋向。无疑地，效益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从哈耶克的观点而言是不合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就此而言，他同样不满意穆勒，尤其是穆勒思想在后来之转而与社会主义妥协。哈耶克指出：

穆勒在其名著《自由论》中，批评的主要方向在于反对舆论专制而非政府行动，并且由于他对分配正义的倡导，以及在其他著作中对社会主义之渴望所持之普遍同情态度，开启了大部分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朝向温和的社会主义之逐渐转变，此一趋向因格林（T. H. Green）之影响而明显地增强。格林反对老自由主义者所持之消极自由概念，而强调国家之积极功能。
〔5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渊源上，哈耶克跨过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流效益主义，因为他认为效益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原则，乃是自由主义之转向社会主义的滥觞。穆勒后期之转向，即是一显例。他所接续之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诚如其所言乃是辉格主义——源起于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而盛行于18世纪之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在当代政治思想中，哈耶克与波柏（Karl R. Popper）二人皆为奥国后裔，皆对纳粹极权主义有刻骨铭心之痛。彼此友善，思想观点相近，哈耶克对波柏甚为称许，并自承其“批判的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一词，乃是借自波柏
〔56〕

 。

哈耶克自谓旅居美国十年，完成其自由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论著《自由的宪章》一书，然而其书并非以一个美国人的观点而写，其思想在祖国奥地利的年轻时光以及旅居英国二十年的中年时代已经形成
〔57〕

 。我们对哈耶克自由理论的研究，探讨其思想背景，除了不能忽略20世纪相继出现的左、右翼极权政治狂飙对个人自由之摧残，以及自由主义之大本营英、美在二战后转而实施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政策，对于哈耶克思考自由问题之基本方向产生的刺激与影响之外，追溯其思想渊源，确可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崇尚自然、强调宪政的基本观念中，寻绎出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形成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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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

第一节　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

探讨哈耶克自由理论的理论基础，首先我们必须检视他的知识论观点。哈耶克自承受康德很多影响
〔1〕

 ，从他早年的心理学著述
〔2〕

 ，其中表现的知识论观点，确可明显地看出康德知识论烙下的深刻痕迹。若干学者认为哈耶克的知识论观点，可以“康德主义”（Kantism）称之
〔3〕

 。此一名词确实颇能表达哈耶克知识论观点的特性。而诚如我们在导论中所述，哈耶克承自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观点，在知识论上本就倾向康德一系。

知识论（epistemology）的中心课题，在探究认识主体（subject）与客体（object）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西方知识论发展的过程中，有两支明显的不同系统：一是唯心论（idealism），一是实在论（realism）。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形成知识的过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究系扮演何种角色，亦即知识的形成究竟是根据客观实在（reality）本身之性质，抑或来自认识主体的内在结构。对于这个问题，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书中，进行缜密地检讨批判。康德的基本结论，是发掘出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先验（a priori）因素，这些先于经验的因素包括感性的时空形式（forms of time and space），以及悟性的十二范畴（categories）。根据康德的看法，我们所认识的并不是“物自身”，而是通过感性的时空形式所呈现的“现象”（phenomena），我们的悟性十二范畴再运用于现象，而形成知识。因此，我们的一切知识注定了只是主观的、内在的活动
〔4〕

 。

对于认识的客体，康德将“现象”（phenomena; appearance）与“本体”（noumena; thing in itself）加以分别。如上述，现象乃是经验得来的“材料”（data），经由感性直观（sensible intuition）赋予时空形式，而成为悟性作用之对象。至于本体，则非感性直观之对象，我们可以预设（presuppose）一种特殊形态的直观即悟性直观（intellectual intuition），然而事实上我们并未拥有这种悟性直观，所以我们不可能认识本体
〔5〕

 。康德并未否定本体或物自身之存在，甚至可以说默认其存在
〔6〕

 。然而本体或物自身既不在吾人认识范围之内，于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乃是现象世界。现象以外的任何东西，皆被排除于知识的领域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所谓“现象”，不仅是指外界的对象，而且包括自我和自我的一切内在状态，因为从康德的观点，自我和自我的一切内在状态皆呈现在时间之中。
〔7〕



哈耶克的知识论观点，可以说沿循康德的途径。首先，就我们认识的对象而言，哈耶克区分“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与“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物理世界经常被不同的学者以客观的（objective）、科学的、地理的、物理的或建构的（constructional）诸词来形容；而现象世界则常用主观的（subjective）、感觉的（sensory）、可感觉的（sensible）、知觉的（perceptual）、熟知的（familiar）、行为的（behavioral）或现象的（phenomenal）诸词来形容。我们经由感觉所认识的，乃是现象世界的秩序（phenomenal order），而非物理世界的秩序（physical order）。物理世界的秩序是物理科学探讨的对象，而现象世界的秩序则为理论心理学的中心课题，亦即哈耶克所要致力探究的对象
〔8〕

 。

哈耶克将现象世界的秩序与物理世界的秩序加以划分，并非将其视为“表象”（appearance）与“实在”（reality）之区别，而是以“事件之间彼此影响”（events in their effects upon each other）与“事件影响于吾人”（events in their effects on us）两种不同情况作为区别标准
〔9〕

 。质言之，物理世界的秩序乃是事件之间彼此互相影响之关系；而现象世界的秩序，则是事件影响于吾人之关系。我们也可以说：物理世界纯然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而现象世界则是人与事件之间的关系。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理世界，而社会科学
〔10〕

 的研究对象则是现象世界。我们对于现象世界秩序的认识，源自感觉经验，认识主体的心理结构再对感觉经验材料加以分类（classification）。所谓分类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乃是对于某一重复发生而产生相同的特定效果之特定事件，与同一情况下会产生相同或不同效果之事件，加以归类。所有不同的事件，无论它们何时发生，如果产生同样的效果，则被归为同类
〔11〕

 。分类是形成知识的基本作用，哈耶克认为我们对事物之分类，并非根据事物本身客观上存在的性质，而是来自认识主体内在的分类机制（apparatus of classification）
〔12〕

 。他反对感觉材料是以一种纯粹形式（a pure form）呈现给意识之观点，而认为任何可能的感觉经验之形式，都已为主体内在的分类机制所预先决定（predetermined）
〔13〕

 。因此，就做为一种分类行为而言，“知觉（perception）总是一种诠释（interpretation），将来自感觉经验的对象归入一种或几种不同的类（classes）之中。一种从未发生过的全新事件，在第一次进入大脑之际，将完全无法被知觉”
〔14〕

 。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知识论上，哈耶克沿循康德的观点。哈耶克思想的此一康德向度（Kantian dimension），使他决定性地放弃了早年一度吸引过他的马赫与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经验主义
〔15〕

 。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者认为经验材料乃是知觉以一种纯粹而未经诠释的形式呈现给我们，这些材料代表外在世界的事实，而成为推理的成分
〔16〕

 。这样的观点，与哈耶克的观点显然不同。基于这个明显的差异，而引申出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不同观点。前面提到哈耶克将物理世界与现象世界加以区别，而认为物理科学的对象是物理世界，而理论心理学的对象则是现象世界。事实上，依哈耶克之见，不只是理论心理学而是整个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皆是现象世界而非物理世界。哈耶克指出：

社会科学的对象皆非根据其“真实性质”（real properties）来界定，而是根据人们对其所持之见解来界定。简言之，在社会科学中的事物，人们认为它们是什么就是什么：货币就是货币，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化妆品就是化妆品。
〔17〕



哈耶克之意，乃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根据这些对象本身客观的性质，而是人类主观上对这些事物的认定。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既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同，因此，我们就不能以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哈耶克认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采取一种不同于看自然世界的态度来看，用一个比喻的说法：我们从外面（from the outside）看自然的世界，却是从内心（from the inside）看社会的世界。就自然世界而言，我们的概念是关于事实，而且必须适应事实；在社会的世界中，至少若干最熟悉的概念，乃是做成这个社会的世界之原料，正如同思想上的共同结构之存在，是我们彼此之间得以沟通了解的条件一样。此一思想上的共同结构，亦是我们诠释从经济生活、法律、语言与风俗习惯中所发现的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之基础。
〔18〕



由于社会现象与人类主观上的思想结构密不可分，因此要了解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就不能不了解人类内在的思想结构。这种情形，与自然世界的情况迥然不同。

因此，哈耶克坚决反对“科学主义”（scientism）
〔19〕

 的主张。科学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可以将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普遍适用到人文社会的领域。哈耶克并不反对科学方法在其适当范围内的运用，亦不怀疑其价值，但反对科学方法与语言的奴性模仿（slavish imitation of the method and language of science）
〔20〕

 。哈耶克视这种对科学方法与语言的奴性模仿为“科学主义的偏见”（scientistic prejudice），因而认为科学主义一词事实上是“不科学的”（unscientific），它代表的思想习惯，乃是对不同研究领域采取一种机械的、不加批判的运用。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想模式，哈耶克又称之为“工程师式的心灵”（“engineering type of mind”）
〔21〕

 。

以上从哈耶克的知识论观点，引申讨论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观点。哈耶克在这两方面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亦即哈耶克所言之社会科学）中，就构成知识的主、客观条件而言，吾人主观的条件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康德的知识论观点是普遍适用于吾人之认识行为的，不论认识对象是自然世界或人类社会。而哈耶克在理论心理学上沿循康德知识论的观点，由于理论心理学本身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科，其研究对象在人文社会领域之范围，因此哈耶克提出其心理学所探究之对象乃是现象世界而非物理世界，后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可以说，哈耶克在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观点，为其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由于他的重心在社会科学研究，也就使他沿循康德知识论的观点，导入社会现象研究的主观性之论题上，而与其承自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之方法论观点接榫。前面提到哈耶克以“事件之间彼此影响”与“事件影响于吾人”分别物理世界与现象世界，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所关乎的现象世界，正如摩雷（A. H. Murry）所指出，乃是“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与研究者无关的事物。这些关系是心智的（mental），亦即人们所持的意见与信念，所以社会科学乃是处理个人心灵之现象”
〔22〕

 。哈耶克这种强调社会研究之主观性的观点，使他拒斥了社会研究中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与历史主义（historicism），而与其所持人类社会乃是人类行动而非人类设计之产物的社会演化观点相符
〔23〕

 。另一方面，康德知识论的基本课题，在于对人类理性能力提出批判。在康德以前，理性的能力受到过度高估，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后，理性的内容及其限制乃受到重视
〔24〕

 。哈耶克在知识论上的康德观点，乃是导引他充分理解人类理性能力之限制的关键。密勒（E. F. Miller）认为哈耶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重建，乃是建立在对一切文化与心灵现象的演化解释，以及对人类理性能力之限制的洞彻基础之上。”
〔25〕

 哈耶克这两项重建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与其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观点之间理论上的密切关联，可谓十分明显。

第二节　理性的限制

哈耶克自由理论的第二项理论基础，是他对人类的理性能力采取一种批判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理性并非全知全能（omnipotent），而是有其限制。

在第一章对哈耶克的思想渊源之讨论中，我们提出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渊源，来自他所谓的“英国传统”（British tradition），与此相对的，乃是他所谓的“法国传统”（French tradition or tradition of French Enlightenment）。这两个不同传统，就人类理性能力的问题而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性主义：英国传统的理性主义，可以称为“批判的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26〕

 ；至于法国启蒙时代传统的理性主义，则是一种“天真的理性主义”（naïve rationalism），应该称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或“理性的建构主义”（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m）。由于这种理性主义以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哲学为典型代表，所以哈耶克又以“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Cartesian rationalism）称之
〔27〕

 。

笛卡儿的哲学以怀疑为方法，怀疑一切，而导出“我在怀疑”这件事不容怀疑，而得到“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I think, hence I am）的命题、并以此命题做为第一原理，用数学方法，演绎出整个宇宙的形上建构
〔28〕

 。然而笛卡儿虽然用数学的演绎方法，推论出宇宙现象的存在，可是不再怀疑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就表示解决了这些现象由何而来的问题。哈耶克认为笛卡儿逃避困难的方式，是推出“上帝意志”（will of God）作为宇宙现象的创造者。然而他的后继者却把上帝意志变成“人类意志”（human will），于是人类意志被视为创造一切社会制度的来源。笛卡儿的忠诚信徒卢梭，视社会为人类为了某一意欲之目的所做的有意的建构（a deliberate construction of men）。卢梭在这个信仰之下，认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最高权威是必要的，因而就其而言，民主必须意谓多数的无限制权力（unlimited power of the majority），可以说显现出笛卡儿式建构主义之影响
〔29〕

 。

哈耶克认为欧洲大陆从笛卡儿开始，整个时代思潮即为“不理性的理性时代”（unreasonable "Age of Reason"）所笼罩，完全受笛卡儿精神所支配。所以“理性时代”的最伟大代表伏尔泰（Voltaire）提出一句名言：“如果你要好的法律，烧掉你目前所有，而使你成为全新者。”
〔30〕

 可以说充分显示出理性主义时代的思想家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极端自信，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重新创造人类文明，创造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当时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休谟和缓而精心地形成其“社会成长理论”（theory of the growth of social formation），其继续的发展，则为休谟的追随者亚当·斯密与弗格森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现象“乃人类行动而非人类设计之结果”的理论
〔31〕

 。从休谟到亚当·斯密、弗格森这一系的发展，形成英国传统的理性主义之主流。

哈耶克以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来指谓他所反对的一种对人类理性能力极端自信的理性主义，盖认为这种理性主义之理论源头，在于笛卡儿哲学。我们试就笛卡儿哲学作一理论的检视，的确可以发现这其间的理论转折。正如林毓生所指出：

笛卡儿哲学的含义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怀疑，只有思想不能被怀疑；所以，思想是宇宙中惟一存在的东西。根据这个观点，很容易导向（滑落）到下面这样一个看法：世间的东西，只有经由思想所创造的东西才能真正合理。这个看法再一滑落便会产生另外一个观点：凡是宇宙的东西都是由思想所产生的，只是思想本身是创造的泉源，宇宙不是创造的泉源。……既然真正合理的东西是经由思想所创造的，凡不是经由思想所创造的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思想创造一切，决定一切。
〔32〕



这种视宇宙中一切合理的东西皆人类理性所创造的观点，哈耶克认为笛卡儿之后的黑格尔（G. W. F. Hegel）与马克思（Karl Marx）皆传承之，而可以称之为“笛卡儿—黑格尔—马克思学派的极端理性主义”（extreme rationalism of the Descartes-Hegel-Marx school）
〔33〕

 。

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忽视社会自然形成的演化力量，认为人类所有的求知活动，乃是理性设计以有意创造文明与社会秩序之过程。所有有益于人类的制度，皆基于人类清楚意识到的目标，由理性的意匠经营而发明创造。哈耶克认为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乃是近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极权主义之所本
〔34〕

 。他特别指出：“理性犹如一个危险的爆炸物，如果小心管理处置将非常有益；如果不小心管理处置，则可能将整个人类文明炸毁。”
〔35〕



哈耶克认为我们通常有一种普遍的混淆，当言及“人类制度”（human institutions），总会产生这是人类“有意地建造”（deliberately instituted）之联想。事实上，即就人造制度而言，亦属人类行动之结果，而非人类设计之结果，亦即并非这些行动为了达成某种意欲目标之产物。不过，为了避免这种混淆，哈耶克认为如将英文“institution”限定用于个别的发明设计（particular contrivances），如基于特定目的而创制的个别法律或设立之个别组织；则如货币、语言这些并非人类有意创造之现象，用地质学上所用的“formations”一词，反较能恰切地表达
〔36〕

 。以地质学上的形成现象来说明人类制度，颇足以让我们了解哈耶克对人类社会制度形成所持的演化观点。当然，此种观点与人类理性能力有限的主张可以说环环相扣。哈耶克并不否认人类基于某种意欲的目标，而有意地设计某些个别的法律或组织，然而人类理性绝无能力对社会制度做全盘的设计，人类社会制度之形成，亦绝非某一个别的超绝心灵之有意建构而造成。

关于此点，我们亦可用哈耶克的“无知论”（ignorance of the individual）来说明。哈耶克认为随着现代知识之分工愈来愈细密，个人拥有的知识亦愈局限于个别领域，而对于其他领域必然无知。在这种个人知识极为有限而不完全之情形下，惟有赖于充分利用自己不知而为别人所知之知识，才能使社会进步、文化发展
〔37〕

 。个人之知识既极有限而不完全，则对于整体社会之设计建造，便无可能。

总之，我们的理性能力有其限制，一方面在求知过程中凡理性不能达到之区域，即毫无办法；另一方面在现代知识分工之情形下，运用理性求知，只能使人具有局部的知识，不能使人全知全能
〔38〕

 。因此，就人类理性与人类文明二者之关系而论，哈耶克反对人类理性先于文明、创造文明之说。他认为：“人在文明之前并未拥有理性，文明与理性二者乃同时演化。……理性与文明在不断的互动中发展。”
〔39〕

 就人类文明中之“语言”而论，今日固已无人相信其为某一理性人之发明创造，然而并未普遍接受道德、法律、工艺与社会制度，亦皆非某一理性人之发明创造的观点，而误以为乃某一人类心灵有意设计之结果，此实为韦伯的“价值理性”（wert-rationale）观念误导所致。由于误以为道德、法律、工艺与社会制度乃人类心灵有意之发明创造，因而这些社会制度之合理与否，就决定于其是否与预先形成的设计相符
〔40〕

 。哈耶克认为事实上这些社会制度的形成，以大量的行为模式为主，这些行为模式为我们所日用而不知，乃人类在适应环境中自然演进、世代累积成长之产物，并非某一个别心灵之设计
〔41〕

 。

依哈耶克之见，人类理性不是先于文明、创造文明，而是在文明之中成长。他认为，人类理性并不能无须仰赖经验而拥有推理能力与知识，事实上“人类心灵的成长，乃是文明成长的一部分。……人类心智无法预见它自己的未来发展。”
〔42〕

 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心灵本身乃是其所成长于其中的文明之产物，它由文明传承下来之种种经验（包括语言、风俗习惯、道德信念等等）形塑而成，而对于形塑它的这种种经验多未察觉”
〔43〕

 。质言之，哈耶克认为人类心灵乃其所处之文明环境形塑而成，其本身与文明一样在不断地成长之中，而成为文明成长之一部分。

然而，人类心灵或理性
〔44〕

 在社会过程之中成长，是否具有“有意识的方向”（conscious direction）呢？从上述哈耶克认为人类心灵无法预见自身未来发展之言，可以看出哈耶克所持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主张人类理性的成长具有意识的方向，乃是基于妄尊自大的理性主义而来，乃是一种理性的滥用。依哈耶克之见，认为理性可以指导它自己的成长，事实上是在限制理性之成长，因为这意味理性限制自己在个人心智所能预见的范围之内。实则，个体的理性乃是个体之间相互关系之产物，亦即社会过程之一部分。吾人无法充分了解社会过程之现象，当然亦无法了解理性成长之方向，更无法加以控制。因此就理性的成长而言，个体应敬服社会过程中的种种势力与原理，这些社会过程中的种种势力与原理我们无法完全了解，却是人类文明赖以维护与进展之基础。理性主义者鄙视社会过程中非经有意设计产生之制度与习俗，将成为文明之破坏者，而终将使人类回复野蛮状态
〔45〕

 。哈耶克之意并不在完全否定人类的理性能力，而只是认为人类理性能力乃是有限而不完全的，理性在文明之中，而与文明一样不断在成长增进之中。理性对于自身及文明之成长，并没有明确的有意识的方向。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哈耶克批判的理性主义，的确与笛卡儿式的建构的理性主义有本质上的差异。由于反对理性是全知全能的观点，而主张理性在不断成长之中，故哈耶克亦以“演化的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46〕

 称之。总之，正如密勒所指出，哈耶克对理性的有限性所持的看法，可以归纳出下述三点：第一，人并非高度理性的动物，个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而不完全的。因此，理性并非人所享有的美好事物之万能的泉源，理性在人类事物中所扮演的角色必须低估，盖人类既有的成就，只有部分是因理性引导之功。理性并不是指导社会过程之自主的力量，理性的成长乃是其既不能指导亦无法理解的社会过程之一部分，因此理性并不能控制其自身的未来进展。致力于控制社会之成长，结果将限制理性本身之成长。事实上，社会中不受控制与非理性的势力，乃是提供理性能够成长与有效运作的惟一环境，而理性对于其成长之社会环境所知极为有限。第二，我们在人类事物中发现的大部分秩序并非因理性的设计而产生，而是诸多个人行动所自动产生的无法预见的结果。因此，理性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秩序之形成中，只扮演一个有限的角色。对于已经自动成长的社会制度，可加以改进。人类文明乃是在不断地尝试错误中累积发展，吾人的适当态度是了解理性有意识的产物仅占极小部分，而对成就远大于理性设计的整个社会过程保持谦逊与敬服。第三，没有任何个人或一小群人可能知道广泛的社会计划能够成功，因此政府的主要责任不在作为所有活动的中心指挥，而只在执行正当行为的普遍性规律。此有赖于法治原则划定政府强制性权力的适当范围，进而提供个人明确的不受政府干预的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得以自由地运用其个人知识去改善自己。此种“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law），能促致未经理性设计的自发秩序之成长，使社会不断地演化进步
〔47〕

 。

哈耶克此一“有限理性”观点，乃是其自由理论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一，此一理论基础与其经由心理学探究所展示的知识论观点可谓密切相关
〔48〕

 。就哈耶克而言，强调吾人认知行为之主观性与理性能力之有限性，皆同样代表一种知识的谦虚（intellectual modesty）。而与这种知识的谦虚相较之下，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可说代表一种知识的傲慢（intellectual hubris）。这种知识的傲慢自大为19世纪的社会学家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Auguste Comte）等人所继承，从工程科学中借得的主导观念，认为新的社会学终将使一种理性的社会组织之创造成为可能，犹如根据机械学去制造机械一般。此种主张不仅阻碍对社会过程的正当理解，而且归结于提供20世纪的极权主义一个思想基础
〔49〕

 。哈耶克在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影响之下，反对整体可以做为分析之对象；而“有限理性”的观点，反对人类理性能力足以以社会整体为对象，进行全盘的计划设计，二者基本上可谓一致。要之，理性能力有限，它有若干引导之功，却不是社会文明、制度之创造者。人类社会中种种自发的力量，促使社会不断地演化进步，此为笛卡儿式理性主义所忽视，而为哈耶克自由理论之重要基础。在这方面，哈耶克提出了精详的阐述。

第三节　自发的秩序

在第一、二节的讨论中，我们提出哈耶克在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使他放弃早年深深影响他的实证论与科学主义，并且在这个知识论的基础上，发挥“有限理性”之说，而与同样建立在对人类理性能力妄尊自大之基础上的左（唯物）、右（唯心）两翼哲学体系，划清了分明的壁垒，而归本于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哈耶克这种特殊的理论历程，使他与他所推崇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方面存在微妙的差异：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经验论，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于康德的知识论。康德并不否认经验的重要性，反之，他认为经验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是绝不可少的。康德认为，“没有感性则无对象呈现给我们，没有悟性则对象无法被思考。没有内容的思考是空的，没有概念曲直观是盲的。”
〔50〕

 可见感性经验与悟性概念，二者缺一不可。然而康德对于感性的时空形式与悟性的范畴等先验因素的发掘，则显与经验主义的立场迥然不同。当然，康德之观点，亦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存在重大差异。

哈耶克的有限理性观点，不认为个别理性能了解社会全盘事务，因而自不宜妄尊自大地进行整个社会的计划，想要根据个别心智的设计，企图去重新建造社会秩序。哈耶克这个观点的理论延伸，便是重视社会之中种种自发的力量，缘于这种种自发的力量，他提出“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之说。

自发的秩序，哈耶克亦常用“自我成长的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自我组织的秩序”（self-organizing order）等名词代替；而“秩序”（order）一词，他认为方可用目前社会科学中常用的“系统”（system）一词代替
〔51〕

 。哈耶克对“秩序”一词的界定是“一种事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各种要素彼此复杂地关联，我们可以根据对整体中部分要素的认识，去形成对其余部分的正确期待，或至少此种期待能被证明为正确”
〔52〕

 。这个定义说明了秩序的复杂性，以及其形成要素之间彼此的密切关联性。由于秩序乃是其形成要素复杂地关联，因此就哈耶克而言以人类的有限理性要创造繁复的秩序，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人造的秩序事实上无法达到复杂性的要求。因此，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为制造的秩序（artificial order），亦称被指导的秩序（directed order）或外力产生的秩序（exogenous order），可用希腊字“taxis”表示；另一种是自发的秩序，除上述名词外，方可称为由内形成之秩序（endogenous order），可用希腊字“cosmos”表示
〔53〕

 。这两种不同秩序的区分，形成哈耶克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哈耶克指出，希腊字“cosmos”乃是指谓一种成长的秩序（a grown order），其原始意义是“在一个国家或社群中正当的、公正的秩序”（“a right order in a state or community”）；而“taxis”则指一种人为的秩序（a made order），例如战争的秩序（an order of battle）
〔54〕

 。这一对希腊字，哈耶克认为能够很恰切地表达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秩序。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秩序，哈耶克从复杂性、抽象性与目的性加以比较说明。

首先，就复杂性的程度（degrees of complexity）而言，人为设计的秩序总是比较单纯。至少，必然限制在一个适度的复杂程度范围内，在此范围内其创造者仍然能够做全盘审视；而自发的秩序其复杂性的程度并不受一个人的心智能够掌握的范围之限制，它可以成就任何程度的复杂性。哈耶克的基本论点是：自发秩序是一种真正复杂的秩序，包含比任何人类脑力所能确知与操作更多的个别事实，因此它的形成有赖于种种自发的力量
〔55〕

 。

其次，就抽象性而言，人为的秩序通常是具体的，它们的存在能够察知；而自发的秩序则不一定显示在我们的感官之前，它们的存在的认知常建立于经由吾人心思重建之纯粹抽象关系的基础之上。可以说，自发的秩序所包含的各种要素之间抽象关系之系统，只有用抽象的性质才能界定，亦只有经由说明其抽象性质的理论才能认知
〔56〕

 。

第三，最重要的是自发的秩序与目的观（conception of purpose）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为秩序是有意设计之结果。故总是针对设计者的目标而造成；自发的秩序则并非由一个外在的机构所创造，因而也就没有目的。然而就另一层意义而言，自发的秩序乃是继续存在于其构成要素的有目的行动（purposive action of its element）之上。不过，此一意义下的“目的”只代表倾向于维护秩序本身之继续存在的行动，而无别的意义，因此它的意义相当于“功能”（function）一词
〔57〕

 。

为了说明自发的秩序之特性，哈耶克提出两个物理界的例子来说明，物理世界中许多复杂秩序的例子，我们只是借着若干已知的力量，这些力量倾向于导致复杂秩序的形成，却绝非我们刻意地将每一个因素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去建造而成，我们无法经由安排个别原子来制造一个水晶石，亦无法将苯（benzol）元素联结成系统来制造一个复杂的有机化合物。我们只能创造某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它们以某种形态安排它们自己
〔58〕

 。另一个例子是将铁屑置于纸上，纸下放置磁铁，我们能够预测铁屑聚合的一般形状，但是绝无法预测磁场中不定数量的曲线链如何安排它们自己，这依恃于每一片铁屑本身的位置、方向、重量、粗细，以及纸的表面所有的不规则性而定。磁铁产生之力量、每一片铁屑之力量与环境之行为互动，产生在一般模式中独一无二的情况（a unique instance of a general pattern）。亦即，其一般性质由已知的法则决定，但是具体的样态则依恃于吾人无法全然确知的个别环境
〔59〕

 。

上述乃从概念上说明两种不同的秩序，以及自发的秩序之性质。哈耶克并不排除形成自发秩序中的某些人为因素，这些人为因素具有或多或少的导引之功。但是，绝非根据特定目的去设计建造。根据特定目的去设计建造部是人为秩序，而非自发的秩序。人为的秩序，哈耶克又称之为“组织”（organization），组织意谓为了某种特定目的之结合。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在概念上厘清两种不同秩序之性质，不过他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这两种秩序都是并存的，唯这并不意谓我们可以依照我们喜欢的样态将二者结合”
〔60〕

 。

依照哈耶克的看法，自发的秩序与人为的组织所依恃的规范不同。自发的秩序依恃规律（rules）
〔61〕

 ，人为的组织则根据命令（command）。人为的组织虽然亦有某种范围的规律，唯此种规律是附属性的，附属于命令。人为组织之规则目的在实现“被指定的任务”，每一个成员在一固定结构中的位置由命令预先决定，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律乃是依据发命令之权威所指定之特定目的
〔62〕

 。因此，与自发秩序依恃之规则不同。然而，规律如何形成呢？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的规律有三种：一是仅在事实上被遵守而未曾形诸文字者，例如，当我们言及“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或“语言感”（feeling of language）时，我们虽然能够运用指涉的规则，却未能明示地知悉规则为何。二是虽然已被形诸文字，但仅是大致上表达在行为上早已被遵守之规律。三是被有意地提出，因而必然以文字发表之形式存在的规律。这三种规律，建构主义者拒绝前二者，而只接受第三种规律为有效
〔63〕

 。哈耶克的基本观点认为“人不仅是一个寻求目的（purpose-seeking）的动物，而且是一个随顺规律（rule-following）的动物”
〔64〕

 。人因为寻求目的，因而有了若干第三种的规律，然而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规律，却都不是为了特殊目的而在手段上的有意选择，而只是群体为了达成一个更有效的秩序而形成的选择过程，事实上人类常常不知道其选择之秩序的优越性何在，这些规律包括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等等
〔65〕

 质言之，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所依恃之规律，多数皆非人类有意之设计。

哈耶克认为两种秩序在社会中并存，亦即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存在各种人为的组织，人群基于某些特定目的而结合为组织，然而这些分立的组织与分立的个人之行动所以能够彼此协调，实乃由于自发秩序之力量所导引。这些组织包括家庭、农场、工厂、公司、各种社团以及公共机构的政府等，它们有序地整合为一个更广泛的自发秩序，吾人可以称之为“社会”，以别于存在社会中的较小的人群组织
〔66〕

 。我们亦可由个别社会（particular society）、局部社会（partial societies）而形成“大社会”（Great Society）
〔67〕

 。大社会中由于空间上的接近及其他特殊环境，而有各个不同的局部社会，各个不同的局部社会彼此重叠，每一成员是大社会的一员，亦是局部社会、个别社会及组织之一员。大社会是自发的秩序，局部社会、个别社会是次级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sub-order）
〔68〕

 。

哈耶克视社会为自发的秩序，其中存在各种组织，组织中占特殊地位者为政府
〔69〕

 。依照哈耶克的观念，即使没有政府存在，社会自发的秩序仍然存在。然而在多数环境中为了保障形成秩序的最低限度之规律能够被遵守，政府成为不可或缺之工具。唯其功能有似于工厂之监察小组，不在生产供人消费之财货或劳务，而只在注视生产机制之正常运行
〔70〕

 。哈耶克政府功能的观点，显然承袭自古典自由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的功能应限于防止暴力、偷窃、诈欺与责成契约之履行等，亦即只要扮演一个“守夜人”（night-watchman）的角色，诺齐克（Robert Nozick）提出“最低限度的国家”（minimal state）的观念，即由此而来
〔71〕

 。就对政府功能所持的消极性观点而论，哈耶克与诺齐克可谓大同小异
〔72〕

 。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所谓自发秩序之中，并非没有人为因素。人的理性并非全知全能，故不应该依恃理性去设计、建造秩序，而应重视社会之中各种自发的力量所形成的自发的秩序。自发的秩序是抽象的、复杂的、没有特定目的的，而自发秩序之中存在各种人为的组织则是具体的、比较单纯的、具目的性的。有限的理性不足以提出全盘的社会设计规划，却可以在社会之中产生个别的、局部的人为事物（如组织）。然而从社会整体而言，各种自发的力量所形成的自发秩序，由于能够自我成长，循序演化，故对人类文明而言才能有长远的发展。罗契（G. C. Roche Ⅲ）认为：

“自发的秩序”概念是哈耶克最伟大的发现，亦是其法律、经济学术的根本原理。这项发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及其“冥冥之手”（invisible hand）的譬喻，亦即认为“市场”是人类社会中装置的内在回旋器（gyroscope），它产生自发的秩序
〔73〕

 。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哈耶克对市场机能的理解，的确是他提出自发秩序概念的根本来源。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亦是哈耶克所宗奉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要义。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观念，着重在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认为“各自为谋周而详”、“各为其私而全其公”，盖皆立基于当时强调市场机能的经济思潮。当然，如果我们将古典自由主义上溯到17世纪的洛克，则限制政府权力的主要论据，在于自由为天赋人权，而政府必须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基础，则安置于契约论之上。从社会演化的观点，哈耶克拒绝契约论，因此在宪政、法治观念方面固颇受洛克之影响，然而对于洛克及其同时代思想家流行的社会契约观点，则加以放弃。

总之，从自发的秩序概念，我们可以说哈耶克政治理论的中心概念“自由”已经呼之欲出。就哈耶克而言，自由是自发秩序所专属的一项特性
〔74〕

 。他对自发秩序之阐述，乃是在奠定他的自由观念之基础。而就理论的逻辑结构而言，自发秩序与有限理性二概念之陈述，彼此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哈耶克重视社会的自发秩序，正是因为他认为理性是有限的，并无能力创造全盘的社会秩序。我们在本章中首先探讨哈耶克基于康德批判哲学而形成的知识论观点，此一知识论观点一方面使哈耶克远离了20世纪流行的实证论思潮，另一方面康德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检讨反省，亦正好与哈耶克由市场机能的理解而形成的自发秩序与有限理性概念相符应，而成为后者的知识论基础。我们研究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似乎唯有把握上述三方面的理论基础，才能得到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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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由及其相关概念

第一节　自由概念的界定

自由是近代以来人类热烈追求的强势价值之一，然而犹如同属强势价值的平等与民主一般，其概念本身却是歧义重重。对于自由概念的界定，可谓人言人殊。孟德斯鸠即曾因此而感喟，他指出：“没有一个字像‘自由’那样被赋予更复杂的意义，并且在人心中引起各种复杂的意念。”
〔1〕

 由于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有学者提到，自由的定义在两百个以上
〔2〕

 。由此可见做为人类热切追求的自由，确是一个复杂而分歧的概念。因此，我们要探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首先不能不对其所持的自由概念加以厘清。而要厘清哈耶克的自由概念，首先我们必须检视一下若干政治思想家根据自由概念之性质，所提出对自由概念的看法。

对于政治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概念，穆勒在其被公认为自由的经典之作《自由论》（On Liberty）一书中，开宗明义即指陈其所欲讨论之自由“并非所谓意志自由（Liberty of the Will），……而是公民的或社会的自由（Civil or Social Liberty）：亦即社会能够对个人正当行使的权力之性质与界限”
〔3〕

 。哲学上的意志自由论着重在意志自由与道德行为的关系，若无意志自由，则没有选择的可能，如是任何人不能对他的行为负责，犹如病人对于所生的病一般，其行为不应受到赞誉或责备。因此，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则伦理上的善即失去意义
〔4〕

 。此一问题，在哲学上可谓缠讼不休。不过，在政治哲学上探讨的并不是意志自由的问题，而是穆勒所谓公民的或社会的自由，这是我们讨论自由概念首先要厘清的一点。

在政治哲学中对自由概念争议最多的，是关于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之区分。此一对自由概念的区分，乃是格林（T. H. Green）从黑格尔哲学中所衍生而来。而柏林（I. Berlin）将其与“内在自由”（inner freedom）联系起来，而形成其普遍被引用的自由的两个概念：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5〕

 。柏林认为所谓消极自由乃是指“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碍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果我被别人阻碍而不能做本来想做的事，则就此点而言即是不自由。如果此一自由行事的领域被别人缩小至超过一个最低限度，则我可说是被强制，或甚至被奴役”
〔6〕

 。至于积极自由，则与消极自由不同。柏林指出，积极自由乃是：

源自个人希望成为自我主宰的愿望，希望自己的生活和决定依恃自己，而非任何外在的力量。……希望自己是主体，而非客体；希望根据自己的理性与有意识的目标行动，而非缘于外在因素的影响；希望依据自我的指导而决定行动，而非如无法扮演人类角色的动物或奴隶受制于外在的自然或他人，亦即我构想自己的目标与策略并加以实现。如是，则可以说我是理性的，与世界上其余的事物不同。我尤其希望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意志而能行动的人，能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概念与目标去解释自己的选择。如果我相信上述是真实的则觉自由，否则即是奴役。
〔7〕



柏林并且认为，积极自由强调自由乃是成为自己的主宰，与消极自由强调个人行动免于别人妨碍，二者在逻辑上本无很大的距离，至少不会超过对同一事物所采取的消极与积极两个不同看法的距离。不过，就历史观点而言，自由的积极与消极两个概念乃是往不同方向发展，因而导致二者彼此冲突之结果。
〔8〕

 积极自由概念在格林于英国发展之后，使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逐渐放弃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而相当程度地接纳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美国，则原来的自由主义变成保守主义。
〔9〕

 至于“自由派”（liberal）一词，则成为自由主义原来坚决反对的左派运动之标志。
〔10〕

 此种自由概念之历史发展结果，使自由主义本身发生基本的变化，实为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柏林对自由概念的区分，在讨论自由概念方面可谓获得普遍重视。
〔11〕

 他的这个区分的重要性，不在为自由概念添增一个定义，而在于指陈当代自由主义发生内在变化的核心问题所在，使我们更能清楚地理解当代自由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

哈耶克对自由概念的界定，乃是将其与外在的强制（external coercion）对立起来，而界定为“独立于别人专断的意志之外”（independence of the arbitrary will of another）。
〔12〕

 哈耶克指出此一定义，乃是自由一词的“原始意义”（original meaning）。人类（至少欧洲人）在进入历史时代之后即区分为自由与不自由两类，二者的分别十分明确：即在于独立程度（degree of independence）之差别。自由表示能根据自己的决定与计划行事，不自由则表示必须隶属于别人专断的意志之下。
〔13〕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从不受外在强制的观点来界定自由，而认为自由乃是能够独立地根据己意行事。但是，所谓不受外在强制是指不受别人专断的意志之强制，而不是否定一切的外在限制。此点就哈耶克整个自由理论体系而言，可以说非常重要。

哈耶克在对自由概念加以界定之后，并对自由概念的三项歧义加以检视，藉以显示其所持界定之真义。首先，哈耶克指出“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即参与选择政府、立法过程以及行政控制等，乃是将自由概念用于人群而得到“集体自由”（collective liberty）的概念。然而，一个自由的人民全体（a free people），并不必然表示每一个组成分子是自由的，亦即集体中各个个别的分子不必然能够分享集体的自由。
〔14〕

 除了难与集体自由区别之外，哈耶克认为如我们视自由为政治自由，则无投票权的儿童或永久居留外国的人士，即不享有政治自由，亦即没有自由；而有投票权之人，如投票同意放弃原始意义的自由，而拘束自己于奴役状态，则我们谓其有政治自由，然则得谓其有自由乎？
〔15〕

 哈耶克并特别指陈19世纪持个人自由主张者，与“民族自由”（national freedom）主张合流，实则二者虽有某种类似（analogous）之处，然而并不相同（not the same）。追求民族自由并不必然增进个人自由，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宁可容忍同一族类的专制暴君，而不愿意接受一个外国人的多数统治的自由政府。民族自由常常成为少数限制多数自由的借口
〔16〕

 。由于忌讳与政治自由相混淆，哈耶克认为“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一词与其所持的自由概念常常是意义相同的，却有意地避免使用
〔17〕

 。

其次，哈耶克指出另一种不同意义的自由，乃是“内在的或形而上的自由”（inner or metaphysical freedom），有时亦称“主观的自由”（subjective freedom）。其意义乃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受他自己深思熟虑的意志、理性或持续的信念所指引，而非基于一时的冲动或环境的影响；其相反的意义并非别人之强制，而是自己一时的情绪影响，或道德的、理智的脆弱。因此就此项意义而言，所谓“不自由”乃是指一个人不能在冷静反省之后成功地做他决定要做的事，而在决定性的时刻受一时情绪影响，失去意志自主的力量，成为“激情的奴隶”（slave of passions）。至于因无知或迷信而失去意志的自主，亦皆属内在的不自由，此有赖于知识的充实，因为“知识可以使人自由”（knowledge makes free）
〔18〕

 。要之，哈耶克认为此种意义下的自由，与哲学上的“意志自由”问题极易混淆，引发无穷的争论。尤其是科学决定论（scientific determinism）兴起之后，由于不信任自由的理想，而破坏了个人责任的基础，更使此一意义的自由受到一般人的不信任
〔19〕

 。

诚如前述穆勒所言，意志自由问题乃是哲学探讨的课题，至于政治哲学探讨的则是公民的自由或社会的自由。哈耶克此处所言之“内在的或形而上的自由”，与意志自由有关；至于政治哲学上曾引起混淆歧义的，则是“道德自由”（moral liberty）。所谓道德自由，乃是指个人不受情欲冲动之支配，而能够冷静地依照自己内在的道德法则行事。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中，卢梭特别提倡道德自由，并以此来解决其调和自由与服从两个矛盾概念的理论上之困难。卢梭认为吾人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即是正义取代本能而成为行为的标准，因而赋予人类行为在自然状态下所没有的道德性。于是道德上义务的召唤（voice of duty）取代肉体的冲动与私欲，人类行为根据与以前不同的原则：在随顺本能私欲之前，先诉诸理性。
〔20〕

 质言之，在文明社会之中，人类行为的衡准是人内在的理性或道德法则，而不再是本能的冲动与情欲。所以卢梭指出：“人类在结合为文明社会后所获得的，是道德的自由。道德的自由使人成为他自己真正的主人，因为只是循情欲的冲动是奴隶，而服从我们自己所定的法则对我们而言是自由。”
〔21〕

 卢梭此一对自由概念的特别解释，与意志自由问题有关，但并不相同。意志自由问题之产生，主要是科学上因果律被认为普遍有效所产生的。近代的自然科学，由物理现象之种种因果律的建立，进至化学现象、生理现象之间种种因果律之建立，并进而推论、预断一切心理现象之发生，皆非偶然，而亦必为因果律所支配。根据此一推论，则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意志有真正的自由。至于道德自由，则以吾人服从内在的道德法则为自由，以受内在情欲支配为不自由，重点在于吾人内在理性与情欲之对立。
〔22〕

 道德自由在近代自由理论的发展上，产生了严重的概念混淆，甚至将自由概念解释为其矛盾概念“服从”上去。卢梭即以道德自由概念调和自由与服从二者，而导出“强使自由”（be forced to be free）之论。
〔23〕

 卢梭以后，若干思想家仍企图继承此种论辩方式，认为个人服从国家或政府，乃是实现了完全的自由，从而引出了许多的夹杂与扭曲。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清哈耶克在自由概念的界定上，不采取意志自由或道德自由的途径，实有其基于近代自由理论发展上的深刻洞见，因而主张回复自由概念的原始意义。

哈耶克认为自由概念的第三个歧义，乃是视自由为“去做我想要做的事之实质能力”（physical ability to do what I want），亦即是指“满足吾人意愿之能力”（power to satisfy our wishes），或面对各种可能的选择能力。在此一意义之下，自由乃是一种能够改变客观环境以满足或实现个人主观意愿的能力，比如希望能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而拥有如鸟之自由飞翔的能力
〔24〕

 。

视自由为能力的用法，在20世纪的政治思潮上卷起极大的波澜。哈耶克指出，美国方面如柯曼士（J. R. Commons）与杜威（John Dewey），皆视自由为能力，为能够有效地做特定事情之能力。因而，自由的要求即是能力的要求。根据这样的观点，认为视自由为强制之不存，仅是自由的消极面，只能做为达到自由的手段，至于自由的真义则是能力
〔25〕

 。哈耶克不赞成视自由为能力的界定，因为此一界定导致视自由与财富同义，因而认为要实现自由，必须要求财富之重新分配，此乃是社会主义者论辩之依据
〔26〕

 。

事实上，在近代政治思想中，早在洛克便提出自由是一种秉赋或能力（power, ability or faculty）之观点。不过洛克视自由为秉赋或能力，主要着眼于两方面：一是人有自保的权力及排除对自保之危害的权利；二是人有理性能力，能够暂停欲望的实现或满足。此两方面皆是指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者，所以说自由是人类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由权利除了永恒的自然法（亦即是理性）之外，不仅消极地不受任何其他的约束，而且有其积极地自保保人的作用。
〔27〕

 洛克所言人有理性能力，能够暂时停止欲望的实现或满足，亦即能够不为欲望所驱策，所以是自由的。此一意义下之自由，与我们前述道德的自由是一样的。至于自保的能力，由于洛克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乃是受自然法之规范，而自然法即是神所植于人心的理性法，亦即是人的理性。所以，洛克所提出的自由是一种秉赋或能力，根本上乃是指人类拥有理性自主的能力。因为人类具有理性自主的能力，所以是自由的。洛克此一观点，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即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作自己及其环境的主宰，假如努力运用各自的天赋能力，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丰足。个人既有充分的自主能力，则个人行为的结果自然也应该由行为者个人来承担。如是，则穷困乃属咎由自取，不应由社会他人负责。从这个观点，近代国家的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当然为信奉洛克的自由主义者所反对。
〔28〕



由此可见，视自由为能力，不必然会导出社会主义者的论辩。从自由的观点，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乃是因其为人为有意设计、控制的社会，此种社会与自发秩序的社会相对，后者的属性是自由，而前者则是强制。哈耶克既描述自由乃是变别人的强制减至最低的状况，
〔29〕

 则社会主义的社会或自由社会中推行的种种社会福利政策，皆是对自由的侵蚀或埋葬。
〔30〕

 哈耶克以维护自由之故而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其一贯论旨，然而诚如前述柏林之见，认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二者在逻辑上并无很大距离，唯在历史中种种因素的推波助澜，乃不断往不同方向发展，而导致彼此冲突之结果。哈耶克认为视自由为能力的积极自由观念，导致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论辩，证诸洛克自由观念，至少在理论上显然并无必然性，不过确实是历史发展之结果。

以上分析哈耶克所指陈的自由概念的三项歧义，从近代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来看，哈耶克所指陈的自由概念的三项歧义，确均曾将自由的追求误导到正好相反的方向。视自由为政治参与，则民主即是自由。民主的运作依据多数决，然而多数的决定未必即符合自由的原则。且多数决定，则少数的自由何在呢？而“多数”自由，亦并不能表示组成多数的每一个体是自由的，即集体的自由并不涵蕴组成集体的个体是自由的。其次，视自由为内在的道德自由，流弊更大，卢梭即持此观点而形成“强使自由”之曲论，个人自由的追求本在排除集体的压制，却反成为以集体强制为自由。至于视自由为能力，乃所谓积极自由的概念。此种自由概念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论辩依据。就当前的政治思潮趋势而言，正如朱坚章教授所指出：“个人主义，放任思想已趋没落，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思想；假如说人们接受国家的强制的程度，以解除人们不受更大的自然的强制为准，则在某种情况下，何以不能接受极权呢？”
〔31〕

 而极权政治之出现，正是对自由彻底的摧毁。

然而，就前述柏林对自由概念的区分而言，哈耶克对自由概念的界定无疑地是消极性的。
〔32〕

 以外在限制之不存在来界定自由的方式，基本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
〔33〕

 哈耶克严守此一自由传统，对于别人批评其所持自由概念为消极性之看法并不讳言。哈耶克指出：

常有人反对我们的自由概念，认为仅系消极的概念。这是真实的：犹如和平亦是一消极概念。安全、宁静或任何特殊障碍、罪恶之不存在，亦莫不皆属消极性概念。自由亦属于描述特殊障碍来自他人之强制不存在之境界。自由之变成积极概念，乃是人为制造的。自由不能确定给我们任何机会，但是留给我们在环境中发现自我，并决定如何去利用环境。
〔34〕



质言之，自由诚然是消极概念，意谓外在限制之不存在。然而此种自由环境容许人类无拘无束地自由创造，何尝不是一种积极性的功能呢？
〔35〕

 所以，哈耶克自信地表示自由为消极概念，并不减损其价值。

哈耶克所持的自由概念为消极概念，一般学者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不过葛雷（J. Gray）却指出哈耶克在某些方面偏离消极自由概念，而受最激进形式的积极自由主义（positive libertarianism）许多重大的影响。哈耶克以一个人不受他人专断的意志之强制为自由之定义，而法律并非他人之专断意志，因此自由非毫无限制为所欲为之自由，而是法律之下的自由。我们服从法律就其为一种普遍性、抽象性的规律而言我们并非服从他人专断的意志，因此是自由的。如是，则哈耶克已趋近卢梭与康德关于法律与自由之论题：即“普遍意志”或“真正的法律”不会限制自由。如果一个人能认识法律依据之正义，则其意志就不是专断的。根据此一论辩检视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提出法律必须具备两项先决的形式条件：普遍性（generality）与平等性（equality），凡符合此两项形式要件者，皆是自由的法律，而不会限制自由，此与康德所谓法律应具备“普遍性”（universalizability），二者基本上并无不同。
〔36〕



我们在讨论哈耶克对自由的界定已经提到，哈耶克所谓自由是不受外在强制，乃是指不受别人专断的意志之强制，而不是否定一切的外在限制
〔37〕

 。事实上，哈耶克所谓自由，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这是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核心所在。葛雷在上述的论辩中，可以说已经指出了此一核心所在。要之，哈耶克所谓自由，并非一味以消极地减少外在强制为务，而是要以合乎其所言自由的法律为准绳，如是，我们就不能将哈耶克的自由概念完全以消极概念视之。哈耶克“自由的法律”（law of liberty）、“法治之法”（law under rule of law）与卢梭的“普遍意志”、康德的“真正法律”，就做为自由行为之最高准据而言，基本上并无不同。哈耶克对卢梭思想屡致不满，惟对其“普遍意志”概念乃是有别于“众意志”（will of all），而其抽象性与普遍性，认系导入法治之重要论证。
〔38〕



我们知道，“自由”一词英文里面有两个字：一是“freedom”，一是“liberty”。对于这两个字，哈耶克自认比较偏爱前者，然而由于后者较不易被滥用，故常二词互用。
〔39〕

 一般言之，freedom的意义比较抽象，liberty的意义则比较具体。前者因为比较抽象，所以常遭滥用；后者因为比较具体，经常用单复数的表达形式，可以列出自由的清单，所以不易被曲解。张佛泉教授以其终身对自由人权的深造自得，而指出自由这两个英文字，正好代表自由的两种“指称”（designations）或“意义系统”（system of meanings）。liberty代表的自由乃是指政治方面的保障，这一指称下的自由具有十分确定的意义：自由即是权利，可以开列一份权利清单；freedom代表的自由乃是指人之内心生活的某种状态，这一指称下的自由之意义，则从来没有公认的标准。
〔40〕

 张氏之意非常明确，为了避免自由被滥用，政治上的自由概念，应该限定在第一种指称之下。由于重视自由的具体性，故视自由即是诸自由（liberties）。
〔41〕



哈耶克屡言其自由理论属于英国传统，不过在自由概念的界定上，他又很重视自由概念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他认为单、复数用法下的自由，正好显示自由的不完整。因为一项自由表示一项特许（a special privilege）和免除（an exemption），诸自由表示若干特许和免除。因此，自由（liberty）乃是指除一般性规则（general rules即法律）所禁止者外，一切皆可自由行事；而诸自由却是指除一般性规则所允许者外，一切皆被禁止。
〔42〕

 殷海光指出：

“诸自由”乃可点数的一个一个的自由。这是自由遭受威胁时所发生的防护现象，或争取自由时所发生的现象。在历史中，我们的自由往往一个一个地失去；我们争取自由时，像“收复失地”似的，也往往一块一块地收回。可是，在观念上却不是这样的。在观念上，我们一上来必须肯定自由的整全性（integrity of liberty）。我们必须确认自由是每个人固有的，不是任何人赏赐的。每个人固有的自由是整全而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展开固然因作不同的分殊（itemization）而得到不同的名谓，例如言论自由、谋生自由、集会自由等等，但是，却不可只许有这项自由而不许有那项自由。如果只许有这项自由而不许有那项自由，那末自由的整全性便遭到破坏。自由的整全性遭到破坏，自由很可能完全丧失，丧失到整全的核心也为之丧失。
〔43〕



如果纯从英国的自由传统来看，自由即是权利，是可以一项一项列举的。
〔44〕

 犹如制定法律采列举式的情况一样，则未列举的部分，变成不是自由的范围。如此，自由便不具整全性了。哈耶克视自由为绝对价值，为诸价值之泉源。
〔45〕

 因此要求自由概念的整全性，亦即视自由是不能任意增减的，盖一旦自由可以人为方式任意增减，则其整全性遭到破坏，便可能受到逐渐的侵蚀，而终至其核心也为之丧失。哈耶克言自由，一方面要英国传统的具体而不致被曲解滥用，另一方面又要求如法国传统的绝对完整性。从理论基础而言，哈耶克与英伦思想家并不完全一致，而受康德式的唯心论之深刻影响；其对自由概念的界定，虽大体沿循英国传统，然而欧陆式重视概念的绝对完整性，又隐隐然对哈耶克的观点发生了影响。为了厘清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哈耶克自称是“一位永不悔改的老辉格”，并以“辉格主义”标明其自由主义。所谓辉格主义，乃是“一贯地反对所有专断权力的理想”（ideals that has consistently opposed all arbitrary power）
〔46〕

 。诚如夏庇洛（J. S. Schapiro）所指出的，自由主义乃是与“人性”（humanity）一样古老的一种“心理态度”（attitude of mind），这种心理态度认为理性有能力规范生活上的行为，并对武断的信仰采取一种批判的眼光，对政府与社会的问题抱持一种实验的态度
〔47〕

 。哈耶克坚持自由的维护，惟恃对专断权力的反对。所谓专断的权力，乃是非依法律合法行使之权力，而来自人为专断之意志。就此而言，哈耶克对自由概念的界定，基本上符合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然而就重视自由概念的整全性，并视之为绝对优势价值的“心理态度”而言，似与英伦不尽一致，而沾染欧陆的影响。英国自由主义反对武断信仰、强调实验调整的心理态度，使19世纪末叶以来自由主义的面貌逐渐改变，至20世纪中叶以后，已有完全改观之趋势。于是，哈耶克所坚持的辉格主义，愈显得与当代自由主义扞格不入。

要之，自由是一个易于夹杂的概念。正如拉菲尔（D. D. Raphael）在分析自由与权威的关系时所指出：

每一个人都支持自由甚至权威当局，然而其所谓自由看起来似乎像是奴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开始响亮地表示“人生而自由，却处处在锁链之中”，然而结尾的时候，却企图劝服大家为真正的自由，锁链、法律的限制以及组织的社会都是必要的。
〔48〕



将自由视为抽象的完美的概念，乃是欧陆的传统，而其结果常常为了完美的自由概念之实现，诉诸强使个人主观意志与客观规范合一。卢梭之外，黑格尔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黑格尔所谓自由，乃是指主观意志与国家社会客观规范之合一
〔49〕

 。在此一界定之下，所谓“真正的自由”之实现，实即自由之真正的丧失！与欧陆相较，英国传统的自由概念乃是具体的、不完美的。哈耶克从消极地不受外在强制来界定自由，乃是道地的英国传统；然而重视自由概念的整全性，并坚持其充分实现，确是沾染欧陆的色彩。从这个观点，我们亦比较能对哈耶克“在法律之下实现自由”的立论，有较深的了解。哈耶克的这个立论，建立在英国习惯法的经验基础之上，与卢梭、黑格尔根据理性推论而得不同。然而在完整的自由概念之充分实现上，依恃主观意志与客观规范合一之途径，似乎仍可在哈耶克自由理论中找到若干论述之痕迹。

以上根据柏林对自由之分类的架构，检视哈耶克对自由的界定，乃是以英国经验主义外在自由的消极概念为骨干，而沾染若干欧陆积极自由的色彩。哈耶克对康德颇为推崇，而诚如格罗斯东（W. Galston）所指出：

康德的“道德自律”（moral autonomy）根据柏林的分类乃是一种积极自由，我们的意志对道德理性（moral rationality）开放，而且由道德理性决定；康德的“外在自由”（external freedom）则是一种消极自由，我们在寻求个人目的上不受他人之限制。康德的实践哲学，乃是尝试去结合积极自由的伦理学（ethics of positive freedom）与消极自由的政治学（politics of negative freedom）
〔50〕

 。

柏林认为积极自由概念会因自我分裂为情欲方面的我与理性方面的我，并与个体是小我而社会全体是大我的概念结合，导出以全体强使个体服从全体之规范的自由之论辩
〔51〕

 。诚如前述，哈耶克在自由的界定上避开内在意志自由问题，而纯从外在自由立论。从政治哲学观点，哈耶克的自由概念界定乃是沿循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然而他重视自由概念的整全性，不慊于“诸自由”的界定方式，于是在完整的自由概念之充分实现上，似乎不易完全跳出欧陆唯心主义积极自由的轨迹。就此而论，哈耶克与康德在自由概念的处理上颇为相似。事实上，哈耶克虽然避开意志自由问题，然而在他以“法律之下的自由”为中心的自由论辩中，借着法律的普遍性说明法律非源自他人之专断意志
〔52〕

 ，可以说完全采取康德的论辩方式。

第二节　自由与平等

我们在探讨哈耶克对自由概念的界定之后，继续检视其对自由的相关概念所持的看法，以期对哈耶克所持的自由概念，有更深刻之理解。自由的相关概念，从政治理论的观点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平等概念与民主概念。对于自由的这两个最重要的相关概念，哈耶克有其个人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无疑充满了争议性，然而却与其自由观点紧密相扣，成为其自由理论的重要一环。

平等概念与自由概念一样，乃是近代以来人类追求的强势价值，而其理论根据皆在于“天赋人权说”：即认为人类生而自由平等。人生而平等之说，在理论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多葛学派（Stoics）。斯多葛学派反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人类自然的不平等之主张，认为人类同为理性的动物（rational beings），同在宇宙的自然法（理性法）统治之下生活，拥有平等的权利。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斯多葛学派创造出世界主义的政治理论：所有人生而为兄弟，为世界共和国之公民。而就人类同样拥有理性能力而言，人类是平等的。到了罗马时代，西塞罗（Cicero）继续引申斯多葛学派之说，认为人类就自然赋予其理性而言，彼此并无不同，自然注定其皆接受普遍原理（即自然法）之统治，皆拥有平等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西塞罗所认为的平等，并非谓一切人在知识上与能力上平等，也并非谓国家应当使每个人的财产绝对平等，而是指所有的人在有理性、能学习以及知善恶是非上的平等。孙内嘉（Seneca）的看法，亦认为人类在天性上都是平等的。一切人类都可以有德性，不管是自由人、奴隶、国王或被放逐的罪人。德性与门第及幸运无关，它只附着于人。人类的共同祖先是自然，无论从尊贵或卑贱的阶梯往上溯，皆是同一来源。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亦认为人类是平等的，因为人类在上帝眼前皆为平等
〔53〕

 。

西方这个主张人类平等的传统，主要是从道德的或宗教的观点，认为人类在道德上、人格上平等，亦即这些平等信念都是道德上、人格上的应然，而不是从实然的观点，主张人类世界中实际上的平等。就此而言，与近代主张平等的政治思想家，致力于在人类社会中追求平等之基本观点，显然并不相同。
〔54〕

 由于西方早期的平等信念局限于道德宗教领域，而未进入政治领域，因此这种建立于“人在某种独特的内在条件上是平等的”——主要是指人类理性——之基础上的平等观，固然曾经影响了罗马的法律学者，使平等的理性开始走进法律的范畴。然而这种精神上的平等，并未曾全面否定社会的不平等。以基督教的平等观而言，在上帝面前奴隶和主人可以是平等的弟兄，可是回到现实中来，奴隶依然是奴隶。
〔55〕

 我们可以说，西方中世纪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乃是人类不平等的典型现实。

西方近代的平等观念，源自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将“人”的地位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宗教革命则是一种反抗权威运动，同时也是反抗特权与不平等的运动。由于强调个人的理性与良知，因而自然地回到古代的“人在内在理性上都是平等”的旧原则上。自此以降，倡导平等理论者皆持人生而平等的说法。
〔56〕

 虽然与古代一样皆持人生而平等的观点，不过近代的平等观念不再从道德宗教的伦理领域来看平等问题，而是着眼于政治、社会与经济领域。

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命题中，实际上是把平等视为自由的基础。就洛克而言，他认为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与权限而言，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自明之理。既然人生而都是平等的，自然没有人有权利可以强制其余的人；既然人人都不受他人强制，则就人际关系而言，其应为“自由”似乎是逻辑的结论了。
〔57〕

 至于卢梭，他一方面认为人性之本质即是自由，因此对人而言，“放弃自由便等于放弃做为一个人一样，……这种放弃是与人性相矛盾的。”
〔58〕

 另一方面，他认为自由之实现乃是以平等为条件：“没有平等，自由即不可能存在。”
〔59〕

 依照卢梭的看法，不平等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不平等（natural inequality），包括年龄、健康状况、体力、心智等；另一种是道德的或政治的不平等（moral or political inequality），乃是由于习俗、传统、财富、名誉、权力、地位而来。
〔60〕

 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没有道德的或政治的不平等，只有自然的不平等，然而由于人类自然的同情心与人道的冲动，彼此不会互相侵犯，因此自然的不平等对于自由并无妨害。由此可以看出，卢梭并不否认自然的不平等，他所反对的乃是人为的不平等。自由以平等为条件，人为的不平等使人类失去自由。基于此一理由，欲使人类获得自由，必须先追求平等。
〔61〕



十七八世纪追求平等的思想浪潮，到了19世纪开始出现不同的主张。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英雄崇拜”（hero-worship）观点，已悖离平等精神。尼采（F. W. Nietzsche）更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原理，提出“超人”（super-man）概念，认为平等价值，应由人的优越性取而代之。20世纪以后，一方面固然在社会主义理念刺激影响之下，各国政府莫不积极地致力于推行各种“平等政策”（egalitarian policies）；另一方面，则“精英主义”（elitism）方可谓暗潮汹涌。比较重要的，如摩斯楷（G. Mosca）的“统治阶级”（ruling class）理论，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个阶级：统治阶级总是少数，执行所有政治功能，独占政治权力，并享受政治权力带来的利益；被统治阶级则为多数，受前者之指挥控制。
〔62〕

 班累度（V. Pareto）的“精英”（elite）理论，认为所有的人类社会皆有一个最高层的领导阶层，即是少数的精英
〔63〕

 。迈克尔斯（R. Michels）则提出“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根据对民主政党组织运作的分析，指出民主只是表面的形式，论其实质内容则为少数的寡头统治。
〔64〕

 要之，依精英主义之观点，人类政治社会中统治的总是少数。即使是民主政治，亦非人人平等地自治，而仍然是少数统治多数。精英主义的出现，使十七八世纪以来流行的平等信念，引发了若干反省与检讨。

以上对于西方平等概念的发展情况，做一彻底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对于人类自然不平等的事实，多持肯定的态度；至于人类平等的主张，则系从宗教、道德的观点。至于从政治观点主张人类平等，乃是认为人类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因此，并没有否定人类自然不平等的事实，而是反对人为的不平等。我们可以说，思想家多未否认自然不平等的事实，因此平等的主张，多系着眼于“应然”（what it ought to be）的层次。
〔65〕

 而平等的实现，从19世纪以来的思潮视之，已不再如十七八世纪的思想家那样乐观地相信其与自由的实现是一致的。思想家已逐渐反省到自由与平等二者的实现，乃是一种“两难之局”（dilemma）
〔66〕

 ，甚至是相对立的（antithetic）论题。
〔67〕

 持这种自由与平等二者实现并不一致之看法的人，对于二者不一致之程度有种种不同之见。哈耶克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之中立场最为鲜明者之一，就他的观点而言，近代以来对平等的追求，已经逐渐地严重侵蚀了自由的传统。依哈耶克之见，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乃是基于个人发展潜力生而不平等的认定。可以说，这种对自然不平等之事实的极度关注，决定了哈耶克这方面的见解。

哈耶克认为现代致力于追求平等的人，常常否认他们的主张是建立在“所有的人事实上平等之认定”（assumption of factual equality of all men）的基础之上，而实则这仍是多数追求平等的人所抱持的理论基础。这个基本认定，并不合乎事实真相。
〔68〕

 他认为“人性”的变化性是无边无际的，这种个人能力和潜能在广泛范围的不同，是有关人类的最显著的事实之一。而进化的结果，亦使人类成为所有万物之中最具差异性者。哈耶克赞同生物学家威廉斯（Roger Williams）的观点，根据威廉斯之见：

差异性（variability）乃是生物学的支柱，生物学讨论每一个别的人一组独一无二的属性，而唯其独特性，人类乃有尊严可言。每一个新生婴孩之未来发展潜能皆无法预知，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未知基因和基因模式（genes and gene-patterns）影响其发展。就人性的发展结果而言，新生儿可能成为空前的伟大人物。每一个例，皆显示其将发展成为显著独特的个体。如果忽视这种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的重要，则自由与个人价值亦就无从显示其重要性。
〔69〕



哈耶克认为，正如威廉斯上述生物学研究结论所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差异性的存在乃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的存在对人类而言并不是负面的，而具正面的意义，因为这乃是人性自我实现的创造活动之基础，亦是自由与个人尊严、个人价值之所系。

哈耶克对于现代将人类与生俱来之差异的重要性降至最低限度，并将所有的差异归因于后天环境之流行主张，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我们不能忽视人类生来即非常不同的事实，唯其如此，所以相似环境成长之人，亦会显现出重大的差异性。因此，就做为一个事实陈述而言，“人生而平等”绝非真实。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向被奉为神圣的谚语用在法律与道德的领域：在法律与道德的领域，所有的人应该受到平等待遇。总之，哈耶克认为我们要了解平等理想的真谛，首要之务是必须从事实平等（factual quality）的信念中解放出来。
〔70〕



哈耶克反对人类事实上平等之说，而主张法律之前的平等与道德律之前的平等，他认为这是真正有助于自由之维护而不会破坏自由之平等。
〔71〕

 就道德律之前的平等而言，道德律指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律，属于伦理学探讨范围；就政治研究领域而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法律之前的平等”，哈耶克指出，这是为自由而奋斗的最大目标。
〔72〕



哈耶克认为由“事实上的平等”之错误假定，推衍出物质平等的要求，进而引进权威当局之强制，乃是自由之否定。哈耶克论平等，归结于法律之前的平等，与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可谓如出一辙。密塞斯强烈反对当代追求一般性平等的热切倾向，他指出，从平等观点而来的历史解释，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官方哲学。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是一项严重的错误，因为它反对“真正的人性”。事实上，所有人类的权力不足以使人真正平等，人类不论现在或未来都仍将是不平等的。因此，密塞斯认为自由主义所创造的平等是法律之前的平等，而从未寻求其他的平等。所谓法律之前的平等，乃是指没有人的渴望与企图心会被任何法律的障碍所阻，每一个人可以凭他个人的能力为任何社会地位自由竞争。因此，法律之前的平等维护个人的独特性，并保障个人发展的机会。
〔73〕

 哈耶克与密塞斯所谓法律之前的平等，无疑地皆是指法律之前自由竞争的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这与他们二人自由经济的主张，可谓合辙。自由经济的主张，反对政府干预，因此法律之存在，乃在维护这样一个不受干预的自由环境，甚至可以说法律限制之重点，乃在于限制政府对市场经济之干预，使市场功能充分发挥，而个人自由之维护，亦端赖于此。所以，法律之前的平等不但不会限制个人自由，且是个人自由之保障。

将平等界定为法律之前的平等，是颇具争议性的。在原则上，法律平等地适用于人人，而没有差别待遇，这是为一般接受，而无可反对的。问题在于：究系什么样的法律，亦即法律的内容为何？凯尔逊（H. Kelsen）指出：

平等原则做为针对权威当局创造法律的设定（postulate）而言，乃是指“法律之中的平等”（equality in the law），而不应与“法律之前的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混淆。后者乃是针对权威当局适用法律于具体的案例而言，它意谓适用法律的机关，不应在决定一个案例上有基于法律规定外的差别待遇，亦即必须根据法律自身的意义来适用法律，此乃是合法原则（principle of legality or lawfulness），为每一个法律秩序本来就固有的，它有时似乎表现一种法律之下的正义（justice under the law），然而究实言之，实与正义全然无关。
〔74〕



凯尔逊之意，乃是认为平等与否必须就法律之内容而定，而非只限于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原则。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原则，为法律秩序本来就固有的。而真正的平等问题，则是一种正义问题。正义问题乃是价值判断，因此法律内容是否合乎正义，便有种种不同的主张：如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为最高的善，为法律内容是否合乎正义之判断标准；而社会主义者则重视社会安全与平等，视之为法律之正义性的标准。
〔75〕



因此，平等基本上是一个正义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做正义之平等（equality-as-justice）与当做同样之平等（equality-as-sameness），在英语世界中并非相同。平等之意大利文为“eguale”，法文为“égal”，德文为“gleich”，不仅意指平等，而且都有“同样的”（same）之意义。在意大利文、法文及德文中，两个东西平等（equal），就说它们是同一（identical）。就此而言，英语世界的人们比较幸运，因为在英文习惯中，当我们要表达两部同型的车子，如果说这两部车子是相等的，则未免异乎寻常。以使人们“同一”为理想的平等主义，在英语世界中并未生根，这方面的影响，主要系来自欧洲大陆。
〔76〕



平等的要求既未必是要求完全相同，而就其为一种正义问题而言，乃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平等并非建立在“事实上的平等”这样的事实判断之上。密塞斯认为：

平等的理想由自然法的要求中产生，它借着宗教的、心理的与哲学的论辩去寻求合理化，然而所有这些论辩都已被证明站不住脚。事实上，人天生的秉赋不同，因此要求所有的人被平等地对待不能建立在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基础上。自然法的贫乏，在它处理平等原则上可谓基露无遗。
〔77〕



密塞斯以否定人类事实上的平等，来否定平等的要求，此种论辩方式，正是哈耶克所采取的。质言之，他们认为人类在事实上既不是平等的，如何强求人类平等？此种论辩方式，一方面忽视上述平等与同一之区别：即平等并非要求每一个人完全一样。
〔78〕

 另一方面，平等既是一种价值判断，属于应然层次，即认为人应该平等，则我们并不能以人事实上不平等来否定人应该平等的价值诉求。道德上的追求平等，并不涵蕴或以事实上的平等为要件。人生而相同或不同之事实，与人应该受到平等待遇之伦理原则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如果平等真正是一项伦理原则，则我们寻求平等乃是因为它是合乎正义的，而非因为人事实上是相同的。我们赋予人在法律上以及公民与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皆非根据“人是同样的之前提”（premise that men are identical）而来。
〔79〕

 哈耶克从人天生自然的差异性，亦即事实上的不平等，来否定平等的诉求，而认为除了“法律之前的平等”之外，一切的平等诉求都是迷妄，其所根据之论辩，从我们上述的分析中显然可以看出其缺陷。

哈耶克这种只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观点，当然是基于其整个思想体系而来。就哈耶克而言，自由之最大敌人，乃是与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迥然不同的极权政府，而平等之诉求正所以招致这种足以彻底摧毁自由的极权政府。哈耶克指出：“完全平等不得不意谓绝大多数的群众，平等地服从少数管理他们事务的精英之命令，在有限政府之下一种权利的平等是可能的，而就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而言，物质地位平等的主张必然只有诉诸极权政府。”
〔80〕

 这种顾忌因平等诉求而导致自由的丧失，乃是哈耶克反对除“法律之前的平等”之外一切平等的主要原因。唐索（S. J. Tonsor）在论自由与平等时指出：

自由与平等，无论它们做为理想型的概念（ideal concepts）之地位如何，它们乃是社会所创造的事物（social creations），他们不能与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脱离，而应嵌入社会现实的脉络之中。 当它们被加以抽象，而成为象牙塔内的哲学家之绝对而完全的概念，它们即失去了意义。……由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与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皆有重大缺陷。它们皆属于抽象哲学的影子世界，……它们抽象的完美，成为它们在实际方面的缺陷。
〔81〕



就视自由与平等为抽象的理想型概念而言，哈耶克基本上与罗尔斯及诺齐克一致。这种重视概念的完美性，使得自由与平等两个价值之间的调谐兼顾，益形困难。他们三人都重视自由价值，哈耶克与诺齐克将自由价值提高到凌驾平等价值之上，罗尔斯则认为与平等相较，自由具有优先性。

就当代而言，对于平等的追求已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利方面，这方面的平等问题大致已获得合理解决。当代的平等追求，主要着眼于经济权利方面，要求物质地位的平等，亦即所谓“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哈耶克站在维护自由的立场，反对此一平等主张。诺齐克亦提出“最低限度国家”观点，反对政府越过最低限度的功能之外而干预人民自由。他并且提出“赋予权利原理”（entitlement theory）来处理这个困扰自由之追求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除了根据有关占取（acquisition）或转让（transfer）之正义原则而拥有某些东西之外，没有权利拥有任何东西；而转让之是否合乎正义，取决于赠与或交换是否出于自愿；占取之是否合乎正义，则视其能否产生对他人之补偿作用，即其对某种东西的先占使别人无法再占取，然而如果他能善为利用占取之物，因而创造出对他人有益之事物，则其占取就是合乎正义原则。
〔82〕

 如是，诺齐克肯定了其自由主张之经济基础：私有财产制上的自由竞争体系。罗尔斯则以“自由的优先性原理”（priority of liberty）来处理此一问题。他提出正义的两项原则，企图对自由与平等做一合理安排。第一项原则，每一个人都和他人一样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二项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唯有在基于下述两个理由下始被容许：（1）能为社会处境最不利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利益（to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the least advantaged），且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符；（2）基于公正的机会平等，社会的官职和地位对所有的人开放。第一原则追求自由，第二原则兼顾平等。在二者难以得兼的情况之下，第一原则具有优先性，“自由只有基于自由的原因才能受到限制”（“liberty can be restricted only for the sake of liberty”）。
〔83〕

 就哈耶克与诺齐克而言，为了建立自由的社会，不能迁就平等的追求；罗尔斯主张自由具有优先性，却仍然企图兼顾平等价值。然而，诚如哈特（H. L. A. Hart）所指出，罗尔斯是否可能在没有拒绝考虑所有关于财富与权力之重大的不平等情况下，成功地达成自由之最大可能范围与平等的体系（a maximally extensive and equal system of liberties）？哈特的看法是否定的。
〔84〕

 显然，如果罗尔斯坚持自由的优先性原则，则在理论层次如何兼顾平等原则，仍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最大困难。

对于哈耶克有关自由与平等之关系的论辩，诺曼（R. Norman）表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平等的追求固然不能说与自由社会的追求完全符合，却可与之调谐。他的理由有三：（1）政治权力分配的平等化，使政治权力不再为凌驾个人之上的政府或国家所垄断，有助于消减威胁个人自由的外在干预来源；（2）平等的追求诚然会使某些人的自由，亦即其权力或特殊利益因而减少，然而就所有的人之自由而言，仍属有所增进。如果自由不能为所有的人平等地享有，而只是少数人之特权，则将成对自由社会之真正威胁；（3）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诚然需要以阶层结构和进取心为基础，但这并不即意谓任何人类社会皆唯有借着悬殊的不平等报酬，才能创造物质的丰盈。以视不平等产生的不道德之结果而论，在一个共同的企业中平等地分享所推进的工作活力与承诺，将更有助于一般财富水准最大限度的提高。
〔85〕

 诺曼所谓政治权力分配的平等化，即是民主。民主虽然不等于自由，但有助于自由之实现，此点哈耶克并不反对。至于所有的人平等地享有自由有助于自由社会的维系，就哈耶克而言显然认为自由是一项原则，法律之前的平等与机会平等所提供的即是平等的自由，由于个人主观条件的差异性，似乎无法根据享有等量的自由来处理平等的自由问题。再就经济效率而论，是否平等地分享比不平等的报酬更为有效的激励，不同的个别情况诚然不可一概而论，然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体系，似乎无法不以差异报酬为基础。

要之，自由与平等这两项人类可欲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颇为复杂。当代之政治思潮，不啻于二者之取舍轻重之间，徘徊瞻顾。哈耶克本于其整个自由理论体系而提出之论辩，固然受到不少讥评，然而却代表当代政治思潮的主流之一。在当代各国普遍推行“平等政策”
〔86〕

 之际，哈耶克基于自由之实现而提出之论点，显然有某种警醒作用。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

民主社会对自由有一种自然的爱好，即使不去管它，他们亦会追求自由、珍惜自由，而不容剥夺自由。然而论及平等，他们的激情是热烈的、不满足的、不间断的，乃至不肯屈服的；他们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如果无法如愿，他们仍然愿意在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87〕



托克维尔所担心民主社会几近狂热地追求平等趋势，是否将逐渐侵蚀自由社会的基础，确实值得现代人反省深思。

第三节　自由与民主

民主（democracy）是一个意义相当分歧的概念。英国学者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因此而提出倡议，认为为了根除对民主意义普遍的误解与混淆，全世界具有领导地位的学者与思想家应召集在一起，对这个问题做一彻底的解决。
〔88〕



就语源上说，民主乃是由希腊字demos（the people）与kratos（rule）二字合并而成，其原义乃指人民统治。
〔89〕

 这个古老的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即首先使用。古希腊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斯（Pericles）在其著名的《国殇演辞》（funeral oration）中，勾勒出民主的历史形相。他颂扬民主，并认为雅典是民主的典型。他说明雅典的政治制度并非模仿邻国而来，而实为邻国模仿的模式，其行政乃是根据多数人的意愿，而非少数人之意见，此所以雅典为民主。民主是一种政府形式，在这种政府形式之下，人民享有法律之前的平等，官吏的选任建立在才能功绩而非阶级的基础之上。并且，基本上认定多数比少数明智。
〔90〕



民主概念源自古希腊，而古希腊乃是城邦林立。城邦小国寡民，人口较为集中，因此当时的民主制度乃是由全体公民（不包括幼童、妇女与奴隶）直接参与政治决策，亦即是一种“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从这个观点视之，则间接民主或代议民主（indirect or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只能算是一种宪政共和（constitutional republic or commonwealth）而非民主。这是纯就民主的原义而言，事实上在任何政治集会之中，权威的委任是无法避免的，除非所有的公民在所有的时间都能提供持续的服务：包括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因此，基本问题不在委任与否，而在权威的委任是否在委任者控制之中。
〔91〕

 要之，现代国家幅员较广，人口较多，众人之事亦较复杂，全国人民不可能聚首一堂，共同运用主权，以决定全民有关之复杂的大计小事，只有选出代表和官员，授权他们按某些基本程序来处理众人之事。所以目前虽然沿用“民主”一词，而各国所施行以民为主的政治，却是间接的、人民授权的代议政治，不复是古希腊时代全民直接参政的制度。
〔92〕



根据上述对民主概念之分析，可以说民主基本上是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形式的基本精神，即是民治（by the people）。然而如前所述，现代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政事复杂，全民直接开会议政殊无可能，只有选出代表与官吏来管理政事，亦即以代议政治的方式来实施民主。因此，我们以政府形式来界定民主一词的意义，乃是指一套政治制度，这一套政治制度至少必须能实现两个基本要求；首先，它必须尽可能正确地引出尽可能的多数人民之意见，来决定谁是他们的代表及国家应该如何治理。这即意味普遍选举、政党以及在公正选举下定期的自由投票体制。其次，它必须提供充分方法使被公众选出来的人在事实上确实依照选民之意愿行事，如其不然，他们将被取代，即使是在定期改选之前。这意味着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使政府人员能够与自由表达的公共舆论保持经常性的接触。换言之，一个民主政府的运作过程，基本上存在政府人员与人民之间经常性的沟通对话。
〔93〕

 唯其如此，才能使在事实上唯有以代议方式运作的民主政治，不致悖离民主的基本意涵。

如上所述，民主政治在现代国家中，事实上只能用代议的方式，亦即由人民选出代表来管理众人之事。因此，在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选举无疑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要用一项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合乎民主，则人民有无真正自由的选举权来决定当政者地位是一项最主要的标准。民主政治的运作仰赖选举，利用选举的方式来达成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的目标。蒲莱斯（J. Bryce）指出，民主政治在古希腊时代即指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形式的统治权力被赋予全体国家成员，而非赋予某一个或某几个阶级。由于选举行为的运作，统治乃属于多数。因此，民主政治乃是一种多数统治，希腊人据此而反对一人统治的君主政体（monarchy），以及根据出生或财产产生之阶级而进行少数统治之寡头政体（oligarchy）。是以就古老而严格的意义而言，民主乃是指合格公民的多数意志之统治。
〔94〕

 民主的基本精神既是人民统治，而揆诸事实，不可能所有的人民意见一致，于是只能以多数统治来界定民主。此一对民主实质内涵之界定，从上述可以看出乃是古希腊以来大家对民主的共同看法。

我们对民主概念的意涵加以界定之后，进一步探讨哈耶克对自由与民主二者之关系究系抱持怎样的看法。基本上，哈耶克认为民主是一种由多数赋予制定法律权力与选择政府官吏的方法，此种政府形式大致符合自由主义之要求，然而民主并不即是自由，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比较可欲的政府形式。
〔95〕

 民主的政府形式之所以可欲，因其为人类历史所出现过之比较能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
〔96〕

 哈耶克指出：

民主一词常在一个广泛而模糊的意义中使用，如果严格地用其描述一种政府制度方法（a method of government），亦即多数统治，则其所明显指谓的乃是与自由主义不同的问题。自由主义是一种法律应该是什么的原理（a doctrine about what the law ought to be），而民主是一种关于决定什么将成为法律之方式的原理（a doctrine about the manner of determining what will be the law）。自由主义同意多数所接受者应该在事实上成为法律，但并不相信其必为良法。自由主义的目标在说服多数遵守一定的原则，它接受多数统治为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但并不视之为一种决策应该是什么的权威。
〔97〕



要之，哈耶克明确指出：“无论主张民主的理由如何坚强，民主并非一个终极的绝对价值，民主的价值必须依据其所达成之成就来判断。民主可能是达成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绝非目的。”
〔98〕

 民主是一种方法或手段
〔99〕

 ，而自由则是目的；以维护自由为宗旨而形成的学说，即是哈耶克所言之自由主义。

关于民主与自由主义之分别，哈耶克不遗余力地加以阐明。主要原因，实在于当前流行之思潮，对于民主与自由主义二者常不加分辨。混淆之结果，形成以民主即是自由主义之观念。于是在民主的要求下，产生了不少与自由主义原则违背之事物。密塞斯即指出：“自由主义必须导向民主政治，而许多人认为民主原理最终必然导致超越自由主义之外，此即认为政治民主严格言之需要政治与经济权利，于是就逻辑理路推论：社会主义必然从自由主义中逐渐发展出来，而自由主义必然陷于自我的破坏之中。”
〔100〕

 自由主义所以被认为会逐渐发展出社会主义，而使其陷于自我破坏之中，实肇因于许多人将其与民主混淆，不加分别。因而在逻辑上产生自由主义导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引出社会主义，从而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乃是从自由主义之中逐渐发展出来。实则，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正视近代由政治民主进而要求经济民主之历史事实，则至少就此点而言可以说民主导出社会主义。
〔101〕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并不即是自由主义，二者有其分别，我们不能误认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彼此反对的理论之间，有如民主与社会主义那样一致的逻辑关系。哈耶克认为：

自由主义与民主虽然兼容（compatible），但并非相同。前者关心的是政府权力的界限范围，后者关心的是谁掌握政权。如果我们以其反对概念来看，二者的分别将更明显：自由主义的反对概念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而民主的反对概念是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ism）。就结果上说，至少在理论上可能出现一个极权的民主政府，与一个根据自由原则运作的专制政府。
〔102〕



哈耶克认为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实际上演变成民主主义（democratism）而非自由主义，因而要求“多数的无限制权力”（unlimited power of the majority），此在本质上已经变成“反自由”（anti-liberal）。
〔103〕

 依哈耶克之见，自由主义与民主之紧密结合，乃是19世纪为宪政而奋斗之际，二者皆坚持法律应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并不断地反对法律赋予若干人特权，因而此时自由与民主运动的确难以划分。然而由于二者关注的主题不同，因而分别也就愈来愈明显。自由主义关切政府的功能，尤其着重于对所有政府权力之限制，包括多数的权力；而民主所关切的则是谁指挥政府的问题，因而认为当前的多数意见，乃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惟一基础。
〔104〕

 要之，民主乃是藉由选举来达成多数统治的制度方法，关切的是是否多数在统治的问题；而自由主义则是以自由的维护为宗旨，因而着眼于对政府功能之关切，认为除了为维护自由所需者外，政府权力必须加以限制。

就近代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来看，对于政府权力应加限制之观点，在君主专制时代颇能受到一般人的支持，原因在于当时来自政府侵犯人民自由之情况，乃是显而易见。从而，将人民自由与政府权力视为互为消长的相对之物，一方增加，则另一方必然减少，反之亦然。于是，自由的追求，唯赖于对政府权力之限制。然而到了民主时代，一切情况似乎都改变了。蒲莱斯指出：

每一项国家行动范围的扩大，皆是在缩小个人意志的范围，亦即对个人自然自由的某种方式之限制。只要人们被一个小的阶级统治，对他们的统治者不信任，则将认为一项一项的行政干预，乃是一项一项地减少他们的自由。但是此一对国家权力的疑忌，当群众获得对政府充分的控制时立刻消失：政府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迅速地回复急切的心情。他们说：为何我们恐惧政府？为何我们不能利用政府来谋我们的福祉？为何等待改善的力量缓慢行动，而不使政府这部伟大的机器尽快工作？此一趋向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获得优势。虽然尚未能证明其为误，但是已经不再相信亚当·斯密以来在经济思想领域中提出的放任原理。
〔105〕



要之，民主政治的实施，使得君主专制时代对政府权力之疑忌，一扫而空，因而不再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相反的，却要求扩大政府权力，以谋人民福祉。

对于自由主义在发展上因民主的实施，而产生此一基本原则上之变化，哈耶克始终抱持一种忧惧的心情，并不断地提出批评。哈耶克所反对的并非民主，相反的，他基于民主是政治上惟一和平变迁的方法，而且比其他政府形式更能产生自由，又最能够普遍提升政治教育水准三点理由，对民主基本上采取支持的立场。他所反对的，乃是任何形式的“无限政府”（unlimited government），不论是君主专制的无限政府，或是多数统治的无限政府。
〔106〕



哈耶克赞成托克维尔的看法，认为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制度，与属于集体主义之一的社会主义本立于无可调和的矛盾之地。民主政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则限制个人自由；民主政治将所有可能的价值附在每一个人身上，而社会主义则使每一个人成为仅仅是一个代理者（a mere agent），一个数目（a mere number）。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的惟一共同点是平等，然而民主政治是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束缚与奴役中寻求平等。
〔107〕

 从个人主义的本质而言，民主政治扩展自由的范围，可以说与自由主义合辙。如同前述，民主政治是一种制度方法，自由主义实多有赖于此种民主制度方法，来达成实现自由之目标。至少，民主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比较可能实现自由目标者，其与自由主义关系之密切，实不可言喻。然而，哈耶克所忧虑的是：“无限制的民主”（unlimited democracy）几乎可以确定将会放弃自由的原则，而赞成一种“差别衡量”（discriminatory measures）来特别施惠于各种支持统治的多数之集团。然而长期放弃自由原则，终将导致民主政治之消失，此并非不可能之事。
〔108〕

 他认为自由主义与无限制的民主是不兼容的，犹如其与其他形式的无限政府不兼容一样。因此，要在民主政治之中维护自由主义，唯有统治的多数对于使用权力授予其支持者特殊利益之举，加以抑制，此即意谓在国会中通过的法律，必须皆是以所有公民正当行为作为规范对象的普遍性规则（general rules of just conduct）。
〔109〕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于民主政治因系多数统治之故，遂不再采行政府权力有限之原则，坐令多数拥有无限之权力，认为违背自由主义原则，长此以往，乃至将使自由与民主同归于尽。哈耶克指出：

可悲的错觉乃是采行民主程序之后，使得放弃对政府权力的所有其他限制成为可能。此亦推进了认为对政府的控制，可由民主选举而来的立法（legislation），完全取代传统的权力限制（limitations）之信念。然而事实上，为支持以特别行动计划施惠于特殊集团而形成之有组织的多数，必然成为新的专断（arbitrariness）与偏袒循私（partiality）之来源，产生与多数统治之道德原则不一致之结果。我们将看到拥有无限权力之结果，使得代议机关不可能根据普遍性原则来做决定，因为代议机关中的多数为了继续维持多数的局面，必然以给予特殊利益来争取相关利益者的支持。
〔110〕



哈耶克认为这种民主政治中的代议机关之专断与偏袒循私，明显违背自由的原则。就哈耶克而言，专断乃是对自由之侵犯。可是，在民主政治乃是多数统治的意理之下，这种专断与偏私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民主政治在运作上一项无法避免的缺陷，此一缺陷已形成民主政治的内在隐忧。英国是民主政治最老牌的国家，而利益团体基于本位利益之追逐，并透过对大选结果之影响去达成，已发展到相当尖锐化的地步。英国当代政治乃是压力团体政治（group politics），要在政治上发生影响力，主要是靠团体，尤其是与生产有关的团体，某些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团体更对政府政策有实质的否决权，即未得他们同意的政策就不可能实施。
〔111〕

 其他主要民主国家，利益团体透过对大选的影响，去攫取特殊的利益，情形亦相当普遍。
〔112〕



哈耶克认为在当前流行的民主信念中。普遍误以为多数是不会专断的，因此，“专断的”一词已被专断地界定为“不按民主程序做决定”（"arbitrary" is arbitrarily defined as not determined by democratic procedure）。民主程序既指多数决，则在此界定下，多数何专断之有？然而，根据哈耶克的界定，所谓专断乃是指依个殊意志（particular will）决定行动，而不受与个殊意志（无论是一人之意志、少数之意志或多数之意志）无关之普遍性规则之限制。在此一界定之下，民主国家之国会中的多数，为了继续维持其保有多数之情势，乃根据其所欲争取支持之利益团体的要求制定政策，显然是专断的。
〔113〕

 就专断乃是对自由之否定而言，则多数专断统治对自由原则之侵蚀，可以说不言而喻。

在人类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形式，民主是比较上最能够保障自由的制度方法。然而，做为民主之实质内容的多数统治，却可能会形成对自由原则之破坏。哈耶克指出：

我不视多数统治是目的，而只视之为手段，或只是我们必须选择的政府形式中最少罪恶者而已。……当权力进入多数之手，对政府权力之限制乃被认为不必要，于是民主与无限政府被衔联起来。吾人所反对者乃是无限政府，而非民主。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何以人们不去学习限制多数统治的权力范围，犹如限制其他政府形式一样。
〔114〕



哈耶克认为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多数统治与其他政府形式一样，其权力范围仍然应该受到限制，不能因为系多数统治之故，即撤离了这一道自由主义的传统防线，否则自由即难以确保。

由于对现代民主政治在多数统治原则之下，造成新的专断，形成对自由之某种程度的威胁。所以哈耶克追溯“民主”一词的希腊语源，他指出“kratos”的动词“kratein”似乎比较强调野蛮的暴力（brute force）而非法治政府（government by rule）；另一个同样是“统治”意义的字“archein”，当时用来表达诸如君主政体、寡头政体或无政府等之混合政体。由于地方政府已先使用“demarch”一词，所以就没有使用“demarchy”来代表人民统治之民主政体。哈耶克认为“democracy”一词已逐渐被滥用，变成各种利益结合而形成新的特权之政治体系，此种情况将使愈来愈多的人转而加以反对。然而所反对者乃是被滥用的democracy，而非民主的理想本身，因此似乎有必要提出一个像“demarchy”这样一个没有因被滥用而留下污点的新名词，来代表民主的古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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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民主政治在多数统治原则之下，可能形成对自由之新的威胁，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中叶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观察之后，已警觉到此一问题。他的《美国的民主》一书，处处表现这样的观点。穆勒自承受托克维尔之影响
〔116〕

 ，而更从托克维尔所提出的多数专制观念，引发对社会专制的恐惧与防范。就民主政治中多数专制所造成的问题而论，穆勒认为最重要的是集体平庸与阶级立法两大问题。从自由之维护的观点，集体平庸之问题将使多数意见的认同压力造成对自由之危害，进而威胁人性、原创性与歧异性，使文化的自由创造发展趋于停滞；阶级立法的问题，则将如哈耶克所言造成特权与专断
〔117〕

 。就多数专制在民主政治中形成对自由的威胁而论，哈耶克与托克维尔、穆勒的观点一致。不过，哈耶克对于穆勒在《自由论》中批评的主要方向在反对舆论专制而非政府行动，表示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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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哈耶克认为民主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从而手段之价值，端视其能否达成目的而定。民主诚然是多数之治，然而为了达到自由之目的，对于多数统治之权力范围加以限制，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若干激进的民主人士，过分推崇民主之结果，乃至误以为民主即是目的，多数统治即是目的，因而产生“英美旧式的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操纵的民主，所以是假民主。苏俄是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的国家，而无产阶级占人口之最大多数，所以苏俄的民主才是真民主”的似是而非之论。
〔119〕

 如果民主这项制度方法之价值，不以其是否符合自由之目的而言，而误以其本身即是目的，便可能沿循上述推论，而以极权为自由。

哈耶克指陈自由与民主二者之分别，并且一方面承认民主乃是人类历史出现过的政府形式中，比较上最能够产生自由、维护自由的。另一方面，对于民主之多数统治，认为如因多数统治即放弃了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的传统原则，则就长期而言，可能使自由与民主皆归于丧失。哈耶克这些观点，在政治研究领域中并非其独自创见，然而在当代视民主为当然价值的时代中，从维护自由的观点对民主提出若干反省批判，实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当然就多数统治原则而言，诚如我们在上一节讨论过的精英主义者所言，民主政治中真正统治的亦并非多数，而是少数。此种现象，戴依（T. R. Dye）与柴格勒（L. H. Zeigler）认为系一种“民主的反讽”（irony of democracy）。他们以一般认为最民主化的国家之一美国为例指出：

统治美国的是精英，而非群众。尤其在这工业的、科学的以及核子的时代，民主的生活与极权社会一样，皆是由少数塑造而成。尽管对美国之权力采取的研究途径并不相同，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皆同意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关键性决定，皆由“极少的少数”（“tiny minorities”）做成。
〔120〕



然而，尽管在民主政治中多数统治并非事实，但是根据民主程序，必须在选举中获胜才能取得权力。在选举中获胜，以现代民主国家采行的选举制度而言，并不一定完全与多数意见吻合。以例言之，如英、美议员选举采小选区多数投票制，常使各党产生的议员人数与选民投票数不成比例；美国总统由各州选举人投票选出，各州选总统选举人则采大选区多数连记投票制，选举结果与选民总数比例常不相一致，甚至有时发生所谓“少数总统”（“minority president”）的现象。加上英、美等民主国家之投票率一向不高，更使选举结果与多数民意二者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情形，难以消除。不过尽管存在这种情形，并不改变民主政治中决策的少数受社会大众控制的本质，因为决策地位的取得仍需经由社会大众投票选举的程序来决定。
〔121〕

 由此可以看出，哈耶克认为当前民主政治在立法机关无限权力的观念误导之下，不断迁就各种利益团体，将形成新的专断，而背离自由原则。就自由主义者维护自由的传统课题而言，哈耶克的观点显然有其重要价值。依哈耶克之见，对于当前民主政治之发展，必须加以矫正。矫正之道，在于重新确认自由主义的原则：政府权力必须有限，即使是经由选举中多数支持而产生的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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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由的基础：法治

第一节　法治的真义

哈耶克对自由的界定，着眼于与外在强制之对立，即指不受外在强制之境地。不过，他所指的会妨碍自由之外在强制，乃是指来自别人专断的意志者；至于在哈耶克严格界定之下的法律，不但不是对自由之限制，而且是对自由的保障。哈耶克所言之自由，乃是“法治之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法治是法律统治，因此其所言之自由，亦系“法律之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law）。自由与法治二者密不可分，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之自由，而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然则，什么是法治呢？

如果我们纯就字义上说，法治即是法律统治。广义言之，乃意谓人们应该服从法律，受法律统治。不过，狭义言之，则是指政府受法律规范，而隶属于法律之下。法治的理想，在此一意义下常用“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government by law and not by men”）这个警句来形容
〔1〕

 。此一“法治政府”的意思，英国宪法学家戴雪（A. V. Dicey）认为乃是指谓“法律绝对的超越性与支配性（absolute supremacy or predominance of regular law），而与专断性的权力影响（influence of arbitrary power）正相反对，并且排除专断、特权与政府部门中拥有广泛裁量权的权威之存在”
〔2〕

 。由此可以看出，法治的一般意义乃是强调法律的超越性与支配性：政府与人民皆必须遵守法律。哈耶克认为上述的法治意义，属于比较技术性的层面，至于法治的原理则仍待进一步阐述。

哈耶克指出，近代的法治观念，源自古希腊的“伊索诺米尔”（Isonomia）的观念，其原义为“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民”（equality of laws to all manner of persons）。此一观念于16世纪由意大利传入英国，稍后由李维（Livy）译成英文“伊索诺米”（isonomy），意谓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民，而官员必须负法律责任（a state of equal laws for all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gistrates）。此一名词一直沿用到17世纪以后，始逐渐被“法律之前的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法治的政府”（government of law）或“法治”（rule of law）诸名词所取代
〔3〕

 。

诚如上述，法治乃是法律统治。然而就哈耶克而言，并非所有法律皆是其所谓的“法治之法”（the law of the rule of law）
〔4〕

 。法治之法，哈耶克又称之为“自由的法律”（law of liberty）
〔5〕

 ，它必须具备下列三项基本的属性：

第一，法律是一种普遍的、抽象的规律（general abstract rules），它不应针对特定的个人、地方或对象，而应指谓未知的情况。因此，法律在效力上总是预期未来，而不是追溯既往。根据法律这种属性，哈耶克认为应该有一种几乎被普遍接受，但是并不一定成为法律形式的原理——法后的规律（meta-legal rules）之存在，此种法后的规律必须被遵守，才能使法治有效运行
〔6〕

 。

哈耶克严格分别“形式意义的法律”（law in the merely formal sense）与“实质意义的法律”（laws in the substantive sense），后者指具有普遍性、抽象性规律之性质的法律；前者则指在形式上经立法机关所通过者，可能具有普遍性、抽象性规律之性质，亦可能系针对特定的个人、地方或对象而制定，而不具备普遍性规律之性质
〔7〕

 。

第二，法律的第二项属性是被周知与确定性（be known and certain）。法律必须被周知，始能成为个人对其未来行为之预期，而知所遵循。至于法律的确定性，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的平稳有效之运行非常重要。哈耶克认为西方之所以昌盛，实有赖于其法律比较稳定，而现代的趋势则是夸张法律之不确定性，此乃是反法治潮流的一部分。当然，法律的完全确定性是一项理想，我们必须尝试尽量趋近此一理想，却无法完全达成
〔8〕

 。

第三，法律的第三项属性是平等（equality）。哈耶克认为对法律之平等的界定比其他更重要，也更为困难。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亦即所有的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之平等的属性不易界定，唯可以提出一项标准，即：“群内被法律划出者承认差异之正当性，犹如群外之人一般。”
〔9〕



哈耶克认为法治是自由之基础，法治是法律统治。唯此种法治意义之下的法律，必须具备上述三项基本属性，而非以立法机关通过为惟一要件。此三项法律的基本属性，并非哈耶克个人之创见，而是法理学上的通义。不过，就当前“法律实证论”（legal positivism）成为法理学上的主流而言，对于这些法律的基本属性，已沦为只是立法的技术性考虑，而不再是在立法之上明确规范立法之法后的原则。法律实证论排除自然法的观念，而主张实定法（positive law）。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实定法排除任何道德涵义，而指谓一种社会组织的特定技术，因此将法律问题视为一种科学问题，或社会技术问题，而不是一种道德问题
〔10〕

 。实定法的观点不问法律的道德问题，亦即不问法律内容的应然问题，因此所谓法律，乃是“立法者所创造的法律，亦即人类的权力以意志行为创造的法律”
〔11〕

 。质言之，凡是经立法机关制定通过的法律，即是大家必须共同遵守之规范，至于其是否合乎道德价值，则非所问。法律实证论在当前的法学思潮中，俨然取得主流地位，而使自然法的观念几乎成为历史陈迹
〔12〕

 。

法律实证论之流行，使哈耶克必须重新明确地陈述真正的法律之基本属性。其所陈述之三项法律基本属性，皆与其自由理论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我们在第二章探讨哈耶克自由理论之理论基础时，指出哈耶克认为孕育自由的自发秩序之中，乃是依恃规律；而人为的组织则根据命令。规律与命令之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具有抽象性与普遍性，且许多是在社会演化中自然形成；后者则是基于一时之特定目的，由权威当局有意地加以决定。哈耶克强调真正的法律必须具备抽象性与普遍性之规律性质，认为唯有具备此种基本属性才是实质意义之法律，而与只是在形式上由立法权威机关制定通过者加以分别，盖后者可能具有普遍性、抽象性规律之性质，亦可能系基于特定的个人、地方或对象之特殊考虑而制定。如系基于特定的个人、地方或对象之特殊考虑立法，则就哈耶克而言乃是具有“命令”性质。遵守普遍性的规律，不但不会违反自由原则，且是维护自由之所系；至于服从特定的命令，从哈耶克的观点则不能说是自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必须是一种抽象性、普遍性之规律，就哈耶克的自由理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哈耶克以法治为实现自由之基础，法治是法律统治，法治之下所以能得自由，端视法律是否为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亦即是否具备抽象性、普遍性规律之性质。从逻辑关系而言，哈耶克所提出的法律第二三项基本属性，即确定性与平等性，皆可由第一项属性中推论出：确定性强调不应经常为一时的特定目的去改变法律规定，平等性强调法律之适用应普遍而不能偏袒，二者皆可以归结到法律应该是一种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规律。

暹菲（A. Shenfield）尝谓哈耶克的政治思想有四项基本命题：第一，制度是社会的经纬，源自人类的行动而非人类的设计，尝试去设计社会的意图，对于良善的社会而言是不幸的。第二，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法律基本上是被发现而非被制造（law is essentially found, not made），因此法律并非仅仅是基于统治者的意志，无论统治者是国王或是民主的多数。第三，法治是自由社会的首要原理，它建立在上述两个条件之上。第四，法治要求人人被平等地对待，但是不仅不要求人被制造成平等（to be made equal），而且认为这种人造平等的企图将会侵蚀法治
〔13〕

 。此四项基本命题，颇能显示出法治在哈耶克自由理论中的地位，以及法治的性质。法治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中，无疑地居于首要地位，为自由所不可须臾离之凭依。而其性质内涵，与哈耶克自由理论之其他部份乃是彼此一致的，暹菲所提出四项基本命题，事实上已扼要地指陈出此点。哈耶克心目中的法律，必须与其所谓自发秩序中的规律符应的，因此认为法律是被发现而非被制造，亦即不仅仅是基于统治者的意志，无论统治者是国王或民主政治中的多数。法律既有其法后的规律必须依循，而非纯然统治者的意志，因此其所主张法律之前的平等，乃是法律平等地适用于人人，而非借着法律规定把人制造成平等，此种人为制造的平等既未合乎人类本来之真实情况，亦与自发秩序中之规律不符，势将侵蚀法治，斫伤自由。

我们在探讨哈耶克自由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指出哈耶克在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观点，使他拒却了一切形式的实证主义。法律实证论，乃是实证论影响于法学理论之产物，哈耶克与其立场迥异，固然为其政治思想的整体观点使然，亦实深符其反对实证论的一贯论旨。至于他对法治之法的特性之描述，确是以自发秩序中的规律为蓝本。由于他认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因而无法凭恃人类理性做全盘的设计，而有赖于种种自发的规律。他指出：

规律的作用，乃是做为人们做自己的决定时的路标。因此，规律应该以长期有效为原则。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政策，基本上必须是长期的政策；当前的时局，则只注重短期的效果，而谓“长期而言我们都完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此种时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凭恃因时制宜的命令，来代替就正常情况而制定的规律。
〔14〕



哈耶克所谓真正的法律，乃是其所言自发秩序中之规则的法律化。由于强调法律必须具备抽象性、普遍性之性质，亦即必须是一种实质意义的法律，所以哈耶克认为法治与“合法性”（legality）是不同的。哈耶克对法治的界定是：“法治意谓政府的所有行动受预先公布的明确的规则之拘束，这些规则的确定性使预见政府当局在一定的环境中如何运用强制性的权力，以及个人根据其知识去计划其个人事务成为可能。”
〔15〕

 在这个定义中，哈耶克指出法治之法必须是预先宣示的确定的规律，从而个人在做自己的选择时，已经预见法律之规定。因此，哈耶克认为：

法治意谓政府除非在执行已经预先宣示的规律，否则不能强制个人。这是对所有政府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立法的限制。法治乃是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what the law ought to be），或为了符合法治，法律必须具备何种普遍属性（general attributes）之原理。法治常与仅仅是使政府行动具合法性相混淆，当然，法治以完全的合法性为先决条件，但仅仅如此并不够：如果有一部宪法给予政府根据其愿望行动的无限制权力，则政府已不再是在法治之下运作，虽然政府所有行动皆属合法。因此，法治不仅仅是宪政，它还包括关于宪法内容的某些要件。
〔16〕



质言之，合法性只是法治的前提条件，盖法治之法在制定的程序上，仍然必须合乎有关的形式规定，至于其是否确为法治之法，则需视其实质内容是否合乎法后的规律而定。

由此可以看出，哈耶克心目中的法治之真义，乃是在其整个自由理论背景之下，赋予其一个与其他理论环节彼此一致的特定意义。瓦金斯（J. W. N. Watkins）在论述哈耶克《自由的宪章》一书时指出：

两个基本观念弥漫本书：一是在一个法律与道德的架构之内，社会过程应该是自发的，这是人们根据他们的机运、能力与资源尽最大努力之结果，而非以独占垄断的扭曲（monopolistic distortion）或全面的指导为条件。二是人们应该由普遍性的法律而非特殊的命令和指导统治。这两个观念彼此密切关联、结合而成为本书之主题：强制即人被威胁强迫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应该被尽可能地减低至最小限度；人在可能的范围内应该由非个人的因素（impersonal factors），亦即由自然法、国家法律与无目的之社会与市场力量（blind social and market forces）来限制。
〔17〕



瓦金斯上述论点，可谓明白指陈了哈耶克所言的法治，乃是由自发秩序的理论基础衍伸而来，亦即建立在自发秩序的理论基础之上。就哈耶克而言，唯有在此一特定意义之下，法治才真正地不是自由之限制，而是自由实现之所系。亦唯其如此，才能谓“法治提供判断种种措施是否与自由体系相符之标准”
〔18〕

 。

就自由主义而言，无疑地是以肯定个人尊严为出发点，在这方面，康德所建立的“目的王国”（"kingdom of ends"）——把每一个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
〔19〕

 ——可以说是从价值论的观点所提出的最深刻的理论。而从实效的观点，亦即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会带给个人、社会以及整个文明那些裨益，则是将自由建立于法治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由不是破坏秩序，而是产生秩序
〔20〕

 。在这种自由产生秩序的过程中，法治乃是前提条件或基础，没有法治的社会不可能是自由的社会。就哈耶克的观点，自由社会乃是最有秩序、最能利用知识与最尊重人的尊严的社会，而要建立这样的自由社会，唯有建立真正的法治。法治之下的法律必须是平等地适用于人人，而且不是为特定的具体目的而订（不是为任何利益团体而服务）。法治会给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带来一个公平的与没有具体目的的行为架构，人们在这个架构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所要做的事，他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扰，却会得到别人在根据他们的意愿做他们所要做的事的过程中，所提供的他所需要的服务
〔21〕

 。哈耶克这种基于自发秩序而来的观点，用博兰尼（M. Polanyi）的术语来说，即是“多元中心的秩序（polycentric order）”
〔22〕

 。这种多元中心的秩序乃是赋予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本来的意愿而来之行为互动，惟一的限制是必须隶属于平等地适用于人人的法律之下而形成。个人之间根据他们自己本来的意愿而彼此协调，这种自我协调而产生的自发秩序，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来证明自由是有益的。在这种秩序之下的每一个人可说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是受制于特定的命令或具优越地位的公共权威，而是隶属于对事不对人的（impersonal）与普遍的（general）法律之下
〔23〕

 。博兰尼之意，仍是以法治为自由实现之基础。

法治之法律，乃是真正的法律或自由的法律，此种法律之性质，与自发秩序中的普遍性规律相同，所以不是自由之限制，而是自由之保障。另一方面，法治之法乃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对象，包括政府，因此与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的“有限政府”观点相符应。就此而言，法治原理涵蕴对政府权力之宪政的控制，亦即国家拥有一个“法律与行政命令的阶层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一方面限制行政权力，一方面亦应拥有更高层次的普遍性，来推进由一个超越的权威（a superior authority）
〔24〕

 以控制立法机关之立法内容。关于对政府权力之限制，哈耶克提到19世纪初期发展的“法律国家”（Rechtsstaat）概念，此一概念与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理想同为当时新的自由运动之主要目标。彼时关于宪法限制政府之义，尤其置重于经由法院之执行法律以限制行政部门之行动
〔25〕

 。法律国家之理想，乃是要行政部门的一切行动必须依据法律，而不能动辄权宜行事（expediency）。德国在19世纪末期发展出完全独立的行政法院，专责法律问题，以达成“司法严格控制行政”之目标。此一分立的行政法院之创建，乃是法律国家之最高成就，亦系法治理想之明确的实现
〔26〕

 。而就哈耶克而言，美国在1803年由Marbury v. Madison判决案所逐渐发展出来的“司法审核权”（judicial review），乃是美国对宪政主义的重大贡献。我们说德国发展的法律国家观念，导源于古老的法治观念，并因分离而完全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的行政法院之创设，获致最高之成就。就某着重点而言，毕竟在控制行政部门。至于美国发展的司法审核权，则司法控制之对象不止针对行政部门，而且针对立法部门——国会。

我们在讨论哈耶克对自由与民主二概念之看法时，曾经指出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人们逐渐淡忘、忽视了对政府权力之控制的课题，从而“有限政府”的观点不再受到重视。德国发展的法律国家观念，着重司法对行政之控制，可说是法治精神恢复的一大创举。至于美国发展的司法审核权，则不但对行政部门，而且对国会皆以司法审核方式来加以控制。关于美国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之控制，哈耶克特举出1937年最高法院与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之冲突。罗斯福总统自认了解当时情况之下何者为最迫切之需要，而民主政治之功能乃是在危机之时将无限之权力授予可信任之人，即使此种授权若给予别人将具有危险性。这种只要目的是可欲的，则几乎视任何手段皆为合法之态度，无可避免地与半个世纪以来已习于裁判“立法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 of legislation）之最高法院发生正面冲突。最高法院将国会通过、总统签署之“国家复兴行政法”（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Act）无异议地加以推翻，罗斯福总统乃提出有名的“法院装箱法”（Court Packing Bill），企图限制法院之权力。最后在参议院重申法院之传统角色，支持最高法院之情况下，稳住了美国最高法院控制行政与立法部门之传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报告中表示：“自由政府之明智而持久的哲学，无法求之于大政治家之著作与行事，而唯有求之于最高法院在自由政府触及人权的重大问题时所做之判决。”立法机关对限制其权力之最高法院表达如此的敬意，实为向所未有
〔27〕

 。

不过，就哈耶克所极力拥赞的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审核权而言，却是颇引起争议。从理论上说，最高法院根据法治原则审核引起讼案的国会立法或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可谓合乎“有限政府”的原则。不过从实际层面来看，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本身已难摆脱政治色彩；而其解释法律或行政命令，常常基于政治观点
〔28〕

 ，因而前后解释并不一定一致。如对种族隔离是否违悖宪法平等原则之解释，在1896年与1954年即曾做成完全相反的解释
〔29〕

 。最高法院这种浓厚的政治性色彩，是否能够超然地扮演一个司法控制行政、立法以维护法治之角色，实不能令人无疑。另一方面，哈耶克论法治乃是以法律必须具备一定的属性为前提。如前述，其所提法律的三项属性，皆可归结于抽象性与普遍性，亦即反对法律针对具体的特定对象做差别规定，尤其对行政裁量深为忌讳，认系破坏法治的专断之源。关于此点，琼斯（H. W. Jones）认为法律实证论者视法治只是法律之适用与法律之创造二者是否相符的问题，与“政府及被统治者之关系”以及“对国会权力之限制”等问题无关，当然是对哈耶克所持的法律概念之有效地批评。除此之外，任何现代国家在深思熟虑地制定法律之际，如何可能无视于不同人群之个别需要，而只是宽泛地制定一种抽象性、普遍性的法律？诸如儿童法、破产法……等等，都必须针对特定对策，始能达成法律之目的
〔30〕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社会事务愈趋复杂，制定何种法律以及法律内容如何订定，似乎确实是不能不针对具体的特定情况做充分地考量。就此而论，哈耶克所提的法律属性，乃是根据自由原理而推衍出来的立法原则，似乎不必也不能排除在此原则下对具体情况之考量。

克雷斯比格尼（A. de Crespigny）亦指出，哈耶克强调法律应平等地适用于人人，然而法律平等地应用于所有的人，对不同的人群，却可能产生非常不同的效果。比如限制贸易、旅游、喝酒或同性恋行为，即会对不同兴趣、需要或嗜好的人，产生不同的效果。再则，立法者与执法者相较总显得对个别具体情境之生疏无知，此则有赖于执行者根据法律行使执行裁量，以避免法律之不合乎正义。证诸英、美情况，事实显示执行裁量有良好结果，而非如哈耶克所言之皆为滥用
〔31〕

 。琼斯亦同意此一观点，而认为就现代国家的经验显示，任何有效的立法皆不可能不留下若干弹性，以供执行上的裁量之用
〔32〕

 。

上述的批评，可以说是根据现代国家复杂的社会事务在立法上的需要，来批评哈耶克的法律概念。就此而论，哈耶克楬橥的法律概念作为理论性的原则，当然有其立论根据；然而在面对现代社会复杂情况，似乎就显现出其限制性了。要之，哈耶克论自由，乃是与法治密不可分。法治之下所以能实现自由，并不在单纯的“定分止争”之功能，盖法律之定分止争仍唯有依恃强制，而强制却是自由的相反论题。哈耶克称许萨维尼（F. C. von Savigny）视法律为“自由的科学”（science of liberty）之说
〔33〕

 ，他认为自由社会的法律必须符合法后的规律——亦即自发秩序中具抽象性与普遍性的规律。如果法律符合法后的规律，则可以说是“自由的法律”，从而法律不是对自由之限制，而正所以促成自由之实现。由此可以看出，从实现自由的观点，法律的制定如何契合法后的规律，乃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加以深入地探讨。

第二节　立法与超立法原理

哈耶克的自由观念，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法治乃是法律之治，而法律必须具备抽象性与普遍性、确定性与被周知，以及平等地适用于人人，才是真正的法治之法。法律规范之对象，不仅是一般人民，而且包括政府。法律对政府的规范，不仅对行政部门，而且包括立法部门。从哈耶克所承继的古典自由主义脉络来看，对政府权力之限制乃是一项基本宗旨。而在帝王时代，对帝王权力加以限制以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人人皆谓天经地义；至于民主时代，则一切似乎皆已改变，政府既由人民经由选举参与组成，对政府权力已不必再有疑忌，乃至应让其扩大以为人民谋求福利。此一心理态度之改变，使古典自由主义着重于限制政府权力之义，成为受到攻击之对象。思想潮流所趋，此一有限政府原则已受忽视。然而哈耶克则继续坚持此一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当前民主政治的理论前提与实际运作提出检讨反省。在上一章对自由与民主之关系的探讨中，我们已经就哈耶克这方面的观点加以分析。此处，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对民主政治中国会立法之限制的问题。

我们说在民主政治中对政府权力限制之义受到忽视，并不是表示民主政治中完全放弃对政府权力之限制，尤其是政府中的行政部门，显然其权力仍受到限制。民主政治中对行政部门权力的限制，主要是经由立法机关的国会，以及司法部门的释宪机关与行政法院。对于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控制，哈耶克极力拥赞；至于“人民多数”之代表的立法机关，哈耶克以对行政部门同样疑忌的眼光，认为其权力亦应受到限制，否则同样会对人民自由构成严重的侵害。民主政治在“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原则之下，立法权属于国会，国会以代表多数人民之身份，依多数决原则进行运作。在成文宪法国家，国会的立法权受到宪法之限制；然而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国会的立法权完全没有限制，国会制定或修改任何法律都是合法的。这种国家的典型例子是英国，英国在“国会主权”原则之下，国会至上，只要国会通过者皆属合法，所以罗洛莫（De Lolme）说“英国国会除了不能使女变男、男变女外，无所不能”
〔34〕

 。这种拥有无限制权力的民主国会，哈耶克深为疑惧，认为是民主政治中对自由所构成的最大威胁。

我们在上一节探讨哈耶克对法治真义所持的观点时，曾指陈哈耶克认为法治与合法性不同的看法。这就哈耶克的法治观念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哈耶克主张民主政治中国会立法应该受到限制，必须建立在合法性不等于法治这个前提之上，否则国会立法既具合法性，亦即是合乎法治，如何再加以限制呢？诚如前面所述，哈耶克所谓法治，乃是在其整个自由理论的脉络之中赋予特定的意义，而为自由之实现的基础。法治不等于合法性，国会立法虽然合乎合法性之条件，但是否合乎法治的原则，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检视。国会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立法，其立法内容亦合乎宪法规定，则我们可以说国会之立法具有合法性，但不能即谓其合乎法治。除了合法性的前提条件之外，还要看国会立法的内容，是否合乎法治原则。如果一部宪法赋予政府可依据其意愿行事的无限制权力，而国会亦根据宪法此种规定进行立法，则虽然合乎宪政（constitutionalism）原则，却依然不是法治。关于此点，哈耶克指出：“法治之义，不仅仅止于宪政：法治要求所有法律符合一定的原理。”
〔35〕

 他认为宪法的规定可以使对法治的侵犯更为困难，可以使立法的过程更为缓慢而慎重，但是就“最高立法者”
〔36〕

 而言，绝无法用其所制定的法（不论是宪法或法律）来限制其权力，因为凡是它所制定的法，它亦皆可废除之，如是则虽其通过限制其自身权力之法，一旦其不愿受其限制，则可以废除之而不受限制，其权力愿不愿意受限制，既操之于其本身意愿，如何可谓其受限制呢？立法机关既能废除其所制定的法，显然其权力并未受到法的有效限制。因此法治不能解释为一种具体的法律之治（a rule of the law），而是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超立法原理”（meta-legal doctrine）或“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l）之治。此种超越立法之上而做为立法依据之法治的政治理想，其有效性只有在立法者感觉受其拘束时才显现出来。在民主政治中，它必须成为社会道德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社群共同分享的理想，并且被多数人毫不迟疑地接受，才能普遍地盛行
〔37〕

 。

哈耶克所谓“超立法原理”，亦即是指“法后的规律”
〔38〕

 。其意义乃是指超越国会立法之上，而为关于“法律内容应该是什么”的一种拘束立法者的政治理想。如果我们就法律体系的位阶性来看，法律在命令之上，宪法在法律之上，而超立法原理或法后的规律则是在宪法之上，为整个法律体系之内容是否合乎法治理想之准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论自由，的确是沿循古典自由主义“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自由”之基线而来。然而与古典自由主义者比较，时代背景已经不同。当前的民主政治与共产制度，皆非十七八世纪所有。然而哈耶克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意理，仍然适用于今日。于是一方面反对中央集体计划控制的共产制度，一方面对民主政治固然甚珍惜之，然而对其可能违悖自由原则之种种流行的意理与措施，则予以坚定的反省批评。哈耶克对民主政治的反省批评，基本观点乃是古典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的原理，不但行政部门权力应受到限制，以多数人民之代表身份的立法机关，权力亦应受到限制。如果我们视民主本身为目的，则民主是多数统治，国会之权力尽管无限（如英国国会），仍然合乎民主原则；如果我们视民主为手段，自由才是目的，则合乎民主原则者，不一定合乎自由原则。如同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自由与民主之关系时所提到，哈耶克视自由为目的，民主为手段。于是，站在维护自由的目的之立场，当然不必以民主的多数统治原则为天经地义了。在民主政治之中，哈耶克特别强调代表多数人民之国会的立法，应受到超立法原理的限制，可以说是相应于其以自由为目的、民主为手段之观点而来。

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中，法治乃是自由之基础，与自由关系密切。如果我们说法治是哈耶克自由理论中实现自由之第一原理，则超立法原理可以说是哈耶克法治观念的核心。哈耶克“超立法原理”之观念，从法律实证论的观点而言，可以说完全无法立足。犹如前述，法律实证论认为法律的研究应该摒除价值判断，而从事一种科学性的客观研究。站在一种道德与法律的相对主义（moral and legal relativism）之立场，法律实证论不承认在实定法之上还有任何原理（principles）或任何标准（criteria）可以判断法律之好坏，其所关心只是“法律是什么”（what the law is），以及根据法律的特定行动是否确实合乎法律规定。如果一项法律给予行政部门无限的权力，去做任何其所欲为之事，则从法律实证论的观点此与其他依法律规定之行动一样，都是合法的。而除了合法与否之外，再无其他判断法律好坏之标准
〔39〕

 。要之，从法律实证论的观点，所谓法治即是合法性，亦即只要法律系由权责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制定完成并公布周知，即为具有合法性之法律，此种具有合法性之法律治理之下，即是法治。而哈耶克则认为，真正的法治之法，除了合法性之外，尚须就法律之内容应该是什么的应然层次加以检视，即必须符合其所谓之超立法原理，才是真正的自由之法律或法治之法，此种法律治理之下，才是哈耶克所谓自由之基础的法治。

我们探讨哈耶克“超立法原理”的观念，不能忽视其与自然法观念之关系。哈耶克由于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观点，使他讳言“自然法”这个形而上的概念
〔40〕

 。因而并未将其限制立法的理论，建立在自然法的概念之上。他指出其所要处理的超立法原理问题，在西方两千年来的传统架构中乃是由自然法的概念来处理。哈耶克认为：

自然法的概念仍有许多人持之做为吾人此一最重要问题之解答。我们在讨论此一重大问题时，所以有意地避开自然法的概念，乃是因为在自然法的名称之下，有许多学派各自发展了不同的理论，如欲尝试加以分别归类，恐非另成专书莫办。不过，我们至少必须了解这许多不同的自然法学派有一共同之点，即皆宣称为解决同一问题而努力。……所有的自然法学派，皆同意有非由任何制定法律者有意地设计制造之规律的存在。他们同意所有的实定法乃是从某些规律中获得其效力，这些规律并非人造的（made by men），而是被发现的（be found），它们提供实定法的正义标准（criterion for the justice of positive law），以及人们何以须要服从法律的根本理由。至于这些规律从何而来，有的学者认为系来自神灵；有的学者认为系来自人类理性与生俱来的能力；有的学者则认为并非来自人类的理性，而系由非理性因素（non-rational factors）支配人类理智能力的运用而产生。自然法的内容，有的认为是永恒不变的，有的则认为是可变的。
〔41〕



自然法的学派繁多，观点亦不一致，唯却共同认定先于实定法之规律的存在，这些规律非由人造，而是或主张得自神灵，或主张来自人类理性与生俱有的天赋，或主张来自非理性的因素。无论如何，这些规律既是先于人造的实定法就已存在，而为实定法之准据，则其本身非由人类有意地设计制造，而是被人类所发现。自然法学派的这些观点，法律实证论者可以说完全加以拒绝，因为法律实证论“将法律定义为唯有包含人类意志的有意地命令而绝无其他”
〔42〕

 。

哈耶克认为法律实证论自始即对超立法原理不抱持任何同情了解的态度，因此超立法原理虽为法治理想与“法律国家”之理论基础，而包含立法权力应受到限制之义，然而此种需要法律具有明确属性之实质意义的法律概念，到了法律实证论却代之以纯粹的形式概念：即只要立法机关授权，一切国家之行动皆属合法。法律的概念仅在表达某一权威机关之行动应该合乎法律规定，因而惟一的问题乃是合法性的问题。质言之，法律实证论此种拒绝法律除了合法性的问题之外另有更高的价值准据之说，与哈耶克之观点可谓互不兼容。哈耶克的超立法原理虽表达方式与自然法的概念不同，在基本的法律哲学架构上却是一致的。自然法的理论家相信有绝对的价值存在，而法律是实现这些价值之手段。因此，道德与法律二者乃是关系密切，自然法本身即是一则道德命题。圣多玛斯（St. Thomas Aquinas）指出自然法的第一条戒律是“行善避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则指出自然法就是理性法，即认为理性能够指出一项行动本身之道德基础。一切自然法学派，都是从这个普遍命题出发，着手建立一套完整而精确的法律体系
〔43〕

 。要之，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乃是既存的价值体系之体现，法律之最高准据在于此一久已存在的价值体系。

基本上，哈耶克的“超立法原理”乃是一套价值体系，更深入地说，乃是一套以自由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此一价值体系在做为实定法的最高准据，亦即在做为控制立法的价值标准上，与自然法概念如出一辙。关于此点，我们可以从哈耶克之言中看出端倪。他指出：“一更高之法以控制立法的概念，有其古老的渊源。在18世纪时，一般称之为上帝法、自然法或理性法。”
〔44〕

 他在指陈其所反对的英国“国会主权”之形成历程时，亦指出中世纪的法律观念，认为法律是上帝的意志所创造，国家本身不能创造法律。以后的数百年，一般公认的学说仍认为帝王或其他人间的权威当局，只能宣布所发现的已存在的法律，而绝非创造法律。到了中世纪末期，“立法”（legislation）的观念才逐渐被接受。于是，英国的国会原为“发现法律的机关”（a law-finding body），乃逐渐发展成为“创造法律的机关”（a law-creating body）
〔45〕

 。要之，在人间的权威当局立法之前，法本身已经存在。哈耶克指出：

立法乃是人为的有意的造法（deliberate making of law），其在所有人类的发明（inventions）之中，可谓伴随最严重的影响，其不良后果比之火灾或火药犹有过之。立法与法律不同，法律并非被发明（"invented"）的，而立法则是人类历史上较晚的发明。立法在进入人类手中之后，成为巨大的权力之工具，人类欲藉其成就某些善，却尚未学习到如何加以控制以免其产生大恶。
〔46〕



高登（S. Gordon）指出，就哈耶克而言，立法是具体的、个别的、人造的；而法律是抽象的、普遍的，并且是人类意志之外的自然之产物
〔47〕

 。为了分别二者，哈耶克用希腊字“thesis”来代表人的意志所立的法（"law of legislation"），而以“nomos”代表他所祈向的自由的法律（"law of liberty"）
〔48〕

 。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摧残自由的政治体系，如君主专制与法西斯、纳粹政权等等，皆已成明日黄花。而当前的两大政治体系：民主政治与共产制度，哈耶克基于自由的观点对后者抱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至于前者，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认为民主政治固然比较上最能产生自由，惟如放弃有限政府之原则，任由民主的多数拥有无限的权力，则同样会产生摧残自由之后果。这是哈耶克自由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他置身西方民主世界之中，特别着眼于民主政治中立法机关权力的限制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最容易受到忽略，而成为民主政治中对自由最大的可能威胁
〔49〕

 。

诚如高登所说，就哈耶克而言，超立法原理“乃是对政府绝对的道德限制”
〔50〕

 。一般言之，宪法的功能，主要仍在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就此而言，宪法与超立法原理具有同样的功能，甚至可以说宪法是超立法原理的成文化。哈耶克对于美国经由成文宪法的制定，以及其最高法院经由奋斗坚持而维护了司法审核制度，屡致赞叹，认为系对法治理想的重大贡献。他认为使更高之法成为书面的明确规定，虽非全新，确是由美国革命诸贤首次付诸实施
〔51〕

 。这种以成文的宪法规定来控制立法，当然比纯为法治政治理想之超立法原理更为具体有效，而代表法治理想实现的一大突破。不过，宪法并不就等于超立法原理。就宪法的宗旨而言，确是欲将超立法原理成文化。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缔造宪法的机关亦是一代表多数人民之机关，其代表性质与一般立法机关并无差别，所不同者在所立之法为法律位阶上之最高法而已。既是人民代表缔造宪法，至少在理论上可能出现不合乎法治原则的条款，如哈耶克所言之赋予政府（不论是行政部门或立法部门）无限制权力，则虽合乎宪政，却依然不合乎法治原则。由此可见宪法虽是超立法原理的成文化，却不即是超立法原理。宪法是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法，超立法原理不是成文的法律，而是成文法（包括宪法与法律）是否为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之准据。

为了使立法能基于超立法原理，而不沦于偏袒专断，哈耶克根据英国两院制的架构，提出将立法机关分为“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与“政府议会”（Governmental Assembly）两个机关的主张。其与英国上下院不同者，在于英国上下院根据阶级划分，而哈耶克之主张系依功能划分。立法议会的功能在于宣示“正当行为的一般性规则”（general rules of just conduct），如私法（包括刑法）方面；政府议会则被赋予政府的工作，如公法（行政法）方面。哈耶克认为此种专司正当行为的普遍性规律之专责的立法议会，在雅典人已经尝试过，当时有关正当行为的普遍性规律（"nomos"），只有立法议会（nomothetae）才能加以改变。立法议会的立法依据不是利益，而是意见（opinion），亦即关于各种行动之正确或错误之观点。因此，立法议会不是成就特殊目的的工具，而在于成就与个人或团体无关的长远性之规律。此二机关如发生冲突争执，则由一个超然的司法机关来仲裁。此一超然的司法机关，即是“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
〔52〕

 。

为了维护立法议会的独立性，哈耶克认为定期选举总会使议会成员基于“再选”之顾虑，而迁就利益团体与所属政党之观点与立场，为了尽量避免此种不良影响，哈耶克认为立法议会的议员任期以较长为宜，他的看法是十五年一任；至于立法议会议员的年龄，以满四十五岁为宜，一方面到达此一年龄应该智能比较成熟，再则俟任期届满，除给予安排荣誉性职位使其不必再为生活担忧之外，亦已届退休年龄，如是则其在没有生活上后顾之忧的情形下，才能免于政党或利益团体之影响，而做独立公正的判断
〔53〕

 。立法议会议员包括男性与女性，人数不必太多。每年改选十五分之一，采间接选举，由各地区委派代表互选产生。哈耶克认为各地区为求当选，必然会委派最佳人选做代表。另外，特别限制曾在政府议会与政党中任职者，不得为立法议会议员
〔54〕

 。哈耶克提出这样一个制度设计，目的在避免民主政治中之国会立法，受到团体政治影响而沦于偏袒循私与专断。当然，从现代民主运作的观点，可以说很难被接受。不过就哈耶克而言，如自由唯赖法治始克实现，而法治乃是大家共同信守的法律具有抽象的、普遍的规律性质，亦即符合法后的规律或超立法原理。民主政治中国会立法既受团体政治影响而难免偏私专断，则似乎只有寄情于国会中划出一个富于刚直诚正、智能与判断的纯粹立法机关（a purely legislative assembly）
〔55〕

 了。哈耶克视自由为目的，民主为手段。民主为迄今出现过的政冶制度中，比较上最能达成自由之目标者。然而就哈耶克而言，民主本身既是手段而非目的，则为了自由之实现，民主制度本身当然可以调整。其所设计安排之立法议会，可以说合乎其理论结构本身之逻辑性。

要之，超立法原理的观念在哈耶克自由理论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避免采用传统的自然法概念，而代之以超立法原理概念，实则二者就做为人为立法的最高准据，做为控制立法之正义标准，可谓如出一辙。不过，自然法概念是无法与上帝或人的理性脱离关系的，而哈耶克的超立法原理则是自由原理，亦即是法治原则，它是建立在非理性预先设计，而为社会演化形成之自发秩序的理论基础上。由此可见，哈耶克之超立法原理乃是能够实现自由的法治之政治理想，亦即自发秩序中抽象的、普遍的规律。民主政治中国会立法不由多数民意控制，却主张由这样一个超越的普遍性规律控制，此种观点在当前的民主潮流中，当然会受到强烈的讥评。不过，纯就哈耶克的理论结构加以检视，却是理论上必需的建构。

第三节　法律之下的自由

我们上述讨论法治的涵义，以及哈耶克法治观念的核心问题——立法与超立法原理，对于哈耶克视为自由之基础的法治观念之内涵，及其与哈耶克自由思想之理论基础之间的逻辑关系，已经加以讨论，本节拟专就哈耶克所言法治之下的自由——这是哈耶克所谓之自由——做概念上进一步地检视。

如同前述，哈耶克对自由的界定，是将自由与外在的强制对立起来，认为自由即是个人不受外在强制之意。不过，这种会妨碍个人自由的外在强制，哈耶克限定为基于别人专断的意志者，因此认为“自由乃是独立于别人专断的意志之外”。

如果纯从自由是不受外在强制的意义上着眼，则自由乃是指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之自由。当然，人无法不受地心吸力、自然死亡等自然现象的限制，因此不受外在强制，乃是指人为的强制。关于此点，近代政治思想家在讨论人在“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情况时，都触及这个问题的讨论。所谓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相对，即指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状态。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乃是受社会制度、法律之规范；而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并不受人为制度、法律之限制，而是受自然法的支配。所谓自然法，或谓上帝法，或谓理性法，亦可说即是人性法。在自然状态中受自然法支配，亦即是说受人性的支配，而不受社会法律、制度之限制。总之，从文明社会的观点，即是一种“无法”的状态。这种没有法律存在的状态，人是否自由呢？

由于对人性秉持的看法不同，因此近代政治思想家对此一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霍布斯（Thomas Hobbes）视“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以及为了自我保存而不断地追求权力为人性
〔56〕

 因此，所谓自然法乃是“人类理性所发现的一种普遍性的规则或箴言，此种规则或箴言禁止一个人做有害于其生命之事”
〔57〕

 。由于人性的倾向是自私自利，因此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乃是“人人为敌”的战争状态（a condition of war of every one against every one）
〔58〕

 。霍布斯视自然状态为战争状态，则在此种不受法律拘束的自然状态中，人是否有自由呢？就霍布斯的理论而言，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有为所欲为的绝对自由，惟一的限制就是他们自己的体力。然而自然状态中争战不已，谁也没有把握永远是胜利者，因此为了求得安全的生存环境，唯有经由社会契约的方式，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力量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大家以其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共同服从其命令。这一个人或一些人，即是主权者（sovereign），亦即是政府。这便是霍布斯推论出政府成立的论证过程，其据以推论的心理基础，乃是人性在缺乏安全的情况下，基于自保作用而形成的共同要求。依照霍布斯的构想，安全唯赖于政府的存在，政府有权力去维持和平，并且运用制裁来控制人类天生的反社会倾向。他认为使人类社会化的有效动机是对惩罚的恐惧，而法律的权威乃是以使其能够有效地执行为范围。质言之，就霍布斯的观点，不受法律拘束的自然状态之下，人类除了受自己体力的限制之外，有绝对的自由，可是没有安全；因此为了寻求安全，唯有经由社会契约将自己的力量交给主权者，服从主权者的命令，因此文明社会之中人类有了安全，却是以牺牲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为代价。

与霍布斯同时代的洛克，对于没有国家法律存在的自然状态，则持不同的看法。依洛克之见，在自然状态中人类拥有自然的自由。所谓自然的自由，乃是指“人不受世间任何较高的权力之控制，亦不受任何人的意志或立法权威之统治，而唯以自然法为其规范”
〔59〕

 。洛克所谓自然法，即是理性
〔60〕

 。因此，人在自然状态中不受权威当局或他人意志支配，唯以自己的理性为规范。他认为一切非理性动物，都受当前欲望的驱策，它们一切行为都是欲望刺激直接的必然反应，所以被人役使而不能自由。唯有人类能凭借理性，使我们有暂停欲望的能力，可以做自己的主宰，而不受欲望的驱策，因而才能获得自由。由是，依洛克之见，人类之自由，乃是基于人类拥有理性而来
〔61〕

 。质言之，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因有自然法（理性）之规范，所以人是自由的。人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由，并不是如霍布斯所言在恐惧之下的自由，而是在个人理性自我约束之下的自由。

至于被视为“自由使徒”的卢梭，则认为没有法律存在的自然状态乃是森林笼盖，人兽杂居。他认为人有一种与生俱来之自然的同情心，以及一种“人道的冲动”（impulse of compassion），不愿意伤害他的同类，甚至包括不愿伤害任何有情众生
〔62〕

 。因此，自然状态并非如霍布斯所言人人为敌、交战不息之情况，而是人人虽各“自爱”（self-love）
〔63〕

 ，但却彼此不会互相侵犯，孤独而闲散地游荡在森林之中，独立而平等地享有绝对的自由。

从上述可以看出，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皆认为法律不存在的自然状态，人人皆有绝对的自由。不过他们所谓绝对的自由并非完全不受任何限制，而只是不受外在人为的限制而已；至于主观的限制，如霍布斯所谓个人体力之限制，洛克所谓理性之规范，卢梭所谓自然的同情心或人道的冲动，由于皆非外在的限制，而是个人自身之规范或限制。如果我们根据哈耶克从外在强制之不存在的观点对自由之界定，则他们三人所谓自然状态下人人拥有绝对自由，似乎是可以成立的。当然，根据现代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所谓人类从自然状态经由社会契约的订定而进入文明社会，乃是与人类历史事实不符的理论假定。基于此一理论假定而推论出来的自然权利之说，可以说顿失依据
〔64〕

 。哈耶克从社会演化之观点，否定社会契约论，亦不承认自然权利之说
〔65〕

 。就此而论，可谓符合现代学术研究之结论。不过，霍布斯、洛克与卢梭三人言自然状态亦并非根据历史事实，而系基于不同的人性观点推论而来。因此，我们对于没有法律存在的自然状态下是否有绝对自由的问题，仍须就人性观点加以检视。

对于人性的看法，自古以来即有不少思想家提出各种不同之观点。不过，就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而言，可以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派主张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反社会性的；另一派则认为人性是社会的。以上述三位近代政治思想家而言，霍布斯属于前者，洛克与卢梭则属于后者。不过，假若人类天性完全是反社会的，那么社会就根本不可能，人类不免永远处于纷扰的战争状态；如果认为人性完全是社会的，自然地和谐相处，那么社会也就不必要了。事实上，人性是复杂的，包含社会性的倾向与反社会性倾向
〔66〕

 。霍布斯、洛克与卢梭显然只根据人性的一面立论。关于此点，正如邹文海所指出：

霍布斯的人性观似乎是科学的，洛克的为道德的，而卢梭的则为文学的。不过，从近代心理学所得的知识来看，此科学的人、道德的人与文学的人，实为同一人在不同环境中可以有的不同表现。人于利害当前则重计算，客观地为他人评是非则富理性，而与关系密切的人相处则重感情。三人各得其一，根据片面的人性而描述的人类社会都不是很真实的。
〔67〕



要之，就人性同时兼具社会性与反社会性倾向而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亦即社会是可能的，而社会中的法律规范也是必要的。

哈耶克的观点，基本上符合现代心理学的人性看法。他重视人的社会性，他所谓的社会性乃是一个社群中个人的独立活动所表现的协调合作，此种协调合作非由外力强制促成，而是基于个人的独立活动自然形成。他认为社群中这种个人之间协调而形成的秩序，即是奥蒂嘉（Ortega y Gasset）所谓“非由外在压力形成之秩序，而是社会内部形成之均衡（equilibrium）”
〔68〕

 。此种由内部自然形成之均衡，即是哈耶克所谓自发之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承认社会中个人协调合作之现象，而并不否认“竞争”之现象。相反的，他认为社会应容许自由竞争。自由竞争，乃是与政府特许相对，它创造了市场经济体系的整合与一贯性
〔69〕

 。哈耶克由人类经济活动的现象，得到人类在自由竞争中达成协调与整合之结论。

然而，哈耶克对人类社会中自发秩序的发现，并没有使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无政府主义者由于相信人性的善良，认为国家制度反而使人性腐化。他们认为人具有深刻的团结本能，因此将有组织的政府强行破坏之后，人们将能够在一个自由、和平、和谐与协调合作的完美体系之下，生活在一起。取强制性的国家而代之者，乃是各种自由团体的自由组合（associations），人们皆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每一个个人拥有无限制的权力，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规律之约束，个人皆可随心所欲自由行为
〔70〕

 。哈耶克虽然认为即使没有政府存在，社会自发的秩序仍然存在。然而为了保障形成秩序的最低限度的规律被遵守，他认为政府乃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不过其功能犹如工厂之监察小组，不在生产可以供人消费之财货或劳务，而只在注视生产机能之正常运行
〔71〕

 。质言之，政府存在之价值，乃是一种工具价值，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抽象的、普遍的规律被遵守。此外，哈耶克亦认为政府之存在，可以担负若干市场机能所无法提供的服务功能，这些服务的提供乃是对每一个人皆有益，而不应限制于市场机能的供给方式——即只供给愿意付费购买者。如防治犯罪、疾病传染与其他健康服务，以及人口大量聚集都市所产生的许多重大而急切的问题。为了使政府提供这些服务，哈耶克赞成政府之课税
〔72〕

 。由此可以看出，就政府与国家法律之存在价值此一问题而言，哈耶克的观点与无政府主义者立场迥然不同。

要之，哈耶克一方面强调自由竞争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乃是展现出各行各业分工合作协调之自发秩序，如是形成之大社会，乃是各个独立自主之个体拥有充分之自由的社会；另一方面他强调法律之重要，以及在保障法律之效力与服务功能上政府的不可或缺。当然，霍布斯、洛克与卢梭虽然在论断自然状态时看法不同，不过却一致主张文明社会中国家法律与政府之重要性。霍布斯基于人类追求安全的需要，不愿再过自然状态下那种人人为敌的战争、恐怖生活，因此进入文明社会。在文明社会中必须服从主权者即政府无限的、绝对的权力，永远不能改变。洛克则基于自然状态下若干“不便”（inconvenience），有待于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以集体的力量来处理，以谋大家的公益，然而保留生命、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以及革命的权利。因此，国家法律以保障自然权利为鹄的。卢梭则认为人的“自我改善的秉赋”（faculty of self-improvement）使其进入文明社会，从此失去自然的自由（natural liberty）而获得“社会的自由”（civil liberty）。他并且提出“普遍意志”概念，认为人人将所有权利交给全体，而人人服从普遍意志，等于服从每一个人内在的道德法则，因此是自由的。国家的法律，便是以普遍意志为最高的根据。从哈耶克的观点，霍布斯所提出的对主权者无限的绝对权力之无条件服从，显然违悖“法律之下的自由”之原则。理由在于主权者拥有的权力为无限而绝对，此与法治原理相抵触；且认为以牺牲自由换取安全，则将不再承认社会中之自由。至于洛克则由法律目的在保障自然权利之观点，明确地指出：

法律之目的，不在废除或限制自由，而在保障与扩大自由。所有人类组成的国家，皆会有法律，盖无法律则无自由。自由是免于他人的拘束与暴力，此种自由情境，如无法律即无法做到：自由并非人人为所欲为，若是，则人人皆可能受到他人侵犯，谁又能得自由乎？自由是在法律允许之下安排、处置其人身、行动、所有及全部财产，如是他乃是自由地顺随己意，而非隶属于他人专断的意志之下。
〔73〕



洛克上述观点，深为哈耶克所称许，哈耶克常加以引用，以说明自由与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洛克所谓法律之目的不在废除与限制自由，而在保障与扩大自由，以及无法律则无自由之观点，可以说已将哈耶克“法律之下的自由”之义和盘托出。至于卢梭，哈耶克将其归类为欧陆建构的理性主义之代表，屡致不满，惟对其“普遍意志”概念，不代表各个个别意志总和之“众意志”，而为一种具有抽象性与普遍性的概念，认为系导出法治原则之重要根据。

我们说哈耶克论述自由与法律之关系，承自洛克的观点，此点哈耶克自己亦曾加以说明。他认为法律之下的自由，即是指专断的强制之不存在，其意义可以“法律”与“专断”二字所代表的不同脉络来区别。法律之存在，正所以排除专断之强制，而专断之强制乃是自由的相克之物。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有两个彼此冲突的传统：一是洛克所谓自由只能在法律之下存在的传统；另一为许多欧陆自由主义者以及边沁所谓每一法律皆是一项罪恶，因为每一项法律皆是对自由之违犯。哈耶克认为法律诚然可能被利用来破坏自由，但是会被用来破坏自由的法律显然不是真正的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他认为从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以至康德或英国的辉格党人所讲的法律，乃是他所谓自由的法律。如前述，就哈耶克观点而言，并非所有立法之产物，皆是此种意义之法律
〔74〕

 。立法之产物拥有合法性，却未必合乎法治。所以哈耶克指出，希特勒所获致的毫无限制的权力，乃是以非常严格的宪政方式获得的，因此他的作为在法律意义上完全合法。然而，谁能基于此一理由，而说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盛行法治呢？
〔75〕

 在哈耶克赋予严格意义之下的法律，确是自由的保障。正如葛雷（J. Gray）所说，“就哈耶克的观念而言，个人自由因法律存在而产生，因此自由并不存在于任何文明社会之外”
〔76〕

 。克宁汉（R. L. Cunaingham）亦认为哈耶克致力于西方人发展用以获得个人自由的法治之制度安排的检视分析，乃是承继洛克的观点而来，他赋予一个现代的重新陈述，使法律成为“驯服权力”（taming of power）之工具
〔77〕

 。要之，哈耶克抛弃了自然状态经社会契约进入文明社会之说，以及自然权利的观点，而本其社会演化之理论基础，对法律之下的自由提出现代的重新论述。

哈耶克认为法律之下的自由，乃是其关切的主题，它建立在下述论点之上。即：当我们服从法律，就法律为抽象的、普遍的规律而言，它无关乎应用于吾人身上之问题，因此我们服从法律，并非隶属于别人的意志之下，所以是自由的。法律之制定者并不知道此种抽象的、普遍的规律，究竟应用于哪一个具体的案例；而法官之判决亦唯依循法律而别无选择。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法律统治，而非人统治。因为法律之制定并未考虑具体的对象或案例，因此并无人之意志能决定强制力之执行，所以法律并不是专断的。法律不针对特例，不把特定的人或团体划出法律的适用范围之外，才是真正抽象的、普遍的规律
〔78〕

 。哈耶克认为此一观点，即康德所谓“如果人不需服从任何人，而只需服从法律，人即是自由的”
〔79〕

 。法律就其为一种平等地适用于人人的抽象的、普遍的规律而言，确实是自由的保障。所以孟德斯鸠论自由与法律之关系时，提出其著名的观点：“自由乃是有权利去做法律允许的事情，如果一个公民有权利去做法律禁止的事情，则他将不再有自由，因为所有其他的公民亦将拥有同样的权利。”
〔80〕

 陶奈亦谓：“自由唯有在规律限制的范围之内才能存在，唯有规律能使对某些人而言是自由的，不致成为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是奴役。”
〔81〕



孟德斯鸠与陶奈上述论点，可以说皆确当地指陈了法律对自由之实现的不可或缺。此处，必须厘清的是法律就做为一种社群之行为规范而言，乃是经由一个权威当局之制定，并借制裁来加以执行
〔82〕

 。由是，法律之存在，发挥了“定分止争”之功能。如无法律，则人人皆得为所欲为之结果，必然的情况是人人随时皆可能受到侵犯，因而事实上人人皆没有自由
〔83〕

 。不过，哈耶克虽然亦强调政府之存在，目的在确保法律之有效执行，然而其立论之重点，并不在法律消极上的定分止争功能，而在于其积极地保障自由之功能。依哈耶克之见，如果法律合乎其所谓抽象的、普遍的规律之性质，则吾人服从法律即不是服从他人之意志，因而是自由的。哈耶克并没有特别强调法律藉制裁所表现的强制性，反之，根据社会演化观点，他事实上亦同样重视道德及社会风俗习惯之重要性。他强调规律与社会同时并存，而人造的立法乃是后起。哈耶克所谓规律，即是法律，而从习惯法的观点，亦包括社会道德与风俗习惯。规律并非经由社会契约或某一赋予法律者（a law-giver）之命谕而立刻产生，而系在一个尝试错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因此，无人能描述法律的终极起源，而只能说从最早的习惯法，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发展出复杂而成熟的法律体系
〔84〕

 。由此可见，哈耶克重视法律在实现自由之功能上，并非立基于法律之定分止争，而系根据一种演化的观点，以自发秩序中逐渐演化形成的规律，来说明法律之本质
〔85〕

 。法律之本质如此，自然不是在限制或强制，而为与人类自由需求一致之规律，所以哈耶克用“自由的法律”一词来代表他心目中真正的法律概念
〔86〕

 。

从哈耶克展示自由与法律二者之关系，说明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实现自由的原理，可以说形成了哈耶克整个自由理论之核心。纯就理论上加以分析，如果法律与哈耶克所言自发秩序中的规律合辙，则自由与法律合一，遵守法律，亦正所以实现自由。哈耶克此一观点，除了在理论上有其一致性外，亦合乎心理学的看法。欧本海默（F. E. Oppenheim）指出，自由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观的感觉（subjective feeling）。当你感觉自由，则你就是自由的（"you are free if you feel free"）
〔87〕

 。依哈耶克之见，规律之形成，固有若干乃是人类为寻求目的而有意地提出者，然而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规律，皆非人类为特殊目的而在手段上的有意选择，而是在社会演化中逐渐形成，这些规律包括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等，人们常日用而不知。既是逐渐演化形成，人们常日用而不知，则遵守这些规律，显然不会在主观心理上有不自由的感觉。如是，则遵守法律与实现自由，便可以说二者一致。

不过，哈耶克“法律之下的自由”观念，虽然理论本身相当严谨一致，却亦受到不少批评。诚如维纳（J. Viner）所言，哈耶克论自由，乃是与强制对举，而以排除强制为实现自由之第一要义
〔88〕

 。然而，法律之所以异于其他规范，正因为其具有强制性
〔89〕

 。关于此点，雷斯（J. C. Rees）亦指出：

哈耶克似乎不愿承认普遍性的规律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束缚，乃是对自由之限制，未免过于乐观。……实则，许多法律限制我们的自由，然而我们却不能没有它们；某些法律尽管阻止他人强制，因而帮助我们保护自由的私领域，却依然不能改变它们的限制性质，即使这些限制乃享有自由之必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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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哈耶克自由理论中强调法律统治，反对人治的观点，畲扶林（S. C. Sufrin）则从政府运作的观点，认为：

哈耶克的论点要旨，在于应该由法律统治，而非人统治。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学说——如果“人”意谓无知、反复无常、刚愎、邪恶或愚蠢的人。不过，就任何运作意义而言，法律不能统治，而是人必须统治。法律只是对政府与被治者之限制与指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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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与畲扶林之质疑，颇具代表性。法律就运作意义而言既是由人来执行，则其普遍性的确保，似乎无法全由法律规定求之，而有赖于执行法律者之公正与智能的判断。可见要确保法治的实现，人的因素仍然是很重要的。再则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不同，在于唯有法律具有强制性。法律此种强制性之来源，来自权威当局。当然，哈耶克与法律实证论的观点不同，他不认为法律是权威当局（立法机关）创造的，而只是对既存之规律的发现，予以法律化而已。不过，不论法律是权威当局所发现或制造，此一经权威当局以“立法”程序完成之法律，便具有其他社会规范所无之权威性或强制性。哈耶克承认政府在确保法律被有效遵行上之功能，实即承认法律本身之强制性。不过，就哈耶克的观点而言，法律之具强制性，并不会影响自由之实现，如果法律是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哈耶克从社会演化的观点来看法律之形成，乃是以英、美习惯法体系为模式，而与着重制定法（statute）的罗马法系大异其趣。在习惯法的体系之下，一则法律与社会道德、风俗习惯之界限并不明显，用哈耶克的术语来说，即“规律”（rule）与“法律”（law）区别并不明显，因而哈耶克常将二词视为同一意义，并将法律与社会道德、风俗习惯并列，做为社会演化形成的行为规范。再则在这种演化逐渐形成行为规范的意义之下，如果我们以相对的在主观上所引起的不自由的感觉，来说明法律的强制性之程度，则在习惯法体系之下，法律之强制性与自由，显然并非截然对立。而哈耶克在法律之下寻求自由之充分实现，从其所持演化的法律观点来看，理论上似乎并无扞格之处。

总之，哈耶克所谓的自由，乃是指法律之下的自由。诚如密塞斯所言：

自由在自然中无法被发现，在自然中没有自由这个名词能够有意义地运用的现象。无论人做什么，他无法解放自然之限制而获得自由。如果人要成功地行动，则必须无条件地顺从自然的法则。自由总是指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只有在不是任由别人专断的决定之摆布的情况下，才是自由的。在社会的架构中，每一个人皆依赖他的社会同类，除非摒绝所有的社会合作，才可能变成独立。然而自足的个人是独立的，但却不是自由的，因为他必然在比他更强的人摆布之下，比他更强的人可以杀他而不受惩罚。由此可见，人们宣称在社会结合之前拥有的自然或天赋的自由（"natural" and "inborn" freedom）可谓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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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观点，可以说直截了当地指陈自由唯有在社会的脉络之中，才有真实的意义。确实，不论霍布斯、洛克或卢梭等近代政治思想家对所谓“自然状态”描述如何不同，可以断言者，在霍布斯所谓人人为敌的状况下，必然是人人皆无法实现自由；而洛克、卢梭心目中理性、富同情心的人类，又岂可能没有社会的协调合作？哈耶克认为霍布斯所言人人为敌之下的自然自由，乃违离自由主义的法国传统，而主张自由是在社会脉络之中，由人类制度所创造、维护与保障
〔93〕

 。实则，社会乃是在各种自发的合作协调中逐渐演化形成，非如霍布斯所言在社会契约中为安全而交出所有的自由。就在社会中实现自由的观点而言，哈耶克与洛克、卢梭一致，然而反对二人社会契约的论据。不过，卢梭自由思想中“全体主义”的夹杂，使哈耶克将其归入法国传统，而洛克则属于英国传统。事实上，洛克“无法律则无自由，法律之目的在扩大与增进自由，而非废除或限制自由”，以及“有限政府”之观点，其宗旨完全为哈耶克所继承，不过所凭借的论据则不相同。哈耶克否定社会契约论，而从社会演化的观点发展出与自由之实现合辙的理论基础——自发的秩序。他并且根据对古希腊传统“cosmos-taxis”“nomos-thesis”这两对概念的发掘，以西方最古老的传统，来阐述并充实其在20世纪中提出的崭新的自由理论。

要之，哈耶克将自由之实现，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并且对“法治”这个西方古老的理想，在其整个自由理论的脉络之中，重新加以诠释。哈耶克摒弃当前的流行观念，而重新诠释法治理想，虽然被怀纳（H. Finer）讥评为“哈耶克之治”（"The rule of law is the rule of Hayek."）
〔94〕

 ，然而诚如萨特里（G. Sartori）所言，在当前民主的意理广泛影响之下，法律与立法似乎已被视为完全同一，从而法律之制定已不再做法理上的考量，而一视赢得国会之多数者的意向，于是由法治而衍为立法者之治（"from rule of law to rule of legislators"）
〔95〕

 。怀纳认为哈耶克的法治观念不合乎英美的民主政治原理，他认为法治不是司法之治，而是国会的立法之治
〔96〕

 。由此可以看出，怀纳乃是以法治为国会的立法之治，来批评哈耶克不以民主的多数为最后准据，而代之以自由理想为主要内容的超立法原理，做为法治之最后准据。诚然，哈耶克做为自由之实现基础的法治观念，与当前流行的政治信念不合，然而其所揭示的古老的法治理想，确是值得关心人类自由前途的人士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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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由与市场经济

第一节　市场经济的涵义及其功能

哈耶克的自由论述，归结于法治之下的自由。法治是法律统治，而在哈耶克的理论中，法律与社会自发秩序中之一般性规律，乃是一而非二；就某种意义而言，前者乃是后者之法条化或成文化。哈耶克此一观点，使实现自由与遵守法律二者，能够相谐一致。另一方面，就哈耶克自由论述的理论基础而言，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与理性的限制二者，亦可以说奠定了其发挥自发秩序观念的哲学基础。上述论述脉络，构成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完整架构：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多有赖于社会演化过程中种种自然形成的势力。人类的有限理性，只能在个别的情境中扮演有限的角色，而没有能力对人类社会做全盘的计划。因此，唯有保持智识的谦虚态度，让社会过程中的种种自发势力发挥作用。就此而言，自由有助于社会自发秩序之形成，而社会自发秩序正所以促成自由之实现。

哈耶克提出自发秩序之观念，并以语言、货币、市场与法律等现象，来说明社会演化中非经人类理性预先设计，而为自发产生之秩序。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上引四种社会自发产生之现象之中，尤以“市场机能”（market mechanism）对哈耶克的启示最大，在哈耶克自由理论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1〕

 。

市场，纯就字义上说，指买卖交易的地方。不过，在现代的产业体系之下，市场并非指一个地方，而是以整个地理区域为范围，在其中卖者彼此为顾客而竞争。此种竞争以彼此自由交易的方式进行，从而经由各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产生各种商品之价格
〔2〕

 。对于市场机能加以阐述发挥，以之做为整个经济学理论之基础者，一般都追溯至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经济理论之主题，在于从人类“利己心”（self-love）与“同情心”（sympathy）这两种动机出发，说明人类这两种动机事实上是可以兼顾，亦即可以同时实现。实现的过程，即是透过市场机能。人类只要任由利己心之推动，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则在市场机能这一只“冥冥之手”的引导之下，自然会导致私利与公益调和之结果
〔3〕

 。既然市场机能具备这样的功能，所以亚当·斯密主张纯任利己心之动机，去推进种种经济活动，政府不要妄加干预或束缚，自然会产生公私利益调和一致之和谐的经济秩序。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可以说起于分工。分工带给人类许多益处，然而分工本身并非因人类智能预见并企求其能带来富裕，才有意地去进行。分工是必然的结果，它乃是基于人性的某种自然的倾向，逐渐缓慢地发展出来
〔4〕

 。他认为人类在生存环境中，经常需要同类的帮忙，然而如果企求此种同类的帮忙，仅仅出于其“仁慈之心”（benevolence），则未免将大失所望。如果动之以其“利己之心”，使其了解他所付出之帮忙，终将有利于己，则此种同类的帮忙就能有效进行。由此可见，分工乃是根源于人性中的利己倾向，而彼此交易、互助合乎此一人性倾向，乃更进而推进了分工的趋势
〔5〕

 。他并且认为各种人才之差异，来自天赋秉性者少，主要系因分工而形成明显之差异。此种人才的差异，使人类中之各种人才彼此为用，促成了人类经济生活之丰盈
〔6〕

 。要之，亚当·斯密从人类的利己心出发，讨论交易之利己，以及由交易而来之分工，促成人类生产之提升。

人类之交易现象，即是市场。人类为了交易方便，乃由以物易物进入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有了货币的出现，大规模的商业交易乃有可能。此种大规模的商业交易，亦即市场之运作，决定各种商品之价格。所谓市场运作，即是各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当供给与有效需求（effectual demand）相等时，即形成商品的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而实际的市场价格（market price）乃是当供给少于有效需求时，则高于自然价格；当供给多于有效需求时，则低于自然价格。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认为自然价格乃是“中心价格”（central price），一切商品的价格皆会受其吸引，而朝向自然价格的方向移动
〔7〕

 。自然价格此种吸引功能，因于供需不平衡时供需双方的不同反应：当供给少于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则供给将会增加，而有效需求将会减少；当供给多于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则供给将会减少，而有效需求将会增加。凡此，皆使市场价格被自然价格吸引住，而向自然价格的方向趋近。市场此种经由价格机能而引导人类的经济活动，朝向私利与公益和谐一致之境界，成为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根本论据。

由于信任市场机能，所以亚当·斯密沿循重农学派的“放任”主张，反对政府对市场之干预与限制。亚当·斯密认为：

所有特惠或限制之制度，皆应完全废除，而根据自然自由建立单纯而清晰的自由制度。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犯正义的法律，皆应给予完全的自由，使其能依自己的方式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凭借其勤劳与资本，加入与任何他人或阶级之竞争。统治者应完全免除常使其产生无数不切实际之幻想的责任，盖以人类之智能或知识，要适当地履行此一责任是不够的。此一责任，即是监督私人产业，并指导其朝向最合乎社会利益之运用。根据自然自由的制度，统治者只有三种责任，此三种责任颇为重要，却是明显而容易了解：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社会的侵犯或侵略；第二，尽其所能保护社会的每一成员，使其不受其他成员不法的侵犯或压迫，亦即负起建立完整的司法制度之责任；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工程或设施，此乃不合乎个人或少数人追求利益之原则因而不愿兴建，盖所获利润不足以补偿其花费。然而就一个大社会而言，其所获益却经常足以补偿所费而有余。
〔8〕



亚当·斯密此一对政府功能所持之看法，认为政府功能应局限于对外维持国防力量，防止外来之军事侵略；对内则以司法裁判维持社会秩序。此外，即是提供若干私人不愿兴建之公共设施，以服务社会之成员。这种对政府角色所抱持之消极性的观点，认为人人各自为谋，各因其私，即可以不期而得全其公，乃是基于经济上的理由，认为任由市场机能自行运作，不要加以干预，即可达成有益全体的和谐境地。市场机能的运作，如同上述，乃是来自价格机能。价格机能之运作，正如弗利德曼夫妇（Milton & Rose Friedman）的生动描述：

不需要中央指挥，亦无需人们互通讯息或彼此喜欢。……而如亚当·斯密的睿智之见所指出的，乃是因买卖双方自愿交易而出现。简言之，在一个自由市场中，能够协调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之活动，借着每一个人寻求其自身之利益，而使每一个人皆蒙受其利。此一观念在当时颇令人感到惊讶，今日亦复如此：每一个人寻求自身利益，竟然产生非其原先意图之结果经济秩序。
〔9〕



哈耶克论市场经济，建立在其整个自由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他认为英文的“economy”一词，“就严格字义而言，一个家庭、农庄或企业可以称为经济，它包含许多复杂的活动，借着这些活动，依据由各种目的之相对的重要性而形成的统一计划（unitary plan），来分配各种生产工具之使用”
〔10〕

 。因此，此一名词就技术性地意义而言，乃是一种“组织”（organization），亦即指“对生产工具之使用的有意安排”（deliberate arrangement of the use of the means），并且此种安排由某一个别单位所操作
〔11〕

 。据是，哈耶克认为此一名词所代表者，乃是与其所阐述的自发秩序相反的意义，亦即与市场所代表的意义正好相反。市场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它并非由某一单位根据某一目的之等级或阶层体系（a single scale or hierarchy of ends）去指挥或支配所有经济活动，而是由所有个别成员基于个别的无数的目的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自然地形成
〔12〕

 。

为了避免“economy”一词所引发的对于市场秩序的混淆与误解，哈耶克另外采用“catallactics”一词来代表“经济”的意义。哈耶克指出，此一术语源自希腊字“katallattein”或“katallassein”，它是一个动词，其意义不仅包含“交换”（to exchange），而且有“允许进入共同社群”（admit into the community）以及“化敌为友”（to change from enemy into friend）之意。其形容词为“catallactic”，名词则未有完全相应的字，哈耶克认为大致上可以“katallaxia”来代表。据此，哈耶克自造了一个英文字“catallaxy”，来代表他所谓的市场秩序——在一个市场中许多个别经济彼此互相调适而产生之秩序。他并且对此一术语正式加以界定为“由人们在有关财产、民事侵害赔偿与契约等法律之治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之市场，所产生的一种自发的秩序”
〔13〕

 。

要之，哈耶克心目中的市场经济，就活动的成员而言，乃是多数的个别的成员，彼此基于独立的意志去从事经济活动，而不是由一个统一的中枢来统一指挥、支配个别成员之经济活动；就引导经济活动之目的而言，亦是个别的、无数的目的，而非一个目的之阶层体系。哈耶克认为，一个自由社会，亦即他所说的“大社会”，是一个没有共同的具体目的之阶层体系的多元社会（a pluralistic society without a common hierarchy of particular ends）。这样的社会，其成员和平地一起生活，没有共同同意的特定具体目标，却对彼此都有利。此种彼此有利之情况，并不是在一个“组织”中基于共同目标，被指派去互相帮助，而是彼此基于各种不同之目标，去从事经济上的交易活动，在无意间满足了彼此的需要，促成了彼此各自目标的实现与成就。此种因交易而无意间使彼此皆蒙受其利之情况，乃是由基于自利目的而形成分工之结果而来
〔14〕

 。哈耶克的这些论点，可以说沿循亚当·斯密学说而来。

对于亚当·斯密此一市场经济原理，与哈耶克亦师亦友，思想观点相近的密塞斯亦有清晰地指陈。他指出，市场经济乃是在生产工具私有的条件下之分工的社会体系，每一个人为他自己而行动，然而每一个人针对他人需要之满足的行动，同时亦满足了他自己的需要；每一个人为他人服务，亦受他人之服务。因此，每一个人本身同时是手段与目的：就服务他人而言是手段，就受到他人服务而言是目的。此一市场经济之社会体系，乃是由“市场”所推动。市场的运作没有迫使与强制，因此国家就做为迫使与强制之社会工具而言，它不能干预市场以及市场引导下之公民活动。国家唯有在为防止破坏市场经济之顺利运作的行动之情形下，才能运用其权力。质言之，国家创造并维护市场经济得以安全运作之环境，因此必须抵抗外来侵略，以及保障人民之生命、健康与财产，使不受社会内部不法之侵犯。总之，密塞斯认为“市场是至高无上的”（"market is supreme"），它推进整个社会体系之秩序，并赋予其意义。市场不是一个地方，亦非一种事物或集合体，而是一种过程，由各种个人在分工之下的协调配合行动交互作用而形成。在任何时候，市场的状态乃是价格结构（price structure），亦即建立在买卖双方行为互动之上的交易比例之全体，因此市场过程完全是人类选择行动之结果，亦是所有个人在分工之下彼此协调配合行动汇合之焦点
〔15〕

 。

就对市场经济采取一种支持与信任的态度，从而认为在市场经济运作之下，具有自然地产生一种和谐秩序之功能的基本观点上，哈耶克、密塞斯与亚当·斯密是一致的。哈耶克认为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讨论之伟大成就。乃是认知人在他的努力中，并非受他的同胞之已知的需要与能力所支配，而是受市场供需关系形成之价格的抽象信号支配。因而使其得以在大社会中提供广大范围之服务，此并非人类智能与知识足以做全盘审视者”
〔16〕

 。由此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理念，与哈耶克主张人类理性有限，人类的智能与知识不足以对社会演化过程做全盘审视，因而唯有敬服社会演化过程中自发秩序的基本观点，乃是一致的。可以说，市场经济是社会过程中最典型的自发秩序。

然而，就哈耶克而言，在尊重市场机能的原则下，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正如罗奔驰（Lord Robbins）所指出，哈耶克并不属于将政府功能局限于“守夜人”之角色的放任主义
〔17〕

 。

哈耶克认为：“经济活动的自由，乃是指法律之下的自由，而非指反对政府的一切行动。”
〔18〕

 他认为放任主义不能提供一个适当的标准，作为我们判断在一个自由体系中，何者是被容许的，何者则否。事实上，政府行动的范围与种类，与自由体系彼此和谐一致者，是相当多的。在一个长远的法律架构之内，有很大的实验改进之范围，使自由社会的最有效运作成为可能。质言之，经由制度的安排，可以使市场经济发挥最大可能的效能
〔19〕

 。由此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之运作与政府行动并非彼此如冰炭之不兼容，而是在相当范围内彼此和谐一致，甚至相辅相成。问题在于：政府的哪些行动，有助于市场经济之运作，哪些行动则会对市场经济造成伤害。对于前者，哈耶克认为应予肯定；对于后者，则应予排除。然则，判断政府行动是否合乎自由体系之准绳为何？哈耶克的答案是：法治
〔20〕

 。

哈耶克指出，政府之行动可以分为强制性与纯粹服务性的活动（当然，后者就其经费来源为征税而言，征税本身是属于强制性）。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要求政府除了拥有“强制力的独占”之外，其他纯粹服务性的活动，应与私人立于平等的竞争地位。政府从事强制性的活动，必须在法治之下，依循法治之法，乃能与自由社会体系之运作和谐一致；政府从事纯粹服务性活动，既与私人立于平等地位，而不具有强制性，则其角色与私人同样为自由市场运作体系的成员之一，其活动与对社会自由之干预问题无涉。在此一理解之下，哈耶克认为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在提供一稳定有效之货币体系，建立度量衡的标准，以及经由调查、土地登记、统计等提供人民足够的信息，并支持某些教育事业
〔21〕

 。就政府的这些功能而言，明显地有助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而非妨碍市场经济运作之干预。

除了上述功能之外，哈耶克认为若干纯粹服务性的活动，为人民所需而非竞争性的私人企业所愿提供者，如卫生及健康服务，道路之建造及维护，都市居民休闲生活所需之设施，以及亚当·斯密所谓私人兴建则利润不足以补偿所费之公共工程或设施，由政府来提供，乃是对人民有益而又非对其自由之干预。政府的这些功能，对社会有正面价值，又不侵犯社会之自由，应该受到肯定
〔22〕

 。

就哈耶克而言，政府行动中最足以妨害市场经济之运作者，乃是对价格与产量之控制
〔23〕

 。市场经济之有效运作，仰赖价格机能之发挥，价格机能不啻市场经济体系之中枢神经，对于价格机能之控制干预，将直接破坏市场经济体系之运作。

总之，市场经济是哈耶克揭示能产生自由之自发秩序的主要例示，在哈耶克的整个自由理论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哈耶克论市场经济，沿循亚当·斯密之观点。然而他并非一位放任主义者，他仍然肯定政府在法治原则之下，除了若干对社会有益而又不妨碍市场经济运作之服务性功能外，尚有维护经济有效运作的积极性功能。他并不赞成无政府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基于欧陆理性主义的假的个人主义（rationalistic pseudo-individualism）之产物，因为真正的个人主义并不拒绝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而只是要加以限制，限制在足以防止其他私人或团体使用强制力之最低限度的范围之内。他对“放任主义”（lessez-faire）一词，亦认为受到太多的误解与滥用，事实上就“听任自然”（"we can just leave things as they are"）而言，并不能明确地指出政府行动的适当范围
〔24〕

 。哈耶克在处理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与政府功能二者之间的关系上，以其自由理论的中心论旨——法治之下的自由——为基准与归趋。希尔登（A. Seldon）认为“哈耶克的论辩，乃是要使法治重新成为个人自由的防卫准绳，并使市场成为自由社会之经济中心”
〔25〕

 。实则，哈耶克不仅要以法治作为个人自由的准绳，并且要以法治作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准绳。

第二节　社会正义理念的冲击

市场经济理念，经过亚当·斯密申阐之后，蔚为18世纪的思潮主流。此一基本上为经济生活层面的思潮，对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使人类经济生活更加丰盈而言，确有其重大贡献。就自由问题而言，主张“政府愈好，管理愈少”，亦即对政府功能之大量削减，就君主专制时代对自由之侵犯的主要祸源——政府之专断权力而言，实有很大的解放作用。然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却也暴露出市场经济体系的若干缺失。使市场经济遭到强烈的批评与反对。

对于市场经济之反对批评，主要是根据“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理念，认为市场经济无法消除贫穷，并且牺牲多数人的福利，以供少数富有的资本家享受，因此是一种不平等、不合乎正义的特权制度。同时，从经济观点而言，自由放任的结果，一定期间之后，将造成经济萧条，形成社会安全的威胁。解决之道，唯有放弃任由个人利己心之追求“利润”（profit）的观念，而代之以“福利”（welfare）的观念，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原理
〔26〕

 。此种思潮之影响力量，我们从对个人自由拳拳服膺的自由主义宗师穆勒，中年以后转而同情社会主义
〔27〕

 ，已可窥见一二。哈耶克指出，从1848年到1948年这一百年中，可以说是欧洲社会主义的时代。在此期间，社会主义吸引了大部分的学术思想界领袖，视社会主义为社会发展无可避免的终极目标。此一趋势，在二次大战之后达到最高峰，即便自由主义发祥地的英国，亦进行社会主义之试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乃是要使生产工具、分配与交易国有化，以便使经济活动在一个广泛的计划指挥之下，朝向某种社会正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尽管派别繁多，主张并不尽一致，如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费边社会主义（Fabianism）主张渐进，然而此种手段上缓急之差别，并不影响他们创造一个生产工具公有，以及使其“充分利用而非为追求利润”（"employment for use, not for profit"）之新社会的共同特性
〔28〕

 。

不过，尽管社会主义在二战后发展至最高峰，哈耶克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已逐渐丧失其号召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之生产力不但不比私人企业高，而且反而更低；二是发觉社会主义不但无法获致更大的社会正义，而且更产生新的专断与无法逃避的身份秩序；三是了解到社会主义不但无法实现预期的更大自由，而且形成新的专制主义（new despotism），因而产生一种社会主义将意谓个人自由之毁灭的觉醒
〔29〕

 。惟社会主义虽然逐渐丧失其号召力，但并不意谓其相关的价值理念之消失，相反的，在社会正义之终极目标的引领之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观念
〔30〕

 代之而兴。

哈耶克认为，与社会主义相较之下，福利国家实显得没有精确的意义。一般言之，福利国家乃指谓国家关切之问题，超过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范围之外，至于超过到怎样的程度，则并未有一明确的界限。哈耶克指出，虽然有若干思想家主张政府的行动应限于维持法律与秩序，然而他认为就自由原则而论，只有政府强制性的权力才是应该严格加以限制，至于政府非强制性的服务活动，则在一个宽广的范围内，不应加以拒斥，而应经由征税的财力支持来加以进行
〔31〕

 。哈耶克肯定政府服务性的功能，认为政府这方面的活动并非强制性权力的运用，因此并未影响自由之原则。如是，则对于福利国家政策之是否抵触自由原则，乃是视其是否企图运用政府强制性权力，以法律上的差别规定使特定的人获致特定地事物而定。质言之，政府服务性的活动并非针对特定的人，而是普遍性的，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政府服务性的功能方可增加，此亦无害于自由原则。然而如企图以“社会正义”为目标，要求藉由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进行财富、所得的重新分配，则是回复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使用的乃是专断的方法，此则与自由原则无法兼容
〔32〕

 。

要之，在社会正义理念的冲击之下，市场经济的原则遭受强烈的反对。关于“正义”概念，在西方的传统中可以追溯至两大渊源：一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对一位令人敬畏的“正义的上帝”（a just God）之信仰。上帝是不会犯错的，因而上帝的圣诫乃是正义的标准；二是古代哲学的学说，特别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表达的理念，而由西塞罗及其继承者将其与罗马法学加以结合。前者是宗教的观点，后者则是哲学的观点。前者以“仁慈”（charity）与“顺从”（obedience）为正义之主要内容；后者则以“平衡”（balance）与“和谐”（harmony）为主要内容
〔33〕

 。柏拉图将正义分为两方面：一是私人性格上的正义，一是社会的正义。私人性格上的正义，乃是指做为合乎正义的人（just men），能主宰自己的情绪，不受私利之影响，而能够无私诚正地待人处事；社会正义则是使社会上每一个人各得其所，恰如其分。从分工的观点而言，即是使每一个人的工作与其能力与训练，以及所获得之报酬，皆保持平衡与和谐
〔34〕

 。质言之，就柏拉图之见，社会正义乃是联结社会的纽带，其主要意义在使每一个人依照社会分工原则，忠实地履行其职位上应该做的事（"each doing his own work"）
〔35〕

 。从而，视其个人之能力与训练，给予其应得之待遇。西方传统来自宗教与哲学两大渊源的正义观念，到了现代则被若干学者加以结合，不再问正义是神谕的或人为的，私人的或社会的，而代之以“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之分别：前者假定交易乃是对彼此皆有利，因此以正义代表人与人之间财货与劳务的等值交易，而使彼此皆蒙其利的公正的关系（righteous relationship）；后者则是以法令之支配，提供所有的人他们所应得的，亦即经由在社会中的安排，使每一个人获得根据其自然的本性与劳动所应享有者。交换正义代表处理个人之间关系的公正性，分配正义则代表根据其应得给予每一个人报酬的一般性体系
〔36〕

 。至于马克思，视社会正义为“纯粹的平等”（pure equality），根据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劳动价值说，坚持所有的价值既来自劳动，亦应当归诸劳动，因此所有的人应接受同样的报酬，过同样的生活。如是，则就其而言，视社会正义为绝对平等，亦即“存在的齐一性”（uniformity of existence）
〔37〕

 。

社会正义之主题，依罗尔斯的观点，乃是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完全地说，主要的社会制度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并决定社会的协力合作而来的利益分配方式。所谓主要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以及主要的经济、社会安排”
〔38〕

 。上述西方社会正义观念的传统，说明了对社会基本结构在分配基本权利义务或利益之方式上，存在种种不同的看法。这些对社会正义所持的种种不同看法，对市场经济造成冲击最大的，乃是视社会正义为分配正义。马克思所要求的分配平等，可以说是分配正义理念中极端的例子。

哈耶克认为“与交换正义相反，主张分配正义，则需要以由一个中央权威当局来分配所有的资源，以及所有的人被告知做什么与目的何在为前提。”
〔39〕

 如是，则由一个中央权威当局，基于单一之目的，以强制性权力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计划。就其标榜的目标而言，乃是所谓“社会目标”（social goal）、“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或被模糊地描述为“共同善”（common good）、“普遍福利”（general welfare）或“普遍利益”（general interest）
〔40〕

 。在此种社会共同目标之下，以计划代替自由竞争，并以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来达成计划的目标。

就哈耶克的观点而言，政府只有在为执行普遍性的规律之情况下，才能使用强制性的权力，而不能恃之以达成某种特定目的，诸如不能基于社会（分配）正义的理由去决定特定人群物质上的地位。为达成这样的特定目的所寻求之政策，唯有诉诸“计划”（planning）。计划是一种政策，它决定以特殊手段去达成特殊之目的
〔41〕

 。质言之，社会正义是一种价值目标，为达成此一价值目标，唯有采行计划经济，由一个中央权威当局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计划，并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社会主义即是基于社会正义之目标，而主张采行计划经济。熊彼得（J. A. Shumpeter）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乃是指一种制度模式，在这种制度模式中，由一个中央的权威当局来控制生产工具与生产本身。质言之，社会主义之原理，乃是视社会之经济事务为公共领域而非私领域。”
〔42〕

 由中央权威当局控制生产工具与生产本身，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即是“废除私人企业，废除生产工具私有制度，以创造一个计划经济的体系，在此一计划经济的体系中，中央的计划权威当局，取代追求利润的企业家”
〔43〕

 。密塞斯认为：“社会主义以建构一个生产工具社会化的社会为目标。……独裁政治倡导建立的计划经济，与自成一格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所发展出来的，同样是一种社会主义。”
〔44〕

 亦指陈了社会主义以计划经济为运作体系。

不过，虽然密塞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所发展出来的，亦是一种社会主义，然而严格说福利国家并不相同。以近代经济体系的演变过程视之，市场经济崛起最早，对促进近代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贡献。然而在自由放任之下，亦随若干商业的发展而形成许多问题，招致各种强烈的反对。对于市场经济的反对，主要系从社会的观点，认为其造成不合乎正义之现象。于是，在市场经济的阵营之外，有各种社会主义，尤其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在市场经济的阵营之内，有“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主张以“福利”取代“利润”，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同时加强政府做为经济计划者的角色功能，以提高经济效率，并谋社会的全体福利。然而，纯从理论层次上看，诚如密塞斯所指出：

在处理国内事务上，计划被视为与社会主义同义。……无论如何，计划总是意谓政府权威当局的计划，以及政府以警察力量为后盾来执行其计划的命令。计划与自由企业及生产工具的私有是相反论题（antithesis），计划与资本主义完全不能兼容。计划生产的体系，乃是根据政府的命令，而非根据企业家以提供顾客需要的服务来追求利润的计划。相信能将计划与自由企业加以调谐一致是一种幻想，此两种方法没有折衷的可能；任由各种企业自由去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这是资本主义；而一方面，如由政府权威当局指挥决定，则是社会主义之计划，如是则各种厂商不再是资本主义之企业，而隶属于国家，受国家命令之拘束。
〔45〕



哈耶克所抱持的，亦正是这样的论点。他虽然不慊于放任主义，认为其无法界定政府功能的适当范围，盖除了无关乎强制性权力之运用的服务性功能，政府多做并不为虐，且于人类文明生活有益之外，事实上就市场经济之作为“一个有效的竞争体系，与其他体系一样需要一个经由智能的设计与持续不断的调适的法律架构”之防卫
〔46〕

 。质言之，哈耶克之重视政府功能，并非要干预市场经济，而是要维护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体系之有效运作。他认为市场经济体系要能够有效运作，绝不能放弃以自由竞争做为生产的导引。因此虽然有人主张放弃极端的自由竞争（extreme decentralization of free competition）与完全的中央计划（complete centralization of a single plan），而对二者采取某种明智的混合（judicious mixture）
〔47〕

 。然而哈耶克并不同意此一观点，他认为：

如果竞争与中央指挥二者皆在不完全的情况之下，则此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将皆陷于贫乏与无效。它们是用来解决同样问题的两种不同原理，将二者加以混合将无法真正地运作，结果是此纯恃二者之一更糟。计划与竞争二者，唯有在“为竞争而计划”（planning for competition）之情况下，才有结合的可能。
〔48〕



哈耶克上述为竞争而进行的计划，与反对竞争而与市场经济为相反论题的“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主张由中央权威当局进行的全面经济计划，二者可以说完全不同意义。关于此点，哈莫（G. N. Halm）亦指出：

不同的经济体系无法汇合，除非我们所谓汇合只是指表面的相似性（superficial similarities）的增加。当然，没有经济体系是完全纯一的：市场经济绝非真正的完全放任，犹如中央计划经济亦运用市场、价格乃至近年来亦运用利润动机。许多制度上的相似性是存在的，此乃由于现代工业产品技术上的复杂性，以及大规模的生产单位内部分工使然。进一步说，财富的增加使中央计划的经济体系中，要求更大的消费自由之压力增强；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亦同样产生集体要求满足增加之趋向。如果这些相似性与趋向构成所谓“汇合”（convergence）的话，则汇合是存在的；然而如谓汇合意谓市场与中央计划二者之共栖（symbiosis），以及此种新的经济体系乃是对此二经济体系去芜存菁而成，则汇合并未在进行。
〔49〕



依哈莫之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乃基于彼此不兼容的原理与政策，无法将二者冶于一炉。因而改进之道，唯有理解这两种经济原理的涵意，并掌握二者的基本理论与制度结构，以相应于其所根据之原理的政策，去达成我们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
〔50〕

 。

由于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二者的原理与政策本质上并不兼容，我们无法将二者加以混合。所以哈耶克对于共产国家的经济制度，固然视之为典型的计划经济，而坚决反对；对于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国家，在二次大战之后受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观念之影响，而形成的种种经济政策，认系逐渐朝向计划经济，而企图削减竞争之功能。他认为这并不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修正，而是逐渐蛀蚀市场经济体系，走向集体计划经济的道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孕育自由，则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将造成奴役。市场经济的手段是自由竞争，而计划经济的手段则是计划。哈耶克认为纯就计划之作为一种手段（method）而言，它可以在各种不同情况中被用来达成不同目的，而与社会主义的伦理目的无关
〔51〕

 。不过在事实上，如果计划意谓根据权威的指示来指导生产活动，不论是产量、使用的生产方法或价格之订定，则将导致一种反动，击败它自己的目的，而任何一贯行动的尝试，都将使进一步的控制范围成为必要，直到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一个中央权威当局的控制之下
〔52〕

 。换句话说，纯就计划之作为一种手段而言，它可以做为竞争而进行之计划，亦即竞争体系之下的计划
〔53〕

 。然而若以计划为对价格、产量及生产方法之管制，则为反对竞争体系之计划，亦即由中央权威当局指挥所有经济活动，如是则计划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手段，而为一种与社会财富之重新分配的价值目标密切联系之集体主义经济体系了。

要之，在社会（分配）正义理念的冲击之下，市场经济体系受到极大的考验。然而哈耶克认为，所谓分配正义或社会正义的概念乃是空的（empty）、没有意义的（meaningless）
〔54〕

 。他认为，只有人类的行为有所谓合乎正义（just）或不合乎正义（unjust）的问题，至于一种纯粹的事实（a bare fact），或一种无人能改变的事物之状态，只有好（good）或坏（bad）的问题，而没有合不合乎正义的问题
〔55〕

 。哈耶克指出：

个人的行动，或许多个人一致的行动，或组织的行动，皆有所谓合乎正义或不合乎正义的问题。然而政府是一种组织，而社会则不是。虽然社会的秩序受到政府行动的影响，然而只要社会仍然是一种自发的秩序，为社会过程之结果，则便无所谓合不合乎正义的问题。
〔56〕



依哈耶克之见，正义问题乃立基于价值上的“应然”（what it ought to be），人的行为基于人的意志，因此存在是否“合乎正义的行为规律”（rules of just conduct）之问题。至于许多的个人之一致行动或组织（如政府）之行动，亦系基于主观意志，因此亦存在是否合乎正义之问题。至于社会，它是一种自然演化的过程，一种自发成长的秩序，而并非基于人类主观意志去加以设计创造，因此无所谓合不合乎正义的问题。哈耶克认为：“所谓社会的或分配的正义只有在‘组织’中有意义，在‘自发的秩序’中则没有意义。”
〔57〕

 哈耶克既强调自由社会在本质上为一种自发的秩序，而与人为控制没有自由的组织相对，则在其自由社会的体系之中，所谓社会正义乃是毫无意义，并且是不存在的问题。社会正义问题对市场经济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使计划经济在二次大战之后，有取市场经济而代之的趋势。在一片“计划的无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 of planning）之呼声中，哈耶克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的实施，乃是一步一步地走向奴役之路。他并且根据自己的自由理论体系，指出从自由社会乃是一种自发秩序的观点加以分析，所谓社会正义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是误导人类的“幻象”（mirage）而已。哈耶克此一论点，目的在拓清并且稳固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而经由市场经济体系的稳固，来维护其思想的最高价值目标——自由。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与自由的维护

哈耶克否定“社会正义”概念，认为此一概念就社会为一种自发的秩序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他的这个论点，主要系针对根据社会正义理念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亦针对福利国家。当然，迄目前为止，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并未导致摧毁个人自由的极权政治体系之出现。然而哈耶克认为：

广泛的政府控制所产生的最重要变迁，乃是一种人民的心理与性格的改变。这必然是一件缓慢的事，其过程的延伸不止几年，而可能要超过一两代。重要之点，在于人民的政治理想以及对权威当局的态度，将与其所受生活其中的政治制度产生同样份量的影响。这意谓着即使拥有政治自由的坚固传统，如果新的制度与政策逐渐侵蚀与破坏自由精神，则自由亦将失去保障。
〔58〕



质言之，如果经济制度与政策抵触自由精神，则尽管其由也渐，终将使自由全部丧失。哈耶克对二次大战后西方流行的经济制度与政策，提出强烈的警告，不是针对经济问题的枝节之争，而是根源于“某种终极的价值”（certain ultimate values）
〔59〕

 。此一终极的价值，无疑地即是其自由的理念。

基本上，哈耶克从实现自由的观点，而反对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就人类经济生活的领域而言，计划经济主张经济活动由中央权威当局统一指挥控制，人民并没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则要求经济自由，让个人在追求利润的利己心推动之下，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关于经济自由，弗利德曼指出：“经济自由一方面是诸自由之一，因而本身是一个目的；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亦是实现政治自由不可或缺之工具。”
〔60〕

 就第一方面说，经济自由是从事经济活动之自由，因此是诸自由之一；就第二方面说，认为经济自由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工具，已经不是狭义地指谓一项自由，而是视之为整个自由理想之实现的经济体系基础。哈耶克论市场经济，着眼于探讨“经济上自由市场的式微与政治上专断权力的滋长二者之间的关系”
〔61〕

 。他认为过去的经验证明“没有经济自由，则个人的与政治的自由绝无法存在”
〔62〕

 。主张经济自由，亦即是主张市场经济体系。

关于经济体系，如同前述，除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外，有二者汇合，即所谓混合经济的说法。就人类近代的经济发展史观之，二次大战之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受到社会正义理念的冲击，逐渐扩增政府对经济活动之干预层面，使原来的市场经济体系产生了若干变化，计划经济的某些措施，亦逐渐受到西方国家的采行；另外，在苏联及东欧采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亦采取若干市场经济的办法。因而，二者之间增加若干类似性
〔63〕

 。然而如同前述，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二者的原理与政策，本质上是无法兼容的，因而不同意二者可加以混合之说。市场经济是任由经济体系内之成员，基于无数的个别目的，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从而自然地形成经济秩序；计划经济则是由一个中央权威当局，基于单一之目的或目的阶层体系，去指挥、控制所有的经济活动。就生产工具而言，市场经济任由个人自由追求利润，主张私有财产制；计划经济要指挥、控制所有的经济活动，则唯有将生产工具国有化，使其任凭中央权威当局之支配。由于认为二者基于不同原理，无法加以混合。因此对于二次大战后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变迁，尽管有的学者以混合经济的观念来加以解释，就哈耶克而言，却是意谓逐渐放弃市场经济原则，而走向计划经济的奴役之路。

然而，哈耶克根据什么理由，认定市场经济是对自由之维护，而计划经济却足以摧毁自由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必须回到哈耶克对自由的界定。哈耶克对于自由的界定，乃是与外在的强制对立，认为自由是不受基于别人专断的意志而来之外在强制。至于法律——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则非基于别人专断之意志，所以不是自由的相反事物，而正所以促成自由之实现。由是，他导出法律之下的自由之观念。法律必须符合法后的规则或超立法原理，必须与自发秩序中的一般性规律合辙，亦即必须具备抽象性与普遍性，而与人为命令之为具体性与特殊性正相反对。这是我们检视自由与经济体系之关系的基准。

就计划经济的性质而言，哈耶克基本上认为“现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极权主义，皆源自法国传统”
〔64〕

 。哈耶克所谓法国传统，即是笛卡儿式的建构主义，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足以根据清楚意识到的目标，去重新建构一个崭新的社会，并且所有的社会制度，皆是由人类理性意匠经营、发明创造之结果。计划经济根据社会正义的目标，认为经由中央权威当局的计划、指挥与控制，可以达成社会正义目标之实现。就理论基础而言，乃是植基于笛卡儿式的建构主义之上，而与哈耶克主张理性能力有限，我们应该重视社会演化产生之自发秩序的观点正相反对。另一方面，从哈耶克的观点，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组织”——根据特定目的而设计建造的人为秩序，而与自发秩序相反。自发秩序依恃一般性规律，而人为组织则根据人为的命令。如同前述，哈耶克所谓自由乃是抽象的、普遍的规律（法律）之下的自由；而具体的、特殊的人为命令所产生的乃是自由的相反之物——强制。

因此，就计划经济的基本性质而言，与哈耶克提出自由的理论基础无法兼容。从哈耶克对自由界定的标准来看，以具体的、特殊的命令建构的人为组织，即出之以专断的权力之运用，乃是对自由的根本否定。就此而言，自由市场的式微，亦即计划经济的渐趋盛行，不啻代表政治上专断权力的滋长，亦即反自由势力的扩张。哈耶克以一种见微知着的心情，对于此种自由原则与精神遭受侵蚀的现象，不免忧心忡忡，因而不断地根据严谨的自由理论观点，提出强烈的自由忠告。

哈耶克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乃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此所有对集体主义为真的观点，亦同样可以应用到社会主义之上”
〔65〕

 。集体主义之否定个人自由，是大家都可看得见的。社会主义为集体主义之一种，其追求平等理想，乃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亦即在限制与奴役之中企求实现。以实际的例证而言，无人能谓苏联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在事实上造成奴役社会。然而对于西方流行的福利国家，是否将同样造成牺牲个人自由之结果，大家看法就没有那么一致了
〔66〕

 。然而哈耶克坚决指出：“福利国家的某些目标，仅能用有害于自由的手段去达成；甚至可以说福利国家的所有目标，皆必须用此种有害自由的方法去达成。现今世界的主要危险亦存乎此：一旦政府的，社会福利’目标被视为正当的，则任何违背自由原理的手段皆被视为正当而加以运用。”
〔67〕



关于福利国家政策对自由社会的侵蚀问题，哈耶克特别就福利国家中之“工会”与“累进税制”（progressive taxation）加以分析。哈耶克认为：

工会发展的主要危险，在建立各种劳动供给的独占，因而妨碍竞争，使其无法有效地调节资源分配。如果竞争无法做为调节的手段，其他的手段将必须被未用：惟一替代市场的方式，乃是权威当局的指挥。此种指挥不能留在代表部分利益的工会之手，亦不能由所有劳工的联合组织来执行，盖如是则其不但成为国家中最强大之权力，而且将完全控制国家。工会主义（Unionism）趋向于产生涵盖一切的社会主义计划体系，此非多数工会所愿，亦惟加以避免始符合工会之最大利益。
〔68〕



市场经济的运作，以自由竞争为手段，工会在各种产业中劳动力市场的独占，将妨碍自由竞争，使市场经济难以有效运行，迫使中央指挥计划的经济体系受到采行。哈耶克指出：

在劳动力的领域，犹如在其他的领域一样，将市场这个主导的机能加以淘汰，将使由一个行政指挥体系加以取代成为必要。为趋近已疏远的市场机能之秩序，此种指挥必须协调所有的经济，最后诉诸于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当局。虽然此一权威当局最初只关切其自身之问题，即劳动力之分配与报酬，然而其政策将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转变为一个中央计划与管理的体系。
〔69〕



哈耶克认为此种由工会运动最后导致中央计划之情况，乃是当前工会政策无法避免的结果；而从工会的观点，“工资的决定应根据某种正义概念，而非市场的力量”
〔70〕

 。此举无疑地将破坏市场经济的功能。

就累进税制而言，哈耶克认为根本上是一个“伦理的问题”（ethical problem）：从社会正义的观点，要求“所得的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 of income），以消除不平等之现象。然而多数得自由地迫使少数接受一种差别待遇的税负，亦即同样的劳务给予不同的报酬。就某一所得阶层而言，仅因其所得不与其他阶层在同一水平，其正常的进取心即被迫失去效力，此实非正义观念所能加以辩护。因此，累进税制之伦理基础与其说是正义，事实上不如说是来自嫉妒
〔71〕

 。累进税制损害经济活动上的进取心，影响投资意愿，同时会限制或减少分工，降低储蓄的供给；使经济效率因而降低，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成员而言，皆属不利。所以哈耶克认为累进税制之下的税率级距，在多数决原则的运作之下，推波助澜，级距愈为悬殊。实则在民主政治中，如多数了解累进税制之后果对大家皆属不利，恐怕就未必会再那样热烈地支持
〔72〕

 。

关于工会之问题，哈耶克认为乃是当代法治式微之象征。“矫正之道，唯有重返法治原理，并且使法治原理在立法与行政部门两方面一贯地适用。……除非我们听任自由逐渐毁灭，否则我们必须转变此种倾向，并设法恢复法治”
〔73〕

 。至于累进税制，应改为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ation）。比例税制之优点，在于能够提供大家同意的规则，做为绝对应纳多数税额与绝对应纳少数税额之标准，不致以特殊之规则适用少数之人，而形成差别待遇
〔74〕

 。哈耶克主张比例税制，反对累进税制，除了经济效率的理由之外，事实上最重要的仍是基于法治观念。差别待遇（discrimination）规定，明显地抵触法治之法抽象性与普遍性原则。由此可以看出，哈耶克以法治为实现自由之基础，他对经济体系与政策之论点，仍然以法治原则为准绳。质言之，哈耶克以自由为最高价值，而法治则是实现自由价值之枢纽：不论政治或经济领域之现象；凡是合乎法治原理者，亦皆有助于自由之实现，或与自由之实现一致者；凡不合乎法治原则者，亦皆有碍于自由之实现，或与自由之实现违悖抵触者。要之，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中，促致一切归返法治原理，亦正所以实现自由。

计划经济的性质以中央权威当局的指挥控制为中枢，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为推行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使政府在经济事物中计划的角色加重，亦即政府的干预程度扩大。从古典自由主义“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自由”的观点，政府全面指挥控制或政府干预的程度扩大，皆同样代表对人民自由之削减否定。政府干预之扩大，不论其标榜的目标如何冠冕堂皇，皆将造成对自由之危害
〔75〕

 。

市场经济则不同，它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纯就私有财产而论，哈耶克认为乃是自由之最重要保障，不仅对有财产的人如此，对没有财产的人亦然。由于私有财产制将生产工具的控制分散给许多独立行动的人，如是，则无人拥有完整的权力凌驾我们，因而我们个人得以去做我们决定要做的事。如果所有生产工具交于一人之手，不论其名为“社会”或“独裁者”，皆可以运用此一完整权力凌驾个人之上
〔76〕

 。自由之最重要性质，在于个人之独立自主性，所以哈耶克以“独立于别人专断的意志之外”来界定自由。要之，私产制度对于个人自主性的维护，因而促成自由的实现，可以说非常重要。

其次，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手段，拒斥由中央权威当局全面计划控制。从个人自由观点而言，哈耶克以外在强制或特殊障碍之不存为自由，则政府不加计划控制或干预，任由个人在追求利润的进取心推动下，从事自由竞争，显然合乎自由原则。

对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个经济体系之抉择，从价值观点而言，可以说是自由与平等两个难以得兼的价值目标之抉择。正如瓦金斯（F. M. Watkins）所指出：

社会主义源于自由主义之失败而起，自由主义之失败，乃因其无法实现对经济福利最乐观的承诺。……由于经济的不平等似乎是自由竞争无可避免的结果，平等的倡导者自然开始将自由市场视之为人类福利的主要障碍。……消除不平等的来源——市场竞争——成为社会主义运动者的主要目标。
〔77〕



要之，追求平等价值，则对于以自由价值为首要的市场经济，视之为经济平等的障碍，因此致力于加以消除。另一方面，即就市场经济的建立将保障个人自由而言，瓦金斯根据其对近代自由主义演变的研究，指出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竞争的理论，建立在所有的人根据其能力与努力将获致同样的竞争成功机会之假定上。此一假定，在早期的工商业革命中，从中产阶级观点可以说合理而真实，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导致资本的大量累积，拥有中小型财力资源的人逐渐发现要与资本雄厚的对手竞争，可谓十分困难。工商业的垄断，支配市场的运作，于是市场经济早期的假定，成为虚幻。对多数人而言，市场经济成为经济上自我表现的障碍
〔78〕

 。平等的追求与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形成的大企业垄断，使18世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观点，发生了变化。哈尼（L. H. Haney）指出穆勒对亚当·斯密经济观点的修正，颇足以说明自由主义经济观点的变化：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被“自然权利”这一透明的面纱所蒙蔽，到了穆勒，此一面纱完全被撤除。穆勒区别生产法则与分配法则：生产方面，“自然居于优势地位”（"nature is supreme" ），自然的事实，亦即物理真理，人类受到自然之势力的影响；然而在分配方面，人类制度具有支配作用
〔79〕

 。

然而，如果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这两个不同原理的经济体系加以混合为不可能，而市场经济又会产生上述的流弊，则计划经济是否可以取而代之呢？除了计划经济将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哈耶克因而坚决反对之外，纯就理论观点检视计划经济，他亦认为就社会现象之复杂性而言，要像工程师一样对整个经济体系做全盘的计划，根本是不可能的。经济社会中各种不同需求之重要性的次序，决定于行为者之主观效用，无法像工程师那样将对象以明确而绝对的方式予以固定，也就无法像工程师那样将对象全盘规划。经济体系中生产与消费之活动，仍然只有依恃市场自然形成的价格，做为计算之基础
〔80〕

 。关于此点，密塞斯亦指出：

计划的“吊诡”（paradox），在于它无法计划，原因是缺乏经济计算。 因此，所谓计划经济根本不是经济，而只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体系。并没有所谓为寻求最终目的之达成而做手段上理性选择的问题，所谓有意识的计划，更精确地说乃是有意识、具目的性的手段之消失。
〔81〕



如果经济计算不可能，则计划经济势将成为在黑暗中摸索，盲目而无秩序。密塞斯并且认为市场经济并非一个主导的心灵加以设计，不是作为一个乌托邦的模式来加以计划，个人自发行动的目标，只是针对改进他们自己的满足状态，由是而形成人与人之间协调合作的社会体系。因此，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暴力行动（革命）之产物，而是一系列逐步的和平变迁之结果。就此而论，“工业革命”一词可以说完全是一种误导
〔82〕

 。从哈耶克的观点，密塞斯的分析可以说一方面批判了计划经济，一方面阐述市场经济的精义，并将其安置于社会演化的理论基础之上。

计划经济在苏联等共产国家的实施，除了使人类完全丧失自由之外，其经济效率亦不断受到批评。而英国工党在二次大战后的执政，以及美国自罗斯福总统“新政”后的经济政策，除了政府扩大干预引起对人民自由之危害的不同程度疑虑外，其经济效率亦同样引发怀疑与检讨
〔83〕

 。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之政府在经济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社会正义之政治理念影响之外，凯恩斯在专技经济理论方面的建构，就扩大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观点而言，正好符合政治理念之要求，彼此相激相荡，形成凯恩斯经济学的时代。此一情势，近年来始不断受到学界的检讨与批评。迦勒威（L. E. Gallaway）与维德（R. Vedder）指出：“美国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实验可说已经漏洞百出。根本问题在于其基本假定：总体经济的政策控制能够独立于个体经济的考虑之外加以运用。这是错误的，……哈耶克在1944年即对此总体经济计划提出警告。”
〔84〕

 哈耶克一方面在经济观点与凯恩斯不同，认为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虽然在短期方面获得一时之效果，然而就长期而言，将使通货膨胀完全失去控制，造成无穷的经济祸害
〔85〕

 。另一方面，从自由观点，凯恩斯此种着眼于扩大政府功能的经济观点，亦将使政府干预社会的范围逐渐扩大，而在公共利益的外表遮掩之下，逐渐侵蚀自由社会的基础
〔86〕

 。

当然，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效运作，仍然必须以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前提，正如维吉汉克（L. Wegehenkel）所指出：

在奥地利学派的观点，重新分配政策将导致市场经济体系失去效力是一个明确的事实。然而显然地，一个运用市场体系做为调协机制的社会，必须避免一种情境：即太多的人因为贫穷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弃权。一个无法避免过于悬殊之贫穷的、社会总是危险的，因为市场经济可能被暴力（例如革命）废除，方可能被取代（例如社会主义）。
〔87〕



不过，如前所述，哈耶克并不反对政府的服务性功能，甚至主张应随着社会财富的丰盈而加强；同时在课税上，亦不反对给予经济上的弱者较低比例的税负
〔88〕

 。然而对于福利国家大量的社会政策，却是忧心仲仲。除了经济效率的考虑外，最重要的还是自由的维护。哈耶克维护自由的微意，证诸苏威尔（T. Sowell）下述之言，可以看出其苦心孤诣。苏威尔指出：“没有人公然反对自由，自由并无敌人。自由有的是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他们将其他事物摆在第一。然而就自由的维护而言，他们比敌人更具危险性：这是何以自由受到危及，而到奴役之路始终开放——甚至对若干人士而言是颇为诱人——的原因。”
〔89〕

 要之，在自由的维护上，哈耶克所以不断为毫厘之辨，盖深恐若不如此，则难免终成千里之差谬。

哈耶克从维护自由的立场，肯定市场经济体系对于自由之实现的重要地位。然而他并不是一位天真的放任主义者，除了服务性功能之外，他更肯定政府在提供法律架构，使市场经济成为一个有效的竞争体系上所扮演的具决定性的重要角色。怀纳根据哈耶克此一观点，而推论出这样的逻辑结论：

必须记住的是：竞争的维护唯赖政府的强制性能力。这是无法间断的，不能只做一次，因为反竞争的趋势是与生俱来的，在压制之后必然又起。因此，政府为维持自由竞争所必须执行的最低限度行动将包括：一、驱散所有独占；二、使机会运气平等；三、消除商业活动中的强制、作欺与循私；四、使教育平等；五、灌输式的教育与运用宣传；六、禁止商业公会与鼓吹计划的政党；七、制定一部不可修改的宪法，或一个可以限制多数和立法机关的寡头政体。
〔90〕



若真如怀纳上述所言，则为维持市场经济之为一个有效的竞争体系，岂不反而使政府成为与极权政府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不过，怀纳上述推论似乎有若干曲解。哈耶克的自由观念，虽然与放任主义不同，不是纯粹从消极地减少干预立论，而是要在法律的保障之下，使自由得以充分地实现。法律之执行，当然要靠政府。然而就“自由竞争”而言，并非如社会正义或其他政治口号，要由政府经由强制力去迫使人民活动合乎政治口号之要求。自由竞争在基本上仍属一种消极性质，主要意涵在不受专断的命令之干预，至于具抽象性与普遍性之法律，则为提供自由竞争体系运作之稳定的环境所必须。事实上，哈耶克主张社会演化，其所谓法律，乃是从历史法学派而来的法律概念，视法律为社会演化之产物。从演化的观点，法律与道德风俗习惯一样是逐渐形成的行为规范，在此一意义之下，人遵守法律所感受到的外在强制力可谓减至最低，或甚至不再有此种感觉，如是自由与法律之合一，乃成为可能。因此，自由竞争体系之有效性的维持，固然有赖于政府之执行法律，然绝非如怀纳由扩张推论而得到政府必须做许多不合理之限制的结论。就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整个体系而言，政府执行法律与自由之实现，二者在理论的一致性上，基本上似乎并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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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评估

在人类漫长的政治生活历程之中，追求各种不同的政治价值。就当代人类珍视的政治价值而言，诸如自由、平等、民主与法治等等，从近代政治思想发展史来看，可以发现这些当代人类珍视的政治价值，论其缘起，乃是滥觞于近代以来对自由的追求。近代人类对自由之追求，一方面诉诸实际的政治运动，一方面则有政治哲学家提出理论性地阐述。二者相激相荡，使自由主义之发展历史，在近代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展现出各个时代特有的不同风貌。

然而，将整个人类历史拉长来看，自由显然并未在近代以前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巴马（V. P. Varma）所指出：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政治生活中，自由并非基本的政治价值。古代思想家以德行、正义与和平为主要价值目标，而迄至整个中世纪的世界中，个性（individuality）的概念始终未明确凸显，彼时所强调的乃是对社会要求之顺从。个人自由的追寻与要求，可以说是近代的现象。而有组织的自由运动以及对自由概念之哲学性的陈述，一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才在欧洲出现。
〔1〕



自由之成为人类热烈追求之强势价值，乃是近代以来的事。然而近代的自由追求，不论是实际的政治运动或理论层次的阐述，尽管表面上波澜壮阔，蔚为风潮，可是自由概念之分歧、滥用，不啻暗潮汹涌，使自由价值本身，亦不断受到威胁。这是何以终身以自由的维护为职志的艾克顿爵士（Lord Acton），面对表面绚烂的自由运动却发出这样的警句：

不论什么时候，自由的忠诚友人总是很少的，自由的胜利，乃是这少数人努力之结果。自由人士为了战胜对手，常须结合其他人士，然而这种结合是危险的，有时候反而带来大的灾难。因为他们的真正目标并非自由，于是常常在成功的时刻为了分赃而激起争议，从而成为对手反对自由的口实。
〔2〕



自由之潜在危机，可说从近代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思想内涵之转变，充分地显现出来。当然，这种说法乃是根据传统的自由概念，如果根据19世纪末叶以来对自由概念之崭新界定，则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内涵之转变，不但不认为是自由之危机，反而视之为自由之真正实现。这就牵涉到对自由概念所持的不同观点，以柏林的分类来说，亦即是自由之消极概念与积极概念之不同。

哈耶克所持的自由概念，基本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消极概念的传统。就整个自由理论的建构而言，他根据若干哲学性的理论预设：其基本论旨，在对人类理性采取一种批判性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不是全知全能。因此，一方面从知识论的观点而言，人类的理性不可能认识形上的本体，知识的形成，多得力于主观的因素。社会科学以人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其主观性更为显著；另一方面从人类文明演进来看，人类理性能力有限，文明之进步绝非理性预先设计之结果，而多赖于社会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自发秩序。基于“有限理性”的观点，我们才能意识到所知有限，知识能力有限，无法以整体为对象去企求全盘理解，而保持智识上的谦虚态度。哈耶克此一理论预设，可以说包含了他继承自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然”或“自然秩序”之尊崇，而以已意加以精详之论证。巴特莱（W. W. Bartley，III）说他“从波柏学到的是我们绝不知道我们所说的，而从哈耶克学到的是我们绝不知道我们所做的”
〔3〕

 。此一略带戏谑的说法，在表达哈耶克关于理性能力与自发秩序之观点上，似乎颇为传神。

哈耶克从外在自由的观点，将自由界定为外在强制之不存。他所谓会妨害自由的外在强制，指来自他人之专断意志者，因此自由乃是指独立于别人的专断意志之外。如上述，哈耶克认为人类理性能力有限，不足以对整体做全盘的设计，而文明的进步多有赖于人类所不知，或所知有限的自发秩序。如是，则应敬服社会自然演化之过程，人为干预固应减至最低限度。哈耶克所以主张消极自由概念，显然基于其理论预设而来。

不过，哈耶克的自由概念基本上虽然是消极性的，要使来自他人专断意志的外在强制尽可能地降至最低，然而他却不是以毫无限制的为所欲为为自由，而主张法治之下的自由。法治是法律统治，因此其所谓自由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所谓法律，指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必须符合超立法原理或法后的规律，亦即必须具备其所谓能产生自由的自发秩序中之规律的性质。所以真正的法律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规律。就此而言，法律不是对自由之限制，而正所以促成自由之实现。盖法律如果不是基于特殊目的、针对特定对象做差别规定，而为一种平等地适用于人人的普遍性规律，则吾人遵守法律规定，并非隶属于别人的意志之下，依哈耶克对自由的界定，可以说吾人是自由的。哈耶克自承此一论证观点，受洛克“无法律则无自由”以及康德在“普遍性”的法律之下，人人遵守法律而皆得自由之影响。哈耶克并且从社会演化观点，将法律视为与社会道德、风俗习惯一样，乃是在社会演化过程中逐渐地自然形成。质言之，他从历史法学派的观点，视法律为自然成长，并从“自愿地接受”或“实际地遵行”之面向来理解遵守法律之行为。所以哈耶克指出其所继承的“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乃是植根于英国习惯法体系的基础之上。从这里，我们可以寻绎出哈耶克“在法律之下实现自由”之论题的经验依据。

然而，尽管哈耶克从经验的观点来论证个人自由与法律之客观规范的一致性，并且他所谓在法律之下实现自由，亦并非谓完全没有强制，而只是将强制降低到最低限度，与欧陆自由主义传统视主观意志与客观规范完全合一为自由，并建构在理性思辩的基础之上，基本上并不相同。不过与哈耶克所标榜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比较之下，不免显现若干欧陆自由论辩之色彩。事实上，在社会之中不可能有一种为所欲为、毫无限制的自由，必然要有某种限制。从而，自由的界线何在，也就成为自由理论之主要课题。欧陆唯心主义的论辩方式，是使主观意志“质变”而与客观规范合一，企图从根本上取消自由的界线问题；英国经验主义则提出法律做为界线，认为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视自由为去做法律所允许的事。并且不讳言法律是一种外在的限制，而所以不得不有这种外在限制，乃是因为若排除此一外在限制，则自由将更不可能。由于视法律为维护自由而不得已的一种外在限制，所以典型的英国经验传统之下的观点，乃是边沁之视法律为一种“必需的恶”（necessary evil）
〔4〕

 ；而穆勒在致力于自由的维护上，亦不敢轻言排除法律之外在限制，而只是将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涉己”的行为（self-regarding actions），与“涉人”的行为（others- regarding actions）区分开来，并强调涉己的行为不应该受到限制。
〔5〕

 穆勒对行为的分类虽然过于粗糙而引起争议，尤其在现代高度复杂的社会型态中更显得破绽百出。
〔6〕

 然而，却颇能显示出英国传统在维护个人自由方面的经验态度，抱持此种经验态度，便不敢对在社会中实现自由，有过高期望。
〔7〕

 哈耶克在此一问题上，显然以近乎欧陆自由实现之标准为鹄的，却不以理性思辨方式来论证，而代之以社会演化的经验观点，从英国习惯法体系的形成，寻求自由与法律一致性的理论基础。就此而论，批评哈耶克偏离古典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传统，固然有其根据，然而如忽视了他在经验基础方面独到而深入的阐述，则无法显示出他的自由观点与欧陆自由论辩之分别所在，以及基本上属于英国自由传统的特性。

诚然，当代自由主义经历思想内涵的重大转变，显然已不再以消极自由为然，转而致力于积极自由的追求。不过当代自由主义者追求的积极自由，并非唯心主义式的以强使主观意志符合客观规范为自由，而是基于“自由即是能力”的观点，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只有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才有能力实现自由。因此，在正义的观念方面，主张分配正义，亦即认为唯有将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由。质言之，乃是以经济平等为自由之条件。自由主义此种发展趋向，一方面因缘于资本主义之流弊而起，另一方面实亦社会主义思潮激荡所致。事实上，平等亦是可欲的政治价值，以政治权利的平等而言，它促成了民主理想的实现，使自由的维护获得很大的进展。然而，政治平等亦引发集体平庸统治的问题，以及多数专制对自由的可能危害。至于经济平等，则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乃是与自由处于两难之局，追求经济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对自由造成重大伤害。古典自由主义从外在强制之不存来界定自由，而经由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追求经济平等，唯有藉权威当局强制性权力的运用，此则与古典自由主义“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之论旨，正好背道而驰。

不过，以经济平等的追求而论，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固然全面摧残自由，然而英美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政策，事实上使英美市场经济体系渡过社会革命的难关，而维系了自由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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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哈耶克忧虑的是自由原则会因福利经济等短期的“权宜之计”，造成政府权力的扩张，以及人民心理态度的改变，从而逐渐受到侵蚀，而终至破坏殆尽。哈耶克的政治理论，犹如其经济理论，都是着眼于长期的观点：在经济理论上他不能同意凯恩斯应一时之急而不顾长期膨胀祸害的经济策略；在政治理论上则对于为了一时可欲的价值目标，不惜以牺牲长远的自由原则为代价，深不以为然。由此可以看出，哈耶克反对西方当前经济平等的追求，并非纯粹为否定平等价值本身，而是认为经济平等的追求，势必要依恃政府扩大干预来达成，而如果一旦政府权力范围不受自由原则之规范，则今日固为平等价值，明日何以不能为另一目标而破坏自由呢？事实上，西方当前政治思潮，与其说重视自由，毋宁说更强调民主与平等。哈耶克则坚持己见，把从古老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发掘的自由观念重新提出来，并据之批评西方当前流行的政治价值。从整个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当代自由主义之转向积极自由，事实上是以经济平等为主要内容，此一转向，是否悖离自由原则，确是值得重新检视的问题。诚然，哈耶克对西方自由社会的现况，不免过于忧虑，然而他所提出对自由问题之检视，却不容忽视。

依个人浅见，对于自由概念的界定，基本上仍以消极概念为宜。柏林指出，积极自由概念经由唯心论者的解释，导出以强制为自由的结论；当前的积极自由论，虽然不从唯心主义立论，然而强调自由能力以物质地位平等为基础，不免导入以平等为自由之歧途。自由与平等这两项价值在价值体系中何者应占较优越的地位，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当然可以有不同的主张。然而如果一方面沿循自由主义传统，承认自由在诸价值中的优越地位，一方面又以经济平等为自由，而经济平等唯恃权威当局扩大干预强制来达成，则不啻以增加强制为自由。要避免这种概念上的矛盾，只有将自由与平等概念仍然分开，此则意谓要以牺牲自由的方式来达成平等的要求。若然，则似乎平等已凌驾自由之上，而为最优越的价值了。由此可见，如果依据自由主义传统以自由为最高价值目标，则积极自由的界定方式，不免偏离此一宗旨。哈耶克在法律之下实现自由的论旨，以经验陈述为基础，基本上并未偏离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此一传统，在哈耶克之前的艾克顿与托克维尔早已不断申阐，不断地向西方世界提出自由的忠告。哈耶克可说是此一传统在当代的发言人，他根植于个体的、渐进的、成长的社会演化论之上的自由理论，乃是以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为骨干发展而来。就此而言，哈耶克的自由理论确实对当代富有深刻的启示性，而值得当代自由主义者引为深思。

不过，尽管哈耶克在自由主义思想内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的当代，根据现代知识重新阐述古典自由主义，并对当代自由主义提出检视与批评，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有其贡献。然而，就其整个自由理论加以检视，除了本书各章中提出的评估讨论之外，似乎仍有几点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就哈耶克的基本论点而言，他拥赞自然成长的事物，贬抑人为之设计。哈耶克此一基本论点，乃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有限，不足以对人类社会做全盘之设计，故应敬服社会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之秩序的理论预设而来。然而，纯就事实上是否可能出现一个人为全盘设计之社会而论，证诸当代极权国家之实例，则诚如道格拉斯（J. D. Douglas）检视现代奴役国家之情况时所言，尽管极权国家将不免逐渐解体，然而却不能不承认此种人为全面设计控制之社会在事实上出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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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而论，无法以事实上的不可能来否定人为全面设计之社会，而唯有诉诸价值判断，亦即从此种社会的不合理加以批判。就哈耶克而言，自由乃是政治生活之最高价值，当然可以根据自由价值来批判此种人为全面控制之社会。然而，当代自由概念之分歧，如以经济平等为有效自由，或根据经验分析以自由为主观的心理感觉。极权社会标榜经济平等，重视意识形态之改造，固然是用残酷罪恶之手段来达成，并且事实上造成新的身份秩序，而非真正之平等。然而表面上的经济平等幻象，以及奴役既成习惯造成不自由之心理感觉某种程度的降低，皆将使根据哈耶克的自由概念提出之价值批判的论据为之减弱。显然，哈耶克如果无法在事实上否定人为全面设计之社会出现的可能性，则唯有强化其自由价值的论点。就此而论，外在的消极自由概念似乎尚嫌不足，而有必要将此一自由概念与人性、道德价值加以衔联。哈耶克对康德“把人视为目的而非当成手段”之义，深为赞叹，然而并未多加发挥。在这方面，就哈耶克整个自由理论而言，似乎仍然有待进一步加以充实。

第二，哈耶克贬抑人为设计，据是衡量人类社会之政治经济体系。在此一标准之下，他似乎不再分别不同的政治体系，诸如君主制度、民主制度或共产制度的可能不同情况。事实上，以哈耶克最常加以贬抑的国家或政府干预，以及人为之立法而论，难道在上述不同的政治体系之下，都会产生侵犯自由之同样结果吗？关于此点，陶奈（R. H. Tawney）便指出，国家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专制的政府扩大其控制经济事务的权力，固然会成为专制的手段。然而，何以皆以此为假设呢？关于国家，以往产生许多神话，黑格尔视之为更高的大我，可以说过于乐观；现代则有人视之为弗洛依德情结（Freudian complexes），又显得过于悲观。事实上，国家不是别的，只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愚笨的人可能为愚笨的目的运用它，罪恶的人可能为罪恶的目的运用它；然而，明智而可敬的人，亦同样可以基于明智与可敬的目的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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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不同政治体系之下的政府干预或人为立法，就对自由的可能侵犯而言，似乎不会是同样的结果。以英国而论，杜宾（E. F. M. Durbin）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便指出：无人能否认下述事实，即英国自本世纪初以来，广泛地不再遵守哈耶克所谓的“自由企业”原则，然而同一时期政治民主方面却愈成长茁壮。选民人数超过两倍，使更多的人接受更长的教育，思想与言论自由不断成长，民主的公开敌人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无进展，国会的功能并未减弱。因此，在英国无需担心中央集权化之行政的发展，盖英国有一个国家活动成长而同时民主亦增进的悠久传统。因此，如果英国有“经济计划”乃是英国自己的经济计划，它将实现人民的愿望，而成为“自由的仆人”（servant of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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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之后，英国政府更加扩大对经济事务之干预，迄今六十年过去了，英国人民之自由，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重大威胁。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联邦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不断扩大，迄今已迈入21世纪，而哈耶克所忧虑的情况，似乎亦并未出现。

第三，哈耶克分别自由主义的两个传统：“英国传统”与“法国传统”，其分别标准主要系从社会演化的观点，以前者为个体的、渐进的、自然成长的；而后者则是全体的、激进的、人为建构的。在此一标准之下，卢梭与边沁及其效益主义学派，大致上皆被列为法国传统。然而，自由主义固然大致有英国与欧陆两个主流，可是哈耶克所提出的划分归类，似乎仍有不尽然之处。奈尔逊（J. O. Nelson）在划分自由的两个相反理论时指出，英国的自由理论乃是视个人之得以实现其愿望为自由，而欧陆的自由理论则视个人服从他自己所规定的法律为自由。他并认为欧陆之自由理论，由卢梭首次加以申阐，并由康德引进其道德哲学之中，而成为欧陆思想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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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由与法律之关系的论辩上，哈耶克采取康德根据法律的“普遍性”而形成的论证方式，而康德的“普遍性”概念，深受卢梭“普遍意志”概念之影响，所以哈耶克亦称许卢梭的普遍意志概念，导出法治的重要论证原则。然则，哈耶克自由理论中最重要的论证，既是经由康德而来自法国传统的卢梭，且系卢梭或整个欧陆自由传统之理论核心。此一理论脉络上的关联，如哈耶克仍坚持自己与法国传统界线分明，则似乎只有将卢梭一并划出。另一方面，诚如哈罗得（R. F. Harrod）所言，边沁及其效益主义学派，希望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效益原则，来评估所有的现存制度，此种理性主义的程序（rationalist procedure）表现的激进派（radicalism）特性，使其难逃被哈耶克视为追随法国传统之命运。然而，若依据此一标准，则17世纪的洛克，岂不也应排除于英国传统之外？然则，将洛克排除于英国传统之外，难道不显得荒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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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以“法律之下的自由”为中心而展开。法律必须具备抽象性与普遍性，亦即必须合乎法后规律或超立法原理，才是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才能够实现自由。然而，法律是否合乎超立法原理，由谁来认定呢？这可以说是哈耶克自由理论的最大困难。他的解决方式是，首先在立法方面，将立法机关加以划分，而寄望于纯粹的立法机关——立法议会，本着刚直、诚正与智能的判断来制定人民正当行为之普遍性规则。然而立法议会的成员由选举而来，哈耶克虽然提出若干消极资格之限制，可是证诸当代经验政治的研究结论，在实际政治上是否可能出现这样一个立场超然的立法机关，实在不能令人无疑。其次，他认为如两个立法机关发生争执，则由一个超然的司法机关宪法法院来仲裁。哈耶克拥赞美国最高法院，视之为典型的超然的司法机关。然而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本身已难摆脱政治色彩；而就司法审核权的行使而言，在政治研究上已少有人视之为超然的司法机关，而直认其所扮演者乃是政治性的角色。哈耶克反对从立法程序上的“合法性”来界定法治，而主张从法律实质内容是否合乎超立法原理来认定。然而如果在实际政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超然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则其在法治之下实现自由的核心理论，就实际运作意义而言，似乎难免有落空之虞。

第五，哈耶克提出超立法原理作为立法之准据，乃是基于对人为立法的不够信任，以及对民主政治中立法机关俨然拥有无限制权力之不以为然。从自由观点，他既认为理性能力有限，而寄望于社会演化过程中自发的秩序，当然不能同意一个拥有无限制权力的人为立法机关。因此，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的理念，他并不因民主政府的成立而有所改变，仍然坚持在民主政治中贯彻此一原则。他特别对英国国会在“国会主权”原则下之运作表示不能同意，因其代表典型的无限制权力。其他成文宪法国家虽有宪法之规范，然而就国会之拥有修宪权而言，其权力亦显然并无有效之限制。哈耶克因此认为，就国会之拥有无限制权力而言，乃是对自由与法治之否定。不过，哈耶克此一观点，显然只是根据“法理”立论，以言政治实际，少有人会认为英美等民主国家的国会权力是无限的。以美国国会而言，除总统有否决权做后盾，最高法院有司法审核权可资运用之外，在定期改选制度之下，大众传播媒介、各种不同立场的利益团体，可以说皆拥有重大的决策影响力。决策权力多元化的结果，使国会几乎只能在这些重要的政治角色影响之下决策，遑论无限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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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国会在法理上拥有绝对权力，然而以言实际运作，在两党制之下，国会权力在多数党组成之内阁，而内阁之决策，何尝可以不顾大众传播媒介、压力团体乃至一般人民之反应而专断独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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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由于重视理论层次的概念分析，使哈耶克在处理自由与平等之关系上，特别感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于是在理论上为了维护自由，便不得不对平等割爱了。然而如果从一种实际运作观点，平等价值的实现对于自由社会的维系是很重要的，近代西方对社会主义革命之因应的这一段史实，已经充分印证了此一论点。如果哈耶克注视到此种实际政治运作上的效果，也许在自由与平等之关系的处理上，会有比较兼筹并顾之精致的分析。在这方面，罗尔斯提出“自由的优先性原理”，主张基本自由具有优先性，并以“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兼顾社会经济平等的追求，即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分析架构。

要之，哈耶克对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理念之发掘，以及自由社会自发秩序原理的阐述，皆显示深邃的睿智与创见。不过，如同其他具有独创性的自由理论一般，我们检视其整个自由理论，仍可发现存在若干困难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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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自由与法治：哈耶克政治思想的中心论题
〔1〕



一、引言

在20世纪的政治哲学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是一位充满争议性的思想人物，可以说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他的学术领域，涵盖哲学、法律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四方面，其中在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皆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而亦皆在学界造成争议不休：在经济学方面，他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迄今仍受到讨论。
〔2〕

 在政治学方面，哈耶克自认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位永不悔改的老辉格”（"an unrepentant Old Whig"）
〔3〕

 ，然而其思想究竟系自由主义抑或保守主义，亦引发不同的看法，美国学界甚至多以保守主义称之。
〔4〕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人类政治生活的变革上，扮演了意识形态方面非常重要的主导角色。然而其本身之观念内涵，亦在不断的变迁之中。哈耶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乃是承继古典的自由主义而来。
〔5〕

 此一自由主义传统，在哈耶克于1947年发起组成的“培勒林山学会”（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的学者们努力阐述之下，虽不断受到攻击，却仍然不绝如缕。他们并且为了与在美国流行的自由主义之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所反对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之途厘清界限，特别提出“Libertarianism”
〔6〕

 一词，来代表他们的自由主义。
〔7〕

 唯此一新名词哈耶克很少使用，他所致力者乃是阐述“Liberalism”的真正意义，并指陈美国目前所流行者并非真正的自由主义，而实已导入自由主义对立的方向。

1945年政治学者怀纳（Herman Finer）曾以《到反动之路》（Road to Reaction）为名，以一册专书抨击哈耶克的政治理论。
〔8〕

 此书从书名到内容表现之激烈情绪，即使与凯恩斯做过长期“君子之争”的哈耶克本人，都觉得不以为然。
〔9〕

 不过，怀纳对哈耶克政治理论所持的全面否定的观点，并没有使哈耶克的理论为之消沉。相反，除了哈耶克本人仍不断有重要的专著问世之外，论旨相近而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回响的论著亦复不少。
〔10〕

 哈耶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虽然在20世纪的政治思潮中，不断地遭受强烈批评，然而论及思想活力，似乎仍然源源不绝。台湾学界从50年代起，即不断有引介哈耶克思想的论著出现。
〔11〕

 由于引介者不遗余力，曾使哈耶克的思想在台湾发生相当程度的影响。然而平心而论，相应于哈耶克严谨精详的思想体系而言，当初的若干译介不免显得情胜于理，因此虽能激起一时的思想风潮，然而热潮一退，似乎难以显现思想本身的理性光辉。本文拟以尽量客观深入的态度，对哈耶克的政治哲学加以检视。哈耶克的政治哲学以“自由”为核心，一般没有异论；至于其所谓自由，则与法治密不可分。要之，自由与法治构成哈耶克政治哲学之中心论题，乃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二、理论预设

哈耶克在哲学上，自承受康德（Immanuel Kant）的影响很深。
〔12〕

 此种影响，表现在他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Kantism）观点。
〔13〕

 此种观点，使他决定性地放弃了早年一度吸引他的马赫（Ernst Mach）与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
〔14〕

 并且，拒斥了任何形式的实证主义。在此一哲学观点之下，哈耶克坚决反对“科学主义”（scientism）的主张。科学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可以将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普遍适用到人文社会的领域。哈耶克并不反对科学方法在其适当范围内的运用，亦不怀疑其价值，但反对对科学方法与语言的奴性模仿。
〔15〕

 哈耶克视这种对科学方法与语言的奴性模仿为“科学主义的偏见”（scientistic prejudice），因而认为科学主义一词事实上是“不科学的”（unscientific），它代表的思想习惯，乃是对不同的研究领域采取一种机械的、不加批判的运用。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想模式，哈耶克又称之为“工程师式的心灵”（"engineering type of mind"）
〔16〕

 。

哈耶克在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观点，使他在基本上预留了“理性的限制”与“自发的秩序”两项理论预设的哲学基础。的确，正如周德伟教授所指出：“在康德以前，理性的功用颇受夸张，自康德纯粹理性批评问世以后，学人方逐渐明了理性的内容及其限制。”
〔17〕

 康德的知识论观点，乃是针对笛卡儿式理性主义之独断，而提出对人类理性能力之批判。哈耶克在此一基础之上，与其受到“市场经济”启示发展出的自发秩序观念彼此印证，形成其基本的理论预设。

关于理性的限制，哈耶克指出欧洲大陆从笛卡儿开始，整个时代思潮为不理性的“理性时代”（unreasonable "Age of Reason"）所笼罩，完全受“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
〔18〕

 所支配。所以“理性时代”的最伟大代表伏尔泰提出一句名言：“如果你要好的法律，烧毁你目前所有，而使你成为全新者。”
〔19〕

 可以说充分显示出理性主义时代的思想家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极端自信，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重新创造人类文明，创造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哈耶克认为此种理性主义，在笛卡儿之后为黑格尔与马克思所传承，而可以称之为“笛卡儿—黑格尔—马克思学派的极端理性主义”。
〔20〕

 这种极端的理性生义，完全无视历史演化的力量，而认为人类所有的求知活动，乃是理性设计以有意创造文明与社会秩序之过程。所有有益于人类的制度，皆基于人类清楚意识到的目标，由理性的意匠经营而发明创造。哈耶克认为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乃是近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极权主义之所本。
〔21〕

 他特别指出：“理性犹如一个危险的爆炸物，如果小心管理处置将非常有益；如果不小心管理处置，则可能将整个人类文明炸毁。”
〔22〕



人类的理性能力既属有限，因此就理性与文明二者之关系而论，哈耶克反对人类理性先于文明、创造文明之说。他认为“人类在文明之前并未拥有理性，文明与理性二者乃同时演化，……在不断地互动中发展。”
〔23〕

 人类之文明，如道德、法律、工艺与社会制度，并非某一人类心灵有意设计之结果，而是人类在适应环境中自然演进、世代累积成长之产物。
〔24〕

 就人类理性而言，亦在不断地成长之中。哈耶克称其此种观点为“批判的理性主义”。
〔25〕

 其要旨在于认为人类理性是非常有限而不完全的，人类既有的成就，只有部分是因理性引导之功。理性并不是指导社会过程之自主的力量，理性的成长乃是其既不能指导亦无法理解的社会过程之一部分。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发现的大部份秩序并非因理性的设计而产生，而是诸多个人行动所自动产生的无法预见之结果。要之，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秩序之形成过程中，理性只扮演一个有限的角色。
〔26〕



其次，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哈耶克亦常用“自我成长的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自我组织的秩序”（self-organizing order）等名词。哈耶克对“秩序”一词的界定是“一种事物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各种要素彼此复杂地关联，我们可以根据对整体中部分要素的认识，去形成对其余部分的正确期侍，此种期待能被证明为正确”
〔27〕

 。这个定义说明了秩序的复杂性，以及其形成要素之间彼此的密切关联性。由于秩序乃是其形成要素复杂地关联，以人类的有限理性要制造繁复的秩序，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人造的秩序事实上无法达到复杂性的要求。因此，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两种：一种是人造的秩序（artificial order），亦称被指导的秩序（directed order）或外力产出的秩序（exogenous order），可用希腊字“taxis”表示；另一种即上述自发的秩序，亦可称为由内形成之秩序（endogenous order），可用希腊字“kosmos”表示。
〔28〕

 哈耶克指出，希腊字“kosmos”乃是指谓一种成长的秩序（grown order），其原始意义为“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正当的、公正的秩序”；而“taxis”则指一种人为的秩序（made order），例如战争的秩序。
〔29〕

 这一对希腊字，哈耶克认为能够很恰切地表达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秩序。

人为的秩序，又称为组织（organization），它乃是人类有意地设计之产物，故总是针对设计者的目标。自发的秩序则既非有意地创造，因而并非针对预先设计之目标。哈耶克并不排除形成自发秩序中某些人为的因素，这些人为因素具有或多或少的导引之功。然而，自发秩序绝非根据人类预先的设计去建造，因为那是人为的秩序而非自发的秩序。

依照哈耶克的看法，自发的秩序与人为的组织二者所依恃的规范不同：自发的秩序依恃“规律”（rules），人为的组织则依恃“命令”（command）。规律的性质是抽象的、普遍的；而命令则是具体的、特殊的。人为的组织虽然亦有某种范围的规律，惟此种规律乃是附属的，附属于命令。人为组织之规律目的在实现“被指定的任务”，每一个成员在一个固定结构中的位置由命令预先决定，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律乃是依恃发命令之权威当局所指示之特定目的而来。
〔30〕



哈耶克在概念上厘清两种不同性质之秩序，惟他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这两种秩序都是并存的，不过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依照我们喜欢的样态将二者结合”
〔31〕

 。此两种不同性质之秩序，虽然在人类实际社会中同时存在，不可能将人类的实际社会划分为百分之百的自发秩序与百分之百的人为秩序，而只能说程度上的不同差别而已。然而哈耶克此一划分，就其自由理论而言却是非常重要，因为自发秩序的属性是自由，而人为秩序的属性则是自由的相反之物——强制（coercion）。
〔32〕

 由是，追求自由的实现，唯有在自发秩序的基础之上，始克得之。罗契（G. C. Roche III）认为“‘自发的秩序’概念是哈耶克最伟大的发现，亦是其法律、经济学术的根本原理。这项发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冥冥之手’（invisible hand）的譬喻，亦即认为‘市场’是人类社会中的内在回旋器——它产生自发的秩序”
〔33〕

 。此一看法，勾勒出自发秩序的概念在哈耶克自由理论中的地位，可谓十分允当。

三、自由的界定

哈耶克对自由概念的界定，乃是就自由与外在的强制对立而言，因此界定自由为“独立于别人专断的意志之外”（independence of the arbitrary will of another）。
〔34〕

 他认为这是自由的原始意义，自由与不自由之不同，在于独立程度之差别，自由表示能根据自己的决定与计划行事，不自由则表示必须隶属于别人专断的意志之下。
〔35〕

 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以不受外在强制来界定自由，其所谓强制乃特指别人专断意志之下的强制，而非以排除任何外在限制之为所欲为为目的。

哈耶克批评三种自由的界定，来显示他对自由的界定乃是真正足以显示自由的原始面貌。首先，他认为以“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即参与选择政府、立法过程以及行政控制等来界定自由，乃是将自由概念用于人群而得到“集体自由”的概念。然而，一个自由的人民全体（a free people），并不必然表示每一个组成分子的人民是自由的，亦即集体中各个个别分子不必然能够分享集体的自由。除了难与集体自由分别之外，哈耶克认为如我们视自由为政治自由，则无投票权的儿童或永久居留外国的人士，即不享有政治自由，亦即没有自由；而有投票权之人，如投票同意放弃原始意义的自由，而拘束自己于奴役状态，则我们谓其有政治自由，然则得谓其有自由乎？
〔36〕



其次，哈耶克指出另一种不同意义的自由，乃是“内在的或形而上的自由”（inner or metaphysical freedom），有时亦称“主观的自由”（subjective freedom）。其意义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受他自己深思熟虑的意志、理性或持续的信念所指引，而非基于一时的冲动或环境的影响。其相反的意义并非别人之强制，而是自己一时的激情影响，或道德的、理智的脆弱。因此在此意义之下，所谓不自由乃是指一个人不能在冷静反省之下成功地做他决定要做的事，而在决定性的时刻受一时激情影响，失去意志自主的力量，成为“激情的奴隶”（slave of passions）。至于因无知或迷信而失去意志的自主，亦皆属内在的不自由。哈耶克认为此种意义下的自由，与哲学上的“意志自由”问题极易混淆，引发无穷的争论。尤其是科学决定论兴起之后，由于不信任自由的理想，而破坏了个人责任的基础，更使此一意义的自由受到一般人的不信任。
〔37〕



哈耶克认为自由概念的第三个歧义，乃是视自由为“去做我想要做的事之实质能力（physical ability）”，亦即是指“满足吾人意愿之能力（power）”，或面对各种可能的选择能力。在此一意义之下，自由乃是一种能够改变客观环境以满足或实现个人主观意愿的能力，譬如希望能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而拥有如鸟之自由飞翔的能力。此一视自由为能力或权力之用法，在20世纪的政治思潮中卷起极大的波澜。美国方面，如柯曼士（J. R. Commons）与杜威（John Dewey）皆持此论。杜威认为自由即是权力，亦即能够有效地做特定事情之权力，因此自由的要求即是权力的要求。视自由为强制之不存，仅是自由的消极面，至于自由的真义则是权力。哈耶克指出此一界定导致视自由与财富同义，因而认为要实现自由，必须要求财富之重新分配，此成为社会主义者论辩之依据。
〔38〕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根本上是违背自由原则的，而将自由界定为权力，正是偏离自由主义而导入其相反的方向。

哈耶克对自由的界定，一般视之为消极概念。
〔39〕

 对于此一指陈，哈耶克并不讳言。他认为：“常有人反对我们的自由概念，认为仅系消极的概念。这是真实的：犹如和平亦是一消极概念，安全、宁静或任何特殊障碍、罪恶之不存在，亦莫不皆属消极性概念。自由亦属于描述特殊障碍——来自他人之强制——不存在之境界。自由之变成积极概念，乃是人为制造的。自由不能确定给我们任何机会，但是留给我们在环境中发现自我，并决定如何去利用环境。”
〔40〕

 消极自由概念即意谓一自由环境容许人类无拘无束地自由创造，则虽为消极概念，并不减损其价值。

不过，一般学者虽然都同意哈耶克所持的自由概念为消极概念，葛雷（John Gray）则认为哈耶克在某些方面偏离消极自由概念，而受最激进形式的积极自由主义之影响：哈耶克以一个人不受他人专断的意志之强制为自由之定义，而法律并非他人之专断意志，因此自由非毫无限制为所欲为之自由，而是法律之下的自由。我们服从法律——就其为一种普遍性、抽象性的规律而言，我们并非服从他人专断的意志，因此是自由的。如是，则哈耶克已趋近卢梭与康德关于法律与自由之论题：即普遍意志（general will）或真正的法律（true law）不会限制自由。就哈耶克而言，如果服从其所谓法治之法（the law under the rule of law）或自由的法律（law of liberty），并不是自由之限制，而是使人人皆得自由。
〔41〕

 葛雷之见，的确指陈了哈耶克自由概念之重要特性，盖哈耶克所谓自由，并非完全否定外在限制，而只是否定别人专断的意志之支配，而代之以人人服从法律，在法律之下实现自由。哈耶克自由概念的此一特性，乃是其整个政治哲学的核心，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法治的真义

法治（rule of law），纯就字义上说乃是法律统治。广义言之，乃意谓人们应该服从法律，受法律统治。不过，狭义言之，乃是指政府受法律规范，而隶属于法律之下。法治的理想，在此一意义下常用“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government by law and not by men"）这个警句来形容
〔42〕

 。此一“法治政府”的意思，戴雪（A. V. Dicey）认为乃是指“法律的绝对超越性与支配性，而与专断性的权力（arbitrary power）影响正相反对，亦即排除专断特权与政府部门中拥有广泛裁量权的权威之存在”
〔4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治的一般意义乃是排除专断与特权，强调政府与人民必须共同信守法律。哈耶克认为近代的法治观念，源自古希腊的“伊索诺米尔”（Isonomia）观念，其原义为“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民”。此一观念在18世纪时由意大利传入英国，被译成英文“伊索诺米”（isonomy），意谓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民，而官员必须负法律责任。此一名词一直沿用到17世纪以后，始逐渐被“法律之前的平等”、“法治的政府”或“法治”诸名词所取代。
〔44〕



我们说法治是法律统治，而不是人统治，不论政府或人民，皆必须守法。哈耶克认为，唯有在法治之下，自由才能实现。不过，哈耶克特别强调法治是法律统治，而法律必须具备一定的属性，才是其所言的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唯有在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之下，才是真正能够实现自由的法治。哈耶克认为法律必须具备三项基本属性：

第一，法律是一种普遍的、抽象的规律（general, abstract rules），它不应针对特定的个人、地方或其他对象，而应指谓未知的情况。因此，法律在效力上总是预期未来，而非追溯既往。根据法律这种属性，哈耶克认为应该有一种几乎被普遍接受但是并不一定成为法律形式的原理——法后的规律（meta-legal rules）之存在，此种法后的规律必须被遵守，才能使法治有效运行。
〔45〕



哈耶克称合乎此种法后规律之法律，为“实质意义的法律”，它具有普遍性与抽象性；与此相对的是“形式意义的法律”，指在形式上经立法机关所通过者，可能合乎法后的规律而具有普遍性与抽象性，亦可能不合乎法后的规律，而为一种仅仅是作为压制工具的特定性命令（a specific command）。
〔46〕



第二，法律必须被周知，并且确定（certain）。惟其被周知，始能成为个人对其未来行为之预期，而知所遵循。至于法律的确定性，对于一个自由社会平稳有效之运行非常重要。哈耶克认为西方所以昌盛，实有赖于其法律比较稳定，而现代的趋势则是夸张法律之不确定性，此乃是反法治潮流的一部分。当然，哈耶克也了解法律的完全确定性只是一项理想，不可能完全达成，但认为应尽量趋近此一理想。
〔47〕



第三，法律应该具有平等性（equality）。哈耶克认为对法律的平等性之界定比其他更重要，也更为困难。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亦即所有的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惟平等并未抹煞差异，哈耶克认为在下述标准之下法律可以容许差异：即“群内被法律划出者承认差异之正当性，犹如群外人士一般”
〔48〕

 。

法治是法律统治，而就哈耶克而言，法律必须具备上述三项基本属性，才是真正能够达成法治、实现自由之法律。此三项基本属性，以第一项抽象性与普遍性最为重要，事实上法律的稳定性强调不应经常为一时之特定目的去改变法律规定；平等性，强调法律之适用应普遍而不应偏袒，皆可由法律应为一种具备抽象性与普遍性的规律之基本属性中推论出来。此一“法后的规律”之概念，在哈耶克法哲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要之，法律必须符合法后的规律，才是真正的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

哈耶克此种观点，就当前流行的“法律实证论”（legal positivism）之看法而言，显然是难以同意的。法律实证论排除自然法的观念，而主张“实定法”（positive law）。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实定法排除任何道德涵意，而指谓一种社会组织的特定技术，因此将法律问题视为一种科学问题，或社会技术问题，而不是一种道德问题。
〔49〕

 实定法的观念不问法律之道德问题，亦即不问法律内容的应然问题，因此所谓法律，乃是立法者所创造的法律，亦即人类的权力以意志行为创造的法律。
〔50〕

 质言之，凡是经立法机关制定通过的法律，亦即哈耶克所言形式意义的法律，即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实定法，此外更无所谓合乎法后规律之问题。

哈耶克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其理论预设中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哈耶克在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观点，使他拒斥了一切形式的实证主义，因此法律实证论在基本观点上可说与哈耶克格格不入。哈耶克强调法律应合乎法后的规律，才是实质意义的法律，法律实证论则只问法律之形式意义，而不承认有合乎法后规律之问题。哈耶克所谓“法后规律”，乃是由其自发的秩序之理论预设导出。哈耶克强调自发的秩序乃是真正能产生自由的秩序，自发的秩序中并非没有规范，而是以“规律”为规范；此与人为的组织之以“命令”为规范，正相反对：规律具有抽象性与普遍性，并且是在社会演化中逐渐形成；命令则具有具体性与特殊性，并且是人为意志一时之决定。自发秩序中之规律不但不会限制自由，而且正所以实现自由；反之，人为组织中之命令，乃是产生自由的相反之物——强制之来源。根据哈耶克的此一理论预设，我们才能理解他所言之自由的法律，何以必须符合法后的规律。

暹菲（Arthur Shenfield）尝谓哈耶克的政治哲学有四项基本命题：第一，制度是社会的经纬，源自人类的行动而非人类之设计，尝试去设计社会的意图，对于自由的社会而言是不幸的；第二，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法律基本上是被发现（be found）而非被制造（be made），因此法律并非仅仅是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不论统治者是国王或民主的多数；第三，法治基于上述两项条件，而为自由社会的首要原理；第四，法治要求人人被平等地对待，但是不仅不要求人被制造成平等（to be made equal），而且认为这种人造平等的企图将会侵蚀法治。
〔51〕

 此四项命题，颇足以道出法治在哈耶克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以及法治原理与哈耶克自由思想的基本理论预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哈耶克心目中的法律，必须与其所谓自发秩序中的规律相符应，因此认为法律是被发现而非被制造，亦即不仅仅是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不论统治者是国王或民主政治中的多数。法律既必须依循法后的规律，而依哈耶克之观点，自发秩序中之规律乃是容许差异性之存在的，亦即容许个人依据本身不同情况自由发展，以求自我的实现。由是，哈耶克所主张的平等，乃是法律之前的平等，亦即法律平等地适用于人人，而非借由法律规定把人制造成平等。此种以人为制造平等的法律，与自发秩序中之规律不符，将会侵蚀法治，斫伤自由。

由于强调法治之法必须合乎法后的规律，因此哈耶克认为法治与“合法性”（legality）不同。法治是法律统治，而法律必须具备一定的属性，亦即符合法后的规律。由是，他认为法治乃是“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what the law ought to be），或为T符合法治，法律必须具备何种一般的属性之原理。法治常与仅仅是使政府行动具合法性相混淆，当然，法治以完全的合法性为先决条件，但仅仅如此并不够：如果一部宪法给予政府根据其愿望行动的无限权力（unlimited power），则政府已不再是在法治之下运作，虽然政府所有行动皆属合法”
〔52〕

 。质言之，合法性只是法治的前提条件，盖法治之法在制定的程序上，仍然必须合乎有关的形式规定，至于其是否确为法治之法，则需视其实质内容是否合乎法后的规律而定。

由此可见，哈耶克所言法治，乃是建立在其理论预设之上，而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平等地适用于人人，包括政府与人民。而从人类过去的历史观之，要人民守法容易，要政府守法难，因此近代以来法治的理想，特别强调政府要守法。“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观念，乃是法治理想应有之义。就此而言，法治原理涵蕴对政府权力的宪政控制，亦即国家在一个法律体系之下，这个法律体系一方面限制行政权力，一方面亦应拥有更高层次的普遍性，来推进由一个超越的权威（a superior authority）以控制立法机关之立法内容。
〔53〕

 质言之，有限政府之义，不仅行政机关的权力应受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力亦应受到限制。哈耶克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自由”之传统，并不因民主政治的兴起而改变此一主张。
〔54〕

 这使他的政治哲学因此受到争议，然而审视其整个思想体系，这却是其理论在逻辑上的必然结论。

五、立法与超立法原理

哈耶克论自由，从不受基于别人专断的意志而来的外在强制立论，从而自由所排除者乃是专断性的权力，至于具有抽象的与普遍的规律之性质的法律，则不是对自由之限制，而正所以促成自由之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哈耶克的自由观念，乃是以法治为基础。至于法治之义，一则法治之法，必须具备一定的属性，符合法后的规律；再则政府必须守法。政府必须守法，则其权力乃属有限。对政府权力之限制，不应只针对行政机关，而应包括立法机关。在民主政治中，对行政机关权力的限制，主要是透过立法机关的国会，以及司法系统的释宪机关与行政法院。对于司法系统对行政机关权力的控制，哈耶克极力拥赞；至于“人民多数”之代表的立法机关，哈耶克则以对行政机关同样疑忌的眼光，认为其权力亦应受限制，否则同样会对人民自由构成严重的侵害。民主政治在“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原则之下，立法权属于国会，国会以代表多数人民之身份，依多数决原则进行运作。在成文宪法国家，国会立法受宪法之限制；然而在不成文宪法国冢，国会立法完全不受限制，国会制定或修改任何法律都是合法的。这种国家的典型例子是英国，英国在“国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原则之下，国会至上，只要国会通过的都是合法的。所以罗莫（De Lolme）说“英国国会除了不能使女变男、男变女外，无所不能”
〔55〕

 。这种拥有无限制权力的民主国会，哈耶克坚决反对，认为违反法治原则，构成对自由的严重威胁。

如同前述，哈耶克所谓法治，乃是在其整个自由理论的脉络之中赋予特定的意义，而为自由之实现的基础。合法性不等于法治，国会立法尽管合乎合法性之条件，但是否合乎法治原则，需视其是否合乎法后的规律。关于此点，哈耶克的看法是，法治不能解释为只是一种具体的法律之治（a rule of the law），而是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超立法原理”（meta-legal doctrine）或“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l）之治。此种超越立法之上而作为立法依据之法治的政治理想，其有效性只有在立法者感觉受其拘束时才显现出来。在民主政治中，它必须成为社群道德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社群共同分享的理想，并且被多数人毫不迟疑地接受，才能普遍地盛行。
〔56〕

 如果我们就法律的位阶体系来看，行政命令之上是法律，法律之上是宪法，宪法在法律位阶上居于最高的地位，而为控制国会立法之准绳。因此，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不啻超立法原理之成文化。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就做为控制国会立法的准绳而言，宪法是超立法原理的成文化，然而并不能说宪法即是超立法原理，宪法仍然是人所制定的，其是否紧密地契合超立法原理，仍须视宪法内容如何而定。所以哈耶克认为“法治不仅仅是宪政，它还包涵关于宪法内容的某些要件”
〔57〕

 。如果一部宪法赋予政府可依据其意愿行事的无限制权力，而国会亦根据宪法此种规定立法，则虽然合乎宪政原则，却不合乎超立法原理，依然不是法治。因此哈耶克认为宪法的规定可以使对法治的侵犯更为困难，可以使立法的过程更为缓慢而慎重，但是就最高的立法者（ultimate legislator）
〔58〕

 而言，绝无法用其所制定的法（不论是宪法或法律）来限制其权力，因为凡是它所制定的法，它亦皆可废除之，如是则虽其通过限制其自身权力之法，一旦其不愿受其限制，则可以废除之而不受限制，其权力愿不愿意受限制，既操之于其本身意愿，如何可谓其权力受限制呢？
〔59〕

 由此可见宪法虽是超立法原理的成文化，却并不就是哈耶克所言之超立法原理。

然则，超立法原理究竟是什么？它即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法后的规律”，所以哈耶克有时亦用“meta-legal principle”或“meta-legal rules”来表示。探讨哈耶克此一超立法原理概念，我们不能忽视其与“自然法”（law of nature）概念之关系。哈耶克在知识论上的康德主义观点，使他讳言“自然法”这个形而上的概念。
〔60〕

 因而并未将其限制立法的理论，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不过，他指出其所要处理的超立法原理问题，在西方两千年来的传统架构中乃是由自然法的概念来处理。自然法学派繁多，惟有一共同主张，即皆同意有非由任何制定法律者有意设计制造之规律的存在，这些规律非由人造（made by men），而系被发现（be found），它们提供实定法的正义标准，以及人们何以需要服从法律的根本理由。至于这些先于实定法而存在的规律，究系由何而来，则或主张来自神灵，或主张来自人类理性，亦有主张来自非理性的因素，不一而足。自然法的内容，有的主张永恒不变，有的则主张在变动之中。
〔61〕

 要之，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乃是既存的价值体系之体现，法律之最高准据在于此一久已存在的价值体系。

基本上，哈耶克所谓超立法原理乃是一套价值体系，更深入地说，乃是一套以自由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此一价值体系在做为实证法的最高准据，亦即在做为控制立法的价值标准上，与自然法概念如出一辙。哈耶克认为：“一更高之法以控制立法的概念，有其古老的渊源。在18世纪时，一般称之为上帝法、自然法或理性法。”
〔62〕

 可谓直承其立论与自然法概念之关系。他认为立法（legislation）乃是人为的、有意的造法，它与法律并不相同，法律并非被人类所发明（invented），而立法则是人类历史上较晚的发明。立法在进入人类手中之后，成为巨大的权力工具，人类欲藉其成就某些善，却尚未学习到如何加以控制，以免其产生大恶
〔63〕

 。人为的立法未必符合超立法原理，此一趋势，哈耶克认为在民主政治中仍然存在。现代民主政治乃是“团体政治”（group politics），当政者为了在选举中争取胜利，往往迁就各种利益团体的要求，因此在立法上无法根据正当行为的普遍性规律（general rules of just conduct），而施惠予特殊的利益团体，形成新的专断与偏袒徇私。
〔64〕

 为了避免民主政治中立法机关的偏袒专断，哈耶克根据英国两院制的架构，提出将立法机关分为“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与“政府议会”（Governmental Assembly）两个机关之主张。其与英国上下两院不同，在于英国上下院根据阶级划分，而哈耶克所言系根据“功能”（functions）划分。立法议会的功能是被赋予宣示正当行为的普遍性规律，如私法（包括刑法）；政府议会则被赋予政府的工作，如公法（行政法）方面。哈耶克认为此种专司正当行为的普遍性规律之专责的立法议会，古雅典人已经尝试过，当时有关正当行为的普遍性规律（"nomos"），只有立法议会（"nomothetae"）才能加以改变。立法议会的立法依据不是利益，而是意见的正确与否，它不是成就特殊目的的工具，而在于成就与个别的个人或团体无关之长远的规律。此二机关之间如发生冲突争执，则由一个超然的司法机关负责仲裁。
〔65〕

 哈耶克此一看法，从民主的观点而言可以说很难被接受。然而就哈耶克而言，如自由唯赖法治始克实现，而法治乃是大家共同信守的法律具有抽象的、普遍的规律性质，亦即符合法后的规律或超立法原理。民主政治中国会立法在团体政治中既难免偏私专断，则似乎只有在民主国会中划分出一个富于刚直、诚正与智能判断的纯粹立法议会了。
〔66〕



哈耶克的超立法原理观念，在其整个自由理论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泣。他不用传统的自然法概念，却藉之说明超立法原理乃是人为立法之最高准据，乃是控制立法之正义标准。超立法原理之内容，即是能够实现自由的法治政治理想，亦即自发秩序中抽象的、普遍的规律。哈耶克根据其理论预设而推衍出整个自由理论，尽管与当前流行的民主观念颇多不合，而倍受讥评，然而检视其理论结构，在逻辑上确是相当严谨而一致。

六、结语

自由，在哈耶克政治思想中乃是国家最高的善，亦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原理。
〔67〕

 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中，哈耶克曾被比拟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与弥尔（John Stuart Mill），其在自由传统中所做的贡献，可谓已经获得确认。然而当前的政治思潮，与其说重视自由，毋宁说更强调民主与平等，这使得哈耶克一心一意注目于自由的追求，受到许多强烈的批评。哈耶克珍视民主政治，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政治比较上最能产生自由。然而对于民主政治在多数统治原则之下运作，为争取选举胜利而迁就各种利益团体，造成立法上的偏袒与专断，则认为系对人类自由新的威胁。至于平等，哈耶克只同意法律之前的平等，亦即法律应平等地适用于人人，对于当前各国政府推行的“平等政策”（egalitarian policy），认为是以人为制造平等，乃是根源于本质上为集体主义之社会主义而来，为对个人自由之更大威胁，因而加以拒斥。哈耶克这些主张，无疑地皆本于自由为人类政治生活之最高价值的观点而来。

然而，哈耶克论自由，并非以毫无限制的为所欲为为自由，而是法治之下的自由。法治乃是法律统治，因此其所谓自由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不过，哈耶克特别强调其所谓法律，乃是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必须符合超立法原理或法后的规律，亦即必须具备其所谓能产生自由的自发秩序中之规律的性质。所以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规律，此种法律不是对自由之限制，而正所以促成自由之实现。因为如果法律不是基于特殊目的、针对特定对象做差别规定，而为一种平等地适用于人人的普遍性规律，则吾人遵守法律规定，并非隶属于他人专断的意志之下，依哈耶克对自由的界定，可以说吾人是自由的。哈耶克此一观点，乃是直承洛克（John Locke）与康德而来。
〔68〕

 不过，哈耶克根据其自己的理论观点予以精详的论证，而形成其政治思想的中心论题。

哈耶克以“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实现自由”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在20世纪的政治思潮中，尽管受到不少争议，然而对于我们在检视、反省当前流行的政治价值上，无疑地有其正面的贡献。自由主义，乃是近代人类多少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量，然而当前流行的自由主义观念，与其原始面貌有相当大的差距。哈耶克在现代政治社会背景之下，用现代知识去重新发掘古典自由主义的崭新意义，做为评估当前流行的自由主义及其相关价值信念的衡准，虽然仁智互见，但至少在古老的自由主义理想映照之下，让当代人士有反省检讨之机会。依笔者之见，哈耶克的政治哲学犹如其经济理论一般，着眼于长期的观点：在经济理论上他不能同意凯恩斯“长期而言，我们都完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之论调；
〔69〕

 在政治思想方面，则对于当前追求的政治价值，为了一时的利益而不顾所使用的权宜之计将侵蚀自由原则，长期而言将使人类蒙受重大祸害，深不以为然。诚然，就个别的人而言，并非人人皆视自由为凌驾其他价值之最高价值；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如果整个人类文明有待于在自由的环境中不断地创造发展，则我们就很难否认自由在诸价值中的优越地位了。

不过，尽管哈耶克的政治哲学在理论结构上相当严谨，所揭示的政治理念富有深刻的启示性，然而从实际的运作层面来看，仍然存在若干困难。以立法机关的分权而言，哈耶克寄望于纯粹的立法机关——立法议会，本乎刚直、诚正与智能的判断来制定有关人民正当行为之普遍性规律。然而立法议会的成员由选举而来，哈耶克虽然提出若干消极资格之限制，然而证诸当代经验政治的研究结论，在实际政治上是否可能出现这样一个立场超然的立法机关，实在不能令人无疑。同样的，哈耶克拥赞美国的最高法院，认为其司法审核权（judicial review）乃是超然的司法机关，根据超立法原理对行政、立法两部门加以控制，符合法治的原则。然而，衡诸实际，美国最高法院并非一个超然的司法机关，而实同时为参与争论性政治问题之决策的政治性机关。
〔70〕

 同时，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其本身亦无法摆脱政治色彩。因此，美国最高法院之角色，与哈耶克理论中所谓超然的司法机关，似乎有相当之差距。如果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根本不可能出现超然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则哈耶克在法治之下实现自由理论架构中最重要之超立法原理观念，将不免于落空。如是，则其以自由为中心的政治哲学架构，亦将为之动摇。由此可见，哈耶克的政治哲学固然体系严谨，并且深富启示性，然而诉诸实际运作，仍然有其困难存在。

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概念的批判
〔71〕



一、前言

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概念，自柏拉图以正义为准据来形成他的“理想国”（Republic）建构以来，正义俨然成为诸德之德，为人类祈向之最高价值目标。柏拉图论正义，包括个人与社会，认为二者之正义原理相同，故以正义之大写小写为喻，来说明这种同理的关系。作为个人的一种德行，亦即所谓“个人正义”（individual justice）或“非比较正义”（noncomparative justice），自柏拉图以在个人理性主导之下调和精神、欲望为主要内涵以来，尽管未必以正义为名，然而此一伦理观点之发展脉络，可以说源源不绝。至于比较正义（comparative justice），亦即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柏拉图三阶级各得其所、恰如其分的观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即不断地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

作为社会正义的基本原理，“平等对待”（equal treatment）——亦即“相同案例相同对待，不同案例异其对待”（“like cases are to be treated alike and different cases to be treated differently”），似乎是大家基本上可以接受的讨论基准。不过根据此一讨论基准，相同案例而异其对待，当然是差别待遇（discrimination），不合乎正义原则，然而当根据情况不同的理由而异其对待时，争论即不免产生：究竟情况不同应根据应得或功绩（deserts or merits）不同，抑或需要（needs）不同？此一问题成为当代关于实质正义的一项最重大争议。可见平等对待的原则，未必足以明确地勾勒出社会正义概念的主要内涵。事实上由于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当代对于社会正义概念的诠释，亦出现各种不同的诠释脉络。赫拉（A. Heller）认为：“所有的正义主张皆植基于正义本身之外的某种价值——亦即自由与生命。”
〔72〕

 就基于正义之外的某种价值为理论出发点而形成自己的正义主张而论，赫拉之言可谓一语道破；然而就此种正义之外的价值信念是否即是赫拉所言之自由与生命，就要视对自由与生命的界定而定。以自由而论，古典自由主义消极概念的自由，正是当代许多正义理论抨击之对象。高登（S. Gordon）指出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相较，所置重者乃是正义而非自由
〔73〕

 。现代自由主义者转而重视正义，其诠释正义的理论出发点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平等。当然，本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脉络来讨论正义理论者，在当代亦颇不乏人，哈耶克（F. A. Hayek）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哈耶克关于社会正义的讨论，主要在代表他思想晚年定论的《法、立法与自由》一书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象》
〔74〕

 。此一论著从书名到内容，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概念采取严厉而全然否定的批判态度。哈耶克的观点，基本上有其来自整个自由理论的一贯论旨，而非凭空之论。不过，在严厉地否定社会正义概念诸多论述的字里行间，哈耶克欲以自由取代正义重新成为自由主义核心概念的用心，可以说相当明显。

自由社会的追求，是哈耶克整个社会哲学的旨趣所在。就哈耶克而言，所谓自由社会乃是一种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此种秩序与人为秩序（artificial order）相对：前者是自我成长、自我组织、由内形成的秩序；后者则是由外指挥导引而建造的秩序。哈耶克认为前者即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大社会”（“Great Society”），或波柏（Karl Popper）所谓“开放社会”（Open Society）；后者则是一种人为组织（organization），乃是由一外在主司（outside agency）基于预定目的设计建造而成。依照哈耶克的看法，自发秩序与人为组织所依恃之规范不同：自发秩序依恃规律（rules），人为组织则根据命令（command）。人为组织虽然亦有某种范围的规律，惟此种规律是附属性的，附属于命令。人为组织之规律目的在实现“被指定的任务”，每一个成员在一固定结构中的位置由命令预先决定。自发秩序中的规律，包括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等等，大部分皆非人们有意之设计，而只是群体为了达成一个更有效的秩序而形成的选择过程，自然演化而形成
〔75〕

 。当然，这两种对比的秩序，只是哈耶克在理论上建构的“理想型”（ideal type），以言乎实际社会，并无百分之百的自发秩序或百分之百的人为组织。不过尽管如此，哈耶克所建构的此一类型概念，仍然是其检视社会本质的基本衡准。自由社会的本质为自发秩序，在此一基本认定之下，以自由社会的追求为理论出发点，哈耶克乃对当代流行的社会正义概念，提出严厉地批判。本文不在探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体系，而只以其在《社会正义的幻象》一书中对社会正义概念的批判为主题、进行若干分析与检视。

二、消极的正义概念

诚如罗尔斯（J. Rawls）所言，要进行正义的讨论必先厘清不同主题的正义概念，盖正义概念随着主题不同而异其意义
〔76〕

 。就正义在法律领域的脉络而言，乃是法律正义（legal justice）；至于在社会道德的脉络，则为社会正义。法律正义关切的是对错误行为的惩罚以及损害赔偿，当然也包括一套足以维护公正审判与权利诉求的程序规定，以体现正义原则。至于社会正义，关切的则是如何透过社会——更确切地说即是社会制度（包括产权体系以及公共组织），来进行利益与负担之分配
〔77〕

 。以罗尔斯为例，他在讨论正义理论之始，即明确指出“正义乃是社会制度首要之德”，
〔78〕

 揭示其在社会正义脉络之中进行探讨的方向。相较之下，哈耶克关于正义讨论，基本上是在法律正义的脉络中进行。

哈耶克将正义概念界定为一种“人的行为属性”（an attribute of human conduct）
〔79〕

 。他认为当我们言及正义，总是意谓某人或某些人应该或不应该去做某些行为。此一“应然”（ought）本身预设对某种规律（rules）之承认。所谓规律即是界定在某一环境中何种行为被禁止，以及何种行为被要求去做
〔80〕

 。这些正当行为的规律（rules of just conduct）基本上是消极性的（negative），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它们并不给任何人加诸某种积极义务（positive duties），除非此人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招致某种义务。规律此种消极禁止而不积极责成某种特定行动之性格，目的在于防卫在一个可以确定的领域之中，每一个人得以自由地依其选择而行动。因此，规律的此种消极性格，构成一种自发秩序的基础
〔81〕

 。

既然正义是一种人类行为的属性，而规律是自发秩序中人类行为的规范，因此哈耶克认为正义概念乃是“在同样规律之下对待所有的人之原理”
〔82〕

 。质言之，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亦即法治原则。哈耶克追求自由社会，然而他所追求的自由社会却不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事实上，他明白表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不过，在哈耶克的理论体系中，政府所扮演者乃是一种消极性的角色。依照哈耶克的观点，即使政府不存在，社会自发秩序仍然存在。不过在多数情况下为了保障形成秩序之最低限度的规律（法律）能够被遵守，政府成为不可或缺之工具。惟政府功能有似于工厂之监察小组，不在生产供人消费之财货或劳务，而只在注视生产机能之正常运行
〔83〕

 。质言之，政府之功能在为自由社会奠定一法律架构，此一法律架构乃是自由社会的基本保障。所以哈耶克特别强调他所谓的自由是“法治之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或“法律之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law）。不过此种保障自由的法律，哈耶克却严格地界定为必须是一种“法治之法”（the law of the rule of law）或“自由的法律”（law of liberty）
〔84〕

 。亦即，法律不是以“合法性”（legality）——经由法定程序制定公布为已足，而必须符合“法后规律”（meta-legal rules）或“超立法原理”（meta-legal doctrine）。哈耶克所谓法后规律或超立法原理，其意义指超越国会立法之上，而为关于“法律内容应该是什么”的一种拘束立法者的政治理想
〔85〕

 。此一政治理想就哈耶克的理论体系而言，可以说就是宪政主义、法治，亦即是自由原理。

要之，哈耶克以个人正当行为的规律来界定正义概念，并以正义即是每一个人受到相同规律对待之法治原理。就此而言，正义乃是迈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开放社会之指针。在此一正义概念之下，判断行为之依据是抽象而具独立目的之规律（abstract and end-independent rules），并非特定之结果（particular results）；正义不是在一具体的争议案例中，个别利益之妥协平衡；正义亦不是阶级利益的平衡，并且不以朝向一种被视为合乎正义的事务状态为目标。正义与某一特定行动事实上所发生之结果无关，而只是对于正当行为规律之遵守。此种正当行为规律通常并未预期某种意欲之结果，如系基于某一意欲之结果来加以安排，则不合乎正义原则。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的持续，有赖于改变由人的意志基于某种个别利益或结果之考量而形成的不合乎正义状态，以回归于具有抽象性与消极性的正当行为规律体系
〔86〕

 。

由于采取消极的正义概念，所以就哈耶克而言，我们没有正义的积极标准（positive criteria of justice），而只有消极标准（negative criteria）以显示何者为不合乎正义。此一消极标准固不足以为我们建构一个全新的法律体系，然而对不合乎正义之检视（test of injustice），却足以揭示既存法律体系的发展方向
〔87〕

 。关于此点，哈耶克特举康德的“无条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与波柏的“否证”（falsification）两个观念来加以说明。哈耶克认为由于康德在道德理论中使用无条件律令原理，仿如为导出整个道德规律体系之充足的前提，因而此一原理在其法律哲学中之为一消极的检视（a negative test）原理，常常受到忽视。实则康德完全了解无条件律令原理所提供者，仅为正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份条件。质言之，无条件律令原理提伊消极的检视——亦即根据普遍性的检视（test of universalizability），使我们得以在既存法律体系基础上，逐步消除不合乎正义的法律
〔88〕

 。就正义的规律为一种消极性的禁止与属于一种消极的检视而言，哈耶克认为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特别是波柏的否证观念，具有一种相应的类似性。波柏认为我们要发现自然的法则，唯有从不断地消除错误之否证历程中求之。就此而言，趋近正义犹如趋近真理，唯有从不断地消除不义或错误的历程中求之。然而，我们却无法确定是否获得最终的真理或正义
〔89〕

 。

哈耶克上述看法，充分显示其所持之“演化的法律观”（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law）。此一观点既不同于理性主义者之自然法理论，视法律为一超自然力量之建构；亦不同于法律实证论者之视法律为人类心灵之有意建构，而与其视社会为在演化过程中形成自发秩序的观点相呼应
〔90〕

 。哈耶克固然强调“法后规律”，然而其所宣称之法后规律，乃是在社会长期演化中形成。由此可以看出哈耶克的消极正义概念，乃是由其自由理论的一贯论旨延伸而来。

哈耶克从法律的向度处理正义概念，无论我们赞成与否，在当代的正义理论中仍代表一鲜明的脉络。贝悌（P. Pettit）认为当代所揭示的正义标准主要有三：一是正义的正当性标准（proprietarian criterion of justice），视正义为正当性（legitimacy）；二是正义的效益主义标准（utilitarian criterion of justice），视正义为福利；三是正义的契约论标准（contractarian criterion of justice），视正义为公平（fairness）。在此一分类标准下，罗尔斯抱持契约论标准，而哈耶克与诺齐克（R. Nozick）则属于视正义为正当性标准
〔91〕

 。此一正义标准，诚如金恩（D. S. King）所言，其所同意者仅只经由提供正当或公平之规律以达成程序之公平，这包括私有财产权、财产移转之条件以及契约安全。就此而言，正义必须在法治之中寻求——此即法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不过问他们的物质财富为丰盈抑或欠缺。盖正义不能过问个人不同的财富与能力，否则将使得差别对待成为必要
〔92〕

 。总之，在消极的正义概念之下，所谓正义乃是法律的平等对待，并着重于消极地禁止违法行为，从而形成一最低限度的法律架构。在此一法律架构之下，每一个人皆可以根据其知识、能力以追求其目标。就经济生活层面而言，自由竞争或市场经济亦有赖于此一法律架构之保障，而得以有效地运作。

三、对社会正义概念之否定

在哈耶克将正义概念限定在法律正义的情况下，对于社会正义——亦即经济正义（economic justice）或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抱持全然否定的立场。对于社会正义概念的批判，哈耶克采用最严厉的字眼：诸如“海市蜃楼（mirage）”、“国王的新衣”
〔93〕

 乃至“毒害的语言（poisoned language）”
〔94〕

 。总之，他对当代世界性的社会正义追求热潮，抱持全面否定的态度。

哈耶克否定社会正义的论据，基本上来自其对自由社会本质上为一种自发秩序的认定。哈耶克指出，作为最古老的词汇之一，“社会”一词乃是用来描述一种实际存在的事务状态，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个人之间协调合作关系不断扩大延伸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于超越个人意识到的范围之外。质言之，人们经由分工协调以彼此满足需求的范围愈大，则有意识的动机愈少
〔95〕

 。就市场经济运作之结果既非人们所意欲，亦非人们所得而预见而言，显然无所谓合不合乎正义的问题。
〔96〕

 关于此点，戴依（J. P. Day）在讨论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概念的看法时亦指出，意向性（intention）是衡量行动是否合乎正义的必要条件之一
〔97〕

 。而就哈耶克而言，自由社会是一种自发秩序，因此并不存在意向性，也就无所谓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他认为“个人行动，或许多个人一致的行动，或组织的行动皆有所谓合不合乎正义的问题。然而政府是一种组织，而社会则不是。虽然社会的秩序受到政府行动的影响，然而只要社会仍然是一种自发秩序，为社会过程之结果，便无所谓正义或不合乎正义的问题”
〔98〕

 。

就对社会本质的认定而论，金恩认为“哈耶克的批判在相当程度上来自其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亦即认为所有社会及政治分析皆必须从个人行为着手，而非从诸如‘社会’或‘国家’等抽象的集体着手”
〔99〕

 。的确，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概念批判的基本论据，即在于拒绝社会为一有机体。他认为正义概念由关乎个人行为发展到关乎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系，亦即视为社会行动之属性（an attribute of the "action" of society），或社会应该如何对待社会中之个人或团体。此种社会正义概念，乃是将社会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或人格化（personification）之天真想法的直接结果
〔100〕

 。社会正义概念所以是将社会拟人化或人格化之结果，原因在于当我们使用“社会的”（social）一词，显然不是仅指“社群的”（communal）之意，而是指合乎社会的利益（in the interest of society）或根据社会的意志（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society）。如此，必预设在一个社群的活动背后有一已知而共同的目标存在，根据此一共同目标，“社会”有某种所有成员知悉并承认的具体工作，并且“社会”应该指挥所有成员努力完成这些工作。从而，社会具有双重的人格性：一则为在其组成的成员之外有自己意志之思想的集体（a thinking, collective entity）；二则声称拥有更深奥的洞见或更强烈的道德价值的某些个人之社会诉求（social aspiration），经由一种社会的自我认同而成为人格化
〔101〕

 。然而社会并不是人，不是一个有机体，没有意志或意向性，如何能够以合不合乎正义来加以衡量呢？

哈耶克认为严格说只有人的行为有合不合乎正义的问题，而如果我们要把正义这个名词应用到一种事务状态，则唯有我们能够掌握某人对于此一事务状态之发生负有责任才有意义。如果只是一种赤裸裸的事实，或一种无人能够改变之事务状态，则并不存在合不合乎正义的问题。将正义问题应用于此，乃是一种范畴误置（category mistake）
〔102〕

 。以合不合乎正义来描述一种事实情境，是没有意义的（meaningless）
〔103〕

 。不过，就哈耶克而言，如果一个社会是自由社会，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秩序，则固然只有个人行为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而不存在整个社会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可是就一个组织而言，它既是由人的意志基于某一意向之目标而建造，则正义问题就不再是没有意义。
〔104〕

 盖“正义之属性乃指谓有关人的行动之意向的结果，而与非人之有意造成之情境无关”
〔105〕

 。总之，哈耶克以人的主观意向性，作为是否存在正义问题的基本判定标准。

哈耶克此一观点，与其由法律正义脉络来讨论正义问题的论旨，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此一观点之下，他所要追求的自由社会，并不存在社会正义问题，因为在此种社会中每一个人皆可以自由地运用他的知识，去选择他的职业，追求他自己的目标。没有任何人有权决定不同人群的相对收入，或阻止人们由社会分工而自然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社会正义也就成为空洞（empty）而没有意义的概念。然而在一个中央指挥命令的经济体系（a directed or command economy）中，由于人们被特定的目标意向所引导，而不是遵守不具人格性的正当行为规律，因此也就存在社会正义问题。由是，哈耶克认为：只要社会正义信念继续支配政治行动，则社会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愈来愈趋近一种极权体系
〔106〕

 。

当代社会正义信念的崛起，基本上是针对市场经济造成的流弊而来。市场经济受诟病的流弊包括无法消除贫穷，牺牲多数人福利以供少数资本家享受，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不平等、不合乎正义的特权制度。同时，从经济观点而言，自由放任的结果，一定期间之后将造成经济萧条，形成社会安全的威胁。然而哈耶克认为要求社会正义的结果，将变成要求社会成员在某一方式下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从而使指定社会不同的个人或团体分享社会生产所得成为可能。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种道德义务，去服从一统合社会成员以致力于成就被视为正义之分配模式的权力呢？对此，哈耶克显然难以同意。
〔107〕

 就上述对市场机能的批评而言，哈耶克认为如市场机能所产生者乃有意安排之结果，才构成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然而就市场机能之结果既非人们所意欲或得而预见而言，要求此种过程合乎正义显然是荒谬的（absurd）
〔108〕

 。

关于市场机能之结果非人们所意欲或得而预见而言，金恩认为哈耶克的说法未必尽然。他认为哈耶克既以“有能力产生财富”来支持市场制度的继续运作，则市场机能之结果就不是非意欲且未可知（unintentional and unknown）。从市场之再生产体系的脉络来看，其结果仍然是吾人已知且为吾人所意欲。如果市场机能之结果乃吾人意欲且得而预见，则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概念之论据难免为之动摇
〔109〕

 。的确，哈耶克似乎无法不承认其对市场机能的竭力维护，乃是因为对市场运作过程之结果在价值上加以肯定。如果对市场机能之结果完全无知，或者知道其将把人类带到悲惨境地，则哈耶克是否还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市场机能，恐怕就很难说
〔110〕

 。其实经济学上古典学派视市场机能为“冥冥之手”（“invisible hand”），其运作使得人人各自为谋，各为其私，而结果竟预料之外地得全其公。此一基本论旨，不正表明对市场机能之结果并非无知？不过，就市场机能之结果出乎人的意欲之外而言，则正是哈耶克立论之所在。只要人的主观意向性不存在，则哈耶克认为市场机能结果无所谓合不合乎正义的问题，在理论上似乎仍然可以成立。

总之，以市场机能为核心的自发秩序，亦即哈耶克所追求之自由社会，并不存在社会正义的间题。要实现社会正义，唯有使社会成为一种组织，赋予组织中之政治权威当局指派工作及分配社会生产所得之权力。若然，则整个社会逐渐走向中央指挥控制的集权体系。哈耶克担心的是无论根据功绩或需要标准做成之报酬模式，加诸于市场秩序之上，并由一个拥有权力的权威当局加以执行，将形成一种微妙的自我加速趋势（self-accelerating tendency）：个人或团体的地位愈依恃于政府行动之上，他们将愈坚持政府针对某种大家承认的分配正义而形成计划模式，并且更致力于去实现这些预定的、可欲的分配模式，从而使得个人与团体更隶属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111〕

 。就此而言，用哈耶克的话来说，企求实现社会正义之结果，乃不免于走向奴役之路。

四、结语

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概念的批判，目的不在提出一套自己的正义理论，而毋宁是站在自由理论的立场，借着对社会正义概念的批判，维护并巩固其自由理论。毕竟，哈耶克所关注者乃是自由，而非正义。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概念的批判，基本论据来自其以自由社会为一种自发秩序的认定；另一方面，就正义概念而言，他从法律正义的向度界定正义。在此一意义之下，正义只是人类正当行为之规律，以消极禁止作为行为之规范。在这种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消极正义概念之下，社会既非人一样之有机体，没有意志或意向性，则所谓社会正义概念，不免凭借全失。

当然，在以意向性作为是否存在正义问题的判断准据上，哈耶克也同意就自由社会之为一种自发秩序而言，固然无所谓社会正义问题；然而在一个经由意匠经营有意建构的组织而言，则正义问题显然存在。质言之，社会正义概念对自发秩序而言没有意义，对组织而言则有意义。从此一认定出发，哈耶克认为当代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以形成中央集权统一指挥的社会体系（组织）为前提，此则悖离自由社会之途，而无异乎走向奴役之路。哈耶克以追求自由社会为其思想之一贯旨趣，其全部思想论著，一言以蔽之，厥在展示一自由社会之哲学。在此一思想论旨之下，哈耶克毫不留情地拒绝社会正义概念，其理论脉络可以说相当清楚。

不过，尽管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概念的批判，足以显示其自由思想的一贯论旨。然而纯就正义理论而言，哈耶克在批判社会正义概念的理论进程中，却存在若干有待商榷之处。

首先是对正义概念的界定问题。尽管哈耶克自认与罗尔斯在正义理论上之不同，乃是语词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在基本论点上两人似属一致
〔112〕

 。不过诚如前引罗尔斯在讨论正义理论一开始，就强调厘清不同主题之正义概念的重要性，因为正义概念随主题不同而异其意义。事实上，罗尔斯表明其所要探讨的乃是作为社会制度之德的正义问题，而完全不讨论作为个人或个别行动之德（a virtue of particular actions or of persons）的正义问题
〔113〕

 。就此而论，两人所持正义概念之主题并不相同
〔114〕

 。哈耶克完全由个人及其行动的属性来界定正义概念，否定正义可以指谓一种事务状态，这是他否定社会正义概念的理论出发点。然而诚如密勒（D. Miller）所言：“我们说正义的人、正义的行动与正义的事务状态，三者之中最后一种用法必须被视为最首要的。因为当我们描述一个人是正义的，乃是意谓他常企图以某种方式去行动以达成合乎正义之事务状态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独立的标准来评估合乎正义的事务状态，则我们亦无法描述人是否合乎正义。因此，在形成对何谓合乎正义的事务状态的认同之前，根本不可能评估什么是合乎正义的行动。”
〔115〕

 如果正义不可避免地必须以事务状态的结果来衡量，则个人行动固有正义问题，社会状态又何尝没有合不合乎正义的问题？哈耶克将正义概念局限于指谓个人及其行动之属性，以排除此一概念在社会制度或社会状态上之运用，似乎有待斟酌。

其次，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概念与消极正义概念，使他的权利概念亦系属于消极性格，亦即在各种人生追求中免于外在强制之权利。由于抱持此种消极的权利概念，使哈耶克的道德观点受到质疑。葛雷（J. Gray）认为哈耶克的社会哲学中具现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libertarian individualism）与文化的传统主义（cultural traditionalism）之间的冲突，形成他道德观点上的紧张（tension）。就前者而言，他是道德上的激进主义，追随孟德维列（Mandeville）的观点，认为私人之恶德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公共的善德。同时认为传统的道德乃是小团体或部落的道德，而非开放社会中自由人的道德。此种传统道德所具现的态度，对开放社会中市场秩序的稳定与良好的运作功能是有害的，因而必须基于市场秩序良好运作之考虑，进行道德价值之全面重估。然而此与哈耶克由演化的道德观形成之文化的传统主义，产生一种紧张关系
〔116〕

 。基于维护以市场机能为核心的自发秩序而否定社会正义概念，以及由之而导出的积极权利概念，事实上哈耶克乃是以社会道德迁就市场机能：不论是激进的道德重估或演化的道德观点，吾人所需要之社会道德乃是可以使市场机能有效运作的道德。就此而论，哈耶克的道德观点未必如葛雷所说具有冲突关系，然而从社会道德层面来看，是否使社会道德沦为工具价值而非目的价值，的确不能令人无疑。

再则，哈耶克强调社会正义只有在组织中才有意义，因此社会正义的追求将因国家为执行合乎社会正义的政策，使得权力的集中成为必要，从而终将导致极权主义。此一论断与二次大战后西方工业国家昂首阔步推行福利政策，然而并未导致极权国家的出现，个人自由亦未受到明显侵蚀之现象，显然并不一致
〔117〕

 。就此而言，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概念可能引发之后果的忧虑，似属多余；其对社会正义概念之严厉批判是否有其必要，似乎亦有待重估。

不过尽管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概念的严厉批判，存在若干有待商榷之处。然而就自由社会的追求而论，在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取舍之间，确是一件颇为困难之事。艾克曼（B. A. Ackerman）指出：“不论是公私生活，在自我实现与社会正义二者的冲突之间，无人能希望去发现一个最后的解答。自由主义的未来……依恃于我们去面对这个不愉快事实的能力。”
〔118〕

 如果自由与社会正义二者之间确属两难之局，则在哈耶克以自由为最高价值的理论系统中，社会正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必须加以割爱。诚然，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或不免过于严厉，然而当代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何尝不也形成狂热的激情？格拉斯顿（W. A. Galston）认为：“追求正义的热情是不可或缺的，但却也是危险的，因其常常成为破坏性的狂热之遮掩。”
〔119〕

 在当代追求社会正义的狂热风潮之中，哈耶克的严厉批判或许有助于人类的进一步反省深思，以孕育更深邃成熟的正义原理。

哈耶克论现代民主政治中的自由问题
〔120〕



一、引言

西方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基本诉求在于个人自由的实现。随着民主运动的成功，开启了崭新的民主时代，而个人自由的实现，亦呈现一片美好展望。不过，此一对民主政治中自由实现的乐观期待，在1835年及1840年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发表《美国的民主》一书之后，逐渐引发深刻省思。托克维尔的基本论旨，在于剀切指陈民主社会的真正特征，乃是对平等不顾一切地热爱，而非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他怀疑由民主衍生的狂热追求平等趋势，将有破坏个人自由理念之虞。盖民主社会中的人们，愿意在自由之中追求平等，如果不能如愿，他们仍然愿意在奴役之中寻求平等。要之，标榜“多数统治”的民主政治，从托克维尔的观点来看，仍有多数专制的可能。
〔121〕



在托克维尔的影响之下，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一位19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强调“社会专制”（social tyranny）的观念。他将自由主义传统视政府为侵犯个人自由祸源的观点，转向注目于来自社会舆论习俗的威胁。
〔122〕

 盖民主政治之中，政府已非传统君主专制统治中由专制的少数（tyrannical minorities）掌控，而是由人民经由多数决定的原则选举产生。然而尽管民选的政府对个人自由侵犯的可能性降低，可是民主社会中多数意见认同的压力，却形成民主政治中新的自由问题。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哈耶克（F. A. Hayek）延续了自托克维尔、穆勒以来对民主政治中自由问题的关注。他推崇托克维尔洞察民主政治中“新型的奴役”（new kind of servitude）——在人民主权名义之下进行的一种常规的、安静的并且是温和的奴役，人们乃是一群胆怯而勤勉的动物，而政府则是牧人。
〔123〕

 托克维尔此一洞见，可以说把民主政治中仍然存在的自由问题，十分生动地勾勒出来。至于穆勒，哈耶克以其在《自由论》一书中，批评的主要方向在于反对舆论专制而非政府行动，表示不以为然。
〔124〕

 质言之，哈耶克关注民主政治中的自由问题，其注目焦点乃是在民主政府而非民主社会，此与穆勒颇异其趣。

从托克维尔、穆勒到哈耶克乃至当代的其他政治哲学家，诸如奥蒂嘉（Ortega y Gasset）、波柏（Karl R. Popper）以及柏林（Isaiah Berlin）诸人，基本上乃是一群“宪政自由主义者”（constitutional liberals）。他们关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自由问题，可以说起于自由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democrats）对民主政府目标之认知差异。究竟民主政府的目标是个人抑或社群？更具体地讲，究竟是自由（个人权利）抑或平等（社会正义）？质言之，政府究竟是保障个人权利（自由权与财产权）之工具，抑或是实现平等与社会正义的工具？显然，当代对民主政治中自由问题的关注，正如巴布（B. Barber）所指出：“民主的吊诡（democratic paradox）乃是政府做为构成社群之个人的工具，却显示出其乃是个人权利之敌人。”
〔125〕

 要之，对个人自由之可能侵犯，似乎不只是一人统治的君主政治或少数统治的贵族政治之专利，而是包括多数统治的民主政治在内一切政治形态，都可能出现的情况。

哈耶克以维护个人自由为其志业，终其一生致力于批判有碍个人自由实现的任何事物。对于现代民主政治衍生的自由问题，除了在其各种阐述个人自由原理的著述中，不断有所申阐之外，晚年更以《自由人民的政治秩序》（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一本专著，深入探讨此一问题。本文讨论哈耶克对现代民主政治中自由问题的观点，主要即以其此书中的论点为主，并以其有关自由原理的一贯论旨，进行分析探讨。

二、自由的真正保障是法治而非民主

哈耶克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政治制度中，比较上最能够产生自由、维护自由的政府形式。不仅如此，民主也是政治上惟一和平变迁的方法。并且，民主又最能够普遍提升人民的政治教育水准。基于上述三点理由，哈耶克基本上赞成民主政治。
〔126〕

 不过，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中，自由的真正保障乃是依恃于法治（rule of law），而非民主。

关于民主政治，诚如达尔（R. Dahl）所指出：

民主在吾人今日世界之意涵，乃是几千年来溯自各种不同渊源发展而来。我们对民主之意涵的了解，不同于伯里克利斯（Pericles）时代的雅典人所了解者。希腊、罗马、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观念混合近代的观念，产生一种常常颇不一致的理论与实际的混合。
〔127〕



基于此一原因，达尔在讨论民主理论时，特别强调严格的演绎论证方式未必合宜，宁可避免使用“合理的”（rational）这个演绎理论的字眼，改采用“有道理的”（reasonable）来说明他所相信的信念。
〔128〕

 不过，哈耶克讨论民主政治，则强调概念厘清之重要，特别是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二者，由于在西方近代为宪政政府而奋斗的过程中，彼此结合在一起，以致常常几乎难以分辨。其实自由主义关注的是政府的功能，特别是政府权力的限制问题；而民主关注的则是谁在指挥政府，也就是是否多数统治的问题。自由主义坚持要求所有的权力，包括多数的权力，皆必须是有限的；民主则认为当前的多数意见，乃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惟一衡准。自由主义的反义词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而民主的反义词是专制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二者乃属不同概念。就此而言，至少在理论上可能出现一个极权的民主政府，与一个根据自由原则运作的专制政府。
〔129〕

 质言之，就历史经验而言，民主政治固然比较能保障自由；然而就理论层面考察，民主政治亦可能出现极权政治，不一定就能够保障自由。

哈耶克认为，对个人自由的真正保障乃是法治。然而，法治的意义何在？哈耶克指出：法治意谓政府除非在执行已经预先宣示的规律，否则不能强制个人。这是对所有政府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立法的限制。法治乃是关于“法律应该是什么”（what the law ought to be），或为了符合法治，法律必具备何种普遍的属性（general attributes）之原理。法治常与仅仅是使政府行动具合法性（legality）相混淆，法治当然以完全的合法性为先决条件，但仅仅如此并不够：如果有一部宪法赋予政府根据其愿望的无限制权力，则政府已不再是在法治之下运作，虽然政府所有行动皆属合法。因此，法治不仅仅是宪政，它还包括关于宪法内容的某些要件。
〔130〕



质言之，哈耶克认为法治固然以合法性——亦即在制定程序上合乎有关的形式规定——为前提条件。然而真正的法治，更重要的是法的内容必须合乎“法后的规律”（meta-legal rules）或“超立法原理”（meta-legal doctrine）。所谓超立法原理乃是超越国会立法之上，做为立法依据之法治的政治理想。质言之，乃是一个社群之自由理想，多数人接受而逐渐成为社群传统的一部分。
〔131〕



合乎超立法原理的法律，也就是“自由的法律”（law of liberty）。
〔132〕

 在此种合乎自由原则的法治之下，自由才能获得真正的保障。哈耶克盛倡尊重社会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之重要，不论是市场机能、语言、法律或社会风俗习惯等等，皆是在社会过程中长期演化、不断调整修正而形成之自发秩序。吾人社会生活之规则，如果大致符应社会之自发秩序，则一种个人自由追求其目标而社会秩序亦不断自我调整成长之“大社会”（“Great Society”），亦即一种自由开放之社会，亦将逐渐形成。
〔133〕

 瓦金斯（J. W. N. Watkins）认为哈耶克论自由有两个最重要的观念：

一是在一个法律与道德的架构之内，社会过程应该是自发的，这是人们根据他们的机运、能力与资源尽最大努力之结果，而非以独占垄断的扭曲或全面的指导为条件；二是人们应该由普遍性的法律而非特殊的命令和指导统治。……人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应该由非个人的因素（impersonal factors），亦即由自然法、国家法律与无目的之社会与市场力量来限制。
〔134〕



瓦金斯上述看法，可以说切要地指陈哈耶克所谓法治，乃是植基于社会自发秩序之上。盖唯有在此一意义之下，才能谓法治提供判断种种措施是否与自由体系相符之标准。

哈耶克强调法治之下的自由，而法治之“法”必须符合自由原则。除了尊重社会自发秩序之外，就法的属性而言，必须符合三项条件：（1）必须是一种普遍的、抽象的规律；（2）公布周知与确定性；（3）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135〕

 哈耶克特别强调法必须具备一定的属性，才是其所谓法治之法，其论点犹如傅勒（L. Fuller）之强调法之“内在道德性”（internal morality of law）。傅勒以法律之好坏（good or bad）或是否合乎正义（just or unjust）为法律之“外在道德性”（external morality of law），至于法律之内在道德则包含八点原则：（1）必须是规律；（2）必须公布周知；（3）必须针对未来（prospective）而非溯及既往（retrospective）；（4）必须是人们可以了解；（5）不能自相矛盾；（6）必须有遵守的可能；（7）不应朝令夕改；（8）法律宣示与政府官员执行二者必须一致。
〔136〕

 这八项原则纯粹是法律之形式条件，无关乎法律之实质目的，所以萨莫斯（R. S. Summers）认为可以称之为一种“程序的自然法”（procedural natural law）。
〔137〕

 然而既无涉乎法之实质目的，所以论者每谓其所谓“法之内在道德性”，其实似乎无道德性可言。
〔138〕

 相较之下，哈耶克强调法之形式的、程序的基本属性，却不以道德性相绳。其论法之基本属性，如用傅勒“程序的自然法”相称，实亦颇为适当。盖就哈耶克而言，自由之法律并不在积极达成某种实质目的，而只是透过一种消极性的程序规定，使人们免于不当之干预，而得以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要之，民主政治基本上乃是以民主程序——亦即多数决定原则来决定法律之内容。尽管多数决定原则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出民主体系中多数的意愿，是一个颇有争论的问题。
〔139〕

 然而无论如何，依据多数决定原则运作乃是民主程序的常规。在此一常规运作之下，诚如萨特里（G. Sartori）所说，法治实际上衍为“立法者之治”（rule of legislators），法治之法即立法之法，完全决定于国会之多数的意向。
〔140〕

 哈耶克基本上延续西方古代以来自然法的传统（虽然他避免使用自然法概念），强调国会立法之上应有一更高的超立法原理，做为立法之原则的衡准。超立法原理乃是符应社会的自发秩序，而为自由社会之法治原则。在此一意义之下，才是真正的法治。因此，就个人自由的保障而言，法治是第一义的，而民主则是第二义的。换句话说，只有依循真正的法治原则运作的民主政治，才足以保障自由，缔造自由的社会。

三、国会无限制权力与法治原则的破坏

哈耶克认为现代民主政治所衍生的自由问题，其根源乃出诸于国会拥有无限制的权力。现代民主政治此一发展，肇始于英国国会宣称拥有至高无上的、无限制的权力，并在1766年明确表示放弃其所做的个案决定，必须受非其所定之普遍规律拘束的观念。由是，作为民主国会之母的英国，向全世界展示其“国会主权原则”（principl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根据此一原则，代议的国会机关不但是最高的（highest），而且是无限制的权威机关（unlimited authority）。国会拥有最高主权原则的确立，使其宣称不再承认还有任何其他意志超越其上，国会可以做任何其所意欲之事。

由是，法治原则所楬橥“法的主权”，乃形同与“国会主权”等同。
〔141〕

 质言之，国会乃最高的立法机关，就此而言，所谓法治其实就是国会之治。

哈耶克以英国国会为例，做为现代民主政治中国会权力无限之代表，基本上当然并无错误。盖英国国会诚如罗洛莫（De Lolme）所言“除了不能使女变男、男变女之外，无所不能”
〔142〕

 。不过，英国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其制定法律无所谓违宪的问题，何况上议院又兼为最高法院，就理论上说其权力确属无限。可是就一个成文宪法国家而言，似乎就很难以国会权力无限相绳。以美国为例，国会立法不能违宪，而违宪与否的审核（judicial review），由立法部门之外的最高法院负责。就此而言，美国国会之权力，固非无限。不过，在成文宪法国家固然国会受到宪法此一最高法（ultimate law）的限制，然而就国会拥有修宪权力而言，无论程序如何繁复，国会却依然扮演最高立法者（ultimate legislator）的角色。

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出国会以最高立法机关之地位，形同拥有无限制权力之趋势，其实并不符合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传统，奠基于洛克（John Locke）。依据洛克的观点，立法权力尽管最高，然而却不是绝对的专断权力，而必须依循基本上与自然法（law of nature）符应而公布周知之明确的、常设之法律。
〔143〕

 所以马克弗森（C. B. Macpherson）在诠释洛克之“文明政府”（civil government）时，特别强调其为“有限的、有条件的政府”（limited and conditional government）。洛克反对任何专断的政府（arbitrary government），政府权力乃属有限，政府之任何机关，包括政府架构中权力最高之立法机关，皆只能拥有执行受人们委托之权力，如有逾越，则委托可以撤销，此即意谓文明社会的人们拥有革命的权利。
〔144〕

 当然，马克弗森对于洛克的有限政府依恃于纳税人之多数同意，因而其宪政主义本质上乃是对“财产权至上”（supremacy of property）之辩护，方便了财富的无限制累积，并不以为然。
〔145〕

 不过，马克弗森却也明确指陈在洛克政府论中，立法机关拥有者，乃是有限权力。
〔146〕



哈耶克认为民主做为一种政治理想，其真正的意义乃是指涉决定政府决策的方法或程序，而无关乎政府实质的目的。民主程序的运作，取决于多数意见。不过，这并不表示多数的权力是无限的。认为各种个别事务是否合乎正义，乃是取决于多数之意志的信念，导出这种被广为认可的观点：即多数不会是专断的。此一观点的必然结论，乃是以一种决定之形成是否合乎民主程序而非是否合乎人们同意之规律，做为正义之标准。于是，专断（arbitrary）本意谓一种行动由不受普遍性规律限制之特定意志决定，而无关乎此意志乃一人之意志或多数意志，却被专断地界定为不依民主程序决定。
〔147〕



此一以多数决的民主程序做为政府专断与否的标准，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乃是一个不受任何限制之干预主义的立法部门。而立法部门的多数，为了继续掌握多数席次以取得执政地位，乃透过多数决定的民主程序施惠于支持它的特定团体，甚至以牺牲其余的人之利益为代价。在此种民主体系之下，每一个利益团体皆可以其支持与否做为手段，与政党讨价还价来争取利益。就此而言，国会的决定乃是针对个别团体之特殊利益的议价过程（bargaining process）而形成，所谓多数意志其实是虚构的（fictitious）。此种惟一的、全能的（omnipotent）国会，将使其必然地趋于腐化。
〔148〕



要之，哈耶克认为现代“议价式民主”（bargaining democracy），其实已远离原始的民主理想。盖原始的民主理想建立在多数人认可的公意（common opinion）理念之上，而非组织化的利益团体之间的协商决定。哈耶克认为这种议价式民主是民主的滥用，乃至是民主的一种腐化。我们没有权利责备从政人物何以如此做为，而应该深刻反省何以我们要创造出这种容许多数拥有无限制权力的制度。
〔149〕



哈耶克的民主观念，用马克弗森的分类来说，是一种“保障式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观念，认为民主是用来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设计，而现代民主毋宁是一种“均衡式民主”（equilibrium democracy），精英集团之间为利益而争逐、议价乃至妥协而形成的均衡状态。
〔150〕

 哈耶克基于视自由为最高价值的前提之下，基本上本乎保障式的民主观念，批评现代均衡式的民主。从哈耶克的观点来看，精英集团之间经由议价、妥协而形成的同意，是一种基于特殊考量的同意（agreement on particular measures），而非基于普遍性规律的同意（agreement on general rules）。民主原则是多数意见之治，显然基于个殊考量的同意并非真正的多数意见。真正的多数意见只有于普遍原则中求之，才能真正化解基于个殊考量所形成的个别利益之间的冲突。
〔151〕

 质言之，法治原则优先于民主程序，民主程序必须在法治原则之下运作，才不致陷于滥用与腐化之途。

然则，如果民主程序做成之决定，未必能够符合普遍性规律，则是否需要仰赖卢梭式的“立法家”（legislator），根据“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立法，以为人民遵循呢？
〔152〕

 哈耶克推崇卢梭普遍意志概念，认为其抽象性与普遍性，就做为自由行为的最高准据而言，与“自由的法律”或“法治之法”基本上并无不同
〔153〕

 。不过，哈耶克显然没有寄情于此种睿智的立法家，盖他认为普遍性规律是在人群生活中演化形成，视之为一原创设计者之有意设计创造，实受法律实证论之建构主义途径影响使然。
〔154〕

 质言之，在哈耶克的法治理论中，并无立法家的角色。自由的法律并非才智超卓的立法家所发现，而是社会生活中所演化形成。

要之，从哈耶克的观点视之，在理念上现代民主乃是本乎多数拥有无限制权力之原则，在实践上则是达尔所谓“多元民主”（polyarchy）之下，精英与集团之间利益竞争所形成的议价、妥协的均衡之状态。
〔155〕

 此种多元民主过程运作之政策结果，既非根据意见之对错，亦无关乎任何原则或是基于功绩（merit）标准而做之判断，纯然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political expediency）。
〔156〕

 此种纯任政治实力决定政策与政府各种施政作为，只要是根据多元实力竞争之下的民主程序做成，即没有任何权力限制的政治，哈耶克认为基本上已使法治原则荡然无存。法治原则的破坏，将使现代民主政治成为一种专断的政治。哈耶克认为，只要政府拥有专断的权力，即代表个人自由失去真正的保障。因此，为了使个人自由获得真正的保障，必须针对现代民主政治步入专断窠臼的发展趋势，予以深刻地检讨，并且切中时弊地加以矫正。

四、国会分权：一个理想的宪政模式

基于国会拥有无限制权力，已经破坏了法治原则，构成现代民主政治中的自由问题。因此，哈耶克认为国会的权力，有必要再加以划分。古典的代议政府理论，认定一个民选的议会，及其所指定之执行（行政）部门二者之划分，即足以达成预期目标。然而由于民选的议会必然地宣称其拥有立法权与指挥政府之权，其结果导致一个拥有不受任何规律限制之绝对权力的巨大机关再度出现。宪法的目标，在防止政府专断的行动，然而并没有宪法能完全成功地达成此一目标。“专断的”并不等同于“违宪的”（unconstitutional），质言之，宪法并不足以提供什么是专断行动之检视，某些宪法所准许的行动仍然可能是专断的。
〔157〕

 例如，假使一部宪法赋予政府根据其意愿行事的无限制权力，则政府不违宪的行动，却仍然可能是专断的。
〔158〕



为了达到避免国会因拥有无限制权力而专断行动的目标，哈耶克认为一个理想的宪政模式，应该将国会的权力再加以划分。他的基本观点是，从现代民主国家国会的功能来看，既有制定正当行为规律之权（立法权），又有指导政府之权力。这两种权力不应该付托同一个机关，而应该分别付托两个机关。因此，国会应该分成两个机关：一个负责制定正当行为的规则，另一个则负责指导政府为达成特定目的所做的特定行动。至于两个机关之间如有争议，则诉诸一个超然的司法机关（宪法法院）加以裁决。
〔159〕



拥有制定正当行为规则的机关，称为“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哈耶克认为此种专司正当行为的普遍性规律之立法议会，古希腊的雅典人已经尝试过。当时有关正当行为的规律（cosmos），只有立法议会（nomothetae）才能加以改变。立法议会的立法依据不是特殊利益的考量，而是行动之对错的意见观点。立法议会不是成就特殊目的的工具，而是致力于与个人或团体利益无关的普遍性规律。至于指导政府行动的机关，则称为“政府议会”（Governmental Assembly），参与指导政府针对特定目的而决定的诸多特定行动。
〔160〕



在哈耶克的宪政设计之中，立法议会是一个刚直诚正与富于智能判断的纯粹立法机关。为了避免受集团政治影响而循私专断，哈耶克认为应维护立法议会的独立性。民主国家议会的定期改选，常使议员基于再选的顾虑，而迁就利益团体与所属政党之观点与立场。为了避免此种不良影响，哈耶克认为立法议会的议员任期以较长为宜。他主张15年一任，并且必须满45岁才能担任立法议会议员。一方面到达此一年龄智能应该比较成熟，再则俟任期届满，除可给予安排荣誉性职位，使其不必为生计担忧之外，多数议员已届退休年龄，在没有生计上后顾之忧的情形下，才能不受政党或利益团体影响，而做独立公正的判断。立法议会的议员不限性别，人数不必太多。每年改选十五分之一，采间接选举，由各地区委派代表互选产生。各地区为求当选，必然会委派最佳人选做代表。此外，特别限制曾在政府议会与政党中任职者，不得为立法议会议员。
〔161〕



哈耶克此一重新划分国会权力，似乎是以宣称代表主权的英国国会为预设之对象。盖英国国会上下两院，从法制的观点而言，实乃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体。从哈耶克所拟的理想宪政模式来看，则英国下议院应该扮演单纯的政府议会角色，负责参与、监督内阁根据多元民主过程而形成关于特定目标之特定政策。至于上议院，则在其议员改依上述选举方式产生后，扮演立法议会角色，负责有关人民正当行为之规则，诸如民、刑法等有关规章（包括制定法与习惯法）之决定。国会两院如有争议，则由宪法法院以超然的地位裁决其争议。

若以美国国会制度来看，则现行平等的两院制势须重新加以分工，众议院为政府议会，参议院则为立法议会。两院之外，最高法院可扮演宪法法院角色，以裁决国会两院之争议。暹菲（A. Shenfield）认为以美国政治体系来说，哈耶克的政府议会指国会两院，而立法议会则应是指最高法院。
〔162〕

 就目前美国国会两院运作的实际情形而论，此一观察基本上并无错误，盖两院皆在各种精英及团体多元互动之中，做为关于各种目标之特定决策，亦即哈耶克所谓政府议会之角色。不过，就两院之权力内容而言，其实包含了哈耶克所谓立法议会负责之正当行为规律。最高法院并非制定法律之机关，而仍然只是在“不告不理”原则之下裁决宪政争议之机关而已。

自从孟德斯鸠（Montesquieu）提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制设计以来，基本上已成为现代民主的一个理想宪政模式。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度，着眼于三权之间的牵制与平衡（checks & balances）关系，认为在此一政制设计之下，可以达到避免政府滥用权力，使个人自由能够获得保障。哈耶克所提出的，则是要将立法权再加以分权，因为他认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国会所拥有的乃是无限制的权力。在多元式民主之下，国会的政策取决于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与妥协，既不问意见之对错，亦不代表真正的多数意见。民主国会所形成的新的专断，使“democracy”一词逐渐被滥用，而变成各种利益结合而变成新的特权政治体系。此种情况，将难免使愈来愈多的人转而反对民主。然而人们所反对者乃是被滥用的democracy，而非民主的理想本身。因此哈耶克追溯“民主”一词的希腊语源，认为“kratos”的动词，“kratein”比较强调野蛮的暴力而非法治政府；另一个同样是“统治”意义的，“archein”，当时用来代表一种混合政体的统治。既然democracy一词已遭滥用，因此哈耶克建议用“demarchy”这一个没有被滥用的新名词取而代之，代表一种民主的真正理想。
〔163〕



哈耶克透过国会再分权所揭示的理想宪政模式，也许难免受到书生论政之讥评。不过，重要的也许不是国会是否真的必须分成各有不同立法对象的两院，而是现代民主国会几乎完全基于胜选考虑，迁就各种利益团体势力来进行立法，专断与偏袒循私俨然成为国会立法的主要特色。就其对法治原则之伤害，以及使民主品质之愈趋粗糙低落，似乎确实是关心民主前途的人士必须深入省思的问题。

五、结语

哈耶克从个人自由实现的观点，对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的批评取角，不同于穆勒之注目于民主社会，而沿循古典自由主义之集矢于政府。从哈耶克的观点，现代民主政府尽管标榜多数意见之治，实际上并非真正代表多数意见。在精英与团体利益竞逐所形成的议价、妥协之下，现代民主政府中的国会，成为政治专断之源。特别是英国式的国会，在国会宣称拥有主权的情况之下，更是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拥有无限制权力的机关。从自由主义的传统信念来看，任何拥有无限制权力的政府，不论是一人统治的君主政府、少数统治的贵族政府或多数统治的民主政府，都将不免造成专断，而威胁个人自由之实现。

哈耶克针对现代民主政治中新的自由问题，着眼于重申西方古老的法治传统，认为法治是个人自由的真正保障。民主政治唯有依循法治原则运作，才能免于造成新的专断情势，使个人自由得以获得维护。由于他认为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国会，完全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折冲之下做决定，已无法真正的依循法治原则决策，因此主张将国会分成立法议会与政府议会两个机关，由立法议会扮演维护法治原则之角色，重建西方在法治之下追求自由实现的传统架构。

尽管哈耶克的主张，是否经得起实践层面的检验，似乎不能令人无疑。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透过定期的自由选举、自由的大众传播以及多元势力彼此之间的牵制、平衡关系，其实民主政府未必容易造成专断之情势。不过，就理念层面而言，哈耶克揭示在民主运作之上的法治原则，仍是民主政治运作长远之衡准。一旦失去在法治之下实现自由此一传统衡准，则基于多数决定原则运作的民主政府将导向何种政治境况，是否变成假多数统治之名行少数专制之实的政治新巨灵，就20世纪大众民主曾经盛极一时观之，哈耶克之忧虑似乎并非多余。

要之，哈耶克重新楬橥在西方源远流长的法治理念，做为评估现代民主政治衍生之新的自由问题之准据，并不惮讥评提出国会再分权的制度设计，企求透过政制层面的调整，解消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可能障碍。哈耶克之见，可谓继托克维尔、穆勒之后，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最具代表性之见解，在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里，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重探

一、引言

在当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中，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individualistic thesis）又重新受到注目，并引发新一波的争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内涵，包括复杂的面向，在本文下述的讨论中，将会逐次加以探讨。基本上，个人主义着眼于“个人与社会”之关系，强调以个人为基本单位，并从个人目标的追求着眼，来证成社会建构或形成之原理。此一个人主义的基本论题，其受到质疑批评，并非晚近才开始，而几乎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同其久远。不过，晚近之前对个人主义之批评，侧重在作为一种道德态度，质疑个人主义之自利倾向；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个人主义之批判，则侧重在个人主义式的人观造成社群价值的失落。这两个批评的面向并非无关，而毋宁是一体之两面。诚然，在自由主义的主流理论之中，个人乃是自由权利的主体，因而个人主义论题的确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底。然则，上述对个人主义两个面向之批评，是否足以动摇自由主义的理论底层，因而使自由主义理论有崩塌之虞？或者换一个说法，面对上述对个人主义论题的两项主要批评，在自由主义的相关理论内涵中，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有效响应，或者调整因应，使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仍有稳固的立足之处，以支撑自由主义的基本思维与理论架构？本文将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进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之探讨与检视，并根据以哈耶克（F. A. Hayek）、波柏（K. Popper）与罗尔斯（J. Rawls）为主的自由主义理论，重新进行厘清与定位，以响应对个人主义的质疑与批评。

二、个人主义论题的检视与批判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几乎是伴随着“individualism”这个英文字之出现，即难逃被贬抑的命运。正如哈耶克所指出，个人主义此一名词，出自创建空想社会主义的圣西门主义者（Saint-Simonians），他们用个人主义一词描述他们所反对的竞争社会，用社会主义一词描述所有活动由相同原理指导的中央计划社会。（Hayek, 1948: 3n）当托克维尔（Tocqueville）要描述他所批评美国民主社会个人自私自利的现象时，采用个人主义一词，并经由雷姆（H. Reeve）的英译而使此一名词首度在英语世界中出现。托克维尔指出：

个人主义是一种成熟而冷静的感觉，将社群中的每一个成员自己与其他成员脱离，与其亲戚朋友分开，从而形成他自己一个小圈圈，并置社会于不顾。自私源自盲目的本能；个人主义则是由于错误之判断而非卑鄙心思，它来自心力之不足与固执。
〔164〕



在托克维尔此一界定之下，个人主义几乎等同于自私（selfishness），是对公共生活之德行的侵蚀。托克维尔强调人类自私之心的存在，与世界之存在同其久远；而个人主义则源自民主社会，与平等的要求一样，迅速在民主社会广泛蔓延。
〔165〕

 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与批判，侧重在个人主义作为一种道德态度的面向，这乃是对个人主义的批评观点中，经常采取的面向。事实上，托克维尔的上述观点，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柏拉图（Plato）。正如波柏所指出，柏拉图基本上把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egoism）等同，进而对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加以挞伐。
〔166〕



从作为一种道德态度的面向，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等同，进而加以质疑，不但是专业哲学家，而且也是社会一般人流行的观点。对于此一观点，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者却提出一种迥异其趣的辩护。最具代表性的见解，即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指出，只要任由人们的利己心之推动，去展开经济活动，自然会达成意欲之外的公益目标，使个人私利与社会公益，趋于和谐一致。
〔167〕

 古典自由主义此种“各为其私而全其公”的见解，事实上承认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指控，不过却强调在市场机能这“一只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运作之下，个人私利却得以转换成社会公益，可以说重新赋予个人主义的自利原则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在此一基点上发展出来的伦理学，以边沁（J. Bentham）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为代表。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以“最大限度的幸福”（maximize happiness）为最高伦理判准，而最大限度的幸福之形成，来自个人幸福之合计。边沁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认为在幸福总额的计算上，每一个人皆算做一个单位。他并提出个人幸福的计算标准
〔168〕

 ，作为联结个人幸福与群体幸福之操作工具。要之，透过一套“快乐数学”（calculus of pleasure）的运用，边沁的功利主义从个人的趋乐避苦——亦即伦理学上的利己主义出发，却达到与利他主义（altruism）相同之目的。

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看法，奠基在公私利益自然调和的基础之上。18世纪的社会，资本主义在消除人为限制中欣欣向荣地发展，市场机能运作顺畅，加上启蒙时代的乐观思潮推波助澜，使公私利益自然调和论盛极一时。不过，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成熟，到了19世纪西欧社会却是处处病痛，资本主义社会陷入沉疴之中，各种社会主义，包括最激进的共产主义纷纷崛起，把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欧社会卷入强烈的社会革命风暴之中。作为19世纪自由主义的宗师，穆勒（J. S. Mill）首当其冲，他在经济理论中除了生产论之外，特别强调分配的重要。穆勒认为生产与分配的法则不同，生产的法则决定于自然的或物理的条件，而分配的法则由人为的制度所决定。他不再完全接受公私利益自然调和的观点，而强调人为制度在调谐公私利益上的重要性。至于马克思（Marx），更是极力抨击此种公私利益自然调和的观点。对于穆勒上述调和的论点，正如霍伊尔（L. Feuer）所指出，马克思认为穆勒不啻在“致力于调谐不可能调谐的事物”（reconcile irreconcilables）。
〔169〕

 要之，19世纪中叶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步入沉疴的现实，以及社会主义思潮崛起的双重因素之下，18世纪自由主义曾为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赋予道德上正当性的企图，显然遭到重挫。

要之，上述对个人主义的质疑，侧重在从道德面向，质疑个人主义的利己态度。然而，晚近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基设的批判，侧重的面向显然有所不同。当代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以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s）为代表，其批判主轴，在于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设所构作的人观（conception of person），忽视了社群情操的价值。沉岱尔（M. Sandel）在批评罗尔斯做为社会契约基点的原初位置之道德人时指出：

正义的环境与特别是互不关心（mutual disinterest）的设定，导致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从而拒绝或贬低诸如仁慈、利他和社群情操之价值。
〔170〕



自由主义此种贬低社群情操的个人主义设定，泰勒（C. Taylor）用“政治的原子论”（political atomism）称之。他认为这是西方17世纪兴起的社会契约论的特征，某些形式的功利主义亦继承此种观点，当代归本于社会契约论的学说，亦皆可以此称之。泰勒认为政治原子论观点：

就某种意义而言，在于社会由个人构成，主要目的在实现个人的目标。……个人及其权利优先、凌驾于社会之上，或主张一种纯粹地工具的社会观。
〔171〕



依泰勒之见，政治的原子论立基于一种人性观。此种人性观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主张人是社会动物、政治动物，无法自外于城邦而自足之观点相反，强调个人得以单独地自足（self-sufficient）。
〔172〕

 泰勒对自由主义基于社会契约论证，而自陷于政治原子论的批评，主要指向社群价值被忽视。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式的人观，最典型的是罗尔斯的道德人。罗尔斯认为“自我的性质是自由与平等的道德人，乃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173〕

 。而且，“自我先于其所肯认之目的”
〔174〕

 罗尔斯此一康德式的人观，企图从先验的观点定位自我，使自我从经验的社会脉络中抽离出来，以维持一个能够自由抉择的自我身份，显然成为批评的焦点。

麦金泰（A. MacIntyre）认为将个人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严格分开，将构成自我统合（self unity）的问题，使个人生命成为只是一个不相连续的事件之系列，无法做为德行之载体。
〔175〕

 他并质疑罗尔斯与诺齐克共同的个人主义式社会预设，乃是：

……犹如一群彼此陌生的个人，因船难而流落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他们必须努力去完成的工作，是在此一情境中最足以保障每一个人的规则。……因此罗尔斯与诺齐克强力表达的一个共同观点，乃是设想进入社会生活，至少在理想上是潜在之理性的个人，秉持利益优先态度去追问这样的问题：“何种与他人之社会契约对我进入社会而言是合理的？”无疑地，其结果乃是将人类社群的任何说明排除在外……
〔176〕



沉岱尔则反对自我先于其目的之观点，强调自我毋宁是由目的所构成。沉岱尔认为罗尔斯的康德式自我观，自我被认为先于其目的，其界线明确固定，乃经验无法渗透转变，此种自我的连续性永远存在其内在的问题。盖脱离了逐渐编织成一贯整体之目的与欲求，即无法提供固定之目的以形成生命的计划，从而无法说明自我及其目的之持续性。
〔177〕

 沉岱尔批评罗尔斯自由主义式的纯粹先验自我观，将自我纯粹化的结果，消除一切经验之目的与欲求，同时亦清除了社群价值。而事实上，个人浸润在社会文化脉络之中，社群价值乃是个人自我身份的构成要素。
〔178〕



要之，泰勒、麦金泰与沉岱尔上述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集中于个人主义的自我观之上。强调此种康德式的纯粹先验自我，忽视了自我乃是透过社会文化脉络才得以获致自我的身份，因而是对自我的一种误解。此种不正确的自我观，导致个人在政治社群中犹如离散的政治原子，注目于个人权利主张，亦即泰勒所谓“个人权利优位典范”（paradigm of primacy-of-right）。
〔179〕

 从而，完全忽视了社群价值的实现。

三、哈耶克与波柏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于上述个人主义等同自私自利，以及导致社群价值失落之批评，在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脉络中，一是基本上沿循上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进路，强调个人目标乃至自我利益的追求，就社会长远的演化过程而言，有其贡献；二是继承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观点，主张个人主义式的社会分析（individualistic analysis of society），是理解社会的惟一进路。

就第一点而言，哈耶克分别所谓“真假个人主义”。他认为“真的个人主义”（true individualism），其代表人物为十七八世纪的洛克（J. Locke）、孟德维列（B. Mandeville）、休谟（D. Hume）、屠克（J. Tucker）、弗格森（A. Ferguson）、亚当·斯密、柏克（E. Burke），以及19世纪的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与艾克顿（Lord Acton）等人。对比之下，由法国及欧陆若干思想家所代表的笛卡儿式理性主义（Cartesian rationalism），包括百科全书派、卢梭（Rousseau）以及重农学派，等。在笛卡儿式理性主义思维之下，形成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rationalistic individualism），此一个人主义由于终将导致其对立的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方向，因此乃是一种假的个人主义（false individualism）。
〔180〕

 哈耶克指出：

我们发现结合诸多个人行动的结果，其所构成人类各种成就所依恃之大部分的制度，其形成与运作并无须一个设计或指导之心灵的主导。诚如弗格森所说“国家之建立出于偶然，的确为人类行动而非人类设计之结果”。而自由的人们自发的协力合作之下，常能创造非个别心灵能完全理解之更伟大事物。……此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发现，已经成为我们理解经济生活以及大部分真正的社会现象之基础。
〔181〕



从哈耶克的观点，真的个人主义视社会为个人在自发的情况之下，经由自愿的协力合作而形成之自发秩序。假的个人主义则认为社会是人类理性的有意设计建造，亦即出于一种社会工程师式的心态。因此，任何社会制度的设计理论，从笛卡儿经卢梭、法国大革命到社会契约论的个人主义，着眼于少数超绝心灵进行社会的计划、设计与创造，皆属于假的个人主义。
〔182〕

 要之，哈耶克认为个别的人之理性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只有透过一种人际互动的过程（interpersonal process），才能达成最佳的成果。
〔183〕



就第二点而言，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观点，主要是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的理论，意即对社会采取一种个人主义式分析。哈耶克的看法是：

除非透过个人彼此之间，基于（自身目标之寻求）与他人行为期待的行为互动之外，没有其他进路足以对社会现象进行理解。此一论证主要导向反对所谓“集体主义的社会理论”（collectivist theories of society），此一理论妄称能够直接领悟由个人组成之社会——作为一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社会整体（social wholes）之实体。
〔184〕



哈耶克上述看法，可以说延续密塞斯（L. Mises）的观点，强调一切行为都是个别的、具体的人所做，并非另有具体化的集体存在。要了解集体，只有从分析组成集体之个别成员的行为着手，而不能把整个集体作为分析的对象。
〔185〕

 哈耶克此一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观点，在波柏的自由主义理论中有相当透彻的发挥。

波柏在讨论个人主义时指出，个人主义其实有两种意义脉络：一是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相反的意义，一是与利他主义（altruism）相反的意义。波柏强调他所使用的个人主义一词，是就第一种意义而言；至于第二种意义，则用利己主义或自私（selfishness）称之。质言之，波柏认为经过厘清，可以得出：（一）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二）利己主义vs.利他主义。
〔186〕

 波柏此一厘清的用意，是使一向被等同视之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两者脱钩。就此而言，不论是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皆可以是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波柏认为：

集体主义并不与利己主义对立，亦不等同于利他主义或无私。集体或团体的利己主义，例如阶级利己主义，乃是甚为平常之事（柏拉图对此知之甚详），这足够清楚地显示集体主义并非与自私对立。另一方面，一个反集体主义者亦即一个个人主义者，亦能够同时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他可以为帮助其他的个人而准备牺牲自己。
〔187〕



波柏上述的厘清，对于个人主义的定位颇为重要。首先，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等同，因而将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对立，可以说是造成个人主义诸多误解与批评的主因。波柏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区别开来，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个人主义。其次，波柏指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才是真正对立的主张，显示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基设一项主要定位，乃是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或全体主义（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 or holism）而言。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将社会当作一种集体的存在，亦即一种有机整体，企图透过直觉的观点（intuitive view），去掌握“社会实体本身的具体结构”（concrete structure of social itself）。
〔188〕

 波柏反对有如同有机体一般的社会集体存在，他认为：

我们必须将所有的集体现象，视为由个别的人之思想、希望、目标行动及行为互动所产生；以及传统是由个别的人所创造与保存的观点，来试图进行理解。
〔189〕



质言之，社会是由具体的个人所构成。进一步地说，乃是由个人之间的思想与行为互动所形成。波柏批评黑格尔（Hegel）及黑格尔主义者视“社会为一切，而个人空无一物；或个人拥有的任何价值，皆来自集体，集体才是所有价值的承载者”。
〔190〕

 实则所谓社会，乃是具体的个人——亦极为数众多之不具名的个人所构成。就此而论，根据科学方法研究的社会，乃是具体的个人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形成。
〔191〕

 当然，这并不意谓个人是社会中一个个孤岛般的存在。关于此点，哈耶克指出：

对个人主义基本设定最通常的误解，在于认为个人主义设定孤立自足的个人（isolated or self-contained individuals）之存在，而非由人基于其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整体性质和特征出发。若果如此，的确无助于我们对社会的理解。然而个人主义的基本论点并非如此，它主张除非透过个人彼此之间，基于［自身目标之寻求］与他人行为期待的行为互动之外，没有其他进路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理解。
〔192〕



哈耶克上述对社会之个人主义式的分析，与波柏相同，并不视个人为社会中的孤岛，而是复杂的人际互动脉络中的个人。就此而言，批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基设为离散孤立的政治原子，似乎未必妥当。不过，此种对社会之个人主义式的分析，固然强调社会是由个人之间行为互动构成，然而此种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性质，正如波柏在辩明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与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时所指出，并非从国家或社会有机体论出发，将人际关系定位为一种准生物性的联系（semi-biological ties），而是由分工、交换等互动所构成之抽象的社会关系。波柏把这种由人际之间抽象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称为抽象社会（abstract society）。在此种社会中，由于个人力争上游，因此乃是一个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社会。
〔193〕



在方法论进路之下的个人主义论题，基本上是从一种事实描述的而非价值规范的观点，来看待由个人所构成的社会。上述对波柏与哈耶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分析，可以说正代表此种观点之下的个人与社会。不过，不论是波柏或哈耶克，尽管他们对个人主义论题的辩护，基本上采取知识论或方法论进路，不过回归到“个人是什么”的论题，他们不再限于事实描述的观点，而渗入了价值规范意涵。波柏在阐述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时，强调其为一种基于道德理论的道德诉求。波柏认为苏格拉底的人观乃是：

人不仅是一血肉之躯而已，而是更包括灵明、理性、真理之爱、慈祥、仁爱与对美与善之爱。由于这些，乃彰显了人的生命价值。……理性使人成其为人，而非只是一束欲求与意念之聚合；理性使人成为一个自足的个人，因而有资格宣称自己即是目的。
〔194〕



波柏推崇这种苏格拉底式的人观，不把人只视为血肉之躯，任由生理欲求之驱策；而是因其理性而使个人得以自主，得以成为目的而非手段。这种个人主义式的人观，重点在于视个人为目的而非仅是一种手段。波柏此一诠释观点，显然受到康德“目的王国”——把每一个人永远当成目的而非仅是手段
〔195〕

 之影响。康德之目的王国，以捍卫个人尊严为出发点，可以说是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者的共同标竿。诚如上述，哈耶克反对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观，将人类社会视为某一超绝理性之设计创造，这是就认知意义而言，强调个别理性认知能力皆属有限，并据以批判中央计划的集体主义；惟就伦理层面而言，哈耶克亦认为康德目的王国的观点，可以视为其以自由为免于他人强制的另一种说法，因而代表一种人人自由的王国。不过他特别厘清不应将康德之目的王国，误解为排斥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合作。盖在现代分工交换的体系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皆在追求各自的目的，亦皆彼此皆为他人之手段（impersonal means），彼此相辅相成无损于各自皆为目的，皆为具有独立尊严之个人。
〔196〕



哈耶克与波柏的个人主义论题就认知向度之意义而言，主要是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此一意义之下，个人主义在认知意义上相对于集体主义，而非伦理上的利己主义。而就个人的利己动机而言，在伦理上固难免要受到贬抑。然而就认知意义而言，哈耶克认为在长远而复杂的社会过程中，个人目标的追求（即使是基于利己动机）形成的人际互动，实构成各种社会成就的主要因素。要之，在哈耶克与波柏此一进路下的个人主义论题，固然以个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然而个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同莱布尼兹（Leibniz）所谓无窗户的单子之间的关系，而是既有分工合作又有竞争之密切的行为互动。同时，个人之理性自觉使人成为一目的而非仅是他人之手段。关于此点，正如张佛泉所指出：

自觉什么？自觉自成一“目的”；自觉立身当“为己”，不只应“为人”；自觉是一主体。如此开化之人不仅自觉是一主体，且同时觉得他人亦正是同样的自主体。……人不但彼此尊奉为自觉的道德主体，并必须互尊为权利之主体。禽兽无此理智、自觉与互尊，遂亦无社会可言，且更谈不到自由和权利。
〔197〕



张佛泉此一个人理性自觉的观点，着眼于伦理而非认知意义。个人作为一目的或道德与权利主体，既来自理性自觉而非动物性之欲求，此一强调主体之间互尊互重的个人主义论题，其与利己主义或自私显然并不同科。同时，回到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的论述脉络中，个人主义论题避免使个人淹没在群体的大海之中，以致丧失个人主体性而终至沉沦为被驱策之奴隶，衡诸康德“目的王国”之微意，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论题，其实有其庄严的意义。

四、晚近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论述

除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外，当代对个人主义论题的另一论述进路，乃是立基于社会契约论的个人权利论述。此一论述进路，基本上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主张社会的构成基于个人之间的合意（agreement），目的在保障个人权利。

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个人在订定契约，构成社会？相较于近代契约论的肇始者霍布斯（Hobbes）之从一种“自然人”的观点，亦即把人视为一种自然的存在来看，罗尔斯则是把个人视为一种道德的存在，亦即其所谓“道德人”（moral person）。然则，此一作为原初位置立约者身份的道德人，具有何种属性呢？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将道德人界定为“具有他们自己目标之理性存在，并且设定其拥有一种正义感”
〔198〕

 。质言之，道德人具有两项属性：一是理性地寻求目标实现的价值观（a conception of the good）；一是正义感（a sense of justice）。罗尔斯认为作为原初位置的缔约当事人，拥有价值观与正义感的道德人处于平等地位，乃是一个合理的设定。
〔199〕

 从而，处于平等地位的道德人，由于具有理性的寻求目标实现的价值观，因而会追求基本善（primary goods）；由于拥有正义感，所以会接受做为社会基本制度安排之根据的正义原则。罗尔斯所谓基本善包括社会的基本善，亦即权利与自由、权力与机会以及收入与财富；自然的基本善，亦即健康、精力、才智与想象力。这些基本善是基于实现理性的人生计划所必须。
〔200〕

 罗尔斯并强调在价值观的实现方面，道德人基于互不关心的理性，以尽可能地实现其目标为衡准。
〔201〕

 质言之，罗尔斯的道德人就理性地寻求基本善的实现而言，乃是一种运用工具理性的存在。

除了工具理性的向度之外，罗尔斯亦强调道德人的正义感。道德人这两种属性，在原初位置固然凸显工具理性的向度，但在良序社会中由于道德心理的发展，使道德人达成自我统一，亦即工具理性向度的价值观与价值理性向度的正义感渐趋一致，也就是善（good）与对（right）的汇合。
〔202〕

 相对于道德人此一自我统一的趋势，表现自我价值感的自尊（self-respect）成为最重要的基本善。要之，作为一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free and equal rational being），道德人具有价值观与正义感两种道德能力（moral power），以及两种相应的最高序意趣（highest-order interest）。罗尔斯认为：

道德人的特征，寓于两种道德能力与两种实现与运用这些能力之相应的最高序意趣。第一种能力是有效的正义感能力，亦即去理解、应用并由（而不仅仅依照）正义原则行事；第二种道德能力是形成、修正并理性地寻求价值观的能力。相应于道德能力，道德人乃是由实现并运用这些能力的两种最高序意趣所推动。……这些意趣是最高地规制的与有效的。此乃意谓不论任何时候，在有关道德能力实现的环境中，这些意趣支配思虑与行为。
〔203〕



除了上述两种最高序意趣之外，还有一种较高序意趣，尽可能维护并促进他们的价值观。
〔204〕

 至此，做为罗尔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之道德人，其基本性格可以说已周延地托出。就罗尔斯而言，做为社会构成分子的个人，乃是自由、平等的存在，在其内在的最高序与较高序意趣推动之下，他会在合乎正义原则的社会基本制度安排之下，致力于各种基本善的追求。就基本善的追求而言，固然显示了个人的自利动机；然而就要求社会基本制度合乎正义原则，以及在良序社会中道德心理的发展而言，罗尔斯的道德人不仅有追求超越自利之德性实现的能力，而且有某种社群价值之追求的倾向。沉岱尔在分析罗尔斯的个人主义式社群说时指出：

罗尔斯提出的两种社群说，皆是个人主义式的，虽然两者的方式并不相同。工具说（instrumental account）就其将合作设定在唯有自利动机之支配，以及社群之善寓于个人透过协调合作以追求一己目的之利益而言，乃是个人主义式的。至于罗尔斯之说，亦是个人主义式的，其在合作的主题上预设个体性在先（antecedent individuation），其实际的动机包含仁慈与自私之目标。就结果而言，罗尔斯的社群之善不仅在于社会合作的直接之善，而且在于动机的性质与情操之纽带，使个人得以加入社会合作，并在过程中获得增强。
〔205〕



沉岱尔认为就工具说而言，社群完全外在于个人的目标与利益；至于罗尔斯之说，则社群可以说部分地内在于个人，亦即个人有参与社会合作体系的某种情感。相较于前者为一种“工具的社群观”（instrumental conception of community），后者则可以称为“情感的社群观”（sentimental conception of community）。
〔206〕

 然而，沉岱尔强调社群不仅是一种情感，而为一种自我了解的模式，是自我身份的构成部分。质言之，沉岱尔认为真正的社群乃是：

社群不应被描述为公民们拥有，而是公民们本身就是；不是公民所选择自愿组合中的关系，而是他们发现的一种亲密关系，不仅是一种属性，而是他们的自我身份之构成要素。
〔207〕



沉岱尔将此种“社群构成自我认同之一部分”的社群观，称为“构成的社群观”（constitutive conception of community）。相较于前两种社群观，构成的社群观乃是一种强的观点，在此一观点之下，自由主义的社群观或为工具的社群观，或为情感的社群观，显然不能满足沉岱尔此种强的社群观之要求。

然而，罗尔斯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强调“我们无须预设……人们不会彼此为他人而作实质的牺牲，因为在亲爱与感情连系推动之下，他们常会如此做。但是这些行动，不会被借着社会基本结构的安排作为一种正义之事加以要求。”
〔208〕

 罗尔斯此一观点，实代表自由主义对于个人主义论题的基本看法。此一看法，将社会基本制度安排的原理与个人的道德要求加以区分：对于前者根据低标准的要求，但这并不涵蕴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亦只要采取同样低标准的道德要求。换言之，自由主义亦重视个人基于亲爱与情感去关照别人，乃至为别人牺牲；然而，此种社会生活中对他人的关照，自由主义不赞成由社会公共制度强制规范，而主张诉诸个人的自由抉择与自愿行动。

另一方面，罗尔斯上述个人主义论述，立基于其所谓原初位置的道德人。此一论述基础，沉岱尔认为乃是一种先验的、形而上的性格，因而质疑其论述的有效性。然而，罗尔斯在对沉岱尔之响应时指出，原初位置只是一种象征性设计（device of representation），并没有关于自我性质的任何特定的形上意涵。
〔209〕

 罗尔斯此一观点，正如马柏（S. Mulball）在讨论罗尔斯原初位置下的个人时所指出，其“所反映的实质观点，乃是社会正义必须将每一个公民视为自由与平等的公民。它并不包含人能够在任何时间与其角色、性格特质与目的做一种现象学式地拆解，或人做为一个人的身份（identity），并非由这些特质结合而成为一般性的形上学宣称。”
〔210〕

 要之，作为罗尔斯个人权利论述出发点的道德人，主要立基于个人作为平等、自由与理性的存在（equal, free and rational being），这也是自由主义理论传统对个人的基本设定。

相较于罗尔斯上述观点，诺齐克的“最低限度国家”（minimal state），将国家的功能定位在防止暴力、偷窃、诈欺与保障契约履行等“守夜人国家”（night-watchman state）之功能。
〔211〕

 严格言之，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政治社会原子论”的批评，在当代自由主义者之中，似乎比较接近诺齐克式的个人主义。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书中，开宗明义即指出：“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是任何他人或团体皆不得加诸个人的，否则即侵犯其权利。”就个人主义论题而言，诺齐克个人自我所有权（right to self-ownership）的论证
〔212〕

 ，其中社群价值似乎被排除于个人之外。诺齐克解释康德目的王国，强调“未经个人同意，不可以使其为他人之目的牺牲或运用，盖个人是不容侵犯的。”
〔213〕

 就此而言，诺齐克权利理论中的个人，的确比较接近泰勒所谓的政治原子。不过，诺齐克也明确指出：

（国家固然）不得使用具有强制力的机构迫使某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亦不得以同样方式禁止人们追求自身利益与自我保护；然而我说的只是不能用强制方法达成上述目标，人们自愿如此做却是可以的。
〔214〕



由此可以看出，诺齐克只是将国家强制机构运作的原理，与个人的道德要求区分开来；他反对用强制方式迫使公民帮助他人，然而对于社会中个人自愿对他人之帮助，在理论上却是容许的。换言之，就诺齐克而言，他亦并不反对公民之间彼此友善与互相帮助，但重要的是必须在自由、自愿的前提之下进行，而不能基于国家之强制。

在为个人权利辩护的立场上，德沃金（R. Dworkin）与诺齐克并无二致。不过，德沃金的个人权利并非立基于社会契约论，而是由平等概念推导出来，亦即他所谓自由主义的平等观（liberal conception of equality）。德沃金此一观点，强调政府应对人民平等的关照与尊重。而所谓平等的关照与尊重，不是采取“平等对待的权利”（right to equal treatment）——亦即平等分配机会、资源或负担之权利观点；而是采取“被作为平等者对待的权利”（right to treatment as an equal）。
〔215〕

 德沃金此一以平等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论证，强调每一个公民都能作为一个平等者被对待。因此，政府在资源分配上应以使弱势的公民能作为一个平等者，而非以所谓平等对待放任公民之间形成不平等的情况。
〔216〕

 相较于诺齐克之视个人权利为绝对不容侵犯，德沃金虽然也强调相对于社会普遍福祉，“权利是王牌”（rights as trumps），可以优势地位致胜。
〔217〕

 不过，他却放弃普遍的自由权利观念，将自由区分为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与其他自由。
〔218〕

 就此而言，德沃金的个人权利观点，除了基本自由之外，其他诸如财产权等自由，并非个人得以固守抗拒之堡垒。此一观点，与罗尔斯在个人平等的基本自由权保障之外，强调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亦即基于对社会处境最不利的成员有利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
〔219〕

 二者之间，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德沃金不采取社会契约论的观点
〔220〕

 ，不过其与罗尔斯在个人权利的论述上，皆致力于维护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保障；而对于非属基本自由权利，诸如财产权利，则亦可从其权利理论中，寻绎出财富重分配的道德理据。就此而论，二者自由理论中的个人，并非原子论式牢不可破的堡垒。盖除了个人自愿的同意之外，亦赋予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权威当局，具有某种程度社会财富重分配之道德正当性。由此亦可以看出，罗尔斯与德沃金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论题，不能与利己主义与自私等同视之。再则，罗尔斯的社群观尽管与沉岱尔所强调之“构成的社群观”有别，然而就极力维护个人免于淹没在群体之中，却又能在人际互动中展现对他人与群体之贡献，此种个人主义论题就调谐个人主体性与社会性二者而言，有其理据创意。

正如赖曼（J. Reiman）在评析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论争时所指出，自由主义并不是社群主义之对立面，而是其先决条件（precondition）。赖曼认为自由主义并不会企图限制个人去关照他人，乃至因发展与他人之关系而导致淹没于群体之中；自由主义所在意的，乃是此种人际发展是否出于个人之自愿。就此而言，“对那些肯认真正的社群是自愿的社群，并且不将社群价值作为迫使人们违背其意志而求同之手段的人而言，自由主义乃是社群主义之基础”
〔221〕

 。此一论点，可以说颇为中肯。要之，自由主义者并非不重视社群价值，只是自由主义者强调，社群价值的实现，应该要在自由、自愿的前提下去达成而已。

五、结语

在当代对个人主义论题强烈批判之际，本文重新探讨自由主义此一个人主义基底，厘清并检视其立论的相关问题。笔者分别检视哈耶克与波柏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论证，以及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的个人权利论述。尽管他们对于个人主义论题所持之理据不尽相同，不过，从本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个人主义论题之利己自私与丧失社群价值之批评，固然足以提供我们对自由主义进行深刻的反思，亦显示现代自由社会某些潜在的病痛，却未必足以据此否定当代自由主义者的个人主义论题。当然，摊开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自由主义者面对不同时空与议题，就自由主义理论中存在的可能缺陷，不断地进行反思与修正补充，这是自由主义迄今仍能随着社会变迁而与时俱进，继续保持其鲜活的思想活力之关键所在。就此而论，笔者以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固然有其立论根据，亦将继续发挥其理论贡献；惟面对晚近相关之批判，仍然可以从下述几项论述策略着手，进行适度的理论调整：

第一，调整孤立自足、自我拥有的个人主义论述。诚如本文上述的讨论，对于个人主义论题最严厉的批评，莫过于泰勒的“政治原子论”；除了泰勒之外，马克弗森（C. B. Macpherson）亦用“占有式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一词，来定位西方17世纪的自由主义，认为此种个人主义视“个人本质上乃是他自己及自己能力的所有人，没有任何受惠于社会之处”。他并认为此一自由主义传统的基本论述，一直影响到20世纪，并造成当代自由民主体制的困难。
〔222〕

 泰勒与马克弗森对孤立自足、自我拥有的个人主义之批判，乃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最大之挑战，自由主义者在提出自由论述时，必须加以面对，并在理论建构上有所响应与调整。就此而论，诺齐克式的自我所有权论证，似乎在理论上有必要做适度的调整。

第二，自由主义调整孤立自足的自我观策略之一，是将个人主义论题建立在（包含个人的）社会理论之上。库克萨斯（C. Kukathas）在讨论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时，把个人主义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atomistic individualism），一是分子式的个人主义（molecular individualism）。原子的个人主义政治理论，设定孤立的、非社会的个人，彼此结合而形成社会与政治社群；分子的个人主义政治理论则并不以未分化的、前社会的个人为起始，而是以包含个人的社会做为理论建构的基点。库克萨斯认为哈耶克的个人主义理论，建立在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论据之上。因此其个人主义论述，主要在提供一种社会理论，而非关于个人权利的宣称，或个人作为一理性主体（a rational agent）之性质的设定，因此是一种分子式的个人主义；相较之下，罗尔斯本乎康德拒绝诉诸社会情境中的人性之先验论述，将个人主义论题，建立在无知之幕遮蔽之下的个人观基点之上，则是一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诺齐克尽管批评罗尔斯的人观，然而其理论仍维持上述康德式的论述性格，因而仍然是一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
〔223〕

 库克萨斯上述论点，未能对罗尔斯与诺齐克的人观有所区分，似未尽妥当；惟其以分子式的个人主义论哈耶克，则颇富创意。所谓分子式的个人主义，正如哈耶克所强调，并非预设孤立自足之个人，而是立基于人在社会中复杂的人际互动脉络，并由此展开自由社会原理之阐述。论者常将哈耶克与诺齐克并举，其实哈耶克的立论核心在自由社会之原理——自发秩序，与诺齐克着眼于个人权利之哲学证成颇异其趣。

第三，孤立自足的个人观之另一调整策略，是将个人主义论题由“individualism”转向“personalism”。根据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个人不仅是权利的主体，而且是道德的主体。余英时在论述中国文化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其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了每一个个人的道德价值时，强调此种儒家式的个人主义为“personalism”，而非“individualism”。盖前者以具体的、特殊的个人为基础形成合乎“礼”的社会，侧重人伦的意义；后者则以抽象的、通性的个体为对象，强调保障个体起码的公平或立足点的平等，侧重法律和制度的意义。
〔224〕

 狄百瑞（W. T. de Bary）亦认为儒家式的个人观，与西方传统强调人格完满发展的“personalism”相近，而与近代着重个人解放的“individualism”有其区别。
〔225〕

 余英时与狄百瑞上述论点，目的在厘清儒家严分义利之辨的成德之学，其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真正意涵。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之下的个人主义论题，其论述应该从个人作为法律制度意义之下的权利主体，更进一步提升到个人作为道德主体，亦即康德“目的王国”之义。就个人主义论题的理论调整而言，这亦是一个重要而可行的方向。

第四，以差异原则重新诠释个人平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平等，然而其结果却造成财富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论题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个人是平等的，不仅作为权利主体与道德主体的平等，平等的议题也应该及于社会经济地位平等的追求。就此而言，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一方面确立平等的基本权利具有优先性；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方面，则以“对社会处境最不利的成员有利”之差异原则作为判准，以兼顾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平等的追求。就调整个人主义孤立自足人观的缺陷，以及自私利己的批评而言，具有重大的理论创发意义。德沃金“被作为平等者对待之权利”的论述，可以说与罗尔斯差异原则彼此呼应。要之，自由主义者在致力于维护个人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之外，也应该提出兼顾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议题的理论与制度设计，使个人主义论题更趋周延而合理。

哈耶克与现代自由主义
〔226〕



一、引言：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向

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近4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之中，面对不同的时代课题，可以说展现了不同的风貌。自由主义此种不同风貌的转变情况，正如阙斯柏（J. Zvesper）所谓：“保守者使自由主义保守化，激进者使自由主义激进化。”
〔227〕

 此种情况，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还，也就是1848年马克思（Karl Marx）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联合发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揭开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之后，益形明显。哈耶克（F. A. Hayek）指出，从1848年革命到大约1948年的这个时期，可谓欧洲社会主义的世纪。
〔228〕

 这个欧洲社会主义的世纪之中，西方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理念，以及植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政治及社经体系，在社会主义革命潮流冲激之下，不断地受到反省与批判。在这一时代背景与新起的对立思潮挑激之下，自由主义的学派内部，亦逐渐出现对自由主义不同诠释脉络，形成了纷歧的自由理念。套用上述阙斯柏的话，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赞同资本主义者使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化，倾向社会主义者则使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化。”

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行动对自由主义产生重大影响，可以从19世纪自由主义宗师穆勒（J. S. Mill）后期的思想转变，透露出明显的讯息。穆勒以一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源——经济学上的“古典学派”之集大成人物，却转向新兴的社会主义，其影响可谓非常深远。穆勒转向社会主义的标志，在于他的《政治经济原理》第三版序言。本书第一版出版于欧洲社会革命之年（1848），第二版出版于次年。在第一、二版中，穆勒对社会主义尚持保留与反对的态度。然而在1852年的第三版序言中，穆勒同意把社会主义当作人类进步的最后目标。他认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惟一理由，不是社会主义不好，而只是人类（特别是劳工阶级）的才智与德性尚未充分发展，因而不宜遽然实施而已。因此社会改良之目的，应朝向给予每一个人有最大的自由，而劳动所得又能够公平分配的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中，人们的才智发展与道德素养，才能愈臻于理想境地。要之，穆勒不再反对社会主义，相反地，他认为社会主义确是人类未来的理想。不过，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并非一蹴而就，而有待于人类知识与道德的充分发展才能达成。
〔229〕

 穆勒自由思想的此一转向，就自由理念而言，诚如塞班（G. Sabine）所说，乃是视自由不仅是个人之善（individual good），而且是社会之善（social good）：自由国家之功能不是消极性的，而是积极性的。
〔230〕

 无论如何，在自由主义阵营之中，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之自由思想，在穆勒之后已形成一重要潮流。

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向，一方面沿循穆勒之后趋向社会本位之自由思考；另一方面则是重返古典自由主义的呼声。以前一趋向而言，在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美国的“福利国家”等等标志之下，事实上聚集了不少转向社会本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至于后一趋向，则除了英国撒切尔夫人及美国里根主政以来反对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政策，标识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方向之外，若干以“libertarianism”名称为标志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则企图本诸现代知识观点以及政经实践经验之例示，来重建古典自由主义个人本位的自由理论。由于欧洲的社会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颇难与社会主义严格区分，因此就比较周延的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现代自由主义就前一趋势而言，乃是沿循穆勒重视公平分配的观点，倾向为西方福利国家做辩护。在这方面，就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言，罗尔斯（John Rawls）与德沃金（Ronald Dworkin）可谓此中翘楚。尽管他们思想立论并不一致，不过就基本上不否定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体系，但强调透过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来实现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理想而言，他们显示出相近的观点。此一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由思想家有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波柏（Karl Popper）与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人。他们的思想观点亦并不一致，不过就反对从社会主义脉络重新诠释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立基于个人自由本位而言，基本上可以说一致。

本文讨论哈耶克与现代自由主义，乃是根据上述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来探讨哈耶克在现代自由主义中的定位，以及其与另一脉络的自由主义观点之间的比较。从现实的政治经济层面来看，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取得执政地位，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们在英、美强力推行新的政经政策，汇成“新右派自由主义”（“new right liberalism”）的一股风潮。新右派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核心信条，诚如金恩（D、S. King）所言，乃是笃信“市场机能的优越性，以之为经济繁荣（因为预设市场在稀少资源的运用与分配上具有更大的效率）以及透过限制国家干预使个人获得最大限度自由的推动者。自由必须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自由（market-based freedom），而不是国家强使之自由”。
〔231〕

 在1990年前后苏联逐渐解体，继东欧之后步入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追求个人自由之路。展望20世纪90年代，整个世界的政经情势正朝向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方向，形成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趋势。然而尽管现实的政经情势如此，现代自由主义内部对立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自由诉求，仍然存在颇多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不少建设性的理论架构，来调整市场经济体系中自由实现的可能偏失。至少就生产所得的分配而言，诚如朴列斯顿（L. Preston）在讨论自由社会的正当性（legitimacy）时所指出，市场社会乃是选择性地有利于“社会中处于最优势的成员”（the most advantaged members of society），这使得自由社会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232〕

 就此而言，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自由社会，其社经层面各种资源的分配，如何透过合乎社会正义的制度架构，予以合理安排，实仍构成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的一项重大挑战。因此，本文在讨论哈耶克与现代自由主义的主题上，将侧重于上述这一争议性的论题，透过坚持自由理念的哈耶克与注目平等分配制度安排的罗尔斯与德沃金之比较例示，对现代自由主义内部这一最具争议性的问题，进行若干分析与探讨。

二、哈耶克以自由价值为首要目标

在现代自由主义受到思想对手不断挑激而难免立场有所动摇之际，哈耶克可以说一直坚持自由主义传统的最高价值目标——自由。他坚持根据自由的“原始的意义”（original meaning）来使用自由一词。他所谓自由的原始意义，是从不受外在限制的观点，将自由界定为“独立于别人专断的意志之外”。
〔233〕

 哈耶克所持的自由观念，用柏林（I. Berlin）的术语来说，乃是一种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概念。柏林所谓消极自由概念，是指不受他人阻碍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因此自由的实现依恃于消除外在的限制；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着眼于自作主宰，因此自由的实现有赖于个人基于清明的理性，能够成为真正本乎自己的思想而行动之主体，二者着眼点并不相同。
〔234〕

 就采取消极自由概念而言，哈耶克无疑地属于古典自由主义之传统。

就古典自由主义之传统而言，它的起源与成长乃是立基于个人主义，一个人的经验与利益——的基本概念而来。此一个人主义的基本概念，强调知识与真理基于个人判断，亦即个人主观经验与外在客观世界接触、结合而形成。既然一切知识来自个人经验，而不存在既成的真理或超越价值，则政治社群中公共事务的决定，便应诉诸多数个人经验之参与形成。古典自由主义此一立基于个人主义的性格，使其在道德层面将个人的自由、尊严与生命视为最基本的价值，其余事物皆隶属于此一基本价值的实现之下。就政治层面而言，强调个人有透过选举运作等方式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就经济层面而言，则尊重个人财产权利，以及其在自由市场之中透过个人努力，去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本质，亦使其在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论题上，强调个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个人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基本权利，如果这些基本权利受到侵犯乃至破坏，则可以更易政府以维护这些个人基本权利。
〔235〕

 要之，个人是独立的主体，人与人之间彼此平等，无人能役使他人，因此人人自由，拥有追求自己择定之价值目标的基本权利。

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当然是自由，然而自由的前提条件是人人平等，亦即独立自主而不受他人役使。在此一意义之下，自由与平等不啻孪生兄弟。古典自由主义者畅言“人生而自由平等”，视二者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自然权利，可以说立基于此。不过，被古典自由主义者视为相辅相成的自由与平等之关系，到了19世纪中叶以降，却逐渐发现二者乃是分别离立的价值目标。自由与平等的实现，不但不是调谐一致，甚至是两难之局（dilemma）。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在他实地考察了美国民主政治后，于1835年（上卷）及1840年（下卷）所发表的《美国的民主》一书，发人深省地指出：“自由与平等其实有其分别，人类之爱好自由与爱好平等，事实上是两回事。甚至可以说，在民主国家之中，自由与平等乃是两种不相同的事物。”
〔236〕

 就民主社会的人们而言，与其说他们爱好自由，不如说平等才是他们真正的最爱。透过对美国民主社会的深刻观察，托克维尔在自由与平等这个论题上，写下了鞭辟入里的千古警句：

民主社会对自由有一种自然的爱好，即使不去管它，他们亦会追求自由、珍惜自由，而不容剥夺自由。然而论及平等，他们的激情是热烈的、不满足的、不间断的，乃至不肯屈服的：他们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如果无法如愿，他们仍然愿意在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237〕



托克维尔强调自由与平等二者有别，并认为民主社会的人们除了可能在自由之中追求平等之外，也可能在牺牲自由的奴役状态之中，寻求平等的实现。在20世纪不断出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之后，人们不得不叹服托克维尔的先见之明。要之，诚如艾宾斯坦（W. Ebenstein）在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时所指出：自由与平等乃是民主社会的两难之局，二者之难以调谐一致，乃是托克维尔民主理论的中心课题。热心的民主人士认定在民主政治中自由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托克维尔则指出民主政治解决了平等问题，却创造出新的自由问题。
〔238〕



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无不在自由与平等两项价值之间徘徊瞻顾。然而，置身此一难局之中，哈耶克却坚定地致力于自由价值的维护。他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因为自由是其他价值的泉源与条件。
〔239〕

 哈耶克维护自由价值的论据，乃是基于两个基本的理论预设：一是批判的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二是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

“批判的理性主义”一词，是哈耶克从波柏的著作中借用。波柏在1963年出版的《臆测与驳斥：科学知识之成长》一书中，提出这个名词，来代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自知无知”（“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的理性主义传统。这种理性主义传统，不同于笛卡儿式的“主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盖认为真理的追求不是诉诸权威，而是凭恃在不断地批判过程中消除错误。
〔240〕

 哈耶克采用波柏的“批判的理注主义”一词，与他所谓“天真的理性主义”（naïve rationalism）对举。哈耶克所谓天真的理性主义，指启蒙传统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the Enlightenment）。哈耶克认为西方近代由笛卡儿开始，到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诸如伏尔泰（Voltaire）、孔道西（J. A. Condorcet）以及卢梭（J. J. Rousseau）等人，由于高估人类的理性能力，因此认为人类可以凭借其理性能力，规划、设计人类社会理想蓝图，据以重新建造社会，创造人类新文明。哈耶克认为这种天真的理性主义，应该称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或“理性的建构主义”（rationalistic constructivism）。由于这种理性主义以笛卡儿哲学为典型代表，所以哈耶克又称之为“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Cartesian rationalism）。
〔241〕



在西方近代思想发展过程中，18世纪的启蒙时代的确在形塑往后人类思想的风貌上，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基本上对近代科学发展，抱持极为乐观的态度，认为科学文明必可增进人类幸福、创造自由和谐的社会秩序。他们颂扬的“理性”，并不是与近代科学据以发展的“经验”相对立，而是与信仰、传统权威、迷信相对立。其实，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在思想上最鲜明的表现，乃是对基督教权威的反对与挑战。
〔242〕

 论及启蒙时代思想家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与自信，重要的凭借之一，即是近代经验科学的成就。

不过，从哈耶克的观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基本上属于“法国传统”（tradition of French Enlightenment），在笛卡儿哲学精神支配之下，认为人类理性能力足以设计理想社会蓝图，然后按图施工，进行社会工程的全新建造。伏尔泰尝谓：“如果你们要好法律，烧掉目前所有，使你们成为全新之人。”
〔243〕

 孔道西更在对理性极端自信的情况下，对人类历史未来走向抱持高度乐观的预期。他强调人类历史是朝向完美目标的一种进步的历程，人类历史发展到18世纪末叶，乃是经过九个阶段，而正要进入第十个时代。这九个阶段是：一、狩猎时代；二、畜牧时代；三、农业时代；四、希腊时代；五、罗马时代；六、罗马帝国到十字军东征；七、十字军东征到印刷术发明；八、印刷术发明到笛卡儿哲学产生；九、笛卡儿哲学产生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孔道西认为到了第九个阶段，真正的物理宇宙与社会宇宙系统已经被人类发现，因此进入第十个阶段，即是革命的时代，透过激进的革命来消除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而达成人类在知识方面、道德方面以及物质方面无限完美的境界。
〔244〕

 古往今来，不乏为人类未来美好前景满怀憧憬之人，然而不同的是，孔道西强调一种“社会数学”（social mathematics）的观念，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应本乎一种严格精确的评估（precise evaluation），以取代本能与习惯（instinct and habit）的行为。从哈耶克的观点，这是一种“工程师式的心态”（“engineering type of mind’”）。
〔245〕

 这种工程师式的心态，实为现代人类灾难的根源。

哈耶克反对法国传统的工程师式的心态，而主张“英国传统”的社会成长理论。此一理论不认为人类社会是理性设计的产物，而主张人类社会乃是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之中逐渐演化成长。在社会演化过程之中，人的理性固然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理性所扮演者并非全知全能，而只是有限的角色。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演进诚如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名言，乃是“人类行动而非人类设计之结果”。
〔246〕

 质言之，社会的成长演进不是依恃全知全能的理性之设计建造，因此并非在人类完全清楚意识到的情况之下进行。除了理性的有限功能之外，社会有其自发的秩序。

自发的秩序是哈耶克政治社会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此一核心概念与有限理性概念二者彼此呼应，构成他论自由社会之基本理据。作为一位专技的经济学家，哈耶克自发秩序概念的灵感，显然来自经济学上“市场机能”（market mechanism）的启发。市场机能是由供需关系牵动价格变动，而形成一自动调节供需之体系，使经济社群之成员，人人基于利己之心，各为其私，而在市场机能这“一只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微妙运作之下，竟得以成全意欲之外的社群公共利益。无疑地，市场机能是最典型的自发秩序。除了市场机能之外，哈耶克认为包括语言文字、社会风俗习惯、法律以及工艺技术等等，都是在社会长期演化过程中，逐渐地成长形成的自发秩序，并非某一个人或少数人运用他们的理性能力，有意地设计建构而成；而是社会中的个别成员，在追求各自选择的目标之下的行为互动，所自然形成的结果。
〔247〕

 哈耶克此种社会演化观念，与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圣人制作”观念，可谓大相径庭。中国人流传的仓颉造字、神农氏教人耕作、燧人氏教人取火、有巢氏教人架木为巢等等说法，固然是一种推托之言，不过就观念意涵而言，基本上乃是相信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理性设计，扮演形塑社会的重要角色。

对于个人理性能力有限的体认，以及对于社会演进过程中种种自发秩序之发现，使哈耶克深信只要能营造一个自由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个别的社会成员自己择定目标，自由地去实现自我，自然会形成一种由社会内部自我成长的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亦即自发秩序。如果不依循此种自发形成秩序的方式，则必然要诉诸由外在的人为力量制造秩序（artificial order）。人造秩序不同于自发秩序，自发秩序依恃于人类社会各种自然形成的规律（rules），人造秩序则凭借一人或少数人命令（command）之规制。自发秩序中的规律，其具体展现乃是一个根据自由原则而形成之基本法律架构。所谓自由原则即是古典自由主义“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之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原则，亦即是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或法治（rule of law）原则。此外，哈耶克认为规律具有抽象性与普遍性，为普遍性的法律（general law）之本质，与命令之基于一时特定目的，由权威当局任意决定者不同。在这样一个基于自由原则运作的法律间架之下，哈耶克也将他的自由观念界定为“法治之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248〕



诚如若干学者所指出，哈耶克基本上把康德的“目的王国”（“kingdom of ends”）——把每一个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作为自由的伦理基础。
〔249〕

 不过，他的自由主义最主要论据还是立基于知识基础，亦即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人在社会之中”的两个次级主题：“人”与“社会”之本质的认识而形成。在“人”的次级主题方面，他发现人的理性能力有限；在“社会”的次级主题方面，他发现社会的自发秩序。要之，哈耶克在康德“把人当人”的伦理价值前提之下，凭恃其社会研究获致之知识基础，于平等诉求高涨的20世纪，不顾毁誉地高揭自由之大纛。

三、平等价值的定位：与德沃金、罗尔斯的比较

从上述对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哈耶克所持的自由概念，乃是视自由为一种普遍性的权利，而不是个别的、特定的权利（specific liberties）。所以他要从自由的原始意义来界定自由，重视自由的整全性，认为单数（a liberty）与复数（liberties）用法之下的自由，正好显示自由的不完整。因为一项自由表示一项特许（a special privilege）和免除（an exemption），诸自由表示若干特许和免除。就此而言，自由是指除一般性规律（法律）所禁止者外，一切皆可自由行事；而诸自由乃是指除一般性规律所允许者外，一切皆在禁止之列。
〔250〕

 这种视自由为一种普遍性权利的观点，诚如殷海光所指出，乃是：

确认自由是每个人固有的，不是任何人赏赐的。每个人固有的自由是整全而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展开固然因作不同的分殊（itemization）而得到不同的名谓，例如言论自由、谋生自由、集会自由等等，但是，却不可只许有这项自由而不许有那项自由。如果只许有这项自由而不许有那项自由，那末自由的整全性便遭到破坏。
〔251〕



近代自由观念的崛起，既立基于“人生而自由”的论据之上，则自由乃是人与生俱来固有之不可剥夺或让渡之权利（inalienable right）。在这一意义之下，视人人皆有整全之自由，亦即视自由为一种普遍性的权利，乃是在逻辑上必然的结论。张佛泉论近代自由观念的形成，亦特别指出：

（自由观念）已由“具体的”进而成为“抽象的”，由“个别的”进而成为“普遍的”。……从17世纪中叶以后直至联合国阶段，liberty及freedom两字已很少作多数，并且两字的第一字母均常用大写。……中世纪时liberties一字，以多数用，最为普通，并几乎不见单将此字的第一个字母大写；freedoms一字也是如此用法。到了近代，除非所指系中世纪的“自由”，不然差不多全用为少数，而以之当为一抽象观念。
〔252〕



要之，哈耶克所持视自由为普遍权利的概念，实为近代自由观念的基本内涵。此一基本内涵在视平等为自由之条件的意义之下，不会产生重大争议；然而一旦发现自由与平等经常扞格不入时，重大的理论争议即不免产生。

哈耶克站在捍卫自由的立场，对于当代平等主义的诉求，完全采取批判与否定的态度。他所主张的平等观念，是人人皆有平等的自由，亦即人人在法律之前自由竞争的机会平等。所谓法律之前的平等，是指没有任何人的渴望与企图心会被任何法律的障碍所阻。法律之前的平等维护个人的独特性，保障个人的发展机会，使每一个人皆可以凭借其能力为任何其自择之目标去自由竞争。在此一平等理念之下，他对近代以来基于经济平等诉求而进行“财富重新分配”的种种社会革命或改革运动，可以说完全加以拒绝。

就社会革命而言，哈耶克认为当代根据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中央集体计划经济体系，乃是企图以人类理性设计去进行社会乌托邦的建造，其结果只有将人类推向悲惨的奴役社会，因此加以反对。除了批判共产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之外，哈耶克对于当代自由主义倾向企求透过政府功能，进行经济财富重分配，以达成平等价值的实现，亦抱持反对态度，视之为“走向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
〔253〕

 同样地，在哈耶克的自由理念之下，当代以财富重新分配为主要内涵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亦即经济正义（economic justice）或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诉求，哈耶克亦抱持全然否定的态度。他甚至用“海市蜃楼（mirage）”、“国王的新衣”
〔254〕

 “毒害的语言（poisoned language）”
〔255〕

 等最严厉的字眼，来批判社会正义追求平等的诉求。

要之，哈耶克由其社会哲学一人的理性限制与社会的自发秩序——导出普遍自由权利概念，与近代自由观念之发展趋势可谓合辙。在普遍自由权利概念之下，透过财富重分配来达成平等的诉求，由于必须凭借扩大政府的功能，特别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平等分配的干预，就哈耶克而言，与古典自由主义“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的自由箴言相违背。站在维护自由的立场，只有坚决加以反对。哈耶克此一为维护自由而拒绝平等的思想立场，就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而言，诚如库克萨斯（C. Kukathas）所指出：

关键之点，在于他断言自由无法加以分割离立。……此一观点显然为诸如罗尔斯与德沃金等自由主义者所反对，他们与穆勒一样分别各种不同的自由，并且认为某些自由比其他自由更为重要。
〔256〕



库克萨斯并认为哈耶克避开用“权利”（rights）概念，来表达他的自由理念；否则他所持单一而不加区别的自由观念，将因各种权利之存在，而如德沃金所批评难以维持其自由理论的一贯性。
〔257〕



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维护自由的论据，基本上有两个进路：一是知识论据，二是伦理论据。哈耶克的自由论据，诚如上述乃是以知识论据为主。哈耶克之外，波柏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波柏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主张，乃是立基于知识论据——他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基础之上。
〔258〕

 至于根据伦理论据推导出自由主义观点者，诺齐克、德沃金与罗尔斯可以说是显例。他们以权利概念为核心，一则探究权利的道德基础，再则进一步推出我们究竟应该拥有什么权利？

在上述几位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中，波柏与诺齐克两人就倾向支持自由价值而言，基本上与哈耶克一致，在本文中暂不讨论。在这里，我们要与哈耶克自由观点比较讨论的，乃是德沃金与罗尔斯。德沃金与哈耶克不同，他认为自由权利必须由平等推导出来；至于罗尔斯，则试图透过一种康德式的理论批判过程，重新给予自由与平等适当的定位。

德沃金的理论出入于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在当代英美法律哲学家哈特（H. L. A. Hart）为代表的法律实证论（legal positivism）为主流的趋势下，德沃金站在批评法律实证论的立场，成为哈特法律哲学的主要对手。哈特继承边沁、奥斯丁以来强调实定法的传统，认为法律乃是一种规则（rule）之事，此为经验事实之存在，无关乎任何应然的原理。规则之理据，无须借助规则之外的原理，而仍在规则本身。他把规则区分为两种：一是关于行为的规则，例如禁止杀人、偷窃或闯红灯等规则，称为初级规则（primary rules）；二是关于规则的规则，例如如何制定、修改、解释规则，以及批准承认规则为有效规则，亦即哈特视为规则之终极理据的“承认规则”（rule of recognition），称为次级规则（secondary rules）。
〔259〕

 要之，哈特严分法律与道德之畛域，视法律纯然是经验事实之规则。对于此一观点，德沃金抱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法律乃是原理之事（matter of principle），而非纯然规则之事。原理在规则之外，事实上与法律实证论同样以边沁为源头的效益主义，即是一套以普遍福利为群体目标之原理。然而德沃金的原理并不建立在效益主义基础之上，正好相反，他反对效益主义以群体福利为基本原理的主流思想，而把原理立基于个人权利之上。因此，他以“普遍的权利理论”（general theory of right）称呼自己的理论。
〔260〕



德沃金的普遍权利理论以平等概念为核心，推导出各种自由权利。在这一意义之下，自由与平等不是对立，而是自由以平等为基础。德沃金指出：

我的论证的中心概念不是自由，而是平等。我预设我们都接受下述的政治道德设准，即政府必须对其所统治的成员加以关照，盖其乃是会遭受痛苦与挫折之人类；加以尊重，盖其为能形成应该如何生活的明智概念，并本此明智概念行动之人类。政府必须不仅对待人们以关照与尊重，并且必须是平等的关照与尊重（equal concern and respect）。政府不应基于某些公民值得更多关照，因而应该有权分配更多之理由，进行财货与机会之不平等分配；政府也不应基于某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更高贵或优越之公民良善生活概念的理由，对自由加以限制。这些设准合在一起，表达一种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平等观”（liberal conception of equality），而不是如某些人所陈述视自由为特许放任（liberty as license）之概念。
〔261〕



哈耶克视自由为外在限制之不存，依据德沃金上述看法，即是一种以特许放任为自由的观点。德沃金不赞同这种自由概念，他认为在一个政治社群之中的自由，无法不跟政府成立的道德设准绾系在一起。诚然，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推想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它基本上乃是人群在政府统治之下的聚合。
〔262〕

 既然如此，探讨现代国家人民之自由权利，从政府成立的道德设准出发，似乎才是一个合理的推论方式。

当然，根据政府成立的道德设准来推论人民拥有何种权利，由于采取的道德设准不同，因而可能推论出不同的权利内容。就此而言，除了基本人权乃因“人”的身份而来，不是因为做为某一政治社群成员身份的缘故，因此基本人权不会因政府成立之道德设准不同而有所差异之外，人民权利的内容乃系于政府成立的道德设准。就德沃金而言，权利固需道德设准，但权利与效益主义就集体目标之效益考量乃是迥然不同。
〔263〕

 关于上述“平等的观照与尊重”之道德设准，德沃金特别强调其所谓平等的关照与尊重，不是采取“被平等对待的权利”（right to equal treatment）——亦即平等分配机会、资源或负担之权利观点；而是采取“被作为平等者对待的权利”（right to treatment as an equal），亦即不是接受同样的负担或利益之分配，而是与其他人受到同样尊重与关照之对待的权利。就此一意义而言，如果有两个小孩，一个病入膏肓，另一个只是身体不适而已，则仅剩的一份药便不是依照“被平等对待的权利”原则，掷铜板来决定该给谁吃，而是依据“被作为平等者对待的权利”，给予那个最迫切需要之病入膏肓的孩子。
〔264〕

 同样的道理，如果两个地区发生水灾，灾情轻重不一，则政府依据“被作为平等者对待的权利”之原则，乃是给予灾情较重的地区更多补助，而不是将救灾专款平分。
〔265〕



德沃金认为根据上述的权利理论架构，自由权利不再与平等权利相冲突，而是从一种更基本的平等概念推导出来。
〔266〕

 另一方面，从平等概念推导出来的自由权利，并非普遍的自由权利，而区分基本自由与其他自由。要之，德沃金认为普遍的自由权利概念，必须放弃。
〔267〕

 德沃金反对效益主义以社会普遍福祉这种集体目标，作为社会政策的依据。他强调相对于社会普遍福祉，权利乃是王牌（“rights as trumps”），可以优势地位致胜。
〔268〕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对自由权利不加以区分，而采取普遍的自由权利概念，则人人拥有普遍自由权利之结果，将形成“当所有的牌都是王牌，则没有牌是王牌”的局面。若然，则“权利是王牌”的理论，将陷入逻辑上不一致的困境。
〔269〕

 再则，如果不将基本自由与其他自由加以区分，则限制赌博的自由与限制思想言论自由，就其不合乎正义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分别，这大概难以为我们所接受。要之，德沃金认为普遍的自由权利并不存在。
〔270〕



从自由权利的区分着手，进行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目标的重新定位，以解决当代对于自由与平等之争讼不休，可以说同样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条基线。罗尔斯在他的正义理论中，以两项原则为自由与平等定位。第一项原则是自由的优先性（priority of liberty）原则，强调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equal basic liberties），以字典式的排列次序（lexical order）优先于第二项原则——即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
〔271〕

 罗尔斯所谓基本自由权利，包括政治自由（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与集会结社自由、良心自由（特指宗教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在法治保障之下免于被任意逮捕拘禁之自由。
〔272〕

 这些基本自由权利，在一个合乎正义的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皆必须完全平等。这些基本自由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不可侵犯的权利，不得以任何其他理由，包括促进经济繁荣或社会及经济不平等之改善等为由，而侵犯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盖“自由之限制，只能基于自由之缘故”。就罗尔斯而言，这些基本自由的惟一限制，是使他人亦拥有同样的自由，即平等的自由。
〔273〕



在自由与平等的论争上，罗尔斯把自由之中的基本自由权划分出来，认为每一个人皆必须平等地拥有这些基本自由权利的原则，乃是第一的、首要的原则。对于基本自由权利优先性的定位，构成罗尔斯正义理论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罗尔斯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使自由价值在19世纪中叶以还遭逢各种社会思潮挑战，而陷于混沌犹疑状态之下，重新获得在严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澄清与定位。在赋予基本自由权利优先性的理论定位之后，罗尔斯对于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以第二原则提出深入讨论。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必须合乎下列两项条件：（一）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二）社会的各项职位与地位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情况之下，对所有的人开放。
〔274〕

 第一项条件是容许不平等（差异）的条件，因此有时差异原则是专指此一原则，而把第二项原则称为“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罗尔斯认为就这两项条件而言，第二项条件应优先于第一项条件，即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异原则。
〔275〕

 不平等的分配，如果能够使社会中的弱势阶级获致最大利益，则是容许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不能因此而限制或阻碍某些人或团体公平参与职位或地位（选举产生之外的政经职位）之竞争。

罗尔斯根据容许不平等的两项条件，提出“民主主义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观念，认为既能满足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人获得最大利益，又能符合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此一观念之下，罗尔斯强调所有社会职位应对所有的人公平开放，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种族以及能力。而为了达成公平的机会平等，有必要对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因素加以清除。
〔276〕

 对于社会地位、阶级出身以及种族等人为因素造成机会不平等的情况，应该加以清除，这在自由主义者之中可以说有基本的共识；至于才能（talent）因素则不然，例如就哈耶克而言，显然让每一个人在自由环境之中，凭恃个人能力为任何社会地位自由竞争，乃是法律之前机会平等的真正意义。罗尔斯认为以能力为标准，固然比较接近正义原则，然而仍然不合理。盖就个人能力的形成而言，其实深受后天因素的影响。因此诸如自然的、社会的与家庭的环境，包括营养状况、生活方式、文化气氛以及受教育的机会等等，都对个人能力的形成造成重大影响，使得社会弱势阶级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民主主义的平等观念主张消除造成个人能力差异的根源与条件。政府应致力于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改善社会弱势阶级的生活条件。总之，不应由社会的或自然的机运来决定个人在社会中利益与负担的分配。
〔277〕

 因此除了应消除影响个人能力形成的人为因素之外，罗尔斯认为为了使社会职位与地位向所有的人平等开放之原则得以落实，有利于先天的潜能较优越者之措施，亦应加以调整。盖先天的潜能乃属“自然的机运”（natural contingency），其与后天环境的机运（social fortune）一样，所造成人与人之社会地位差异的影响，应尽量减轻。
〔278〕

 基于此一原因，他认为社会建制应使先天条件较差的人，能获得真正公平的机会平等。罗尔斯这种以后天的社会建制弥补先天潜能差异的观点，就近代以来的平等诉求而论，可谓又向前推进一步。以卢梭来说，他强调自由的实现以平等为条件，因为“没有平等，自由即不可能存在”。
〔279〕

 卢梭认为不平等有两种：一是自然的不平等（natural inequality），包括年龄、健康状况、体力、心智等；另一种是道德的或政治的不平等（moral or political inequality），乃是由于习俗、传统、财富、名誉、权力、地位而来。
〔280〕

 卢梭并不否认自然的不平等，他所反对的乃是人为的不平等。就承认自然的不平等并非平等诉求之对象而论，哈耶克亦强调做为一个事实陈述而言，“人生而平等”绝非事实。人性的变化可以说无边无际，个人能力和潜能在广泛范围的不同，乃是有关人类最显著的事实之一。由是而形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异性（variability），如果忽视这种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的重要，则自由与个人价值亦就无从显示其重要性。
〔281〕

 要之，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基本上默认自然不平等的事实。然而罗尔斯却基于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将平等的诉求指向自然的不平等，要透过社会建制的功能来加以调整，这在近代以来自由主义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可谓一项重大的理念突破。

就自由主义传统对自由与平等的定位而言，诚如丹尼尔斯（N. Daniels）所指出：

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传统地企图提供一个两折的理据（twofold justification）：一方面，自由主义理论家为各种政治自由的平等进行论辩。当然，不同的理论家关注不同组织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另一方面，尽管证成政治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平等，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家同时接受并且证成个人之间与阶级之间，在收入、财富、权力与权威各方面之不平等。……自由主义理论家一致地设定政治平等与重大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乃是相谐一致，可以并存。
〔282〕



丹尼尔斯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基本上即立基于政治平等与社会经济不平等可以相谐一致的设定。
〔283〕

 假使我们同意丹尼尔斯的看法，我们也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哈耶克自认与罗尔斯在正义理论之不同，乃是语词上的而非实质上的，两人在基本论点上实属一致。
〔284〕

 当然，这只是就政治平等与社会经济不平等二者并存的基本论点而言，如果就整个正义理论的结构来看，哈耶克是根本否定可根据任何分配正义观点来干预社会经济不平等，然而罗尔斯却致力于探寻容许社会经济差异的原则，亦即有条件地容许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
〔285〕



从德沃金与罗尔斯在自由主义传统中为平等价值定位的理论建构来看，他们采取了与哈耶克颇不相同的论证进路。如同上述，哈耶克基本上与波柏同一类型，从知识论或科学哲学出发，提出维护自由社会的论据；而德沃金则根据伦理论据，探究权利的道德基础，进而推导出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权利；至于罗尔斯则从“正义作为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的伦理预设为基础，在正义理论的建构中厘定自由与平等的位置。必须指出的是，从知识论的观点出发，很难不注目于理论主张的实效观点，这是何以哈耶克明确表示反对效益主义，然而其自由主张的重要支持论点，却不免于效益主义式的，亦即从自由社会的实效立场立论，乃至被视为是一位效益主义者。
〔286〕

 不过，就哈耶克而言，除了强调自由对社会文明进步的贡献一点之外，就其整个思想脉络，乃是反对社会政策根据后果考量，进行本乎效益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理性计算而形成观之，其实与效益主义难以同科。
〔287〕



基本上，政治学乃是伦理学的延伸，其目标在追求“人类真正的善”，这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项重要传统。德沃金与罗尔斯以伦理论据为基点，透过理论的建构重新给予自由与平等定位，以解决现代自由主义内部对自由与平等的争议，可以说属于此一重要传统之延伸。德沃金视权利为王牌，而权利的理据在于“平等的关照与尊重”之伦理设准。罗尔斯兼顾平等分配的论据，更是完全基于伦理论据。要之，知识论据与伦理论据的主从异位，构成哈耶克与德沃金、罗尔斯自由主义理论的一项基本差异。

其次，在平等的定位上，哈耶克完全定位在一种“平等的自由”之上。并且，在他的普遍的自由权利概念之下，自由可以说是一整个包裹（package），必须整批维护，而不能区分基本自由及其他自由，并因而在维护上有所区别。既然如此，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平等诉求，只有排除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之外了。反之，德沃金基于“被视为平等来对待的权利”观点，使社经平等的关照获得道德的理据。罗尔斯将必须优先于一切而加以维护的自由厘定在基本自由权利范围，从而使社经平等的诉求，在他的正义理论中获得衡酌的空间。他既认为自然及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无关乎道德责任，则由是造成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便应当加以消除。要之，在德沃金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观点之中，平等价值获得理论上的定位。在这样的理论定位之下，不啻为现代自由主义国家透过社会立法兼顾社会与经济平等诉求的政策，赋予了道德的理据。

四、结语

现代自由主义在历经社会主义强烈挑战冲击之下，基本上以对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的论争，进而产生调整定位的各型自由主义理论而展开。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则是在此一论争中坚持自由的价值，并对现代主要以社会及经济平等诉求为内容的平等价值主张，提出强烈的批判。从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哈耶克在跨过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中叶以降，在社会主义影响之下的思想调整历程，而回归十七八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在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论争之中，哈耶克代表透过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重建，展现其在20世纪的思想活力。

哈耶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重建，基本上透过科学哲学上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批判，以及社会哲学上对自发秩序的发现。在科学哲学方面，哈耶克与波柏结论相近而取径不同：波柏以研究自然科学（物理学）起家，而哈耶克则由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入手。撇开持论不一致之处不论，他们一致得到人类在认知客观对象，不论是自然或社会，理性能力有其限度。我们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有限，知识是否为真理亦难以证成。
〔288〕

 另一方面，哈耶克在经济学上市场机能观念的启发之下，进一步发掘社会的自发秩序现象，形成他与理性限制相呼应的理论观点，奠定他坚持自由理念的知识论据。

哈耶克坚持自由价值，使得社会与经济平等的诉求在他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毫无落脚之处。在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中，致力于为平等价值定位者颇不乏人，其中德沃金与罗尔斯可以说是典型代表。德沃金致力于从平等（平等的关照与尊重）的基点推导出自由权利，如此一来，自由以平等为基础，自由与平等对立之说岂非根本解消？罗尔斯则根据正义原则赋予自由与平等适当的定位，他把基本自由区划出来，予以优先保障。在不影响基本自由保障的前提之下，对于社会与经济平等的诉求，赋予合乎正义的理论定位。可以说，平等价值在德沃金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获得了坚实的道德理据。德沃金、罗尔斯与哈耶克不同，他们从探究权利的伦理论据出发，进而从一种伦理观点厘定自由与平等的位置。在德沃金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平等的地位更高，因为平等是自由权利的基础。相较之下，罗尔斯是在维护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由信念之下，苦心地要为平等的诉求营造一个合乎自由信念的理论定位。要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透过社会立法调整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政策，在德沃金与罗尔斯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道德的理据。

随着世局的遽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奠定在市场经济体系之上的自由主义，显然将在人类未来的岁月中，发挥更充沛的影响力。就现代自由主义而言，哈耶克代表的追求自由社会信念，将获得更大的伸展。然而，就人类理想的社会生活而言，自由诚然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盖唯有在自由的前提之下，才有人性尊严可言。唯有在尊重人性尊严的前提之下缔造的社会福祉，才有真实的意义。如果社会的福祉，必须建立在社会奴役状态的条件之上，则不是跻人类于人间天堂，而是把人类推向地狱。不过，自由社会只是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上，如何使个人在受到尊重的自主情况之下，有比较平等的条件去追求人生理想的实现，这显然不是纯任市场机能所能为力，而有赖于社会建制的安排。社会建制，本乎伦理的理据。在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之中，哈耶克致力于市场经济的维护，并以之与自由主义传统的价值信念相结合，提供一个自由社会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德沃金、罗尔斯以及其他重视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他们对自由社会进行伦理层面的思考，就避免自由主义陷于市场谜思而难以自拔而言，可谓别具意义。就此而言，如何在自由的基础之上兼顾社会与经济平等的诉求，仍然是自由主义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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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为西方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论述之一。哈耶克溯源于古典自由主义之自由概念，并根据现代知识发展，重建自由主义理论，进而据以评估当代人类之政治生活。此一自由论述尽管受到经济学上市场机能概念之启示，然而哈耶克并不局限于人类经济生活领域，而是以全幅关照人生价值之开阔视野，来思考人类的自由前途。他根据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广泛的知识向度，透视当代人类自由问题，形成独创性的自由理论。哈耶克的自由理论，特别强调人类社会内在自发形成的秩序，足以使自由、法治、市场机能在社会均衡状态之中不断创新，不断演展绵延，形成最能孕育深刻人文内涵之长远的自由文明传统。此一自由论述，颇多精彩深邃之处。本书作者何信全，现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长期研究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并进一步探索自由主义与东亚儒学传统之间复杂的理论关联，有相关论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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